
敦煌本 《字宝》 中的活俚语 （去声）

邓文宽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要： 《字宝》 是唐人编纂的一部小型方言俚语辞书。 本文作者发现， 其中的一部分俚语在当代

晋南方言里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通过它们的现代语义， 可以对其在中古时代的意义获得更加准确的理

解， 也可对这些俚语产生的方言区域产生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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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所论是 《字宝》 的去声部分。
１􀆰 “刃蒯钝 （原注： 枯怪反） ”。 这是说刀刃的。 蒋礼鸿先生认为 “蒯” 就是

“快” 字①， 是。 “快” 与 “钝” 是反义词， 但都是言说刀刃的， 故编者将它们放在了

一起。 这两个字在民间经常能听到。
２􀆰 “俵散 （原注： 悲庙反） ”。 “俵”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ｂｉàｏ， 释义为 “分给；

散发”， 并引 《玉篇·人部》： “俵， 俵散也。”② “俵” 字义 “散”， 在稷山方言里是存

在的。 记得儿时邻居有人借用我家一件白色孝衣办丧事， 事情过后， 他便将孝衣还了回

来， 里面还夹着一小片白馍。 我不懂其义， 便问母亲。 母亲说： “这是俵哩。” 也就是

散发一点东西表示感谢。
３􀆰 “疮脪肿 （原注： 希近反） ”。 原卷 “希近反” 是给 “脪” 字注的反切音。 《汉

语大字典》 音 ｘìｎ， 释义有二： 一是 “伤口愈合时， 新肉略微突出”； 二是 “红肿发

炎”③。 《切韵·焮韵》： “脪： 疮肉出， 又兴近反。” 在我的记忆里， 稷山方言读音相

同， 但意思却是指疮口化脓。 比如， 母亲用手托着儿子小手边看边说： “都脪了， 得赶

快把脓挤出来。” 换言之， “脪肿” 就是 “脓肿”。
４􀆰 “低圮 （原注： 音俻） ”。 “圮”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ｐǐ， 释义则有 “毁， 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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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 “破败， 倾覆”； “伤害； 催伤”① 诸义。 在稷山方言里， “圮” 字音 ｂí （ｂ、 ｐ
不分）， 与写本直注音之方音相同。 这个词有 “低下” “自毁” 之义。 当年我为了帮助

兄长， 带出他的一个孩子在北京帮人做家务， 但她不愿意做， 闹了很多不快。 我与本家

一位叔叔谈起此事， 他说： “娃觉得低圮的。” 但我认为不偷不抢不骗， 靠劳动谋生，
就是高尚的， 绝不低圮。

５􀆰 “人詿误 （原注： 卦悟） ”。 “詿”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ｇｕà， 释义为 “误， 搞

坏”； 或 “欺骗”②。 方言里其义主要是 “误”。 如某甲犯了法， 某乙也被牵扯了进去。
某乙气愤地说： “本来没我啥事， 全是被那杂分子 （杂种） 给詿了。” 又如说： “
（那） 人你别黏詿。”

６􀆰 “觜啅噪 （原注： 知孝反， 素告反） ”。 “觜” 当是指鸟嘴。 “啅” 字 《汉语大

字典》 音 ｚｈｕó， 释义为 “众口貌”， “同 ‘啄’ ”。③ “噪”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ｚàｏ，
释义为 “虫鸟喧叫”； “喧哗， 吵闹”； 或 “嘈杂”④。 合起来当指众鸟乱鸣。 稷山方言

“噪” 字音 ｃáｏ。 “啅” 字单用我没听说过， 但 “噪” 字单用我不知听到过多少遍。 意

思是 “众人都说” 或 “乱说”， 与 《汉语大字典》 “众口貌” 意思相同。 比如说： “人
噪的， 说是他偷的， 实际上不是他。”

７􀆰 “觜啗啄 （原注： 知减反） ”。 此处 “觜” 是专指鸟嘴的。 “啗” 字 《汉语大字

典》 音 ｄàｎ， 释义为 “同 ‘啖’， 吃； 咬”⑤。 《玉篇·口部》： “啗， 徒滥切， 食也。”
又， “啄， 丁角切， 鸟食， 又丁木切。” 稷山方言 “啗” 字音 ｔáｎ （ｄ、 ｔ 不分）， 恰与

《玉篇》 同音， 义亦食也； “啄” 字音 ｚｕò， 义亦为食。 如说： “葡萄熟了， 鸟鸟子啗啄

的， 地上掉得哪儿都是。”
８􀆰 “鐕钉 （原注： 同前， 与定反） ”。 小注 “同前” 之 “前” 即前文 “ ” 之反

切音 “则暗反”； “与定反”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作 “丁定反”⑥， 是。 “鐕”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ｚāｎ， 释义为 “缀器物的钉子”； “缀物”⑦。 然而， 《玉篇·口部》 云：
“鐕， 子南切， 无盖钉。” 《切韵·覃韵》： “鐕， 无盖钉。” 愚意以为， 这两部古字书更

切近其本义。 “鐕” 即今言之 “錾子”， 铁器， 外形似钉子却无钉盖。 干什么用呢？ 制

造、 修理石磨或碾滚子用。 在农村， 使用机器磨面和碾米之前， 主要用石磨粉碎粮食，
或用碾子进行碾压。 石磨由两块圆石组成， 各凿有沟槽， 上下相合转动磨面。 但使用久

了， 沟槽就会变浅， 需由石匠用 “鐕” 去加工。 这件铁器类似于铁钉却无钉盖， 约三

四寸长， 比大拇指粗。 当然， 它也属于钉子一类， 故编者将二物放在了一起， 但作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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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稷山方言 “鐕” 字音 ｃāｎ 而非 ｚāｎ。
９􀆰 “插擩 （原注： 之甲反， 而喻反） ”。 “擩”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ｒǔ， 释义之一

为： “方言， 插； 塞。 如： 一只脚擩到泥里去了； 把棍子擩到草堆里； 那本小说不知擩

到哪里去了。”① 音义与稷山方言全同。 民间最常见到的， 则是给牲口铡草时的情景：
一人上下抬压铡刀， 另一人半跪在铡镦边 “擩草” ———把将要切断的饲草插往铡刀

下方。
１０􀆰 “物窖窨 （原注： 音教荫） ”。 “窖” 和 “窨” 本是指地窖和地窨子的。 这里

用作动词， 指把物品放进地窖或地窨子里。 我国北方农村， 冬季往往要窖藏一些蔬菜或

薯类食品， 以备过冬之用。 意思显豁， 不赘。
１１􀆰 “ 　 （原注： ） ”。 “ ”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ｌì， 组词 “ ”， 释义

为 “灑”②。 “ ”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ｄì， 相关释义有 “水慢慢渗下”、 “滴水” 或

“同 ‘滴’ ”③。 稷山方言 “ ” 字读音同作 ｌì， 其义亦指滴水。 如刚刚洗好的菜， 上面

还带有不少水， 就要放在筛子或笊篱上 或 ， 也就是把水空掉。
１２􀆰 “俺覆 （原注： 一剑反） ”。 《玉篇·人部》： “俺， 於剑反， 大也。” 其义与

“覆” 毫不相干，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 “俺” 作 “奄”④， 甚为允当。 《说文·大

部》： “奄， 覆也。” 由此可见编者将此二字放在一起的用心。 “奄”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ｙǎｎ， 释义为 “覆盖”⑤。 稷山方言义同， 但读音为 áｎ。 如两个人在一起干活， 其中

一位手上划了一道大口子， 出了血， 旁边又正烧着一堆火。 另一位便说： “你先抓一把

热灰把口子奄住， 我去找布给你包一下。” “奄住” 就是盖住、 捂住。
１３􀆰 “齿齭 （原注： 使策反） ”。 此条反切音从 Ｓ􀆰 ６１９ 背。 “齭” 字 《汉语大字典》

未注音， 仅云 “同齼”⑥， 而同书 “齼” 字音 ｃｈǔ， 释义为 “牙齿酸软”⑦。 《玉篇·齿

部》： “齼， 齿伤醋也”； “齭， 同上， 又音所。” 知此二字意思相同但读音有别。 写本

《字宝》 “使策反” 正合稷山方音， 指牙齿被醋液过分刺激后的不适感。 如说： “这醋真

厉害， 我喝了一小点， 牙就齭 （音 ｓé） 得不行。”
１４􀆰 “人愚戆 （原注： 知项反） ”。 “戆”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ｚｈｕàｎｇ， 释义为

“迂愚而刚直”⑧。 释义相当准确。 但就读音而论， 稷山方言读作 ｚｈēｎｇ， 与写本反切音

相同 （ “项” 字方音读 ｈēｎｇ）。 民间常说的是 “戆坯子”。 如说： “那家伙是个戆坯子，
谁不晓得！” 其义正是指那人迂愚而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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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挅叠 （原注： 乃卧反） ”。 《敦煌写本碎金研究》 校 “乃” 为丁①， 当是。
“挅”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ｄｕǒ， 释义有 “量度”； “同 ‘揣’， 摇动”； “用同 ‘朵’ ”；
“落帆”； “用同 ‘剁’ ”② 诸义， 但与 “叠” 字义不相搭。 故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认为当校作 “垛”③， 甚是。 在稷山方言里， “垛” 字亦音 ｄｕó， 义即堆放。 如， 刚收割

的麦捆因为来不及碾打， 便要先摞起来， 叫 “垛麦捆”； 把零乱的柴火堆起来叫 “垛柴

火”。 由于 “垛” 有叠压堆放义， 故编者将此二字放在了一起。
１６􀆰 “头赤顐顐 （原注： 五困反， 讬头贾闍梨） ”。 “贾闍梨” 一本作 “程僧政”。

脑袋 “赤顐顐” 我未曾听说过， 诸家整理者认为是头部全秃貌。 问题是这个 “讬头贾

闍梨” 或 “讬头程僧政”， 我以为应该是使用这部方言词典者的旁注。 毫无疑问， 贾、
程二位都是指人。 但 “讬头” 是何意思？ 却无人能解。 稷山方言的重要特征是 ɑ、 ｅ 不

分， ｂ、 ｐ 不分和 ｄ、 ｔ 不分。 最典型的是把 “大爷” 说成 ｔē ｙā， “大” （ｄā） 字读成 ｔē，
既是 ｄ、 ｔ 不分， 也是 ɑ、 ｅ 不分。 “讬” 字稷山方言也读 ｔē。 由此可知， “讬” 是 “大”
的同音替代字， “讬头” 就是大头。 贾闍梨或者程僧政不仅头是 “赤顐顐” 的 （和尚当

然是光头）， 而且脑袋也大， 使用者才添加了这么一句。
１７􀆰 “笡侍 （原注： 七夜反） ”。 既往论者都将 “笡侍” 当作一个词来解读， 我却

有另外的思考。 通观这部词典， 内含两种相似但又有别的组合形式： 一是其本身就是一

个词， 如 “啗啄”、 “低圮”、 “垢圿” 等； 另一类是将字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单字放在

一起， 如 “插擩”、 “奄覆”、 “ 割”、 “愚戆” 等。 我颇怀疑 “笡侍” 属于后一类情

况， 也就是因为意思相近才放在一起的， 只是 “侍” 字有讹而已。 与 “侍” 字字形相

近且同 “笡” 字意思靠近的字无过于 “倚” （写本字形为 “ ” ）。 写本今作 “侍” 或

是手民误书的结果。 先说 “笡”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ｑｉè， 释义有 “牚； 牚子” 和

“方言， 歪斜”④。 在稷山方言里， “笡” 字音 ｑī， 义为 “斜靠”。 如说： “你把那几根椽

笡到墙根底下。” “地上太潮， 还是笡起放好。” 所以， 它不但只是 “歪斜”， 而是 “斜
靠着放东西”。 “倚” 字稷山方言音 ｎí， 其义也是 “靠”。 如说： “你要是乖 （累） 了，
就在被子摞上倚一会。” “倚” 就是 “靠”。 当然， 它也有 “斜” 义。 《汉语大字典》 释

义虽多， 但其一义为 “侧， 偏斜”⑤； 《汉语大词典》 也说： “凭靠。 （中略） 引申为把

东西斜靠在物体上。”⑥ 由此看来， 《字宝》 编者把 “笡倚” 二字放在一起是允当的，
只是传抄中出了差错。

１８􀆰 “赚 （原注： 直陷反） ”。 “直” 字此处方音不是 ｚｈī 而是 ｃī。 “赚” 就是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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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钱了， 反义则是赔了。 但赚着钱， 也可说成是 “ ”。 比如说： “人家光景好过的，
做石灰生意 了。” 稷山方言这个字其音同 “撺”， 但又不是普通话的读音， 我写不

出来。
１９􀆰 “饭馏 （原注： 音溜壮） ”。 “馏”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ｌｉù， 释义之一为

“方言， 熟食蒸热”①。 稷山方言 “馏 ” 是一个词， 读音与写本直注音相同， 含义也是

对熟食加热， 口语里经常这样说。
２０􀆰 “厏厊 （原注： 乍迓） ”。 此二字 《汉语大字典》 读音 ｚｈǎ ｙǎ， 释义为 “不相

合”； “厏” 字又读音为 ｚｈàｉ， 义为 “狭窄”②。 稷山方言里这两个字是一个词， 音 ｚē
ｗā， 意即狭窄。 如有人初进大城市， 见城里人的住房像鸽子笼一样， 便说： “城里人住

得厏厊的， 连院子都没有。”
２１􀆰 “旧黗黗 （原注： 都钝 ［反］ ） ”。 “黗”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ｔūｎ， 释义为

“黄黑色” 和 “黑状”③。 稷山方言此字音 ｔúｎ， 但其义却是指物件糟了、 朽了， 尤其是

铁木器之类。 如有人找了一根木棍， 想用它撬石头， 不料还没使劲木棍就断了， 便说：
“不能用， 早就黗了。” 写本第二个 “黗” 字疑衍。 由于此字有旧、 朽之义， 故编者将

它同 “旧” 字放在了一起。

２２􀆰 “马走 （原注： 尺焰反） ”。 “ ”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ｚｈǎｎ， 释义为 “前

趋貌”④。 稷山方言音 ｃｈàｎ， 指因脚踩空造成前趋或趔趄， 不独用在马走路上， 对人也

可以用。 民间常说 “走 了” 或 “ 脚了” 云云。 我的校友、 《北大屠夫》 一书作者

陆步轩先生也喜欢用这个词， 书中多次说 “我一脚走 了”。 他是陕西关中人， 说明

“ ” 字在晋陕方言里用法相同。

２３􀆰 “诟骂 （原注： 呼勾反） ”。 “诟” 字 《汉语大字典》 有二音和二义： 一音

ｇòｕ， 义为 “耻辱”、 “怒骂”、 “花言巧语”； 一音 ｈòｕ， 义即 “愤怒”⑤。 有意思的是，
稷山方言音 ｈòｕ， 与写本反切音相同， 但意思却是 “怒骂”。 如有人丢了东西， 案子还

没破， 失主就去骂大街， 别人批评他说： “事情还没弄清楚， 案也没破， 你诟谁 （音
ｆū） 哩？” 这正是编者将 “诟” 和 “骂” 放在一起的原因。

２４􀆰 “人齆 （原注： 甕音） ”。 “甕” 字是给 “齆” 的直注音。 此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ｗèｎｇ， 释义为 “鼻道阻塞”⑥。 《十六国春秋·后赵录》： “王谟齆鼻， 言不清畅。” 稷

山方言音义俱同。 如说： “ （那） 人鼻子齆的， 老也听不清他 （她） 说的是啥。”
２５􀆰 “騗马 （原注： 片也） ”。 此字原本作 “骗”， 写本字形是将偏旁移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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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字典》 音 ｐｉàｎ， 释义为 “跃上马”。 又转引唐玄应 《一切经音义》 卷 ７ 所引

《字略》： “骗， 跃上马者也。”① 其音义与稷山方言均合。 如说： “ （那） 人利索得

很， 腿一骗就骑到马上了。” 敦煌文献 Ｐ􀆰 ２５６８ 《南阳张延绶别传》 亦有： “身长六尺有

余， 临阵擐甲， 骗马挥枪， 独出人表。”
２６􀆰 “躁性 （原注： 灶也） ”。 显然， “灶” 是 “躁” 的直注音。 唐·慧琳 《一切

经音义》 卷七引 《字书》： “躁， 急性也。” 今人言 “急躁”， 当是同义复词。 但在稷山

话里， 不说 “躁性”， 而是说 “性躁”。 如说： “ （那） 人性躁的。”
２７􀆰 “人慥暴 （原注： 七造反， 又懆） ”。 最后二字 “又懆” 是说 “慥” 字也可作

“懆”。 “慥”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ｚàｏ， 释义之一云： “仓猝， 急忙。 《广韵·号韵》：
‘慥， 言行急。’ ”② “懆”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ｃǎｏ， 释义则为 “忧虑不安”， “用同

‘躁’。”③ 稷山方言读音恰为 ｃǎｏ。 “懆暴” 是说心绪不好， 十分烦乱。 如一个女人对别

人说： “娃他爹生意没做成， 赔了不少钱， 心里懆暴的。”
２８􀆰 “譀 （原注： 呼陷反， 呼介反） ”。 “譀”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ｈàｎ， 其一义

为 “怒吼”④。 《玉篇·言部》： “譀， 叫譀， 怒也。” “ ” 字 《汉语大字典》 一音作

ｈàｉ， 与 “譀” 字组词 “譀 ”， 义为 “争骂怒貌”⑤ 稷山方言此二字音义俱同。 如一位

妇女说： “娃他爹不好好和娃说话， 把娃譀 的。” 一个人批评邻居说： “娃列 （娃们）
不就吃了你几颗杏嘛， 有多大事， 你就譀 得那个样子！”

２９􀆰 “人 臊 （原注： 冒燥）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作 “眊 ”， 并云 “亦作

‘毷氉’、 ‘冒懆’， 指失意、 烦闷”⑥。 所言甚是。 稷山方言与写本音义俱同。 如说：
“他近来好几件事都不顺， 毷氉大的。”

３０􀆰 “ 眼 （原注： 卖也） ”。 “卖也” Ｐ􀆰 ２７１７ 作 “音卖”， 可知 “卖” 是 “ ”
字的直注音。 “ ” 字 《汉语大字典》 有三音和三义： 一音 ｍèｉ， 释义为 “眯眼远视”，
“久视”， “黎明” 和 “不正视”； 一音 ｗù， 释义为 “暝； 昏”； 一音 ｍà， 释义为 “恶
视”⑦。 愚意以为， 写本的读音应是 ｗù， 指眼睛看不清楚， 相当于 《汉语大字典》 的第

二个音义。 但为何直注音却作 “卖”， 我无力给予合理解释， 有俟明白人教之。 稷山土

话说： “我这两天可能上火了， 眼窝 （眼睛） 的。” 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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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棉布货币研究

李树辉

（新疆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 宋代在西域流通的棉布货币 （花蕊布、 εｇｉｎ、 ｑａｍｄｕ、 ｑｕａｎｂｕｑａ ｋεｂεｚｉ、 ｂøｚ） 堪称是现代

非金属信用货币的始祖。 作为货币代用品的官布 （ｑｕａｎｂｕ） 是其直接源头。 棉布货币不仅有特定的尺

寸， 而且钤有回鹘汗王的印玺， 官府还有定期回收翻新的管理体制。 从制作款式、 发行机构、 管理手

段和流通功用来看， 已完全具备现代信用货币的功能， 堪称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现代货币。 对回鹘

文契约文书中不同棉布货币进行分类研究， 还有助于文书的断代， 深化对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社

会经济的认识。

关键词： 官布　 花蕊布　 ɛｇｉｎ　 ｑａｍｄｕ　 棉布货币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２１􀆰 ９； Ｈ２１１􀆰 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００７－２５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常见 ｑｕａｎｂｕ （官布）、 ｑｕａｎｂｕｑａ ｋεｂεｚｉ （棉质官

布）、 ｂøｚ （棉布） 等用以指称货币的词语。 长期以来， 货币史研究者在论及非金属货

币时仅注意到了元代发行的纸钞， 未曾留意在其之前西域还流通棉布货币这一过渡形

式①， 而均将其视为代用货币②或实物货币③。 其实， 这些词语均指称的是棉布货币。
棉布货币已是现代意义上的货币。 对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不同棉布货币进行分类研究， 不

仅有助于文书的断代， 而且可深化对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社会经济的认识。

一、 非金属货币之滥觞

布币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曾将布用作货币。 湖南里耶秦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１７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乌古斯钱币发展史研究” （１８ＸＭＺ０１１）；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 “西域棉布货币资料整理与研究” （１８ＬＺＵＪＢＷＺＹ０９０）
作者简介： 李树辉 （１９５７－　 ）， 男， 河南正阳人。 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新疆历史和突厥语民

族的语言、 历史、 文化及古文献研究。
　 ①　 参见汪圣铎著 《两宋货币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汪圣铎编 《两宋货币史料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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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中就曾提到 “金布” 这样一个官府管理机构， 负责对市场及税收所得货币的管理①。
云梦秦简 《金布律》 中亦有用布做货币的记载， 规定了布的规格及布与铜钱的比价：
“布袤八尺， 福 （幅） 广二尺五寸。 布恶， 其广袤不如式者， 不行” “钱十一当一布。
其出入钱以当金、 布， 以律”。 前条律文规范了布币的形制 （约为 １８８×５８􀆰 ７５ｃｍ） 和质

量标准 （ “布恶” 则不能流通） 等要求； 后一条律文还明确了金、 布、 钱等三种流通货

币及钱、 布之间的比价。
其时， 棉花种植技术尚未传至中原地区， 其 “布” 当均指麻布而言。 由律文有关

布币的形制、 质量标准及钱、 布比价观之， 布币 （麻布货币） 当属法定流通货币。 然

而， 此布币并未脱离本身的实际价值， 未必是专用于商品交换之媒介物。 此布币显然存

在着与贵金属的比值关系， 当属实物货币。 虽则如此， 却是将布用作商品交换媒介物之

滥觞。
岳麓书院藏秦简 《金布律》 中的相关内容表明， 布币在秦统一前后仍可使用： “金

布律曰： 出户赋者， 自泰庶长以下， 十月户出刍一石十五斤； 五月户出十六钱， 其欲出

布者， 许之。” 及至汉初， 《盗律》 中虽然还保留着布币、 钱币的比价标准， 但摘录于

汉代法律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 中已不见 “布币” 的相关记载， 意味着汉

代已不使用布币。
汉武帝时， 因长年与匈奴作战， 加之移民耗费， 国库空虚， 还使用过皮币。 《汉

书·武帝纪》： 元狩 “四年冬， 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 北地、 西河、 上郡、 会稽凡七

十二万五千口， 县官衣食振业， 用度不足， 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 初算缗

钱②。” 所谓皮币， 是取天子苑白鹿之皮所制之币。 《史记·平准书》： “以白鹿皮方尺，
缘以藻缋， 为皮币， 直四十万③。” ［索隐］ 亦谓： “ 《食货志》 币以白鹿皮方尺， 缘以

缋， 以荐璧， 得以黄金一斤代之。 又汉律皮币率鹿皮方尺， 直金一斤。” 从其币值来

看， 无论 “直四十万” 或 “直金一斤” 都明显过大， 只能作为王侯间馈赠之用， 而不

可能在流通领域用于日常针头线脑交换之用。 再者， 史籍明确称 “收银锡造白金及皮

币以足用” “皮币， 直四十万” “直金一斤”， 显然， 铸币为本位币， 皮币及其前的布币

只是以贵金属及铸币为基础的代用货币或辅币， 不能独立发挥货币职能。 虽则如此， 却

开创了我国乃至世界使用非金属货币之先河。

二、 行緤、 官布、 绫、 绡的使用为棉布货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 曾一度将缣、 绢、 绵、 麻布用作货币代用品。 至南北朝时， 随着棉花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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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西域的普及， 棉布亦被用作交纳赋税的代用品。 绢、 绵至晚在曹魏时便用作田租

的实物替代品。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建安九年” （２０４） 条裴松之注引 《魏书》
载曹操令曰： “其收田租亩四升， 户出绢二匹、 绵二斤而已， 他不得擅兴发①。” 西晋愍

帝即位之初， 中原刚刚经历了 “八王之乱” 和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 多年的战乱导致

农业荒废， 经济萧条， 国库空虚， 百姓穷困。 同时使得铜钱大量外流、 销熔和贮藏， 造

成了严重的 “钱荒”。 由此也就导致河西及高昌地区将缣、 布用作货币代用品。 《晋
书·张轨传》：

　 　 愍帝即位， 进位司空， 固让。 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 “古以金贝、 皮币为

货， 息谷帛量度之耗。 二汉制五铢钱， 通易不滞。 泰始 （２６５－２７４） 中， 河西荒

废， 遂不用钱， 裂匹以为段数。 缣布既坏， 市易又难， 徒坏女工， 不任衣用， 弊之

甚也。 今中州虽乱， 此方安全， 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 轨纳之， 立制准布用

钱， 钱遂大行， 人赖其利。②

上文中的钱专指金属货币五铢。 由上可见， ３ 世纪后半叶河西地区曾一度将缣、 布用作

货币代用品。 楼兰戍堡遗址就曾出土 ３－４ 世纪时用作货币的绢， 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实

物 （图 １）。 南北朝时， 由于民间私铸五铢， 导致钱制混乱， 冀州以北仍是以绢布作为

交易的代用品。 《隋书·食货志》：
　 　 齐神武霸政之初， 承魏犹用永安五铢。 迁邺已后， 百姓私铸， 体制渐别， 遂各

以为名。 有雍州青赤， 梁州生厚、 紧钱、 吉钱， 河阳生涩、 天柱、 赤牵之称。 冀州

之北， 钱皆不行， 交贸者皆以绢布， 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 仍依旧文更铸， 流

之四境。③

图 １　 楼兰戍堡出土 ３－４ 世纪时用作货币的绢

（断成两截前长 ０􀆰 ５ｍ， 引自网络）

此后， 河西地区虽改用五铢， 地处西

域的高昌地区仍是以麻布作为计输赋

税的代用品。 《周书·高昌传》： “高
昌……赋税则计输银钱， 无者输麻

布④。” 及至棉花种植技术普及后， 用

作交纳赋税代用品的麻布又为棉布所

替代。 《梁书·高昌传》： “高昌国

……多草木， 草实如茧， 茧中丝如细

纑， 名为白叠子， 国人多取织以为布。
布甚软白， 交市用焉⑤。” “交市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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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晋］ 陈寿撰 《三国志》 卷 １ 《魏书·武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１ 年， 第 ２６ 页。
［唐］ 房玄龄等撰 《晋书》 卷 ８６ 《张轨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 第 ２２２６ 页。
［唐］ 魏徵等撰 《隋书》 卷 ２４ 《食货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 第 ６９０ 页。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周书》 卷 ５０ 《高昌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１ 年， 第 ９１５ 页。
［唐］ 李延寿撰 《梁书》 卷 ５４ 《西北诸戎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 第 ８１１ 页。



四字表明棉布已被用作市场交易等价物。
棉布用于 “交市” 后被称作 “行緤”。 既然 《晋书·张轨传》 有 “裂匹以为段数”、

“不任衣用” 的记载， 则此类行緤之形制、 尺寸应有一定规制， 与一般的民用棉布有所区

别。 出自吐鲁番鄯善县洋海 １ 号墓的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闰月十四日 （４７７ 年 ２ 月 ２
日） 张祖买奴券》 （图 ２）① 对行緤有载， 记录的是墓主人张祖用 “行緤百三拾柒疋”
从粟特人康阿丑处买得一个 ３０ 岁的胡奴， 可证行緤作为市场交易一般等价物的流通功

用。 全文为：
　 　 １􀆰 永康十二年潤 （闰） 十四日， 张祖从康阿丑

２􀆰 买胡奴益富一人， 年卅， 交与贾行緤百叁

３􀆰 拾柒疋。 贾 （价） 即毕， 奴即付。 奴若有人仍 （认）
４􀆰 名， 仰丑了理， 祖不能知。 二主和合， 共成券

５􀆰 书之后， 各不得返悔， 々者罚行緤贰

６􀆰 百柒拾肆疋， 人不悔者。 民有私要， 々
７􀆰 行， 沽各半。 　 　 　 请宋忠书信，
８􀆰 时见祖彊、 迦奴、 何养、 苏高昌、
９􀆰 唐胡。

　 　 　 　 　 　 　 　 图 ２ 图 ３
（图 ２　 洋海 １ 号墓出土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闰月十四日 （４７８ 年 ２ 月 ２ 日） 张祖买

奴券》， 引自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上， 第 １２５ 页； 图 ３　 哈拉和卓 ９０ 号墓出土 《高
昌主薄张绾等传供状》， 引自 《吐鲁番出土文书》 壹， 第 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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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荣新江、 李肖、 孟宪实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２５ 页。 该书将此文书题

名作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 （四七七） 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 按，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闰月十四日”
为公元 ４７８ 年 ２ 月 ２ 日， 故本文改题名作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闰月十四日 （４７８ 年 ２ 月 ２ 日） 张祖买奴

券”。



哈拉和卓 ９０ 号墓的墓主为柔然人阿苟之母， 出土有 《高昌主薄张绾等传供状》 （图
３）①。 同墓出土有柔然永康十七年 （４８２） 文书， 可知该文书亦属于阚氏高昌时期。 全文为：

　 　 ［前缺］

１􀆰 ……疋， 毯六张半， 付索 寅 义买厚绢， 供涞□。

２􀆰 ……半斤， 付双爱， 供□涞。

３􀆰 …… 出 行緤卌疋， 主薄张绾传令与道人昙训。

４􀆰 …… 出 行緤五疋， 付左首兴， 与若愍提勤。

５􀆰 …… 出 赤违一枚， 付爱宗， 与乌胡慎。

６􀆰 ……阿钱条用毯六张， 买沾缵。

７􀆰 …… 疋 ， 付得钱， 与吴儿折胡真。

８􀆰 …… 赤 违一枚， 付得钱， 与作都施摩何勃

９􀆰 …… 緤 一疋， 赤违一枚， 与秃地提勤无根。

１０􀆰 …… 月 廿五日， 出 緤二疋 ， 付 □ 富买肉 ， 供 □□

１１􀆰 …… 出 毯一 张 ……

１２􀆰 …… 出 行緤……

１３􀆰 ……行緤……

１４􀆰 …… 行 緤三疋， 赤违三枚， 付隗已隆， 与阿祝至伙下。

１５􀆰 …… 张 绾传令， 出 疏 勒锦一张， 与处论无根。

［中缺］
１６􀆰 ……摩何□□

１７􀆰 …… 緤 一疋， 毯五张， 赤 违 □枚， 各付已隆， 供鍮头……

此文书同样可证行緤乃至毯、 锦等都可用作市场交易的一般等价物。 直到 ７ 世纪

初， 麹氏高昌国及西域地区进行大宗交易时仍使用绫、 练、 绢、 绡等丝织品。 贞观元年

（６２７）， 玄奘西行求法离开高昌时， 高昌国王麹文泰就曾赠其 “黄金一百两， 银钱三

万， 绫及绢等五百疋， 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又作二十四封书， 通屈支等二十

四国， 每一封书附大绫一疋为信。 又以绫绡五百疋、 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②。 以绫、
绢等 “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 表明绫、 绢确用作大宗交易的实物货币。 元和六

年二月 （８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３ 月 ２７ 日）， 唐朝规定： “公私交易， 十贯钱已上， 即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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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文物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壹）， 北京： 文物

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１２２ 页。
［唐］ 慧立、 彦悰著， 孙毓棠、 谢方点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卷 １，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年， 第 ２１页。



用匹段。”① 足证铜钱与丝绸可同时作为货币使用。

吐鲁番阿斯塔那 １８８ 号墓所出 《唐市马残牒》 中亦有 “赤敦七岁 直 壹 拾五 疋

……／……大练捌疋……”② 的记载。 阿斯塔那 ４ 号墓所出 《唐龙朔元年 （６６１） 左憧熹

买奴契》 （图 ４） 中还有帛、 钱并用， 以帛为大数， 以钱为余数的记载：
　 　 １􀆰 龙朔元年五月廿三日 （６６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高昌县崇

２􀆰 化乡人前庭府卫士左憧熹， 交用

３􀆰 水练陆疋、 钱五文， 柳中县五道乡蒲

４􀆰 昌府卫士张庆住边买奴壹人，
５􀆰 字申得， 年拾五 不 奴及

６􀆰 练到日交相付

７􀆰 叁日得悔

８􀆰 者， 壹 仰

９􀆰 为信 ③

　 　 　 　 　 　 　 　 　 　 图 ４ 图 ５
（图 ４　 《唐龙朔元年 （６６１） 左憧熹买奴契》， 引自 《吐鲁番出土文书》 叁， 第 ２１２
页； 图 ５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 ３２ 窟汉僧画像， 引自 《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
图版 １６）

敦煌文献中亦保留了大量 ８ 世纪中叶至 １０ 世纪中叶借贷生绢或用生绢购物、 买卖

人口、 租佃和买卖土地的契约文书。 敦煌地区与高昌毗邻， 相互间商业贸易往来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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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４８ 《食货志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２１０２ 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第 ８ 册， 北

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８８ 页。
中国文物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叁）， 北京： 文物

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２１２ 页。



敦煌契约文书中常见因往西州充使而借贷生绢的记载①。 许多契约文书中都注明了生绢

的长宽尺寸， 意味着其时用作市场交换等价物的生绢尚无统一规制。 值得注意的是，
《后梁贞明九年 （９２３） 索？ 留住卖奴仆契》 还出现了 “断作人价生绢壹疋半” 的记

载②， 《乙巳年 （９４５） 兵马使徐留通欠绢契》 也出现了半疋生绢的记载③， 即交易中还

可使用半疋生绢以补足差价。
约自 ７ 世纪后半叶开始， 行緤又称作 “官布”。 官布不仅和行緤一样可用于缴纳赋

税， 还可用于借贷、 购物、 买卖人口、 租佃和买卖土地、 吊亡、 支付工价及行旅盘缠

等④。 与此同时， 官布一词亦出现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 其名称约略有

ｑｕａｎｂｕ⑤、 ｂøｚ 等类别。 前者是对官布的音译； 后者是突厥语对棉布的称名。 由于官布

的制作材料为棉布， 习惯上又常以 ｂøｚ （棉布） 来指代官布。
笔者此前在进行另一项研究时注意到， 画像见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寺第 ３２ 窟

（勒柯克编号第 ９ 窟） 甬道入口右 （北） 侧的三位僧人 （见图 ５） 是生活在 ７ 世纪上半

叶至 ８ 世纪上半叶的汉僧⑥。 其中的进惠都统 （ｓïｎｇｕｊ ｔｕｔｕ􀱻 ｂεｇ） 之名还见于撰写于麹

氏高昌王国末期的编号为 Ｒａｍｓｔｅｄｔｅ ２ 的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 《解放男奴遗言》 和编

号为 ＴⅡＤ１４７ａ 的回鹘文账单 （见图 ６）。 该账单中就曾出现 ｑｕａｎｂｕ （官布） 一词：
　 　 ｑïｒｑ ｑｕａｎｂｕ ｊａｂｌïʃ－ｑａ ｊｙｚ ｑｕａｎｂｕ ɛｒｄａ ｉｋｉ ｑｕａｎｂｕ ｂɛｇʃｉｑａ ／ ʧｉｒｂａｔａｒ ｋɛｒｉ ａʧａｒｉ－ｑｕ
ｂｕｒｕｌ－ｊｉｔｍｉʃ ｂɛʃ ｑｕａｎｂｕ ／ ｓ（ａ） ｒｐ ａｄｕｎ ｂɛʃ ｑｕａｎｂｕ ｂｉｔｉｌｉｐ ｔｙｇɛｔｉ ／ ｓïｎｇｕｊ ｔｕｔｕ􀱻－ｔɛｑï ｔｙｎｓɛｋ－

ｎï􀱻 ｊｙｚ ｏｔｕｚ ｑｕａｎｂｕ－ｔａ ｏʁｌï ／ 􀱻ａ ｓɛｋｉｚ ｏｎ ｑｕａｎｂｕ：ɛｌｉｇ ｑｕａｎｂｕ ａｂｕｒｓｕ ｔｕｔｕ􀱻－ｑａ
将四十 （束）⑦ 官布给 ｊａｂｌïʃ， 一百 （束） 官布给 ɛｒｄａ， 二 （束） 官布给

ｂɛｇʃｉ。 ／ 给 ʧｉｒｂａｔａｒ ｋɛｒｉ 阿阇梨和 ｂｕｒｕｌ 七十五 （束） 官布。 ／ 给 ｓ （ ａ） ｒｐａｄｕｎ 五

（束） 官布， 此帐已清。 ／ 从 ｓïｎｇｕｊ ｔｕｔｕ􀱻 那里将 ｔｙｎｓɛｋ 的一百三十 （束） 官布中的

八十 （束） 官布 ／ 给了他儿子。 给 ａｂｕｒｓｕ 都统五十 （束） 官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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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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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９６、 １９７、 ２０５、 ２１３、 ２１５、 ２１７、
２１９、 ３１０、 ３１５ 页。
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第 ７７ 页。
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第 ２１１ 页。
李树辉 《古代西域非金属货币研究》，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第 ５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４３－５８ 页。
ｑｕａｎｂｕ 一词学者们或转写作 ｑｏｑｂｕ、 ｑｏｑｐｕ， 或转写作 ｑａｎｂｕ、 ｑｕｎｂｕ。 ｑ 字母的回鹘文写法与两个连写的

ａｌｉｆ （ａ ／ ε） 很相似， 而且 ａ 与 ｎ 同形， 故而 ｑｏｑｂｕ 或 ｑｏｑｐｕ 也可转写作 ｑｕａｎｂｕ， ｑｕａｎｂｕ 应是比 ｑａｎｂｕ、
ｑｕｎｂｕ 更接近汉语 “官布” 的写法 （参见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１２１ 页）， 鉴

此， 本文皆转写作 ｑｕａｎｂｕ。
李树辉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７－６３ 页。
官布 （包括行緤） 的计量单位在敦煌汉文文书中使用 “匹”， 有时也使用 “个”。 突厥语中通常不使用量

词， 故而回鹘文文献中多是直接将数词用于所限定的名词前， 但个别文书在数词和名词 ｂøｚ （棉布货币）
之间使用了量词 ｂａʁ （捆， 束， 把） 或其形容词形式 ｂａʁｌïʁ， 故本文在数词和棉布货币之间未使用量词时

括注出 “束” 字。



　 图 ６　 回鹘文 《解放男奴遗言》 （李经纬　 供图）

进惠之名在此文书中正写作

ｓïｎｇｕｊ ｔｕｔｕï􀱻， 与榜题中的名号

相比虽然少了个 ｂεｇ （伯克）
官称， 仍可确定所说为同一个

人。 也即是说， 此文书至晚也

当撰写于 ８ 世纪上半叶。 可予

以佐证的是， 阿斯塔那 ３１１ 号

墓 （唐早期墓） 出土的 《缺

名随葬衣物疏》 中亦有 “金

铃三千， 银铃三百， 疋绢二

百， 黄金三斤， 锦百， 长叠

（大叠） 千疋， 系糸百千斤，
绵一斤”① 的记载， 将 “长叠 （大叠） ” 与其他可用作实物货币的贵重之物并列， 暗

示着 “长叠 （大叠） ” 也具有同样的功用。 《唐贞观二十一年 （公元六四七年） 帐后

□苟户籍》 中亦有 “计緤布□疋” 的记载②。 此外， 阿斯塔那 １５１ 号墓出土高昌重光元

年 （６２０） 之前的文书 《高昌作头张庆祐等偷丁谷寺物平钱帐》 中还有 “六纵叠” “七
纵叠” “八纵叠” 之称名③， 只是不详其具体所指。

另在北京历史博物馆藏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 （编号： 总 ８７８２Ｔ， ８２） 第 ２４－２５ 行

亦有 “用六十二 （束） 官布换成大布， ／给僧尼做……衣服” （ａｌｔｍïʃ ｉｋｉ ｑｕａｎｂｕ ｙｚ－ɛ ／
ｂøｚ ｔɛｇｓｙｒｙｐ ｔ（ɛ）􀱻ｒｉ ｊａｔ…ｋɛｄｇｙ ｂøｚ ｂｉｒ（ｚ－ｙｎ））的记载。 文书第 ３４－４３ 行还记载：

　 　 ｉʃ ａｊʁｕʧï ａʁïｌïｑｑａ ｋｉｒｙｒ ｂｏ（ｌʁｕｌｕｑ） ／ ｊｉｒ ｔｙｓｉ ｔøｒｔ ｍｉ􀱻 ｊｙｚ ｂｉʃ ｏｔｕｚ ｑｕａｎｂｕ ｂｕｒｑ（ａｎ） （？） ／
ｔøｒｙʧɛ ｓｒｗｓｊｊｔ ｑａｎｉｋｔａ ｋｉｇｙｒｚ－ｙｎ（􀆰 ） ｍａｎｉｓｔａｎｔａｑï ／ （ｎɛ） ｔɛｇ ｔｙｒｌｙｋ ｉʃ ｋｙʧ ｂｏｌｓａｒ ｉｋｉ ʃｒｕʃａｎｌａｒ
ｉʃ ／ ａｊʁｕʧïｌａｒ ｂ（ｉｒｌɛ ｉʃ）ｌɛｔｚ－ｙｎ（􀆰 ）ｋɛｄｍɛ ｔｉｋｉｒｍɛｎｎｉ􀱻 ／ ｂｉʃ ｊｙｚ ｑｕａｎｂｕｄａ ɛｌｉｋ ｑｕａｎｂｕ ｋɛｄｍɛｇɛ
ｂｉｒｚ－ｙｎ（􀆰 ） ／ ｔａｑï ｑａｌｍïʃ ｔøｒｔ ｊｙｚ ɛｌｉｋ ｑｕａｎｂｕ ɛｒɛ􀱻ɛ ɛｓｐａｓｉ ／ ɛｓｐａｓａｎʧｑａ ｑïｓｑï ｔｏｎ ɛｔｙｋ ｂｏｌｚ－
ｕｎ􀆰 ｋɛｂɛｚ ｂøｚ－ｉ ／ （ｎｉ􀱻） ａｌｔｍïʃ ｂøｚ （ɛｓｐａｓｉ） ɛｓｐａｓａｎʧｑａ ｊａｊｑï ｔｏｎ ／ ｂｏｌｚ－ｕｎ（􀆰 ）

管事的要把应入库的 ／ 地租四千一百二十五官布 ／ 按教规存入……库中。 ／ 摩尼

寺中所有事情由二呼嚧唤 ／ 管事的共同负责。 缝制法衣 （？） 的 ／ 五百官布中的五十

官布留作缝制法衣， ／ 剩下的四百五十官布 ／ 用作工役和男女侍役的冬衣和靴子。 ／
棉布中的六十个用作男女侍役的夏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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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书颁发于 ７９０ 年秋回鹘入主西州后的数月之间①， 可证官布除可用作市场交易的一

般等价物外， 还可用于缝制法衣以及制做工役和男女侍役的冬衣、 夏衣和靴子。 也即是

说， 官布既可作为市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同时亦兼具一般商品的实用功能。
敦煌至唐末五代时， 亦普遍使用官布进行交易。 郑炳林先生指出， 唐末五代时敦煌

“寺院收入支出用官布， 表明官布不仅指官府征收的緤布， 而且是緤布中一种类型的固

定名称”②。 其时， 棉花种植技术尚未传至中原， 故而官布也只是西域及河西地区用作

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至于中原地区则使用绫、 绡等丝织品进行大宗交易。 唐开元年

间， 玄宗帝曾设想 “不禁私铸” 以扩大开元通宝的流通领域。 《唐会要·泉货》：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７３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敕： 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
菽粟不可以秒忽贸有无。 古之为钱， 以通货币， 岂无变通。 往者汉文之时， 已有放

铸之令。 虽见非于贾谊， 亦无费于贤君。 古往今来， 时移事异， 亦欲不禁私铸。 其

理如何， 公卿百寮详议可否。③

后因遭到秘书监崔沔、 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等人反对， 而于 “其年十月六日 （７３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敕： 货物兼通， 将以利用， 而布帛为本， 钱刀是末。 贱本贵末， 为弊则深。
法教之闲， 宜有变革。 自今已后， 所有庄宅， 以马交易， 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 其余市

价至一千以上， 亦令钱物兼用， 违者科罪”④。 可见其大宗交易仍使用绫、 绡等丝织品作

为一般等价物， 如白居易 （７７２－８４６） 诗里就有 “半匹红绡一丈绫， 系向牛头充炭直”
的记载。 宋使王延德 《西州使程记》 载称， 太平兴国七年 （９８２） 时， 北庭 “善马直绢

一匹， 其驽马充食， 才直一丈”⑤， 意味着仍是以绢作为大宗交易的一般等价物。
西域地区长期将行緤、 官布及生绢等用作市场交换一般等价物， 无疑为棉布货币的

出现做好了前期准备； 而当地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生产， 又为棉布货币的出现奠定了基

础。 这是棉布货币之所以在 １１ 世纪时会出现于西域地区的重要原因。 行緤、 官布无疑

是棉布货币的直接源头。

三、 棉布货币的始用时代

西域地区的行緤及其后的官布约至 １１ 世纪后半叶已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信用货

币———棉布货币。 《宋史·外国六·龟兹传》： “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 以花蕊布博

易⑥。” 前句是说其国城不使用金属货币； 后句的 “花蕊布” 在突厥语中称作 ｂøｚ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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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大布）①， 此处特指棉布货币， 而并非指用于制作服装的普通棉布。 通常认为 “花
蕊布” 指棉布， 是一种实物货币， 不确。 成书于 １１ 世纪 ７０ 年代的 《突厥语大词典》
对棉布货币有明确记载， 称之为 ɛｇｉｎ 和 ｑａｍｄｕ。 其文称：

　 　 ɛｇｉｎ———幅宽一拃半， 长四挡子 （ ｇɛｚ， 一挡子约等于 ０􀆰 ７１ｍ———引译者） 的

一种棉布 （ｂøｚ）。 苏婆 （ｓｕｗａｒ） 部落用其进行交易。 （ＭⅠ􀆰 １０６）
ｑａｍｄｕ———长四挡子， 幅宽一拃的一块棉布 （ ｂøｚ）， 上面钤有回鹘汗王的印

玺， 在交易中用作货币。 该棉布货币用旧后， 每七年清洗一次， 并重新加盖印玺。
（ＭⅠ􀆰 ５４６）

苏婆部落分布在七河流域至 “罗斯 （俄罗斯） 和罗马 （ ｒｕｍ， 即东罗马， 或作拜占廷、
拜占庭———引译者注） 等省” （ＭⅠ􀆰 ４４）， 可知被称作 ɛｇｉｎ 的棉布货币 （尺寸约为２８４×

３０ｃｍ） 在七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的苏婆部落内流通。 后一词条的 “回鹘汗王” 指龟兹

回鹘的可汗。 西迁至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 自宋乾德三年 （９６５） 已分裂为龟兹回鹘汗

国和高昌回鹘王国两个不相统属的集团②。 正为此， 《宋史·外国传六·龟兹传》 谓其

“或称西州回鹘， 或称西州龟兹， 又称龟兹回鹘”。 虽则如此， 西部喀喇汗王朝境内的

居民仍统称其为回鹘。
ｑａｍｄｕ 不仅有特定的尺寸 （约为 ２８４×２０ｃｍ）， 而且钤有回鹘汗王的印玺， 官府还

有定期回收翻新的管理体制。 钤有汗王印玺， 表明货币为官方发行专用于流通且具有防

伪功能， 显然与一般棉布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货币价值远要高于本身的实际价值 （出
土文献中也未见直接用其缝制衣物的记载）。 其回收翻新措施也与现代国家银行对旧币

的回收如出一辙， 已完全具备现代货币的功能。 被称作 ｑａｍｄｕ 的棉布货币， 显然是对

行緤、 官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至于流通于苏婆部落的 ɛｇｉｎ， 从其有特定尺寸并用于交

易的功能来看， 亦当与 ｑａｍｄｕ 一样属于棉布货币。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相

关记载更表明了各类棉布货币的流通地域， 而 ｊｏ􀱻ｌａｑ－ｌïｑ ｂøｚ （通用的棉布货币） 之称

名及其用途 （如不仅用于借贷还贷、 缴纳赋税， 也用于计算利息） 亦可证棉布货币是

社会公认的货币形式。
作为货币名称的 ｑｕａｎｂｕ（官布）、ｑｕａｎｂｕ－ｑａ ｋɛｂɛｚｉ（棉质官布）、ｔａｍʁａｌ（ ï） ʁ ｑｕａｎｂｕ

（钤有印玺的官布）或 ｂøｚ（棉布，棉布货币）常见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 同行緤、
官布一样， 迄今亦未能见到各类棉布货币的实物。 虽则如此，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对其质

地、 类别、 形制、 功用、 流通地域及币值却多有记载。 通过这些契约文书可以确定， 棉

布货币可用于借贷、 购物、 缴纳赋税、 买卖人口、 租佃和买卖土地、 吊亡、 毁约后的罚

款、 支付工价及行旅盘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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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于借贷。 例如：
　 　 ｊï１ａｎ ｊïｌ ｙʧｙｎʧ ａｊ ｉｋｉ ｊａ􀱻ïｑ－ａ，ｍａ􀱻ａ ／ ｑïｒｊａｑｕｚ－ｑａ ｂøｚ ｋ（ɛ）ｒｇɛｋ ｂｏｌｕｐ， ／ ｗ（ａ）ｐｄｕ－ｔïｎ
ｉｋｉ ｉｋｉ ｂａʁ ／ ｂøｚ ａｌｄïｍ􀆰 ｊ（ａ）􀱻ïｄａ ｉｋｉ ʃïʁ ／ ｔａｒïʁ ｂｉｒｙｒｍ（ɛ）ｎ ｂｉｒｍɛｄｉｎ ｋɛʧｙｒ ／ －ｓɛｒ－ｍ（ɛ）ｎ ɛｌ
ｊ（ａ）􀱻ïｎʧａ ｔｙʃｉ ｂｉｌɛ ／ ｋøｎｉ ｂｉｒｙｒ－ｍ（ɛ）ｎ􀆰 ｂｉｒｇｉｎʧɛ ｂａｒ ｊｏｑ ／ ｂｏｌｓ－ａ－ｍ（ɛ）ｎ ｍɛｎｉ􀱻 ｓａｍｄｕｇｕ－

ｔɛｋｉ ｂａｊ－ｎʁï ／ ｂｉｌɛ ｔ（ɛ）􀱻ｉ ｙｌｙʃ－ｌｙｇ ｊａｒïｍ ɛ􀱻ｉｚ ／ ｊｉｒ－ｔɛ ｍ（ａ）􀱻ａ ｔɛｇɛｒ ｂøｌｙｋ ｙｌｙʃ－ ／ ｌｙｇ ｊｉｒｉｍ
ｂｉｒｚｙｎ􀆰 ｔ（ａ）ｎｕｑ ／ ｔａｐｍïʃ􀆰 ｔ（ａ）ｎｕｑ ｍｉｓｉｒ􀆰 ｂｕ ／ ｎｉʃａｎ ｍ（ɛ）ｎ ｑïｒｊａｑｕｚ－ｎï􀱻 ｏｌ􀆰 ／ ｍ（ɛ）ｎ ｔｏｒʧï
ｑïｒｊａｑｕｚ－ｑａ ａｊïｔïｐ ／ ｂｉｔｉｔｉｍ􀆰 ①

蛇年三月初二， 我 ／ ｑïｒｊａｑｕｚ 因需要棉布货币， ／ 向 ｗａｐｄｕ （法度） 借了两束 ／ 棉
布货币。 在新收成下来时， 我将偿还两石 ／ 粮食。 如果我拖延不还， ／ 按民间惯例，
我得加上利息 ／ 如数偿还。 如果在偿还之前我若有不测， ／ 就将我位于三道沟的与

ｂａｊ ／ 有同等份额的一半茬子 ／ 耕地中属于我的那份儿 ／ 耕地给他。 证人： ／ ｔａｐｍïʃ； 证

人： ｍｉｓｉｒ。 此 ／ 花押是我 ｑïｒｊａｑｕｚ 的。 ／ 我 ｔｏｒʧï 遵 ｑïｒｊａｑｕｚ 之嘱 ／ 书写。
另在 Ｒａｄｌｏｆｆ 编号第 １０ 号题年作 “龙年二月二十五 （日） ” 的文书中亦有名为

ｔｕｒｂａｊ 的人因需要棉布货币买酒， 向 ｑïｊïｍｔｕ 借一束半棉布货币， 秋初时用三十汤瓶的一

袋子酒偿还的记载。
（二） 用于交易。 例如：
　 　 ｂｉｚ ｑｕｔｌｕʁ ｑａｊ－ａ ｔɛｍｉｒ ｔｕｒｍïʃ ｑａｌïｍｔｕ ｉｌ ／ ｔɛｍｉｒ ｍａʃï ｂａｌｔａ ｂａʃｌａｐ ｂｕｒïʃｕｌｕ－ｑａ ｓøｚ ／ －ｙ
ｍｙｚ ｊｉｍｙ ｓ（ɛ）ｎ ｂｕ ｔɛｍｉｒ ｑａｊ－ａ－ｑａ ｔｏｎ ／ ｓａｔïʁï ｉｋｉ ｊａｒïｍ ｂøｚ－ｎｉ ｂｉｒｇｉｌ ／ ｏｓａｌ ｂｏｌｍａｚｕｎ ｂｕ
ｎｉʃａｎ ｂｉｚ－ｎｉ􀱻 ｏｌ􀆰 （现藏柏林，编号：ＴⅡ０３５）

我们 ｑｕｔｌｕʁ、 ｑａｊ － ａ、 ｔɛｍｉｒ、 ｔｕｒｍïʃ、 ｑａｌïｍｔｕ、 ｉｌ ／ ｔɛｍｉｒ、 ｍａʃï、 ｂａｌｔａ 有 言 致

ｂｕｒïʃｕｌｕ： 你要向该 ｔɛｍｉｒ、 ｑａｊ－ａ ／ 付长袍的售价两 （束） 半棉布货币！ ／ 切莫疏忽。
此手印是我们的。

此文书明言 “长袍的售价两 （束） 半棉布货币”， 足可证明棉布货币的交易功能。
（三） 用于缴纳赋税。 例如：
　 　 ｂｉｒ ｊｉｇｉｒｍｉｎʧ ａｊ ／ ｔɛｍｙｒ ｂｕｑ－ａ－ｑａ ｂｉｒ…… ／ ｂｉｒｍｉʃ ｑａｌａｎ ｊａｒïｍ ｂøｚ ／ ｂｉｒ ｑａｎ［－ｑａ ｂｉｒｙｒ？］
ａｔ ｂｉｒ ţｉｍ ｊａｎ－ａ ／ ｂｉｒ ｑａｎ－ｑａ ｂｉｒｙｒ ｂøｚ ｑïｌïｐ ／ ｂｉｒ ｂøｚ ｂｉｒţｉｍ ｊａｎ－ａ ｔｙţｙｎ ／ ｂøｚ ｔｉｐ ｊａｒïｍ ｂøｚ
ｂｉｒţｉｍ ／ ｊａｎ－ａ ｑａｎ－ｑａ ｂｉｒｙｒ ｊａｒïｍ ／ ｂøｚ ｔｉｐ ｂｉｒ ｊａｒïｍ ／ ｂøｚ ｂｉｒţｉｍ ｂｉｒ ｊｉｇｉｒｍｉｎʧ ／ ａｊ ｓɛｋｉｚ ｋｙｎ ｊａｎ
－ａ ／ ａｊｎï􀱻 ｓɛｋｉｚ ｊｉｇｉｒｍｉ－ｋɛ ／ ｂｉｒ ｑａｎ［ｑａ］ ｂｉｒｙｒ ｂøｚ ｔｉｐ ／ ｂｉｒ ｂøｚ ｂｉｒţｉｍ ｊａｎ－ａ ／ ｉｌʧｉ－ｋɛ ｂｉｒ ｂøｚ
ｂｉｒţｉｍ ②

十一月 ／ 给 ｔɛｍｙｒ ｂｕｑ－ａ 一个…… ／ 缴的 ｑａｌａｎ （税名） 半个棉布货币。 ／ 要给一

个汗王的马我缴付了。 还有 ／ 作为缴付一个汗王的一 （束） 棉布货币我缴付了。 还

有 ／ 说是 ｔｙţｙｎ （税名） 的 ／ 棉布货币， 我又缴付了半 （束） 棉布货币。 ／ 还有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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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付给汗王的半 （束） ／ 棉布货币， 我缴付了一 （束） 半 ／ 棉布货币。 十一月 ／ 八日

及该月十八日， ／ 说是要缴付给一个汗王的棉布货币， ／ 我缴付了一 （束） 棉布货

币。 又给差官缴付了一 （束） 棉布货币。
见于此文书中的赋税包括 ｑａｌａｎ、 ｔｙţｙｎ 两类， 其赋税之重显而易见。 另在现藏柏

林， 编号 ＴⅠＭ ２２０ 的文书中更是明言除此之外， 还包括 ｑｕｒｕｔ、 ｑａｂïʁ 两种赋税， 且全

部要用棉布货币缴纳。
（四） 用作租金。 例如：
　 　 ｕｄ ｊïｌ ｉｋｉｎｔｉ ａｊ ｂｉｒ ｊａ􀱻ïｑａ，ｍ（ａ）􀱻ａ ／ ｂｙｄｙｓ ｔｕｔｕ􀱻－ｑａ ｎɛｐʧｉｋｄɛ ｋｉｄｉｚ ｋɛｒｇɛｋ ／ ｂｏｌｕｐ， ａｒｓ⁃
ｌａｎ ｓï􀱻ｑｕｒ ｏʁｕｌ－ｔａ ｂｉｒ ｋｉｄｉｚ ａｌｔï ／ ｂøｚ－ｋɛ ａｌｔïｍ􀆰 ｂｉｒｌɛ ｂ（ａ） ｒｍïʃ ａｒｑïʃ ｊａｎｍïʃ－ｔａ ／ ａｌｔï ｂøｚ
ｂｉｒｉｐ ïｄｕｒｍ（ɛ）ｎ􀆰 ａｒｑïʃ－ｔïｎ ïｄｍａｓａｒ ／ －ｍ（ɛ）ｎ ｂｉｒɛｒ ａｊ ｂｉｒɛｒ ｂøｚ ａｓïʁ ｂｉｒｌɛ ｋ􀱼ｎｉ ｂｉｒｙｒ ／ ｍ（ɛ）ｎ􀆰
ｑａʧ ａｊ ｔｕｔｓａｒ，ｂｕ ｏｑ ｊ（ａ）􀱻ʧａ ａｓïʁï ／ ｂｉｒｌɛ ｋ􀱼ｎｉ ｂｉｒｙｒｍ（ɛ）ｎ􀆰 ｂøｚ ｂｉｒｇｉｎʧɛ ｊｏｑ ｂａｒ ｂｏｌｓａｒ， ／
ɛｗｔ（ɛ）ｋｉ－ｌɛｒ ｋ􀱼ｎｉ ｂｉｒｚ－ｙｎ􀆰 ｔａｎｕｑ ｊｉｇ ｔａʃ ｏʁｕｌ ／ ｂｕ ｔａｍʁａ ｍ（ɛ）ｎ ｂｙｄｙｓ ｔｕｔｕ􀱻－ｎｕ􀱻 ｏｌ􀆰 ①

牛年二月初一， 我 ／ ｂｙｄｙｓ 都统需要纳职产的毡 ／ 子， 向 ａｒｓｌａｎ ｓï􀱻ｑｕｒ ｏʁｕｌ 用六

（束） 棉布货币 ／ 租了一条毡子。 在同去的商队返回时 ／ 将寄还六 （束） 棉布货币。
我如若不通过商队寄 ／ 还， 将连同每月一 （束） 棉布货币的利息一并如数偿 ／ 还。
使用了几个月， 将照此按连同利息 ／ 一并如数偿还。 如若在偿还之前我有何不测，
将由家人如数偿还。 证人： ｊｉｇ ｔａʃ ｏʁｕｌ。 ／ 此印章是我 ｂｙｄｙｓ ｔｕｔｕ􀱻 的。
与此文书相类， 在另一份题年为 “马年六月初十” 的文书中也有以 “十天二十九

（束） 棉布货币的租金” 租用驴子的记载。
（五） 用于毁约后的罚款。 例如：
　 　 ｊïｌａｎ ｊïｌ ａｒ（ａ）ｍ ａｊ ａｌｔï ｏｔｕｚ－ｑａ，ｂｉｚ…… ／……ｂｉｌɛ ｂｉｚ ｙʧｇｙｎ ／ ａｄａʃ ｂｏｌｔｕｍｕｚ ｋｉｍ ｑａｊｕ
ｋｉʃｉ ｋｉｔｓɛｒ－ｂｉｚ ｂｉｒ ／ ｉｎʧｋɛ ｂøｚ ｂｉｒｉｒｂｉｚ ａｍｒ（ａ）ｍａｓａｒ ａｂｉｔａ ｔ（ɛ）􀱻ｒｉ ／ ｂｕ（ｒ）χ（ａ）ｎ ｕｌｕʃïｎ－ｔａ
ｔｕʁｍａｌïｍ ｍɛｎ 􀱼ｚ ｔｏʁｒïｌ ｙʧｇｙ－ｋɛ ／ ａｊïｔïｐ ｂｉｔｉｔｉｍ 􀱼ｔｉｇ ｑïｌｔïｍ ｂｕ ｔａｍʁａ ｂｉｚ ／ ｔ􀱼ｒｔ ｇｙｎ－ｎｉ􀱻 ｏｌ
ｔ（ａ）ｎｕｑ ａｓａｎ ｔ（ａ）ｎｕｑ ｔｓｉｒｄ（ａ） （现藏柏林， 编号： ＴⅡ１８１３）

蛇年正月二十六 （日）， 我们…… ／ 同……， 我们三个人 ／ 结 （拜） 成了伙伴。
哪个人若背离而去， ／ 得付出一 （个） 细棉布货币。 若无亲情， ／ 我们将不再转生

于阿弥陀佛之国。 我 􀱼ｚ ｔｏʁｒïｌ 询问了三人后记录。 此图章是我 ／ 们四人的。 证人：
ａｓａｎ； 证人： ｔｓｉｒｄａ。
此前， 学者们因未曾留意回鹘文契约文书中 ｂøｚ 专用于商品交易一般等价物的性

质， 而将该词直译为棉布。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功用可看出， ｂøｚ 已完全具备了流通货币

的功能， 实则就是以棉布为制作材料的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棉布货币。

８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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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棉布货币的类别

见于回鹘文契约文书的棉布货币， 按质地可分为 “粗棉布货币” （ ｔａｓ ｂøｚ）、 “细棉

布货币” （ｉｎʧｋɛ ｂøｚ）、 “软棉布货币” （ ｊｕｍʃａｑ ｂøｚ）、 “厚棉布货币” （ｑａｌïｎ ｂøｚ） 和

“大棉布货币” （ｕｌｕʁ ｂøｚ）； 按尺寸又可分为 “通用的棉布货币” （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ｂøｚ） 和

“长腕尺棉布货币” （ｕｚｕｎ ｑａｒï－ｔａ ｂøｚ）； 按流通地域还可细分为 “在西部流通的、 长十

尺、 钤有印玺的官布” （ｋｉｄｉｎ ｊｏｒïｊｕｒ ｏｎａｒ ʧïʁ ｔａｍʁａｌ（ ï）ʁ ｑｕａｎｂｕ）、 “在高昌西流通的两

端有金边、 中间钤有印玺的……官布” （ｑｏʧｕ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ｉｋｉ ｕʧï ｋｉｎｌｉｇ， ｏｔｒ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ｑｕａｎｂｕ）、 “路东通用的棉布货币” （ｊｏｌ 􀱼􀱻ｄｙｎｉｎ－ｔɛ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ｂøｚ）、 “西部流通的、 加盖

有六边形 ｓｕｌｕʁ 印玺的棉布货币” （ｋｉｄｉｎ ｊｏｒïｒ ａｌｔï ｓï􀱻ａｒ ｓ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ｂøｚ）、 “流通于鲁

克沁以西的棉布货币”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ｂøｚ）、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 加盖有 ｓｕｕ－ｌｕʁ
印章的……棉布货币”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 ｊａｔａ ｊｏｒïｒ ｓｕ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ｂøｚ）、 “流通于鲁克

沁以西， 加盖有 ｓｕｕ－ｌｕʁ 印章的……两地流通的棉布货币” （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ｓｕ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ｉｋｉｌｉｇ ｊｏｒïｑ ｂøｚ） 以及 “两地流通的棉布货币” （ｉｋｉｌｉｇ ｊｏｒïｑ ｂøｚ）。

（一） 按棉布货币的质地分类

众所周知， 我国中原地区的棉花种植是元代才从西域东传来的。 然而， 有关西域棉

布的类别、 质地， 清代以前的文献却鲜有记载。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有关棉布货币的描

述， 不仅可使我们了解其棉布货币的质地类别， 而且可进而得知 １１ 世纪中叶至 １３ 世纪

后半叶西域的棉布种类。
１􀆰 ｔａｓ ｂøｚ （粗棉布货币）。 例如：
　 　 ……ｊïｌ ａｒａｍ ａｊ ｙʧ ｊａ􀱻ïｑ－ａ， ／ ｍａ􀱻ａ ｉｌｔ（ɛ）ｍｉｒ－ｋɛ ｔ（ａ）ｗａｒ ｋɛｒｇɛｋ ／ ｂｏｌｕｐ ｓɛ􀱻ｋɛ ｂａｊ＋

ｔɛｍｉｒ ｉｋɛｇｙ－ｔｉｎ ／ ｂｉｒ ｔａｗａｒ ａｌｔïｍ ｂｕ ｔａｗａｒ－ｎï􀱻 ／ ｓａｔïʁï ɛｌｉｇ ｔａｓ ｂøｚ－ｎｉ ａｒａｍ ／ ａｊ ｉʧｉｎ－ｔɛ ｂｉｒｙｒ－

ｍɛｍ（ɛ）ｎ ｂｉｒｍɛｄｉｎ ／ ｋɛʧｙｒ－ｓɛｒ－ｍ（ɛ）ｎ ｂｉｒ－ｋɛ ｂｉｒ ｑｏʃｕｐ ｂｉｒｙｒ ／ －ｍ（ɛ）ｎ ｂｉｒｇｉｎʧɛ ｂａｒ ｊｏｑ
ｂｏｌｓａｒ－ｍ（ɛ）ｎ ａｒïʁ ／ ｔｉｇｉｎ ɛｗ－ｔɛｋｉ－ｌɛｒ ｂｉｒｌɛ ｋ􀱼ｎｉ ／ ｂｉｒｚｙｎ ｔａｎｕｑ ʧｏｌｕｑ ｂｕ ｎｉʃａｎ ｍ（ɛ）ｎ ｉｌ ／
ｔɛｍｉｒ－ｎｉ􀱻＋ｏｌ􀆰 ①

……年正月初三， ／ 我 ｉｌ ｔ（ɛ）ｍｉｒ 因需要货物， ／ 向 ｓɛ􀱻ｋɛ （和） ｂａｊ ｔɛｍｉｒ 两人 ／
借了一 （件） 货物。 该货物的 ／ 价格计五十 （束） 粗棉布货币， 我将在正 ／ 月内偿

还。 如若我不还 ／ 拖延， 我将加倍偿 ／ 还。 如若在偿还之前我有什么好歹， 将由

ａｒïʁ ／ ｔｉｇｉｎ 的家人一起如数 ／ 偿还。 证人： ʧｏｌｕｑ。 此花押是我 ｉｌ ／ ｔɛｍｉｒ 的。
此文书使用粗棉布货币对货物计价， 现藏柏林， 编号 ＴＭ８６ 的文书明确称 ｍａｒｌａｎ 所借的

粗棉布货币为 “带息的棉布货币”， 足可证明 ｂøｚ 的货币性质。 另在一份出卖儿子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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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更是将 ｔａｓ ｂøｚ （粗棉布货币） 称作 “通用的棉布货币”。①

２􀆰 ｉｎʧｋɛ ｂøｚ （细棉布货币）。 （例见前引现藏柏林， 编号 ＴⅡ１８１３ 文书）
３􀆰 ｊｕｍʃａｑ ｂøｚ （软棉布货币） 和 ｕｌｕʁ ｂøｚ （大棉布货币）。 例如：
　 　 ｑａｒ－ａ ｔɛｇｙｎ－ｋɛ ｊｕｍʃａｑ ｂøｚ ｔɛｇｔｉ ／ ｔɛｌｉｇ－ｋɛ ｂｉｒ ｊ（ ｉ）ｇ（ ｉ） ｒｍｉ ｂøｚ ／ ｂａʧａ ｂｉｒｌɛ ｔɛｌｉｇ－ｋɛ
ｂｉｒ ｂøｚ ／ ｂｕｌｍïʃ－ｎï􀱻 ｕｓｕʁ ｂｉｒｌɛ ／ ｔｏｊïｎａʁ［－ｑａ］ ｊ（ｉ）ｇ（ｉ）ｒｍｉ ｂøｚ ｑｕｔｌｕʁ ｑａｒ－ａ ／ －ｑａ ｂｉｒ ｊ（ｉ）ｇ
（ｉ）ｒｍｉ ｂøｚ ｑïｓａʁ ／ ｓａｔïʁ－ʧï－ｑａ ｂｉʃ ｑａｍʁï ／ ｕｌｕʁ ｂøｚ ｓａｒïʁ－ｑａ ｊａｔｕｔ ／ ｉｋｉ ｊａｒïｍ ｑａｍʁï ｕｌｕʁ
ｂøｚ ／ ｔɛｇｉｎｉｐ ｉｎｉｋ－ｎｉ􀱻 ｂｉｌｉｚ－ｋɛ ／ ｂｉʃ ｂøｚ （现藏柏林， 编号： ＴⅠＤ２０５ａ）

ｑａｒ－ａ ｔɛｇｙｎ 得到了软棉布货币。 ／ ｔɛｌｉｇ 得到了十一 （束） 棉布货币。 ／ ｂａʧａ 和

ｔɛｌｉｇ （得到了） 一 （束） 棉布货币。 ｂｕｌｍïʃ 的 （儿子） ｕｓｕʁ 和 ／ ｔｏｊïｎａʁ （得到了）
二十 （束） 棉布货币。 ｑｕｔｌｕʁ ｑａｒ－ａ ／ （得到了） 十一 （束） 棉布货币。 ｑïｓａʁ ／ 交易

人 （得到了） 五 （束） 折叠的大棉布货币。 ｓａｒïʁ （和） ｊａｔｕｔ （得到了） 两 （束）
半折叠的大棉布货币。 ／ ｔɛｇｉｎｉｐ ｉｎｉｋ 的 （儿子） ｂｉｌｉｚ ／ （得到了） 五 （束） 棉布

货币。
４􀆰 ｑａｌïｎ ｂøｚ （厚棉布货币）。 例如：
　 　 ｂｉʧｉｎ ｊïｌ ʧａχʃａｐｕｔ ａｊ ｉｋｉ ｊａ􀱻ï ／ －ｑａ，ｍａ􀱻ａ ｔɛｔｍｉｌｉｇ ｑａｒ－ａ ｂｕｑ－ａ ／ ｉｋɛｇｙ－ｋɛ ｑａｒʧｌïʁ ｋ
（ɛ） ｒｇɛｋ ｂｏｌｕｐ， ／ ｑｕｔｌｕʁ ａｔｌïʁ ｑａｔｕｎ ｋｉʃｉ －ｎｉ ｓａｔïｐ ／ ｑｕｔｌｕʁ ｔɛｍｙｒ － ｔｉｎ ｊｙｚ ɛｌｉｇ ｑａｌïｎ ｂøｚ ／
ａｌｄïｍïｚ􀆰 ｂｕ ｊｙｚ ɛｌｉｇ ｂøｚ－ｎｉ ／ ｓａｔïʁ ｑïｌｍïʃ ｋｙｎ ｙｚ－ɛ ｂｉｚ ／ ｔɛｔｍｉｌｉｇ ｑａｒ－ａ ｂｕｑ－ａ ｉｋɛｇｙ ｔｙｋɛｌ ／
ｓａｎａｐ ａｌｔïｍïｚ􀆰 ｍɛｎ ｑｕｔｌｕʁ ｔɛｍｙｒ ／ ｊ（ɛ）ｍɛ ｔｙｋɛｌ ｓａｎａｐ ｂｉｒｄｉｍ􀆰 ｂｕ ｑｕｔｌｕʁ ／ ａｔｌïʁ ｑａｔｕｎ ｋｉʃｉ－ｋɛ
ｍｉ􀱻 ｊïｌ ／ ｔｙｍɛｎ ｋｙｎ－ｋɛ ｔɛｇｉ ｑｕｔｌｕʁ ｔɛｍｙｒ ɛｒｋｌｉｇ ／ ｂｏｌｚ－ｕｎ􀆰 ｔａｐｌａｓａ 􀱼ｚｉ ｔｕｔｚ－ｕｎ􀆰 ／ ｔａｐｌａｍａｓａ
ａｄïｎ ｋｉʃｉ－ｋɛ ｓａｔｚ－ｕｎ􀆰 ／ ｂｉｚ ｔɛｔｍｉｌｉｇ ｑａｒ－ａ ｂｕｑ－ａ ｉｋɛｇｙ ／ －ｎｙ􀱻 ａｑａｍïｚ ｉｎｉｍｉｚ ｏｎｌｕｑ－ｕｍｕｚ ／
ｊｙｚ－ｌｙｋｙ－ｍｙｚ ｋｉｍʧɛ ｋｉｍ－ｍɛ ｂｏｌｕｐ， ／ ʧａｍ ʧａｒïｍ ｑïｌｍａｚ－ｕｎ􀆰 ɛｒｋｌｉｇ ｂ（ɛ）ｇ ／ ｉʃｉ ｉｌʧｉ ｊａｌ（ａ）
ｗａʧ ｋｙʧ－ｉｎ ｔｕｔｕｐ，ʧａｍｌａｓａｒ －ｌａｒ ／ ｊｕｌａｊïｎ ａｌａｊïｎ ｔｉｓɛｒ ／ －ｌɛｒ，ｂｕ ｑｕｔｌｕｑ ｔɛ􀱻 ｉｋｉ ｋｉʃｉ ｊａｒａｔｕ ／
ｂｉｒｉｐ，ｓ􀱼ｚ－ｌɛｒｉ ｊｏｒïｍａｚｕｎ􀆰 ʧａｍｌａʁｕʧï ／ ｋｉʃｉ ｋｙ ｑｏｒｌｕｑ ｂｏｌｚ－ｕｎ􀆰 ｑｕｔｌｕʁ ｔɛｍｙｒ ／ ｑｏｒｓｕｚ ｂｏｌｚ－ｕｎ􀆰
（后略）②

猴年腊月初二， ／ 我 ｔɛｔｍｉｌｉｇ、 ｑａｒ－ａ ｂｕｑ－ａ ／ 二人因需要开支， ／ 将名叫 ｑｕｔｌｕʁ 的

女人卖了。 ／ 从 ｑｕｔｌｕʁ ｔɛｍｙｒ 处得到一百五十 （束） ／ 厚棉布货币。 这一百五十

（束） （厚） 棉布货币 ／ 在成交之日， 我们 ／ ｔɛｔｍｉｌｉｇ、 ｑａｒ－ａ ｂｕｑ－ａ 二人已全部 ／ 点收。
我 ｑｕｔｌｕʁ ｔɛｍｙｒ ／ 已全都数清交付。 这个名叫 ｑｕｔｌｕʁ ／ 的女人直至千年万日都归 ｑｕｔｌｕʁ
ｔɛｍｙｒ ／ 所拥有。 若合意， 将由其自己拥有； ／ 若不合意， 任其转卖他人。 ／ 我们

ｔɛｔｍｉｌｉｇ ｑａｒ－ａ ｂｕｑ－ａ 二人 ／ 的兄弟、 我们的十代、 ／ 我们的百代， 无论是谁 ／ 都不得

制造纠纷。 如若依仗有权的官吏 ／ 、 使臣的势力制造纠纷， 说什么 “我要赎、 我要

买”， ／ 就得付给与这个 ｑｕｔｌｕｑ 一样的两个女人， ／ 其所言无效。 制造纠纷的 ／ 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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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失， ｑｕｔｌｕʁ ｔɛｍｙｒ ／ 将不受损失。 （后略）
（二） 按棉布货币的尺寸分类

有些棉布货币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又称作 ｑｕａｎｂｕｑａ ｋɛｂɛｚｉ （用作官布之棉， 用作

官布的棉布）， 仅从此称名便可看出棉布货币与其前官布的区别。 常见于回鹘文契约文

书中的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ｂøｚ （通用的棉布货币） 之称名， 更表明棉布货币是流通已久的货币

形式。 此外， 还见有 ｕｚｕｎ ｑａｒï－ｔａ ｂøｚ （长腕尺棉布货币）。 例如：
　 　 ｔａｑïʁｕ ｊïｌ ａｒａｍ ａｊ ａｌｔï ｊａ􀱻ï－ｑａ，ｍ（ａ）􀱻ａ ｓａｄａ－ｑａ ｊｏ􀱻ｌａｑ－ｌïʁ ／ ｂøｚ ｋɛｒｇɛｋ ｂｏｌｕｐ，ｓｏｌｄａｎ
ａｑ－ａ－ｔïｎ ｊｙｚ ｉｋｉ ｂａʁ－ｌïʁ ｕｚｕｎ ｑａｒï－ｔａ ／ ｂøｚ ａｌïｐ，ｓｙｋｙ 􀱼ｇɛｎ ｙｚ－ɛ ｓｕｊａʁ－ｌïʁ ｓｕｒｊ－ａ ｂｉｒｌɛ ｙｌｙʃ
－ｌｙｇ ／ ｍ （ ａ ） 􀱻ａ ｔɛｇɛｒ ａｌｔï ɛｒ ｋ􀱼ｍɛｒ ｂｏｒｌｕｑｕｍｎï ｓｏｌｄａｎ ｂａｊ － ｑａ ｔｏʁ （ ｕ ） ｒｕ ｔｏｍｌïｔｕ ／
ｓａｔｔïｍ􀆰 ｂｏｒｌｕｑ－ｎï􀱻 ｓａｔïʁï ｊｙｚ ｉｋｉ ｂａʁ ｂøｚ －ｎｉ ｂｉｔｉｇ ｑïｌｍïʃ ／ ｋｙｎ ｙｚ －ɛ ｍ（ɛ） ｎ ｓａｄａ ｔｙｋɛｌ
ａｌｔïｍ􀆰 ｍ（ɛ）ｎ ｓｏｌｄａｎ ｊɛｍ－ɛ ｔｙｋɛｌ ｂｉｒｄｉｍ􀆰 （后略）①

鸡年正月初六， 我 ｓａｄａ 因需要通用的 ／ 棉布货币， 从 ｓｏｌｄａｎ 阿哥处拿了一百零

二束长腕尺② ／ 棉布货币， 将我位于 ｓｙｋｙ 渠边与 ｓｕｒｊ－ａ 共有的 ／ 属于我的需要六个人

埋盖的葡萄园合理合法地卖给了 ｓｏｌｄａｎ ｂａｊ。 ／ 葡萄园售价之一百零二束棉布货币在

立文书 ／ 之日， 我 ｓａｄａ 已全部收讫。 我 ｓｏｌｄａｎ 已全部付清。 （后略）
高昌地区的居民原本以汉人为主体， 故而高昌回鹘仍沿用旧称作官布， 甚至连所记

棉布货币之长度亦采用的是音译自汉语的 ʧïʁ （尺）。 例如：
　 　 ｊｙｚ ｋｉｄｉｎ ｊｏｒïｊｕｒ ｏｎａｒ ʧïʁ ｔａｍʁａｌ（ ï）ʁ ｑｕａｎｂｕ－ｑａ ｔａｑï ｂｉｒ 􀱼ｊｇɛ ｊɛｌｇɛ ａｔ ｙｓｔｙｎｋｉ ｕｊａｎ
ａｌｔïｎï ｉｋｉ ａｒ－ｄａ ｉｇｓｉｚ ｔｏʁａｓïｚ ａｔ ｂｕ ｊｙｚ ｑｕａｎｂｕ ｂｉｒ ａｔ ｂｉｒｌɛ ｂｉｔｉｇ ｑïｌｍïʃ ｋｙｎｔɛ ｔｙｋɛｔｉ ａｌｔ（ï）ｍ􀆰
（现藏柏林，编号：Ｏｈｎｅｒ Ｎｒ（ｂ） ／ （ｃ）ｒ）

一百 （束） 在西部流通的、 长十尺许、 有印玺的官布及一匹快 （？） 马， 其上

柔软 （深陷？） 其下两 （？）、 无病无疾的马。 这一百 （束） 官布 （和） 一匹马一

起， 在立文书之日我全部收讫。
家父李正宇研究员曾指出： “ 《唐六典》 《通典》、 新旧 《唐书》 皆载， 唐代度量衡

行用大小两制， 除 ‘调钟律、 测晷影、 合汤药及冠冕’ 用小制之外， 其余官私悉用大

斤、 大升、 大尺。 程大昌 《演繁露》 卷七载： ‘开元九年敕： 度， 以十寸为尺， 尺二寸

为大尺。’ 即大尺为小尺之 １ 尺 ２ 寸， 合今 ３７􀆰 ３２ｃｍ。”③ 宋元亦承唐制， 量布悉用大

尺。 十大尺折今制为 ３􀆰 ７３ｃｍ。 这一契约文书中特别标明了用于交易的官布即棉布货币

的长度 “十尺许” （ｏｎａｒ ʧïʁ）， 意味着流通于西部龟兹地区的官布之长度与高昌当地官

布之长度有所不同， 不同类别和尺寸的棉布货币之币值应存在着差别。 据此还可进一步

推断， 《突厥语大词典》 所载的 ｑａｍｄｕ 是龟兹回鹘的棉布货币称名， 而 ｑｕａｎｂｕ ／ ｑｕａｎｂｕ

１２西域棉布货币研究

①
②

③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８１－８２ 页。
ｑａｒï， 手臂， 腕尺 （或称肘尺）， 指从肘到中指端的距离， 约等于 ４３－５６ 厘米 （ＭⅢ􀆰 ３０７－３０８）。 据本文书

出现的 ｕｚｕｎｑａｒï－ｔａ ｂøｚ （长腕尺棉布货币） 推测， 或许还有短腕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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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高昌回鹘对棉布货币的称名。 称名的不同， 系因其主体居民及文化传统的差异所导

致的。 前者的语源不详， 后者则直接音译自汉语。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与敦煌契约文书中出现半疋生绢的记载相同， 回鹘文契约

文书中也多有半束棉布货币的记载。 Ｒａｄｌｏｆｆ 第 １０ 号文书中出现了借 “一 （束） 半棉布

货币”， 现藏柏林编号 ＴＭ８６ 文书中出现了借 “三 （束） 半粗棉布货币” （ｙʧ ｊａｒïｍ ｔａｓ
ｂøｚ）， 现藏柏林编号 ＴⅡ０３５ 文书中出现了支付长袍售价的 “两 （束） 半粗棉布货币”
（ｉｋｉ ｊａｒïｍ ｂøｚ）， 现藏柏林编号 ＴⅠＤ２０５ａ 的文书中出现了 “两 （束） 半折叠的大棉布

货币”。 李经纬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一书所引文更出现了缴付 “ｑａｌａｎ
（税名） 半个棉布货币” “缴付一个汗王的一 （束） 棉布货币” “缴付了半 （束） 棉布

货币” “缴付给汗王的半 （束） 棉布货币” “缴付了一 （束） 半棉布货币”，① 意味着棉

布货币也可以撕裂成两半使用。 结合前引白居易诗 “半匹红绡一丈绫， 系向牛头充炭

直” 的记载推断， 使用半束棉布货币交易应是常态。
（三） 按流通地域分类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常见使用标注出流通地域的棉布货币， 意味着棉布货

币并非仅有一种形式， 不同的地区皆有各自所专有的棉布货币， 而 《突厥语大词典》
收录的 ɛｇｉｎ 和 ｑａｍｄｕ 两类棉布货币也正可与之相印证。 由于回鹘文契约文书使用的是

“十二兽历纪年法”， 大多难以确定具体年代。 虽则如此， 仍可结合历史推断出某些文

书的具体年代。 见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棉布货币形式多种多样。 其中明确

标注出流通地域的棉布货币形式大致有以下八类：
　 　 １􀆰 ｑｏʧｕ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ｉｋｉ ｕʧï ｋｉｎ－ｌｉｇ， ｏｔｕｒ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ｑｕａｎｂｕ－ｑａ ｋɛｐɛｚｉ （在高昌西

流通的两端有金边、 中间钤有印玺的棉质官布）。
２􀆰 ｋｉｄｉｎ ｊｏｒïｊｕｒ ｏｎａｒ ʧï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ｑｕａｎｂｕ （在西部流通的、 长十尺、 钤有印玺的

官布）。
３􀆰 ｑｏʧｕ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ｉｋｉ ｕʧï ｋｉｎｌｉｇ， ｏｔｒ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ｑｕａｎｂｕ （在高昌西流通的两端有

金边、 中间钤有印玺的官布）。
４􀆰 ｊｏｌ 􀱼􀱻ｄｙｎｉｎｔɛ ｊｏ􀱻ｌａｑｌïｑ ｂøｚ （路东通用的棉布货币）。
５􀆰 ｋｉｄｉｎ ｊｏｒïｒ ａｌｔï ｓï􀱻ａｒ ｓ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ｂøｚ （在西部流通的、 加盖有六边形 ｓｕｌｕʁ

印玺的棉布货币）。
６􀆰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ｂøｚ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的棉布货币）。
７􀆰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 ｊａｔａ ｊｏｒïｒ ｓｕ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ｂøｚ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 加盖有 ｓｕｕｌｕʁ

印章的棉布货币）。
８􀆰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ｓｕ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ｉｋｉｌｉｇ ｊｏｒïｑ ｂøｚ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 加盖

有 ｓｕｕｌｕʁ 印章的两地流通的棉布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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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回鹘于 ８４０ 年西迁天山地区后， 由于夹跌系统和乌古斯系统间矛盾的日益激

化， 最终于宋乾德三年 （９６５） 分裂为龟兹回鹘汗国 （龟兹回鹘， 安西回鹘） 和高昌回

鹘王国 （西州回鹘， 高昌回鹘， 北庭回鹘） 两个不相统属的回鹘政权①。
１１ 世纪中叶， 喀喇汗王朝向东扩张， 西天山南北的布古尔 （ｂｙｇｙｒ， 位于今轮台县

境内） 以西地区和伊犁河流域均为喀喇汗王朝攻占， 导致龟兹及伊塞克湖东南地区的

居民纷纷逃迁至高昌回鹘王国境内②。 龟兹回鹘之统治集团也被迫移徙至塔里木盆地东

南缘至柴达木盆地西缘地区， 后以 “黄头回纥” 之名见于汉文史籍③。 这正是导致高昌

地区大量使用流通于高昌以西地区 （即龟兹地区） 官布的原因所在。 也即是说， 大凡

标注为 ｑｏʧｕ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ｉｋｉ ｕʧï ｋｉｎｌｉｇ， ｏｔｒａ ｔａｍʁａｌïʁ……ｑｕａｎｂｕ （在高昌西流通的两端有

金边、 中间钤有印玺的……官布） 或 ｋｉｄｉｎ ｊｏｒï ｊｕｒ ｏｎａｒʧï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ｑｕａｎｂｕ （在西部流

通的、 长十尺、 钤有印玺的官布）④ 均是由龟兹回鹘发行的货币， 使用此类官布进行交

易的人多属于逃难至当地的难民。
现藏柏林， 编号 ＴⅢＭ２０５ｄ， 题年作 ｂｅʧｉｎ ｊïｌ ａｌｔïｎʧ ａｊ ｊｉｔｉ ｊａ􀱻ïｑａ （猴年六月初七）

的 《向萨比购买土地契》 （ｓａｂï－ｔａ ａｌｍïʃ ｊɛｒ ｂｉｔｉｇｉ） 的买主正是逃迁至高昌地区的拔悉密

难民⑤。 结合 《辽史·属国表》 有关重熙二十二年二月 （１０５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３ 月 ２８ 日）
“阿萨兰回鹘为邻国所侵， 遣使求援” 的记载以及圣彼得堡藏品 ＳＩ ２ Ｋｒ １７ 号和 ＳＩ Ｋｒ Ⅳ
２５６ 号回鹘文文书的记载推断， 此契约文书当撰写于 １０５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⑥。 使用以上第

１、 ２、 ３ 类棉布货币的契约文书均属于这一历史时期。 此类棉布货币当就是 《突厥语大

词典》 记载的 ｑａｍｄｕ。 由于各类文献对这一时段天山地区的历史鲜有记载， 使用此类棉

布货币的契约文书对于深入探讨相关历史、 回鹘文契约文书发展史以及非金属货币发展

史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 高昌回鹘于宋乾德三年 （９６５） 便已脱离龟兹回鹘王国而独立。 在其后

相当长的时期， 高昌回鹘之东境止于鲁克沁 （ ｌｙｋʧｙ􀱻， 柳中）， 故而， 某些回鹘文契约

文书所载之棉布货币都标明其流通区域为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鲁克沁以西）。 例如：

３２西域棉布货币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树辉著 《乌古斯和回鹘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６３－２７３ 页。
李树辉 《西天山南北地区归属喀喇汗王朝的时间及相关历史———兼论龟兹石窟的始毁年代》， 缩略文刊于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９０－９７ 页。 全文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新疆历史与文

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８３－９９ 页。
［元］ 脱脱等撰 《宋史》 卷 ４９０ 《外国一·于阗国传》， 第 １４１０９ 页。
参见现藏伦敦， 编号： Ｏｒ８２１２ 〈１０６〉， 李经纬著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 第 １３６－１３９ 页， 第 １２８－
１３１ 页； Ｐ􀆰 Ｚｉｅｍｃ， Ｒｃｓｃｄｒｃｈ ｏｎ ｕｉｇｕ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ｉｎｃｅ， １９７５； 现藏柏林， 编号： ＴⅡＴｏｙｏｑＯｈｎｅ Ｎｒ； 现藏伦

敦， 编号： Ｏｒ􀆰 ８２１２ （１０６）； 现藏柏林， 编号： ＴⅠ５０８ｄ； 现藏柏林， 编号： Ｏｈｎｅｒ Ｎｒ （ｂ） ／ （ ｃ） ｒ， 李经

纬著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 第 ２１２－２１３ 页。
李树辉 《西天山南北地区归属喀喇汗王朝的时间及相关历史———兼论龟兹石窟的始毁年代》， 缩略文刊于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９０－９７ 页， 后全文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新疆历史与文

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９９ 页。
李树辉 《回鹘文写卷 〈向萨比购买土地契〉 撰写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收入乜小红、 陈国灿主编 《丝绸

之路出土各族契约文献研究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８８－１９８ 页。



　 　 ……［ｊïｌ］……－ｚ ｊ（ ｉ）ｇ（ ｉ） ｒｍｉ－ｋɛ􀆰 ［ｍɛｎ］ ／ ［ ïʃ］ ｑａｒ－ａ……－ｋɛ ｓａｔｍïʃ ｔａ［ｗａｒ］ ／ ｋ
……ｌ…… ｉ ｓɛｋｉｚ ｏｎ ｌｙｋ ［ʧｙ􀱻］ ／ ｋｅ ［ｄ］ ｉｎ － ｉ ｊｏｒïｒ ［ｂøｚ］ －ｙｇ ｔｙｋɛｌ ａｌｔïｍ ／ ［ ｋ］ ｉｎ 􀱼􀱻ｔｙｎ
ｊｏｑ􀆰 ｔａｎｕｑ ｑａｎʧｕ［ｑ］ ／ ［ｍɛｎ］……ïʃｑａｒ－ａ ｂｉｔ［ｉｔｉ］ｍ……ｎ ｂｉｚ ｉｋɛｇｙ……（编号：３Ｋｒ􀆰 ３２ａ）

…… ［年］ ……月十八 （十九？） （日）， 我 ／ ïʃｑａｒ－ａ 卖给……的货物 ／……的

八十 （束）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的棉布货币我已全部收讫， ／ 今后不存在 （债务问

题）。 证人： ｑａｎʧｕｑ。 我 ïʃ ｑａｒ－ａ 出具此文书……我们二人……
还有些契约文书不仅标明了用于交易的棉布货币之流通地域为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鲁克

沁以西）， 而且特意注明是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ｂøｚ （通用的棉布货币） 和 ｉｋｉｌｉｇ ｊｏｒïｑ ｂøｚ （两地流

通的棉布货币）。 例如：
　 　 ｕｄ ｊïｌ ｂｉｒ ｊ（ｉ）ｇ（ｉ）ｒｍｉｎʧ ａｊ ｊ（ｉ）ｇｉｒｍｉ－ｋɛ：ｂｉｚ－ｉ􀱻ɛ ｏｓｍïʃ ｔｏʁｒïｌ－ ／ ｑａ ｔ􀱼ｇɛｌ－ｋɛ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ｂøｚ ｋ（ɛ）ｒｇɛｋ ｂｏｌｕｐ： ʧ􀱼ｋɛｉ－ｔɛｋｉ ｊｉｒ－ ／ ｉｍ（ｉ）ｚ－ｎｉ：ɛｎｉʧｙｋ ｉʧｉ－ｋɛ ｔｏʁｕｒｕ ｔｏｍｌïｔｕ ｓａｔｔïｍ（ï）ｚ：
ｓａｔïʁ ／ （ｂøｚ－ｉｎ ｉｎʧɛ ｓ􀱼ｚｌɛʃ）ｔｉｍ（ｉ）ｚ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ｓｕｕ－ ／ 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ｊｙｚ ｊｉｔｉｍｉʃ ｉｋｉｌｉｇ
ｊｏｒïｑ ｂøｚ－ｋɛ ｋɛｓｉʃ－ ／ ｔｉｍ（ ｉ） ｚ：ｂｕ ｊｙｚ ｊｉｔｉｍｉʃ ｂøｚ－ｙｇ ｂｉｔｉｇ ｑïｌｍïʃ ｋｙｎ ｙｔɛ－ ／ ｍ（ɛ） ɛｎｉʧｙｋ
ｔｙｋɛｌ ｂｉｒｔｉｍ：ｂｉｚ ｏｓｍｉʃ：ｔ􀱼ｇɛｌ ｂｉｌɛ ｂｉｒ ／ ɛｋｓｙｋ－ｓｙｚ ｔｙｋɛｌ ａｌｔïｍ（ï）ｚ􀆰 （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

馆，编号：３кг􀆰 ４１）
牛年十一月二十 （日）， 我们 ｏｓｍïʃ ｔｏʁｒïｌ ／ （和） ｔ􀱼ｇɛｌ 因需要通用的棉布货币，

而将我们位于 ʧ􀱼ｋɛｉ 的土地 ／ 合情合理地卖给了 ɛｎｉʧｙｋ 大哥。 关于售价之 ／ 棉布货

币我们是这样商定的： 用流通于鲁克沁以西， ／ 加盖有 ｓｕｕ－ ｌｕʁ 印章的一百七十

（束） 两地流通的棉布货币 ／ 成交。 这一百七十 （束） 棉布货币在立文书之日， ／ 我
ɛｎｉʧｙｋ 已全部付清。 我们 ｏｓｍｉʃ、 ｔ􀱼ｇɛｌ 一起一个 ／ 不缺地全部收到。
另据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 编号： ３кг， ３９ 文书①记载， ｏｓｍïʃ ｔｏʁｒïｌ 和 ｔ􀱼ｇɛｌ 二

人还于 “兔年十一月” 将其位于同一处的耕地连同窝棚卖给了这位 “ɛｎｉʧｙｋ 大哥”。 根

据文书的格式、 文书中出现的人名、 地名可断定， 两份文书应是于仅相隔一年的 “牛
年” 和 “兔年” 签订的契约。 两份文书中出现使用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 加盖有 ｓｕｕ－

ｌｕʁ 印章的……棉布货币” “西部流通的、 加盖有六边 （形） ｓｕｌｕʁ 印玺的……棉布货

币” 以及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 加盖有 ｓｕｕ－ｌｕʁ 印章的……两地流通的棉布货币” 进

行交易的现象， 暗示着高昌回鹘政权发行的棉布货币在 １２６０ 年以前 （详后） 便流通于

其以西地区， 即龟兹回鹘王国境内； 而龟兹地区发行的棉布货币亦流通于高昌回鹘王国

境内。 此类文书还有许多， 另如：
　 　 ïｔ ｊïｌ ｏｎｕｎʧ ａｊ ｏｎ ｊａ􀱻ïｑａ ｍａ􀱻ａ ｑａｌïｎ ｑａｒａ ／ ａʧï－ｑａ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ｂøｚ ｋ（ɛ） ｒｇɛｋ ｂｏｌｕｐ ／ ｉｋｉ
ｊ（ ｉ）ｇ（ ｉ） ｒｍｉ ｊａʃ ／ －ｌïʁ ｔａｑ ｋｙ􀱻 ａｔｌïʁ ｑïｚ ｑａｒａｂａʃ－ïｍ－ｎï ｉｎｉʧｙｋ－ｋɛ ｔｏʁｕｒｕ ／ ｔｏｍｌïｔｕ ｓａｔ［ ｔïｍ
…ｓａ］ ｔïʁ ｂøｚ－ｉｎ ｉｎʧɛ ｔｉʃ－ｔｉｍｉｚ ｋｉｄｉｎ ｊｏｒïｒ ／ ａｌｔï ｓï􀱻ａｒ ｓ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ｓɛｋｉｚ ｏｎ ｂøｚ－ｋɛ
ｓｉʃｔｉｍ（ ｉ）ｚ ｂｕ ／ ｑａｒａｂａʃ ｓａｔïʁï ｓɛｋｉｚ ｏｎ ｂøｚ－ｎｉ ｂｉｔｉｇ ｑïｌｍïʃ ｋｙｎ ｊｚ－ɛ ｍ（ａ）ｎ ／ ｉｎｉʧｙｋ ｔｙｋɛ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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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ｒｔｉｍ：ｍ（ɛ）ｎ ｑａｌïｎ ｑａｒ－ａ ａʧï ｊ（ɛ）ｍɛ ｔｙｋɛｌ ／ ｓａｎａｐ ａｌｔïｍ􀆰 （后略） （现藏列宁格勒亚

洲博物馆， ３ｋｒ ３８）
狗年十月初十， 我们 ｑａｌïｎ ｑａｒａ ／ ａʧï 因需要通用的棉布货币， 将我的一名十二

岁 ／ 的名叫 ｔａｑｋｙ􀱻 的女奴合情 ／ 合理地卖给了 ｉｎｉʧｙｋ。 关于身价之棉布货币， 我们是

这样洽谈的： ／ 我们定价为西部流通的、 加盖有六边 （形） ｓｕｌｕʁ 印玺的八十 （束）
棉布货币。 该 ／ 奴隶的身价 （为） 八十 （束） 棉布货币， 在立文书之日， 我 ／ ｉｎｉʧｙｋ
已全部支付； 我 ｑａｌïｎ ｑａｒａ ａʧï 也已全部 ／ 点清收到。 （后略）
ｌｉｇｅｔｉ 主张将见于回鹘文契约文书 《斌通卖身契》 之三的 ｕｌｕʁ ｓｕｕ 译为 “蒙古皇

帝”， 李经纬先生亦采用此说。① 鉴于元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 始发行 “中统宝钞”， 而该

文书中还同时出现 ʧａｕ （钞）、 ïｄｕｑ ｑｕｔ （亦都护） 等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词语， 我们有

理由推断， 标明使用 ｓｕ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ｂøｚ （加盖有 ｓｕｕ－ｌｕʁ 印章的……棉布货币）
和 ａｌｔï ｓï􀱻ａｒ ｓｕｌｕʁ ｔａｍʁａ－ｌïʁ……ｂøｚ （加盖有六边 〈形〉 ｓｕｌｕʁ 印玺的……棉布货币） 之

类棉布货币进行交易的回鹘文契约文书当撰写于 １２６０ 年以前。
棉布货币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常以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ｑｕａｎｂｕ ／ ｂøｚ （通用的棉布货币） 的形式

出现， 可作参照对比的是，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也常见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ｋｙｍｙʃ （通用的银子）、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ｊａｒｍａｑ （通用的铜钱）、 ｊｏ􀱻ｌａｑｌïʁ ʧａｕ （通用的钞）②。 ｊｏ􀱻ｌａｑ （通用） 一词的使

用， 暗示着该棉布货币和 ʧａｕ （钞） 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社会认可度。 同时， 也意味着棉

布货币和 ｋｙｍｙʃ （银子）、 ｊａｒｍａｑ （铜钱）、 ʧａｕ （钞） 具有同等的信用货币功能。
此前， 西域行用的棉布货币一直未能引起史家的关注。 《元史·食货志·钞法》：

“钞始于唐之飞钱、 宋之交会、 金之交钞。 其法以物为母， 钞为子， 子母相权而行， 即

《周官》 质剂之意也。 元初仿唐、 宋、 金之法， 有行用钞， 其制无文籍可考③。” 前句在

论及钞的起源时未谈到宋代西域行用的棉布货币， 后句在谈到元初用钞之制时亦称

“无文籍可考”， 当是因高昌回鹘王国为地方割据政权， 棉布货币仅流通于西域地区而

不为中原学者了解所致。
元朝于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 开始发行 “中统宝钞”， 学界公认元代的纸钞已是现代意

义上的货币。 纸钞的出现绝非偶然， 棉布货币当就是其过渡形式。 从现代金融学的角度

来看， 唐代的飞钱只是民间使用的一种商业汇票， 代表铜钱的价值行使支付手段的职

能。 两宋的交子及会子虽然是官方发行的多次流转使用的纸币， 却依靠铜钱准备而发

行， 代表铜钱的价值行使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 且都遵循定期界兑制度。 至金朝的

“交钞” 才变为无期限流转， 破损到一定程度时可向官方指定机构兑换新票。 西域行用

的棉布货币早在其前便可以无期限流转， 拥有国家信用 （如钤有回鹘汗王的印玺）、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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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用和消费信用 （如回鹘文契约文书中有关使用棉布货币交易的记载）， 具有法定货币

的强制性， 且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 官方还有定期回收翻新的管理体制 （每七年清洗

一次， 并重新加盖印玺）， 其本身价值远远低于货币价值 （大量回鹘文契约文书可证）。
这些正是现代信用货币显著的特征， 显然是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非金属信用货币。

所谓现代信用货币是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 通过信用程序强制发行和流通的独立

发挥货币职能的本位货币。 龟兹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实行管理棉布货币本位制度，
对棉布货币的发行与流通进行有效的管理， 因此， 其信用货币制度也可称为管理棉布货

币本位制度。 有迹象表明这种棉质货币可能一直使用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巴托尔德就曾

指出： “以棉布作货币用， 常常见于中国突厥斯坦， 甚至在最近也是这样的①。” 巴托尔

德所说的当是指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喀什成立、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宣布解散的伪 “东突厥斯

坦伊斯兰共和国” 发行的棉布货币 （见图 ７）。

图 ７　 伪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发行的棉布货币正反面 （图片由杨恕提供）

五、 棉布货币的币值及借贷利率

棉布货币的尺寸， 据 《突厥语大词典》 记载： ɛｇｉｎ 约为 ２８４ｃｍ×３０ｃｍ ＝ ８５２０ｃｍ２，

ｑａｍｄｕ 约为 ２８４ｃｍ × ２０ｃｍ ＝ ５６８０ｃｍ２。 １ｍ２ ＝ １００００ｃｍ２， 则一束 ɛｇｉｎ 就有 ８５２０ｃｍ２ ÷

１００００ｃｍ２ ＝ ０􀆰 ８５２ｍ２， 一束 ｑａｍｄｕ 就有 ５６８０ｃｍ２ ÷１００００ｃｍ２ ＝ ０􀆰 ５６６８ｍ２。 另据 Ｒａｄｌｏｆｆ 第

１３ 号文书可知， 还有更大的 “长腕尺的棉布货币” （ｕｚｕｎ ｑａｒïｔａ ｂøｚ）。 如此大的货币，

其本身的制作成本之高不容小觑。 由此也就自然决定了此类货币只能用于价值较高的商

品交易， 而不可能用于购买针头线脑之类的商品。 正因此， 也就出现了与 Ｐ􀆰 ３５７３Ｐ１

《后梁贞明九年 （９２３） 索？ 留住卖奴仆契》 “生绢壹疋半”、 Ｐ􀆰 ３００４ 《乙巳年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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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使徐留通欠绢契》 “半疋生绢” 相类的 “半束棉布货币” 的记载。
据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可知， 用作市场交易一般等价物的棉布货币 （花蕊

布、 ɛｇｉｎ、 ｑａｍｄｕ、 ｑｕａｎｂｕｑａ ｋɛｂɛｚｉ、 ｂøｚ ） 和银子 （ ｋｙｍｙʃ ）、 金 子 （ ａｌｔｕｎ ）、 铜 钱

（ｂａｑïｒ）、 钞 （ʧａｏ） 之功用完全相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借贷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现

象， 其借贷利率之高令人难以想象。
Ｒａｄｌｏｆｆ 编号第 ２９ 号文书记载， 名为 ｑïｒｒｑｕｚ 的人于 “蛇年三月二十” 向 ｊａｐａｔｕ 借了

两束棉布货币， 秋初要偿还两倍即四束棉布货币， 半年的利息便达一倍。 Ｒａｄｌｏｆｆ 编号

第 ３４ 号文书记载， ｓïｓï 和 ｋøｒｙ 两人于 “猴年四月初五” 向 ｏｑｕｊ 各借了三束棉布货币，
秋初时各自要偿还六束棉布货币。 Ｏｈｎｅ Ｎｒ􀆰 （ ｆ）文书记载， ʧｉｗｋｕｊ 向 ｉｓｉｇ 借了一百束棉

布货币， 将按月连同利息偿还。 与高额的借贷利息相对， 租借利息也同样很高， 如前引

女书 （李经伟 ２０１２， 第 ５０－５１ 页） 称， “用六 （束） 棉布货币租了一条毡子”， 以 “十
天二十九 （束） 棉布货币的租金” 租用驴子等均可证明。 许多借贷或租借文书中都注

明， 若不能按时偿还， “按民间惯例” 还得加上利息偿还； 如若借贷人或租借人在偿还

之前发生意外， 则要用其耕地抵债或由其家人、 亲属偿还。 每份借贷及租借文书中， 借

贷人或租借人都要签字画押， 且要有若干证人签字画押。
正因为 “按民间惯例” 借贷利息在半年内高达一倍， 甚至还出现了靠放贷获利的

阶层。 现藏柏林编号 ＴＭ８６ 的回鹘文契约文书记载， 一个名为 ｍａｒｌａｎ 的人于 “鸡年三月

十五日” 向 ｑａｊïｍｔｕ 借了三束半棉布货币， 秋初便要偿还七束棉布货币。① 编号 ＴＭ８３ 的

回鹘文契约文书记载， 一个名为 ｔｏ􀱻ａｍａ 的人于 “羊年二月初五” 借了 ｑａｊïｍｔｕ 的一石谷

子， 秋初便要偿还对方一石半谷子。② 第一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团于亦都护古城所

获编号 ＴＩＤ１３５ （Ｍ２２１） 的回鹘文契约文书记载， 一个名为 ｉｌʧｉ 的人于 “鸡年二月十八

日” 租种了 ｑａｊïｍｔｕ 的半石土地， 籽种分摊， 收成平分， 赋税亦是双方平均负担。③ 编

号 ＴＭ８１ （Ｕ５２７７） 的回鹘文契约文书记载， 一个名为 ｔɛｍｙｒ 的人于 “马年六月十八日”
租种了 ｑａｊïｍｔｕ 与 ｉｌʧｉ 共有的半石土地， 另一个名为 ａʧｕｑ 的人租种了 ｑａｊïｍｔｕ 的半石土

地， 籽种分摊， 收成平分， 赋税亦是双方平均负担。④ 编号 ＴⅡＤ２０４ （Ｕ５２６９） 的回鹘

文契约文书记载， 一个名为 ｍïｓïｒ 的人于 “马年六月十八日” 租种了 ｑａｊïｍｔｕ 的半石土

地， 籽种分摊， 收成平分， 赋税亦是双方平均负担。⑤ 编号 ＴⅡＤ２０４ （Ｕ５２６９） 的回鹘

文契约文书记载， 一个名为 ｔɛｍｙｒ ｂｕｑａ 的人于 “猴年正月初二” 租种了 ｑａｊïｍｔｕ 的两石

土地， 该土地的收成、 赋税均归 ｔɛｍｙｒ ｂｕｑａ 承担。⑥ 编号 ＴⅡＤ２０４ （Ｕ５２６９） 的回鹘文

７２西域棉布货币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１０９－１１１ 页。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１１５－１１６ 页。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５９－６０ 页。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６７－６９ 页。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７０－７１ 页。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７２－７３ 页。



契约文书记载， 名为 ｑａｊïｍｔｕ 的人于 “马年二月二十八” 购买了 ｍïｓïｒ 位于高昌的葡萄

园， 该葡萄园的耕地债务均归 ｍïｓïｒ 承担。① 五份契约文书中的借出 ／出租方的名字都是

ｑａｊïｍｔｕ， “马年” “羊年” 与 “鸡年” 亦应是相邻的三个年份， 而 “二月” “三月” 乃

至六月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月份。 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个名为 ｑａｊïｍｔｕ 的放贷 ／出租人就是靠

放贷和出租土地获利的富人阶层。
通过对见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的各类交易进行比较， 可大致了解棉布货币

的币值及借贷利率。 兹列表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 棉布货币的币值及借贷利率在不同

的时代、 年代可能会有变化。 由于文书的具体年代难以确定， 二表所列仅供参考）：
表一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商品及棉布货币售价

商 品 售　 　 　 价 出 　 　 处

长袍 两 （束） 半棉布货币 现藏柏林， 编号： ＴⅡ０３５

可播种一石八斗种子
的水浇地

高昌西流通的两端有金边、 中间钤有印玺的三千
五百 （束） 棉质官布

现 藏 柏 林， 编 号： Ｔ
ⅢＭ２０５ｄ

位于 ｔｉｇｙ 渠边的……
耕地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 加盖有 ｓｕｕ－ｌｕʁ 印章的二十
三 （束） 流通的棉布货币

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
编号： ３кг ３９

十二岁的女奴
西部流通的、 加盖有六边 （形） ｓｕｌｕʁ 印玺的八
十 （束） 棉布货币

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
３ｋｒ ３８

名叫 ｔｕｌａｔ 的奴婢 一百 （束） 通用的棉布货币
李经纬著 《回鹘文社会经
济文 书 辑 解 》， 第 １９６ －
１９８ 页

耕地
流通于鲁克沁以西、 加盖有 ｓｕｕ－ｌｕʁ 印章的一百
七十 （束） 两地流通的棉布货币

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
编号： ３кг ４１

需 ６ 人埋盖的葡萄园 一百零二束长腕尺的通用的棉布货币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
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第
８１－８２ 页

一石耕地
高昌西流通的两端有金边、 中间钤有印玺的一百
通用的官布

现藏伦敦， 编号： Ｏｒ８２１２
（１０６）

三石耕地 三百二十五 （束） 官布
李经纬著 《回鹘文社会经
济文 书 辑 解 》， 第 １２５ －
１２７ 页

七石水浇耕地
在高昌以西流通的两端有金边、 中间钤有印玺的
三千二百五十 （束） 官布

李经纬著 《回鹘文社会经
济文 书 辑 解 》， 第 １２８ －
１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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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借贷棉布货币的利率

借贷时间 借贷数量 还贷期限 还贷数量 利率 还贷保障 出处

牛年二月
初一

用六束棉布
货币租用一
条毡子

在同去的商
队返回时寄
还六束棉布
货币

月息一束棉
布货币

如若不通过商队寄还，
将连同每月一束棉布货
币的利息一并偿还。 使
用了几个月， 将照此连
同利息一并如数偿还。
如若在偿还之前我有何
不测， 将由家人如数
偿还

李经纬著 《回
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辑解》， 第
５０－５１ 页

龙年二月
二 十 五
（日）

一束半棉布
货币

秋初时
三十汤瓶的
一袋子酒

如在支付之前借贷人有
什么好歹， 将由借贷人
儿子的亲属们共同如数
偿还。

Ｒａｄｌｏｆｆ 编 号：
第 １０ 号

蛇年三月
初二

两 束 棉 布
货币

在新收成下
来时

两石粮食

如果在偿还之前我若有
不测， 就将我位于三道
沟的与 ｂａｊ 有同等份额
的一半茬子耕地中属于
我的那份儿耕地给他

李经纬著 《回
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辑解》， 第
１１－１２ 页

蛇年三月
二 十
（日）

两 束 棉 布
货币

秋初新收成
下来时

两倍的棉布
货币

半 年 利
率 １００％

如果在偿还之前有什么
意外， 我就将我位于三
道沟的、 我们共有同等
份额的一半耕地中属于
我的一份土地给他

Ｒａｄｌｏｆｆ 编 号：
第 ２９ 号

蛇年六月
初八

一百束官布

每月还五十
官布， 向高
昌国库各缴
两束粗棉布
货币

每 月 利
率 ５０％ 缺文

李经纬著 《回
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辑解》， 第
１９－２０ 页

马年六月
初十

以十天二十
九束棉布货
币的租金租
用驴子脚力

返回时， 将
把驴子连同
租金一并如
数偿还

如若没能将驴子连同租
金一并偿还， 将把位于
ｓａｒｑｕｊ 的与 ｍａχｍｕｒ － ａ
共有的耕地与其两人共
同耕种食用。 如若该驴
子往返运送的是石碑，
将相应地给驴子喂养五
次。 在归还驴子之前，
让其进食

李经纬著 《回
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辑解》， 第
５５－５７ 页

猴年四月
初五

各三束棉布
货币

秋初时
各六束棉布
货币

按 民 间 惯
例， 得加上
利 息 如 数
偿还

在偿还之前借贷人若有
不测， 将由借贷人的弟
弟与家人一起如数偿还

Ｒａｄｌｏｆｆ 编 号：
第 ３４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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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时间 借贷数量 还贷期限 还贷数量 利率 还贷保障 出处

鸡年三月
十 五
（日）

三束半粗棉
布货币

秋初时
七束粗棉布
货币

半 年 利
率 １００％

如若拖延不还， 按民间
惯例， 将连应加的利息
一并如数偿还。 如若在
偿还之前借贷人有什么
好歹， 将由借贷人的弟
弟和其家人一起如数
偿还

现藏柏林， 编
号： ＴＭ８６

鸡年六月
初一

一百束官布
明年， 狗年
六月初一

一 百 五 十
官布

年利率 ５０％

李经纬著 《回
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辑解》， 第
２０－２１ 页

狗年三月
初五

高昌西流通
的 四 十
（束棉布货
币 ） 的 租
金租种耕地

缺文 缺文 缺文

李经纬著 《回
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辑解》， 第
７９ 页

…年…月
… 二 十
（日）

一千束官布 缺文 缺文 缺文
在偿还之前， 我 ａｂïʧ
若有意外， （将由） …
和 ɛｎｙｋ 一起偿还

李经纬著 《回
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辑解》， 第
２１－２２ 页

… （年）
… （月）
初…

一百束棉布
货币

无
按月连本带
息偿还

缺
如在偿还之前我有什么
好歹， 将由我家人偿还

Ｏｈｎｅ Ｎｒ􀆰 （ｆ）

…年正月
初三

价值五十束
粗棉布货币
的货物

正月内偿还
七束粗棉布
货币

若拖延将加
倍偿还

缺

如若拖延不还， 将加倍
偿还。 如若在偿还之前
借货人有什么好歹， 将
由 ａｒïʁ 特勤的家人一
起如数偿还

李经纬著 《回
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辑解》， 第
２４－２５ 页

　 　 说明： 为方便起见， 表中的文书按十二兽历排序， 并不等于文书的实际纪年顺序， 纪年无法确定

的列于最后。

结语

棉布货币在西域地区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至一定时期的必然产

物。 丝路贸易的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 而铜钱短缺， 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
同时， 金属货币值低量重， 不便携带， 客观上需要更轻便的货币。 再者， 自五代以降直

至两宋， 由于民间大量销熔铜钱改铸铜器以逐利， 以及铜钱大量外流日本、 东南亚各

国， 致使铜钱流通量严重不足。 宋朝将行政区划分为专用铁钱区、 铜铁钱兼行区和专用

铜钱区， 严禁铜钱外流。 铜钱的紧缩是促使南宋大行纸币的重要原因。 辽、 金、 西夏亦

是如此， 尤其是辽朝更是明令 “禁铜铁卖入回鹘” “禁民钱不得出境” （ 《辽史·食货

０３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志下》 ）。 棉布为西域特产， 且早有以行緤、 官布、 绫、 绡作为货币代用品的历史。 加

之又有宋朝会子纸币的启发， 使用棉布货币正可解决缺少金属货币之困。 如此种种原因

促成了棉布货币的产生。 这正是棉布货币出现于西域地区的原因。
作为货币代用品的行緤、 官布、 绫、 绡是棉布货币 （花蕊布、 ɛｇｉｎ、 ｑａｍｄｕ、 ｑｕａｎ⁃

ｂｕｑａ ｋɛｂɛｚｉ、 ｑｕａｎｂｕ、 ｂøｚ） 的直接源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 龟兹回

鹘和高昌回鹘的统治者至晚在 １１ 世纪中叶就对官布制式加以规范， 从而形成了现代意

义上的棉布货币。 被 《突厥语大词典》 称作 ɛｇｉｎ （尺寸约为 ２８４ｃｍ×３０ｃｍ） 和 ｑａｍｄｕ
（尺寸约为 ２８４ｃｍ×２０ｃｍ） 的棉布货币以及见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的各类棉布

货币， 不仅有特定的尺寸， 而且钤有回鹘汗王的印玺， 官府还有定期回收翻新的管理体

制， 且文书中多称其为 “通用的棉布货币” （ ｊｏ􀱻ｌａｑ－ｌïʁｂøｚ）。 从其制作款式、 发行机

构、 管理手段和流通功用来看， 已完全具备现代信用货币的功能。 其回收翻新措施， 也

与现代国家银行对旧币的回收如出一辙。 稍有区别的只是现代的纸币易于破损， 无法修

复、 翻新， 多作销毁处理； 而棉布货币却经久耐用， 回收后只需清洗干净再重新加盖印

玺便可继续用于流通。 大凡出现 ｑｏʧｕ ｋｉｄｉｎｉ ｊｏｒïｒ ｉｋｉ ｕʧï ｋｉｎｌｉｇ， ｏｔｕｒａ ｔａｍʁａｌïʁ……ｑｕａｎｂｕ
－ｑａ ｋɛｂɛｚｉ （在高昌西流通的两端有金边、 中间钤有印玺的……棉质官布）、 ｋｉｄｉｎ ｊｏｒïｊｕｒ
ｏｎａｒ ʧïʁ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ｑｕａｎｂｕ （在西部流通的、 长十尺、 钤有印玺的官布） 和 “路东通用

的棉布货币” （ ｊｏｌ ø􀱻ｄｙｎｉｎ－ｔɛ ｊｏ􀱻ｌａｑ－ｌïʁ ｂøｚ） 等文字的回鹘文契约文书均撰写于 １１ 世

纪后半叶。 其中所记的 ｑｕａｎｂｕ－ｑａ ｋɛｂɛｚｉ （棉质官布） 和 ｔａｍʁａｌ（ï）ʁ ｑｕａｎｂｕ （钤有印玺

的官布） 由龟兹回鹘发行， 标明流通地域为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鲁克沁以西） 的棉布货币由

高昌回鹘发行， 而既标明流通地域为 ｌｙｋʧｙ􀱻 ｋｉｄｉｎｉ （鲁克沁以西）， 又注明是 ｉｋｉｌｉｇ ｊｏｒïｑ
（两地流通） 的棉布货币则流通于更晚的历史时期。

宋代西域行用的棉布货币显然是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非金属信用货币， 堪称是现代

非金属信用货币的始祖。 对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不同棉布货币进行分类研究， 不仅有助于

文书的断代， 而且可深化对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社会经济的认识。

１３西域棉布货币研究



再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驮、 硕、 斗、 升

杨　 铭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研究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 由于吐蕃本土制度的引入， 加之蕃汉双语的使用， 敦煌的度量衡制度

尤其是量制方面， 呈现出一种蕃汉混用、 蕃汉互换的现象。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 得知吐蕃文书中

的 ｋｈａｌ， 对应汉文文书中的 “蕃驮” “番驮” 或 “驮”； 一蕃驮等于两汉驮 （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即两汉硕

（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一汉硕为一石， 等于十汉斗， 又即十蕃升 （ｂｒｅ）。

关键词： 敦煌　 吐蕃　 量制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０３２－１２

吐蕃统治敦煌从 ７８６ 年起到 ８４８ 年， 共有五六十年的时间。 期间除了在政治、 军事

制度上有较大的变化以外， 在敦煌社会的日常经济生产、 生活方面也相应有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虽然前人已有较多的探讨， 但仍然有一些论题至今尚未充分的讨论。 其中， 有

关吐蕃时期度量衡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 比如量制方面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敦煌汉、 藏

文献中分别出现了 “番驮” “汉驮”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汉硕”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蕃升” （ｂｒｅ） 等

之前不见的计量单位， 这些带有 “蕃” “番” “汉” 的量制， 与之前敦煌使用的量制，
孰大孰小？ 是否可以换算？ 这些都是需要专门探讨的。 之前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过相

关的问题， 以下按究竟是 “蕃制” 大还是 “汉制” 大的问题归纳， 介绍已有的数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蕃制” 比 “汉制” 大。 日本学者武内绍人认为， 藏文文书中有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 ｓｈｉｇ 一词可译为 “石” 或 “硕”， 同期敦煌汉文文献中， 一名妇女的身价是二

十石小麦， 即十驮。①言下之意， 一驮相当于两石， 而一石有十斗。 之后， 张亚萍等认为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２－２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相关民族、 人物、 事件研究及分年分类

辑注” （１７ＺＤＡ２１２）
作者简介： 杨铭 （１９５２－　 ）， 男， 重庆江津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和吐蕃史研究。
　 ①　 Ｔｓｕｇｕｈｉｔｏ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Ｄａｉｚｏ Ｓｈｕｐｐａｎ， Ｔｏｋｙｏ， １９９５， ｐ􀆰 ２９􀆰 武内绍人所转

引的关于妇女的身价的文献， 实为 Ｐ􀆰 ３７７４ 《丑年 （８２１） 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遗产分割纠纷》， 其
载： “大兄嫁女二， 一氾家， 一张家。 妇财麦各得廿石， 计卌石， 并大兄当房使用。 齐周嫁女二， 一张
家， 一曹家。 各得麦廿石， 并入大家使用。 宣子娶妻， 妇财麦廿石。 羊七口， 花毡一领， 布一疋， 油二
斗五升， 充妇财。” 唐耕耦、 陆宏基编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 ２ 辑，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 １９９０ 年， 第 ２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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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时期的 １ 驮粟＝ １ 石稍过 （１􀆰 ４４ 硕）， 又说 １ 驮 ＝ ２ 石。① 再其后， 高启安撰文讨论

吐蕃时期的量器及量制变化， 认为在当时的敦煌， 汉斗、 蕃斗， 大驮、 小驮， 以及 “汉
石” 等曾并行使用了一段时间， 而吐蕃的升显然要比汉升大得多， 一升相当于十汉升。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 “蕃制” 比 “汉制” 小。 如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敦煌吐蕃文书中

的一驮 （ｋｈａｌ） 不足一硕， 仅相当于 ０􀆰 ８７ 硕， 而一硕有 １０ 斗， 那么一驮仅有 ８􀆰 ７ 斗。③

后来， 德国学者童丕在其著作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④ 国内学者杨际平早先研究

Ｐ􀆰 ２１６２ 《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 提出吐蕃时期的一驮等于二石， 二石等于二十斗。⑤

宁可、 郝春文指出驮有蕃驮与汉驮的区别， 此二十斗 “是蕃斗而非汉斗”。⑥ 所以， 杨

际平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一番驮等于两番石， 又大体相当于一汉石。⑦

第三种观点认为 “蕃制” 与 “汉制” 相当， 或双方的换算关系不清。 比如， 王尧、
陈践认为藏文文献中的 “克” （ｋｈａｌ）， 在敦煌汉文卷子中又作 “番豆斗”， 与汉斗相等。⑧

而刘忠提出： 蕃制， １ 驮＝ ２０ 克， １ 克＝ ２０ 升， 为 ２０ 进制， 与汉区 １ 石 ＝ １０ 斗， １ 斗 ＝

１０ 升， １ 升＝ １０ 合的十进制不同。 驮和克在藏文中皆为 Ｋｈａｌ， 如何区别难以确定。⑨

看来， 有关吐蕃时期敦煌的度量衡制度， 尤其是量制的变化， 前期虽有文章涉及， 但

迄今为止尚有若干不同的观点。 故此， 笔者不揣浅陋， 撰文加以讨论， 就教于方家。

一、 蕃 （番） 驮 （ｋｈａｌ） 与汉驮 （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如上所述， 对在敦煌吐蕃文书中出现的 ｋｈａｌ 一词的翻译， 有对应汉文文书译为

“驮” 的， 也有译为 “克” 或 “番斗” 的。 笔者翻检敦煌吐蕃文书， 发现 ｋｈａｌ 一词之

前并没有用 ｂｏｄ 来修饰表示 “蕃驮”， 而只是发现在出自和田的古藏文文书中有用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来表示 “汉驮” 的。 换句话讲， 在古藏文文书中出现的 ｋｈａｌ 一词， 对应的就是汉

文文书中的 “蕃驮” 或 “驮”； 而拼写成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的， 即在 ｋｈａｌ 之前以 ｒｇｙａ “汉”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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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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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萍、 娜阁 《唐五代敦煌的计量单位与价格换算》，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８－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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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 对应的是汉文文书中的 “汉驮”。
由于古藏文文书记载 ｋｈａｌ 的文书不少， 这里就不单独列出， 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

渐次列出。 这里先讨论出自敦煌的汉文文书中的 “蕃驮” 和 “番驮”， 目前一共找到有

三件， 以下分别引出：
Ｓ􀆰 １４７５Ｖ 《卯年 （８２３？） 阿骨萨部落百姓马其邻便麦契附僧义英便麦契与便麦记

录》 后半部分：
　 　 （二）

１􀆰 同日， 当寺僧义英无种子 ， 于僧海清边便两番 驮

２􀆰 限至秋， 依契填纳， 如违， 任前陪 （倍） 纳。 便 僧义 英

３􀆰 　 　 　 　 　 　 　 　 　 　 　 　 　 　 　 　 　 　 　 　 　 见人僧谈惠

４􀆰 　 　 　 　 　 　 　 　 　 　 　 　 　 三月十四日记

（三）
１􀆰 又便麦两石， 分付僧神宝　 　 　 　 　 　 　 　 　 　 见人道远

２􀆰 又便与僧神宝青 ［麦］ 两硕　 　 　 　 　 　 　 　 　 见人神寂

３􀆰 　 　 　 　 　 　 　 　 　 　 　 　 　 四月廿七日

关于文书中第一行的 “番驮”， 因为 “驮” 字漫漶不清， 所以各家断字不同。 沙知断为

“番 硕 ”①， 张传玺断为 “番 （斗） ”②， 笔者在此引用唐耕耦的识读。③ 理由是因为除

此件文书之外， 再不见有 “番硕” 或 “番斗” 出现， 也就证明这两种称呼并不存在。
“番驮” 一词又见于 Ｓ􀆰 ６８２９Ｖ 《卯年 （８２３？） 悉董萨部落百姓张和子预取造芘蓠价

麦契》。 开头文字为：
　 　 １􀆰 卯年四月一日悉董萨部落百姓张和和 （子） 为无种子，

２􀆰 今于永康寺常住处取栛篱价麦壹番驮。 断

３􀆰 造栛篱贰拾扇， 长玖尺， 阔六尺。 其栛篱限四月

４􀆰 廿五日已前造了。 （以下略）④

又有把 “番驮” 写成 “蕃驮” 的， 如 Ｓ􀆰 ４１９２ｖ 《未年 （８３９？） 张国清便麦契》：
　 　 １􀆰 未年四月五日， 张国清遂于　 　 处便麦

２􀆰 叁蕃驮。 其麦并限至秋八月末还。 如不

３􀆰 还， 其麦请陪 （倍）， 仍掣夺。 如中间身不在，
４􀆰 一仰保人代还。 恐人无信， 故立此契。 两共

５􀆰 平章， 书指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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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０５ 页。
张传玺主编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上），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３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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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麦主

７􀆰 便麦人张国清年卌三

８􀆰 保人罗抱玉年五十五

９􀆰 见人李胜

１０􀆰 见人高子丰

１１􀆰 见人画允振

１２􀆰 报恩窖内分付　 四月五日记。①

有关 “汉驮”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的记载， 目前不见于敦煌汉文文书， 而仅见于一件出自

和田的古藏文文书 《吐蕃已年 （８０１） 秋雇工契》， 该文书现藏于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

馆 （弗根斯博物馆）， 编号： Ｈｅｄｉｎ３。 汉译如下：
　 　 １－２、 已年秋， 质逻 （ ｊｉ ｌａ）② 的于阗人萨雄 （ ｌｉ ｂｓａｒ ｇｚｈｏｎｇ） 和卓那墨多

（ｚｈｏ ｎａｌ ｍｏｒ ｌｄｏｇｓ） 〔…〕；
２－３、 〔…〕 报酬是六汉驮 （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重的一桶葡萄酒。 〔…〕 墨多一旦返

回， 立即支付。
３－５、 如果萨雄试图抵赖， 〔…〕 帕萨莫达 （ｐａｒ ｓｈａ ｍｏ ｄａｒ） 将双倍赔偿；
５－７、 见人为拉协奴 （ ｌｈａ ｂｚｈｅ ｖｄｏ） 和贡朗美东 （ ｋｏｎｇ ｎａｍ ｍｙｅｓ ｍｔｈｏｎｇ）、

〔…〕 春 （ｃｕｎｇ） 等人， 并盖见证印章， 帕萨索达 〔…〕 盖印。
８ａ （倒写：） 帕萨索达 〔指印〕。
８ｂ （两枚私印； 一枚吉祥万字符印记和姓名：） 阴拉奴 （ ｉｍ ｌｈａ ｖｄｏ）。③

此外， 记载有 “驮” 字样、 未加 “蕃” 或 “汉” 修饰的敦煌汉文书较多， 不一一

例举。 这里只是强调， 笔者赞成这样的一种观点， 认为这些没有在 “驮” 之前标明

“蕃” 或 “汉” 字样的， 均系 “番驮”。④

有关蕃 （番） 驮 （ｋｈａｌ）、 汉驮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的文书既见于上， 按照武内绍人的观

点， 以上换算关系列成公式便是：
１ 驮 （番、 蕃驮） ＝ ２ 汉驮＝ ２ 汉硕 （石） ＝ ２０ 斗 （汉斗）
用这个标准， 再来审视 Ｐ􀆰 ２１６２ 《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 Ｓ􀆰 ５６２２ 《杨庆界寅年地

子历》 中驮与斗的关系。 杨际平先是认为， 这两件文书中的一驮等于二十斗， 这实际

５３再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驮、 硕、 斗、 升

①
②

③

④

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
质逻 （ｊｉ ｌａ）， 于阗文作 Ｃｉｒａ， 唐代于阗毗沙都督府属下十个州之一， 即 “六城质逻州”。 六城由 “质逻”
“拔伽” （于阗文 Ｂｉｒｇａｍｄａｒａ， 藏文 Ｂｅｒｇａｄｒａ）、 Ｐａ （于阗文）、 ｓｋūｒａ （于阗文， 藏文 Ｏｓｋｕ）、 “潘野” （于阗

文 Ｐｈａｍｙａ， 藏文 Ｐｈａｎｙａ） 和 “杰谢” （Ｇａｙｓāｔａ） 组成， 分布在达玛沟河沿岸南北走向的狭长的灌溉区中，
地域与今和田地区策勒 （Ｃｉｒａ） 县辖境大致相同。 朱丽双 《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 《中国史

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１－９０ 页。
Ｔｓｕｇｕｈｉｔｏ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Ｄａｉｚｏ Ｓｈｕｐｐａｎ， ｐｐ􀆰 ２７１－ ２７４； 杨铭、 杨公卫译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２９６－２９９ 页。
宁可、 郝春文 《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 第 ３２－４０ 页。



上就是武内绍人的上述换算标准， 但他后来接受宁可等人的见解， 认为此处的 “斗”
应为蕃斗。 但翻检吐蕃统治时期的汉、 藏文书， 目前均未见 “蕃斗” 一词， 因此， 笔

者认为这两件文书中的 “驮” 均是 “蕃驮”， 前一件文书中的 “小驮” 相当于 “汉
驮”①， “斗” 应为汉斗， 一驮等于二十斗。

二、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与 “汉硕” 或 “汉石”

上文说过， 蕃制的一驮相当于两汉硕， 所以本节讨论藏文文书中的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 ｓｈｉｇ
“汉硕”， 及其与汉文文书中 “汉硕” 或 “汉石” 的关系。

藏文文书中的 “汉硕” （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 ｓｈｉｇ ）， ｒｇｙａ 可译为 “汉 （人） ” 或 “唐

（人） ”， ｓｈｅｇ ／ ｓｈｉｇ 就是汉文 “硕” 或 “石” 的音译。 如前所述， 武内绍人较早把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 ｓｈｉｇ 译为 “汉硕” 或 “汉石”。 目前， 笔者见到记载有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 ｓｈｉｇ 的古藏文文

书共三件， 引出如下：
第一， Ｐ􀆰 ｔ􀆰 １０８６ 《吐蕃亥年 （８３１±） 夏王光英购丝棉部落李天昌土地契》：
　 　 １－２、 亥年夏， 丝棉部落 （ｄａｒ ｐａｖｉ ｓｄｅ） 李天昌 （ ｌｉ ｔｈｅｖｉ ｔｓｈｅｎｇ） 兄弟二人的

房基， 与王光英 （ｗａｎｇ ｋｖａｎｇ ｈｉｎｇ） 的 〔土地〕 毗连；
２－３、 光英兄弟从天昌兄弟处， 以大麦两汉硕和粟米两汉硕， 共四汉硕， 购得

〔土地〕。
３－４、 按照原先的约定， 已向天昌兄弟全数纳清；
４－６、 天昌一方的立契人， 以及见人为白顺子 （ｂｅｇ ｓｈｕｎ ｔｓｈｅ）， 梁兴子 （ ｌ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ｔｓｈｅ）， 刘英奴 （ ｌｉｖｕ ｈｉｎｇ ｖｄｏ）， 宋平奴 （ｓｏｎｇ ｂｅｎｇ ｖｄｏ） 等， 在契约上盖印。
６－ ７、 购房之价钱， 由幼弟史国乃 （ ｓｈｉ ｋｏｇ ｎｅ） 经手， 随附国乃的收讫

之印。②

可以看出这是一份契约文书， 内容涉及房屋和土地价格支付的协议。 然而， 文本并没有

按照买卖契约的格式来构拟， 内容更为简单扼要， 清楚表明价款已支付， 文书结束处写

到 “随附国乃的收讫印”， 也就是说这是一份收据。
第二， Ｐ􀆰 ｔ􀆰 １１１５ 《吐蕃巳年 （８２５±） 春悉宁宗部落宋德德与王华子伙耕契》：
　 　 １－２、 巳年春， 悉宁宗部落的宋德德 （ ｓｏｎｇ ｔｉｇ ｔｉｇ）， 在康村 （ｋｈａｍ ｃｕｎｇ） 的

籍田一突 （ｄｏｒ） 半， 因无法独自耕种， 与王华子 （ｗａｎｇ ｈｖａ ｔｓｈｅ） 合伙共同耕种，
各种一半；

２－３、 种子由华子租借而来， 种子计两汉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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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参见高启安 《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 第 ５９－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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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租子共为四汉硕， 秋季偿还。 其中， 两汉硕由宋德德偿还， 于秋八月之

前如数交付给华子， 不能缺少。
５－６、 两汉硕的租子在华子手里， 如果缺失， 将翻倍偿还。
６－７、 万一宋德德不在， 或手头不济， 将由保人薛氏十三娘 （ ｓｅｒ ｚａ ｓｈｉｇ ｓａｍ

ｎｙａｎｇ）， 即借方的妻子负责。
７－８、 作为见证， 附蔡英 （ ｔｓｈｅｖｉ ｉｎ）、 阴色色 （ ｉｍ ｓｅｖｕ ｓｅｖｕ） 等人的印鉴， 以

及借方和保人的指印。
９ （两枚私章 􀆰 其中一枚印文为：） 宋德 （ｓｏｎｇ ｔｉｇ）

背面

　 　 １、 巳年春天， 从悉董萨部落的王华子家门口， 宋德德先借大麦两汉硕。
２、 归还期限， 不晚于今年秋八月末之前 〔…〕。①

第三， Ｐ􀆰 ｔ􀆰 １２９７ ／ １ａ 《吐蕃子年 （８３２±） 悉宁宗部落的华折折借麦契》：
　 　 １－３、 悉宁宗部落 （ｓｎｙｉｎｇ ｔｓｈｏｍｓ ｇｙｉ ｓｄｅ） 的华折折 （ｈｖａ ｄｚｅ ｄｚｅ）， 因缺少种

子和粮食， 确实无法， 从永寿寺 （ｗｅｎｇ ｓｈｉｖｕ ｓｉ） 的佛账物中， 先借大麦和小麦八

汉硕。
３－５、 归还时间， 为今年秋八月三十日午， 送还到永寿寺掌堂师 （ｄｇｅ ｓｋｏｓ）

灵贤和尚 （ｂａｎ ｄｅ ｌｅｎｇ ｈｙｅｎ） 所在的寺庙粮库中。
５－８、 如不按时偿还， 或试图抵赖， 将双倍增加， 包括本息。 折折 （ｄｚｅ ｄｚｅ）

家中的财物和屋外牛群， 以及衣物、 用具等， 不管何物， 按本契约规定， 即便抢

来， 也勿有怨言。
８－１０、 如果折折 （ｄｚｅ ｄｚｅ） 不在， 其子华科勒 （ｈｖａ ｋｈｒｏｍ ｌｅｇｓ） 应按以上规

定负责偿还。
１０－１２、 作为见人， 加盖王塔古 （ｗａｎｇ ｓｔａ ｇｕ）、 刘拉勒 （ ｌｉｖｕ ｌｈａ ｌｅｇｓ） 〔…〕

等印鉴， 以及折折和担保人的私章和签名。 （两枚圆形朱砂章记）。②

汉文文书中记载的 “汉石” 目前仅见一例， Ｓ􀆰 ６２３５ 《吐蕃子年便麦粟历》：
　 　 １ 子年扌玄领负及官仓如后： 昌归边便粟两石， 至秋四石。 索家仓三驮麦， 突

田仓

２ 四月十日贷青麦两驮， 又于灵图寺神麦边便麦一石 二 斗 ， 至 秋 两石四斗。

又于面师

３ 边 便粟一汉石五斗本， 至秋三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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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记载 “汉硕” 的文书， 这里只引出那种写明 “汉硕” 数量的。 另一类明显也

是汉硕， 但往往在文书中的表达形式是 “汉斗” ＋ “多少汉硕”， 即在前面用 “汉斗”
两字说明是汉制， 其后才具体提到多少汉硕， “汉斗” 在这里只是起到修饰的作用， 没

有具体的数量。
Ｐ􀆰 ２８５８Ｖ 《吐蕃酉年 （８２９？） 索海朝租地帖》：
　 　 １ 索海朝租僧善惠城西阴安渠地两突， 每

２ 年价麦捌汉硕， 仰海朝八月末已前依数

３ 填还了。 如违不还， 及有欠少不充， 任将此

４ 帖掣夺家资， 用充麦直。 其每年地子， 三分

５ 内二分， 亦同分付。 酉年二月十三日， 索海朝立帖。
６ 身或东西不在， 仰保填还。 见人及保弟晟子

７ 　 　 　 　 　 　 　 　 　 　 　 　 见人及保兄海如

８ 　 　 　 　 　 　 　 　 　 　 　 　 见人□□
９ 　 　 　 　 　 　 　 　 　 　 　 　 见人

１０　 　 　 　 　 　 　 　 　 　 　 　 见人

１１　 　 　 　 　 　 　 　 　 　 　 　 见人①

引上可见， 在吐蕃时期的敦煌， 索海朝租僧善惠的地亩年租金的换算关系是：
　 　 ８ 汉硕 （８０ 斗） ÷２ 突 （２０ 亩） ＝ ４ 斗

也就是年租金是每一亩麦四斗。 另外也有附加条件， 就是索海朝还要替僧善惠交纳

“其每年地子， 三分内二分亦同分付。” 就是要交纳该地块每年的地子税的三分之二。②

如果把唐朝的标准作为参考， 那么， 索海朝除了向僧善惠付出年租金 “麦捌汉硕” 以

外， 另外还要替后者向官府交纳地子的三分之二， 大约是：
　 　 ２０ 亩×２ 升 （粟） ＝ ４０ 升×０􀆰 ６７＝ ２ 斗 ７ 升。

年租四斗的标准， 到了归义军时期也还没有多大的变化， 由于这一内容已经超出了本文

讨论的范畴， 不赘述。③

通过以上数件文书的分析以及地亩租金的换算，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即吐蕃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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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第 ３１９－３２０ 页。
“地子” 所交纳的都是粮食， 种类有粟、 小麦、 青麦、 豆等， 由部落中的某些人专门负责收集， 再向官府

交纳。 “地子” 出现于唐朝， 最先是唐朝的 “义仓税”， 按亩计征。 《唐六典》 记载： “凡王公已下， 每年

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 具所种苗顷亩， 造青苗簿， ……亩别纳粟二升， 以为义仓。” ［唐］ 李林甫等撰，
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 卷 ３ 《尚书户部·仓部郎中员外郎》，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 第 ８４ 页。
根据笔者对 Ｓ􀆰 ５９２７Ｖ 《唐天复二年 （９０２） 慈惠乡百姓刘加兴出租地契 （习字） 》 （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

文书辑校》， 第 ３２４－３２５ 页。） 的统计和分析， 文书中， 樊曹子佃种刘加兴 “四畦共十亩” 三年的租金计

算公式如下： １２０ 斗÷ （１０ 亩 Ｘ３ 年） ＝ ４ 斗。 可见， 尽管过去了数十年， 敦煌地区的地亩租金尚无多少变

化， 仍然是每一亩 ４ 斗。 当然， 这件文书也有另外的附加条件， 就是樊曹子还要另给刘加兴 “麦粟五石，
布壹疋肆拾尺， 又布叁丈。” 这与前件文书说， 索海朝还要替僧善惠交纳每年的地子税的三分之二性质是

相同的， 数量也是相近的。



所谓 “汉硕” 或 “汉石”， 就是该时间段前后唐朝和归义军时期的 “硕” 或 “石”。 因

为吐蕃时期为了把蕃制的度量衡与唐朝的度量衡相区别， 所以官府文书或民间契约均把

后者冠上了 “汉”， 而吐蕃统治之后的量制又恢复了唐时的称呼， 即不再冠以 “蕃
（番） ” 的修饰。

三、 汉斗、 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与蕃升 （ｂｒｅ）

检索敦煌西域所出的汉、 藏文书， 暂未发现有 “蕃 （番） 斗” 一词。 前面说过，

“蕃驮” 之下就是 “蕃升”， 那么根据前面讨论的结果， 一 “蕃驮” 等于二十 “蕃升”，
也就等于二十斗， 一蕃升就相当于一斗。 所以汉文文书中有 “汉斗”， 而没有 “蕃斗”，
藏文文书中也暂时未找到 “蕃斗” 的对应词， 蕃制中一蕃驮直接就等于二十蕃升。 王

尧只是把吐蕃的驮 （ｋｈａｌ）， 有时译作 “驮” “蕃驮” 或 “克”， 有时又译为 “蕃豆斗”，
实际上它们指的是同一种量制单位。① 故此， 本节只讨论汉文文书中的汉斗和藏文文书

中的蕃升 （ｂｒｅ） 与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 以下先说 “汉斗”。 Ｓ􀆰 ２２２８ 《吐蕃辰年巳年 （９
世纪前期） 麦布酒付历》：

（前缺）

１ 已 上 计布九疋， 并付兴胡胡充县欠 用 。

２ 断麦五硕五斗， 至秋还。 其布纳官用。 又张老于尼僧边买布一疋卌二尺，
３ 至断麦五硕五斗， 两家合买， 其布纳官用。 各半。
４ 弔田秀妇平意布三丈三尺， 其布于寺家贷。 又寺家取布两疋，
５ 辰年十月折麦纳官用。 又于寺家取布一疋， 智远 （？） 受戒时告裙衫用。
６ 巳年四月五日， 共曹住送路空设热布一疋， 墨两挺， 已上合当家送□子一。
７ 又于索家贷绯紬一疋， 其紬四月廿日却对面分付， 惠照上座于车园。
８ 五月十四日于索日荣边买小钗子一三斗， 其钗子断麦十硕，
９ 并汉斗。 于阴兴兴边付本身麦三驮， 又对僧义 （？） 岸付麦一石八

１０ 斗， 又对僧道义 ［付］ 麦三石， 并汉斗， 施本身麦六汉斗， 云付磑课用。
１１ 后五月， 付宋澄清酒半瓮。 廿二日， 付王瓢 （？） 子麦半驮。
１２ 廿五日， 又付宋澄清麦六汉斗， 又酒半瓮， 付卢 （？） 朗布□尺， 麦三驮，

再晟母领。②

次说 “蕃升” （ｂｒｅ）。 因为一驮等于二十 “蕃升”， 又等于二十汉斗， 实际上一

９３再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驮、 硕、 斗、 升

①

②

关于 “蕃斗”， 王尧、 陈践认为即吐蕃的计量单位， 在藏文文献中称为 “克”， “克” 在敦煌汉文卷子中又

作 “番豆斗”， 与汉斗相对。 王尧、 陈践编著 《吐蕃简牍综录》， 第 ３３ 页第 ３２ 条注释①。
郝春文主编 《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 第 １ 编第 １１ 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６６－
３６７ 页。



“蕃升” 就等于一 “汉斗” 或一 “斗”， 所以在同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中不见 “蕃升”
（ｂｒｅ）， 而只见于敦煌吐蕃文书。 以下引出两件， 足以说明。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８４４ 正面 《吐蕃亥年春二月阿骨萨部落张嘉佐将纳粮契》：
　 　 １－２、 阿骨萨部落张嘉藏 （ｃａｎｇ ｋａ ｄｚｏ） 将的张昆子 （ｃａｎｇ ｋｕｎ ｔｓｅ）， 从去年

征收的粮食中， 通过上年粮官卢毗赞 （ ｌｏ ｂｙｉ ｂｒｔｓａｎ） 借小麦一驮半又四升 （ｂｒｅ）。
２－３、 应在亥年秋季归还， 经节儿 （ ｒｔｓｅ ｒｊｅ） 同意， 改变登记。
３－５、 亥年春二月， 说堪布土登 （ｍｋｈａｎ ｐｏ ｔｈｕｂ ｂｒｔａｎ） 有一将军 （ ｄｍａｇ

ｄｐｏｎ） 颁发的公文， 要求纳粮官达加玛 （ｄａｒ ｒｇｙａｌ ｍａ） 和次麦勒 （ ｔｒｅ ｍｙｅ ｓｌｅｂｓ）
等追缴 ［借出的小麦］。

５－７、 将小麦一驮半又四升， 在今年春二月十一日， 归还给上年粮官卢毗赞。
７、 作为毗赞收讫和盖印的见人，
７－８、 汜达耒 （ｂ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ｌｅｂｓ）、 曹国珍 （ｄｚｅｖｕ ｇｏｇ ｔｓｈｅｎｇ）、 张路耒 （ｃａｎｇ ｋｌｕ

ｌｅｇｓ） 等也盖了印。
９ａ、 （倒写：） 招来粮官， 签定契约。
９ｂ、 （五枚私印， 其中两枚可能属于毗赞， 其余无法辨认）。①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９１４ 正面 《吐蕃亥年春二月李刚孜借粮契》：
　 　 １－２、 先是李康子 （ ｌｉ ｋａｎｇ ｔｓｅ） 从上年 〔沙州〕 粮官卢毗赞 （ ｌｏ ｂｙｉｓ ｂｒｔｓａｎ）
手中借小麦一驮半又四升 （ｂｒｅ）。

２－４、 亥年春二月十三日， 和尚土登 （ ｂａｎ ｄｅ ｔｈｕｂ ｂｒｔａｎ） 返寺之时， 还给

毗赞。
４－５、 附 〔毗赞〕 收讫印和纳粮官次麦勒 （ ｔｒｅ ｍｙｅ ｓｌｅｂｓ）、 琼波塔勒 （ｋｈｙｕｎｇ

ｐｏ ｓｔａｇ ｌｅｇｓ） 等见人印。
５－６、 原来的造册目录在上， 再次更新签订。
７ａ、 （倒写：） 招来粮官， 签定契约。
７ｂ、 卢毗赞的私印。 （一枚朱砂印记和签名）②

最后说 “汉升”。 汉文文书中暂时找不到 “汉升” 一词， 因为 “汉升” 实际就是

汉文文书中的 “升”。 用在古藏文文书中的 “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就是要与 “蕃升”
（ｂｒｅ） 相区别， 因为后者实际上是汉制的一斗。 引文如下：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０８５０ 《吐蕃酉年 （８２９±） 春宋三娘借杂物契》：
　 　 １－３、 酉年春， 军士 （ ｒｇｏｄ） 令狐林六 （ ｌｉｎｇ ｈｏ ｌｉｎｇ ｌｕ） 之妻宋三娘 （ｓｏｎｇ ｓａｍ
ｎｙａｎｇ）， 与令狐什比 （ ｌｉｎｇ ｈｏ ｓｈｉｂ ｂｉｒ） 的一名女佣布显 （ｂｅｖｕ ｚｈａｎ） 联系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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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ｓｕｇｕｈｉｔｏ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Ｄａｉｚｏ Ｓｈｕｐｐａｎ， ｐｐ􀆰 ２５７－２５９􀆰
Ｔｓｕｇｕｈｉｔｏ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Ｄａｉｚｏ Ｓｈｕｐｐａｎ， ｐｐ􀆰 ２８２－ ２８４； 杨铭、 杨公卫译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 第 ２７８－２８１ 页。



从什比 （ｓｈｉｂ ｂｉｒ） 处借用四个瓷碗、 三枚记帐牌， 以及用于织布的线团半斤。
３－４、 归还期限， 不晚于戌年春三月初五日， 应送到令孤什比家门口。
４－６、 如未按时归还， 数量将翻倍， 不管其家中的大麦、 铜具 （ ｚａｎｇｓ ｓｐｙａｄ），

或瓷碗等， 即便悉数夺走， 也不得有任何怨言。
６－８、 再者， 棉布三尺半、 大麦四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以门锁及钥匙为抵押， 必

须在戌年春二月初十日以前赎回。
８、 如不按时赎回， 门锁和 〔钥匙〕 将一同被没收。
８－１１、 作为见人， 附张古古 （ ｃａｎｇ ｇｕ ｇｕ）、 罗来乐 （ ｌａ ｌｅｇｓ ｌｏｄ）、 高张功

（ｋｈｅｖｕ ｂｚａｎｇ ｇｏｎｇ） 〔…〕 等人的印鉴， 以及宋三娘及其丈夫令狐林六的签字画押，
宋三娘的指印。

１２ａ （倒写：） 丈夫令孤林六签名。
１２ｂ （倒写：） 〔高〕 张功 （见人） 签名。
１２ｃ （倒写：） 宋三娘指印。①

Ｐ􀆰 ｔ􀆰 １１１８ 《吐蕃申年水磨费等杂据》：
１－２ 申年孟夏四月十四日， 神殿安国寺水磨， 由张龚子、 周林林二人看守。

２－４ 先后向安国寺之张法律交付水磨费， 粮数为： 仲夏五月初青稞三汉硕

（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又两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交张法律。
４－６ 户差青稞六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交付东归之张师。 众比丘在安保沟油房榨油

应付费青稞四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比丘们已交， 水磨费结清， 交付保沟。
６－７ 夏季六月……日， 建成贾公之亭子， 举行庆典， 小米三驮 （ｋｈａｌ）， 交与

张法律。
８－９ ……九日， 潘师舅有青稞六汉硕 （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交作酥供之顺缘。 酥供之

……原料、 小米二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交与师舅和义娘。
９－１１ 家中用粮， 先后……为酥供庆典备办水果葭昆果， 用青稞三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牧羊人蔡巴青稞……二……
（背面）

１ 仲夏五月， 小米两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交与张法律。 之后， 潘成玛又交小米五

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
２ 大路修毕向沙弥色尔师交占田地费青稞五汉升 （ ｒｇｙａ ｂｒｅ）。②

综上， 本节通过对敦煌汉藏文书的分析， 结论就是： 一汉斗 ＝ 一蕃升 ＝ 十汉升 。

１４再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驮、 硕、 斗、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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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ｓｕｇｕｈｉｔｏ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Ｄａｉｚｏ Ｓｈｕｐｐａｎ， ｐｐ􀆰 １９１－ １９３； 杨铭、 杨公卫译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 第 ２０２－２０５ 页。
郑炳林、 黄维忠主编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 （社会经济卷）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６３－６５ 页。



结语

综上所述， 从藏文文书记载的量制词汇出发， 结合同期汉文文书的记载， 经过分析

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１ 驮 （ｋｈａｌ， 又称蕃 ［番］ 驮） ＝ ２ 汉驮 （ｒｇｙａ ｋｈａｌ， 又称小驮） ＝ ２ 汉硕

１ 汉硕 （ｒｇｙａ ｓｈｅｇ） ＝ １ 硕 （石） ＝ １０ 汉斗

１ 蕃升 （ｂｒｅ） ＝ １ 汉斗 ＝ １０ 汉升 （ｒｇｙａ ｂｒｅ）
需要强调的是， 上述结论充分考虑了吐蕃统治时期蕃汉双语同时使用的背景。 由于

统治当局强调吐蕃语为官方使用语言， 所以在官府文书中一般不会出现 “蕃驮” 或

“番驮” 等用语， 而只会出现在民间文书中。 同样， 在敦煌吐蕃文书中， 一般也不会出

现用 “蕃” （ｂｏｄ） 来修饰 ｋｈａｌ “驮”、 ｂｒｅ “升” 的情况， 只是在某种情形下用 ｒｇｙａ
（汉） 来修饰 ｋｈａｌ、 ｂｒｅ， 以便与蕃制相区别。

如此， 我们就能理解吐蕃统治时期， 敦煌汉文文书为什么会出现 “番驮” “蕃驮”
与 “驮” 等不同的写法， 原来这是由于上述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书写背景不一致造成

的。 所以， “番驮” “蕃驮” 其与 “汉石” 或 “汉硕” 的换算关系， 应该放到具体的文

书中去分析。 换句话讲， 如果在某件文书中一驮等于二十斗， 这个 “驮” 就是 “蕃
驮”， 这个斗的就是 “汉斗”， 而不会是 “蕃斗”。 到归义军时期， 文书中出现的一驮等

于一石即十斗， 这个驮就已经是汉驮了。
敦煌汉文文书中有关 “汉硕 （石） ” 的文献一览表

序号 编号与题名 内　 　 容 文献出处

１ Ｓ􀆰 １４７５Ｖ 便麦两汉硕， 陪为肆汉硕
《阿骨萨部落百姓赵
卿卿便麦契附使奉仙
便麦契》

２ Ｐ􀆰 ２６８６ 遂于灵图寺常住处便麦肆汉硕、 粟捌汉硕。
同前年月日， 僧庆惠憧亦于处便粟两汉硕捌斗。

《巳年二月六日普光
寺人户李和和等便麦
契》

３ Ｐ􀆰 ４６８６ 子年四月二日氾金藏便豆壹汉硕。 《子年二月廿叁日孙
清便粟契》

４ 北咸 ５９Ｖ 造前佛堂， 断作麦捌汉硕。 《寅年 （ ８２２） 氾 英
振承造佛堂契》

５ Ｓ􀆰 １４７５Ｖ 都计麦壹拾伍硕、 粟壹硕， 并汉斗
《未年 （ ８２７？） 上部
落百姓安环清卖地
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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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与题名 内　 　 容 文献出处

６ Ｐ􀆰 ４６８６ 今于永寿寺便佛物粟汉斗叁硕。
《子年 （ ８３２？） 悉董
萨部落百姓孙清便粟
契》

７ Ｐ􀆰 ３４４４ｐ１＋Ｐ􀆰 ３４９１ｐ２ 今于处便麦四硕， 粟陆硕， 并汉斗。
《寅年 （ ８３４？） 丝绵
部落百姓阴海清便麦
粟契》

８ Ｐ􀆰 ３７３０Ｖ 今于永寿寺僧手下便□物粟汉斗捌硕。
《未年 （ ８３９） 纥 骨
萨部落百姓吴琼岳便
粟契》

９ Ｓ􀆰 １４７５Ｖ 遂 于灵图寺佛帐所便麦叁硕， 并汉斗。 《年代不详沙州寺户
严君便麦契》

１０ Ｓ􀆰 ６２３５ 又于面师边便粟一汉石五斗本， 至秋叁石。 《子年便麦粟历》

３４再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驮、 硕、 斗、 升



敦煌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的
梵藏语法比较研究

阿旺嘉措　 才让扎西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由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 （’ ｊｕｇ ｐａ’ ｉ ｓｇｒ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ｓｔａｎ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ｌｅ’ｕｒ ｂｙａｓ ｐａ） 的结语及

《瑜伽师地论手记》 （ｙｏｇāｃāｒａ－ｂｈūｍｉ－ ａｓｔｒａ） 中的汉文 《八啭声颂》 写卷的对比可知 《八啭声颂》 藏

文写卷为唐代僧人法成所著， 内容为描述梵文或藏文文法， 这些是 《八啭声颂》 的背景情况。 然而，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文献本身， 否则众多的研究只是释读。 实际上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的语文学式的梵藏比较研究非常有价值： 它是为数不多的前弘期声明作品之一， 由此可以解

决梵藏语法之间的一些历史疑难问题。 西方的藏文 《八啭声颂》 研究应始于 Ｌａｌｏｕ （１９３９） 公开发表

了 Ｐ􀆰 ｔ􀆰 ７８３ 的部分内容，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１９９２） 曾论及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 “不能判别是在描述梵文文

法还是藏文文法”①。 如果对前弘期声明作品进行语文学式的考察， 会发现这一领域到目前为止仍有

包括西方学界未能厘清的问题， 本文就一些历史存在的学术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　 名词格尾　 树形变化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０４４－１７

所有的 《八啭声颂》 （’ｊｕｇ ｐａ’ｉ ｓｇｒ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ｓｔａｎ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ｌｅ’ ｕｒ ｂｙａｓ ｐａ） 都来源

于敦煌文献， 共有四个版本， 两篇汉文写本 （ Ｐ􀆰 ２０６１ 和 Ｐ􀆰 ３９５０） 和两篇藏文写本

（Ｐ􀆰 ｔ􀆰 ７８３ 和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６２５）， 如下：
　 　 １􀆰 Ｐ􀆰 ２０６１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汉文敦煌写卷 ２０６１ 号

２􀆰 Ｐ􀆰 ３９５０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汉文敦煌写卷 ３９５０ 号

３􀆰 Ｐ􀆰 ｔ􀆰 ７８３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藏文敦煌写卷 ７８３ 号

４􀆰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６２５ 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的斯坦因所获写本 ６２５ 号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２２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藏族民间苯教经书 ‘莱坞四典四部广经’ 的分类整理及研究”

（１５ＺＤＢ１１５）
作者简介： 阿旺嘉措 （１９７０－ 　 ）， 男， 藏族， 甘肃迭部人。 教授、 博导， 主要从事苯教、 佛教文献研究；

才让扎西 （１９８７－　 ）， 男， 藏族， 甘肃合作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藏文文献研究。
　 ①　 可查阅 Ｐｉｅｔｅｒ 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ｗｏ：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１， ｐ􀆰 ３０􀆰

４４



　 　 两篇 《八啭声颂》 汉文写卷中， Ｐ􀆰 ２０６１ 为法成 《瑜伽师地论手记》 （ ｙｏｇāｃāｒａ－

ｂｈūｍｉ－ ａｓｔｒａ）， 文献末尾的补记 （附录） 中， 插入了一篇 《八啭声颂》； Ｐ􀆰 ３９５０ 为一

页书卷， 其上有两篇颂文： 《菩萨律仪二十颂》 《八啭声颂》 （如图 １）。

　 　 　 　 　 图 １　 Ｐ􀆰 ３９５０ 图 ２　 Ｐ􀆰 ｔ􀆰 ７８３
两篇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中，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６２５ 是最完整版本， 包括了标题、 礼敬、

主体和尾项。 值得注意的是 Ｐ􀆰 ｔ􀆰 ７８３ 中没有尾项 （如图 ２）。 接下来以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６２５ 为例，
给出藏文写卷 《八啭声颂》 的具体内容 （对照敦煌汉文写卷 《八啭声颂》 Ｐ􀆰 ２０６１）：

表 １　 藏汉文写卷 《八啭声颂》 具体内容对照表

敦煌藏文写卷
（以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６２５ 为例）

敦煌汉文写卷
（以 Ｐ􀆰 ２０６１ 为例）

标题 ’ｊｕｇ ｐａ’ｉ ｓｇｒ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ｓｔａｎ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ｌｅ’ｕｒ ｂｙａｓ ｐａ ／ 八啭声颂

礼敬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ｊａｍ ｄｐａｌ ｇｚｈｏｎ ｎｕｒ ｇｙｕｒ ｐａ ｌａ ｐｈｙａｇ ’ｔｓｈａｌ ｌｏ ／ ／

正文

前八颂（展示树形变化）：（－ｉ 为反写元音 ｉ ｌｏｇ）

１􀆰 ｍｅ ｔｏｇ ｒｇｙａｓ ｔｓｈａｌ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ｙｏｄ ／ ／ 盛华林有树

２􀆰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ｎｉｒ ｌｕｎｇ ｇｉｓ ｂｓｋｙｏｄ ／ ／ 其树披风颻

３􀆰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ｇｉｓ ｎｉ ｇｌａｎｇ ｐｏ ｂｓｇｙｅｌｄ ／ ／ 以树推象到

４􀆰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ｐｈｙｉｒ ｎｉ ｃｈｕ ｄｒｏｎｇｓ ｓｈｉｇ ／ 为树敌放水

５􀆰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ｌａｓ ｎｉ ｍｅ ｔｏｇ ｋｈｒｕｎｇｓ ／ ／ 从树华盛发

６􀆰 ｓｈｉｎｇ ｇ－ｉ ｙａｌ ｇａ ｒａｂ ｄｕ ｌｄｅｍ ／ ／ 是树枝甚低

７􀆰 ｌｊｏｎ ｐａ’－ｉ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ｂｙａ ｔｓｈａｎｇ ｂｃａｓ ／ ／ 于树鸟作者

８􀆰 ｋｙｅ ｋｙｅ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ｎｇｏ ｍｔｓｈａｒ ｍｄｚｅｓ ／ ／ 咄咄树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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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文写卷
（以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６２５ 为例）

敦煌汉文写卷
（以 Ｐ􀆰 ２０６１ 为例）

正文

后八颂（展示格尾意义）

９􀆰 ｄａｎｇ ｐｏ ｄｎｇｏｓ ｐｏ ｂｓｔａｎ ｐａ ｙ－ｉｎ ／ ／ 第一显本事

１０􀆰 ｇｎｙｉｓ ｐａ ｌａｓ ｓｕ ｓｈｅｓ ｐａｒ ｂｙａ’ ／ ／ 第二知是业

１１􀆰 ｇｓｕｍ ｐａ ｂｙａｄ ｐａ ｂｙｅｄ ｐｏ ｙ－ｉｎ ／ ／ 第三作作者

１２􀆰 ｂｚｈ－ｉ ｐａ ｇａｎｇ ｐｈｙｉｒ ｓｂｙ－ｉｎ ｂａ’ ｙｉｎ ／ ／ 第四为何施

１３􀆰 ｌｎｇａ ｂａ ｇａｎｇ ｌａｓ ’ｏｎｇ ｐａ ｙｉｎ ／ ／ 第五从何来

１４􀆰 ｄｒｕｇ ｐａ ｌｈａｇ ｐａ’－ｉ ｄｂａｎｇ ｄｕ ｂｙａｓ ／ ／ 第六由曾上

１５􀆰 ｂｄｕｎ ｐａ ｇｎａｓ ｇｚｈ－ｉ ｂｓｔａｎ ｐａ ｓｔｅ ／ ／ 第七示住处

１６􀆰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ａ ’ｂｏｄ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ｙｉｎ ｎｏ ／ ／ 第八是呼词

尾项
’ｊｕｇ ｐａ’ｉ ｓｇｒ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ｓｔａｎ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ｌｅ’ｕｒ ｂｙａｓ ｐ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ｓｏ ／ ／ ｚｈｕ ｃｈｅｎ ｇｙｉ ｍｋｈａｎ ｐｏ ｄａｎｇ ／ ｌｏ ｔｓａ ｐａ ｂａｎ ｄｅ ｃｈｏｓ ｇｒｕｂ
ｋｙｉｓ ｒｇｙａ’－ｉｄｐｅ ｌａｓ ｂｓｇｙｕｒ ｃｉｎｇ ｚｈｕｓ ｔｅ ／ ｇｔａｎ ｌａ ｐｈａｂ ｐａ ／ ／

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译

　 　 八啭声颂的研究亦有历史， 最早的研究应始于 Ｌａｌｏｕ （１９３９） 公开发表了 Ｐ􀆰 ｔ􀆰 ７８３
的部分内容①。 Ｄｅ ｌａ Ｖａｌｌｅｅ Ｐｏｕｓｓｉｎ 于 １９６２ 年出版的 《英藏敦煌藏文写卷目录》 （Ｃａｔａ⁃
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ｕｎ－ｈｕ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中录入了藏文写

卷八啭声颂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６２５） 的主体， 并进行了一些简单分析， 其后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１９９２）
是第一篇全面论述藏文写卷八啭声颂的文章， 随后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１９９４）、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２００１）
两部专著中各有小篇幅的介绍②。 藏族学者最新的研究如扎西东智 （２０１０）③， 在八啭声

颂的主要议题上都有讨论。
《英藏敦煌藏文写卷目录》 中的内容摘录如下：
　 　 ’ ｊｕｇ ｐａ’ ｉ ｓｇｒ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ｓｔａｎ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ｌｅ’ｕｒ ｂｙａｓ ｐａ ／ 八啭声颂藏文标题段 （Ｐｒａ⁃
ｖａｒｔａｎａ－ ｖｙāｋａｒａṇā ａｋａ－ｎｉｒｄｅ ａ－ｋāｒｉｋā） 藏文标题的梵文重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ｃｈｏｓ－

ｇｒｕｂ （ｄｈａｒｍａｓｉｄｄｈａ）， ｆｒ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ｂｈａｋｔ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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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 Ｌａｌｏｕ， Ｉｎｖｅｎ Ｊ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 ｔｉｂéｔａｉｎｓ ｄｅ Ｔｏｕｅｎ－ｈｏｕａ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éｓ 􀅣 ｌａ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ｔ􀆰 Ｉ （Ｆｏｎｄｓ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ｔｉｂéｔａｉｎ） ，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３９􀆰
Ｐｉｅｔｅｒ 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 Ｎｉ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ａｓ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Ｉｈａｒａ Ｓｈō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Ｚｕｉｈō，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ｔｈ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ａｒｉｔａ １９８９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Ｌａｇｕａ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ｒｉｔａｓａｎ Ｓｈｉｎｓｈｏｊｉ， １９９２， ｐｐ􀆰 ８３３ －
８４４􀆰 Ｐｉｅｔｅｒ 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９４􀆰 Ｐｉｅｔｅｒ 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ｗｏ：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扎西东智 《敦煌文书中新发现的语法典籍试论》， 《中国藏学 （藏文版） 》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 ｒｎａｍ－ｄｂｙｅ）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ｉｎ Ｂｓｔａｎ － ｒｇｙｕｒ， Ｍｄｏ － ｖｇｒｅｌ， ａ Ｓａｒｖａ － ｂｈā ā －ｐｒａｖａｒｔａｎａ －

ｖｙāｋａｒａṇａ－ āｓｔｒａ ｂｙ Ｓｕｂｈā ａｋīｒｔ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ｎｏ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笔者译为：

　 　 法成 （ｄｈａｒｍａｓｉｄｄｈａ）， 译自汉文原本， 这是一部关于格尾的语法作品。 丹珠

尔经疏部中收录了一部名为 《入一切言语之声明》 的作品 （藏文标题： ｓｍｒａ ｂａ
ｋｕｎ ｌａ ’ ｊｕｇ ｐａ’ ｉ ｓｇｒａ’ ｉ ｂｓｔａｎ ｂｃｏｓ，梵文标题：ｓａｒｖａ－ｂｈā ā－ｐｒａｖａｒｔａｎａ－ｖｙāｋａｒａṇａ－

āｓｔｒａ），其作者是 Ｓｕｂｈā ａｋīｒｔｉ，译者不详①。
从这一份简短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有关八啭声颂的研究早就纳入了梵藏比较研究，

这也是学界对藏文语法历来的研究角度， 对于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来说， 西方学者历来讨

论的议题有：
１􀆰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是否译自汉文经卷？
２􀆰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是在论述藏文文法或是梵文文法？
３􀆰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和丹珠尔中的 《啭声说》 有何关系？ 我们将逐一论述。

一、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与前弘期语法作品

赤松德赞时期， 由王室赞助的译经事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并由此修建了第一个大

型译经场所： ｂｃｏｍ ｌｄａｎ ’ｄａｓ ｋｙｉ ｒｉｎｇ ｌｕｇｓ ｋｙｉ ’ｄｕｎ ｓａ。 其中参与的译经人员包括来自印

度和尼泊尔以及内地的高僧。 《翻译名义集》 和 《语合二章》 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同一

时期的 《堆唐丹噶经论目录》 （ｌｔｏｎ ｔｈａｎｇ ｌｄａｎ ｄｋａｒ） 中包含了 ７３６ 条名目， 其中大部分

都是梵文经卷 （八条经名译自汉文佛经②）， 并没有涉及梵文语法的书目。 真正意义上

梵文语法作品的出现已经是后弘期了， 可见于布顿大师 （ｂｕ ｓｔｏｎ ｒｉｎ ｃｈｅｎ ｇｒｕｂ， １２９０－
１３６４） 及弟子仁青南加 （ｓｇｒａ ｔｓｈａｄ ｐａ ｒｉｎ ｃｈｅｎ ｒｎａｍ ｒｇｙａｌ， １３１８－１３８８） 修订的丹珠尔

目录， 其中收录了 ２２ 部梵文语法译经。 后期修订的不同版本的丹珠尔在此基础上不断

扩充。 因此可以说， 前弘期语法作品的主题或是佛经翻译， 如 《翻译名义集》 和 《语
合二章》； 或是规定文法， 如 《三十颂》 和 《字性颂》； 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如 《根本

八大处》 《声论》 《啭声说》 等③。
按照收录入佛教大藏经丹珠尔的顺序， 排序如下：
１􀆰 《翻译名义集》 （ＭＶＹ， Ｍａｈāｖｙｕｔｐａｔｔｉ， ｂｙｅ ｂｒａｇ ｔｕ ｒｔｏｇｓ ｂｙｅｄ ｃｈｅｎ ｐｏ）④， 收录于

７４敦煌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的梵藏语法比较研究

①
②

③

④

《入一切言语之声明》和《八啭声颂》都是“入门” （’ｊｕｇ ｐａ，ｐｒａｖａｒｔａｎａ）类型的语法作品。
参考 Ｄａｖｉｄ Ｌ􀆰 Ｓｎｅｌｌｇｒｏｖ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ｎｄ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７，
ｐ􀆰 ４４１􀆰
参考 Ｍａ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ａ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ｉ ｔｕ Ｐａṇ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Ｄ］， ２０１９， ｐ􀆰 ３３􀆰
收录于 《北京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ｇｏ 函， 第 ２０４－３１０ 页； 《那唐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ｇｏ 函， 第 ２２２－３９４ 页；
《德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１３１ 页； 《卓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１３１ 页。



藏文大藏经丹珠尔， 第二次文字厘定时所作， 共有约 ９５６５ 条词条。 它的价值在于列出

了梵藏研究的语料库， 在很多问题上， ＭＶＹ 中列出的词条具有代表性和高可靠度， 同

时需要注意， ＭＶＹ 中包含了梵文七格 ２１ 种格尾的树形变化表① （之后列出）， 以及专

门的一个梵文语法名类 （ｖｙāｋａｒａṇａ） 下的 ３１ 条词条②。
２􀆰 《语合二章》 （ ＳＳＢＰ， Ｍａｄｈｙａｖｙｕｔｐａｔｔｉ， ｓｇｒａ ｓｂｙｏｒ ｂａｍ ｐｏ ｇｎｙｉｓ ｐａ）③④， 又称

《翻译名义中集》， 以词条注释的形式解释了 ＭＶＹ 中 ４１４ 条词条翻译的理由， 并有拆分

词根等一些语法操作。 可以认为 ＳＳＢＰ 是藏文著作中第一个处理梵文语法的作品⑤。
３􀆰 《三十颂》 （ＳＣＰ， ｌｕｎｇ ｄｕ ｓｔｏｎ ｐａ’ ｉ ｒｔｓａ ｂａ ｓｕｍ ｃｕ ｐａ）⑥， 《三十颂》 和 《字性

颂》 作者的史实性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⑦ 虽仍待继续讨论， 但两部作品的古典性毋庸置疑。 虽

是藏文语法典籍， 但对其研究向来是梵藏比较研究⑧， 这里列举 《三十颂》 的意义也在

于此， 《三十颂》 中探讨了藏文八格的格尾形态 （ｓｄｅｂ ｓｂｙｏｒ）。
４􀆰 《字性颂》 （ＴＫＪ， ｌｕｎｇ ｄｕ ｓｔｏｎ ｐａ ｒｔａｇｓ ｋｙｉ ’ ｊｕｇ ｐａ）⑨， 《字性颂》 应是在论述词

缀的特征 （ｐｒａｔｙａｙａ－ｌａｋ ａｎａ）􀃊􀁉􀁒， “ｒｔａｇｓ” 不是性， 梵文的性是 “ｌｉñｇａ” （ｍｔｓｈａｎ）， 而且

《字性颂》 中不光是论述了词缀的性， 还论述了词缀的功能。
５􀆰 《根本八大处》 （ＧＢＣＰ， ｇｎａｓ ｂｒｇｙａｄ ｃｈｅｎ ｐｏ’ ｉ ｒｔｓａ ｂａ）􀃊􀁉􀁓， 尾项注明作者杰奇珠

（ｃｅ ｋｈｙｉ ’ ｂｒｕｇ 或 ｃｉ ｋｈｙｉ ’ ｂｒｕｇ 或 ｌｃｅ ｋｈｙｉ ’ ｂｒｕｇ， ７９８－８１５）。 这部作品的研究亦有历

史， 早期的研究如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７６）， 最具代表性如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１９９４）， 但近期的研究， 如

Ｇｒａｆ （２０１９） 提出了有关 《根本八大处》 写作目的新观点， 认为 《根本八大处》 的写

作目的不是为了处理语法课题， 而是如同 《翻译名义大集》 和 《语合二章》， 是为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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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可查阅 ＭＶＹ： 从 ４７３７ 条到 ４７４４ 条。
可查阅 ＭＶＹ： 从 ４７０６ 条 ｓūｔｒａｍ， ｍｄｏｒ ｂｙｅｄ ｐａ 到 ４７３６ 条 ｕｔｔｍａ－ｐｕｒｕ ａ ， ｓｋｙｅｓ ｂｕ ｍｃｈｏｇ。
收录于 《北京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ｎｇｏ 函， 第 １－３８ 页； 《德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３１－１６０ 页； 《卓
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１３１－１６０ 页。
《语合二章》 有两份敦煌残卷： １􀆰 Ｐ􀆰 ｔ􀆰 ８４３； ２􀆰 Ｐ􀆰 ｔ􀆰 ８４５。
关于 《语合二章》 中梵文词根拆分的更多信息， 可查阅 Ｐｉｅｔｅｒ 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收录于 《德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６０－１６１ 页； 《卓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６０－１６１ 页。
关于吞弥的史实性的研究一直在继续， 其中的标志性学者是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７６）。 最近的研究贡献者如 Ｋａｐ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０）， 研究了如柱间史、 西藏王统纪、 布顿教法史中的吞弥使印的记载。 Ｒｏｙ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ｉｌｌ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Ｂ􀆰 Ｖ􀆰 ， １９７６􀆰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Ｔ􀆰 Ｋａｐ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关于 《三十颂》 和 《字性颂》 的研究历史， 廖本圣的 《实用西藏语文法———附录及检索手册》 中的附录

五提供了一份全面而详细的研究综述， 更多信息可以查阅这本书。
收录于 《德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６１－１６２ 页； 《卓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６１－１６２ 页。
参考段晴 《波尼尼语法入门 （月光疏精粹述解）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１０８ 页； 帕尼尼

《八章书》 第 １􀆰 １􀆰 ６２ 条： ｐｒａｔｙａｙａｌｏｐｅｐｒａｔｙａｙａｌａｋ ａṇａｓ， 词缀消失后， 词缀的因还在。
收录于 《北京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ｎｇｏ 函， 第 ４０－４３ 页； 《那唐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ｎｇｏ 函， 第 ４０－４３ 页； 《德
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１６３－１６５ 页； 《卓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１６３－１６５ 页。



经翻译的事项而写就①， 这样的观点会给解决 《根本八大处》 中的历史上难以解决的议

题， 如第二处 “ｂｓｄｕ ｂａ’ ｉ ｇｎａｓ”、 第三处 “ｂｓｇｙｕｒ ｂａ’ ｉ ｇｎａｓ” 及第七处 “ｐｈｙｏｇｓ ｋｙｉ
ｇｎａｓ” 的释读带来贡献②。

６􀆰 《声论》 （ＳＢＢ， ｓｇｒａ’ ｉ ｂｓｔａｎ ｂｃｏｓ）③， 结语注明是 《根本八大处》 的注释， 作

者不详， 但通过论题和风格， 基本认为是杰奇珠的自注④。
７􀆰 《啭声说》 （ＳＲＰＤ， ｓｇｒａ’ ｉ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ｂｓｔａｎ ｐａ）⑤， 作者不详， 但通过论

题风格， 学界猜测为杰奇珠所著， 这篇文章并不是在处理 “ｇｎａｓ ｂｒｇｙａｄ” （八处）， 而

是在处理 “ｓｇｒａ’ ｉ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啭声， 格尾）， 后续会论及这篇作品。
８􀆰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 （ＶＰＳＢ，’ ｊｕｇ ｐａ’ ｉ ｓｇｒ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ｓｔａｎ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ｌｅ’ ｕｒ

ｂｙａｓ ｐａ），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也为前弘期声明作品， 作品的写作年代不会早于法藏， 可

能和杰奇珠 （ｃｅ ｋｈｙｉ ’ ｂｒｕｇ） 同时代。
可以说作为前弘期声明作品一员的八啭声颂藏文写卷， 它和其他作品互相关联， 八

啭声颂藏文写卷的议题也是这些作品中会遇到的， 这也是我强调八啭声颂不能单独研究

的意义所在， 八啭声颂中的语法术语的理解必须借鉴其他前弘期语法著作才能完善。

二、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中的 “树形变化”

语法作品中使用 “树” 一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现格尾的用法早有渊源。 梵文渊源可

追溯至 Ｋāｔａｎｔｒａ （Ｋａｔ􀆰 ２􀆰 １􀆰 １）⑥。 ＭＶＹ （ 《翻译名义集》 ） 中， 给出了梵文 “树” （ｖ ｋ ａ）
的七格 ２１ 种名词变格 （注意帕尼尼等传统语法中不会处理第八格⑦）， 藏文语法典籍

中， 包括 《啭声说》 以及萨班都曾 “以树举例”。 汉文语法典籍最早可追溯至法藏。 这

可以认为是有延续的一种传承：
１􀆰 梵文语法传统中的 “树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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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可查阅 Ｍａ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ａ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ｉ ｔｕ Ｐａṇ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ＮＧ （ｇ）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ｓ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ｓｔ ｓｅｎｓ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ｇｒａｎｔｓ ｏｎ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 ” ｐ􀆰 ３３􀆰 （另外， 根

本八大处的议题中包含了一组节选的广义上的 “八处”， 其中的一些 “处” 带有强烈的哲学探讨意味， 仅

仅会在翻译工作时适用）。
关于根本八大处的释读及为何疑难等议题可查阅 Ｐｉｅｔｅｒ 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ｗｏ：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ｐｐ􀆰 ６－１４􀆰
收录于 《北京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ｎｇｏ 函， 第 ４３－５４ 页； 《那唐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ｎｇｏ 函， 第 ４３－５４ 页； 《德
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６５－１７３ 页； 《卓尼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ｃｏ 函， 第 １６５－１７３ 页。
这个推论主要是基于丹珠尔中依次排列的顺序以及作品内容的相互关联， 拿德格版来说， 这三部作品依此

列入了杂部 ｃｏ 函。
收录于 《北京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ｎｇｏ 函， 第 ５４－６４ 页； 《那唐版大藏经》 丹珠尔 ｎｇｏ 函， 第 ５４－６３ 页； 德

格版和卓尼版没有收录此文。
可查阅 Ｐｉｅｔｅｒ 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ｗｏ：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ｎ⁃
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ｐ􀆰 １６􀆰
帕尼尼等语法体系中， 因为第八格格尾与第一格一致， 一般只会列七格。



ＭＶＹ 中的名词变格表：
４７３７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ｓａｐｔａ ｖｉｂｈａｋｔｉ ｋāｙａｈ］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ｂｄｕｎ ｇｙｉ ｍｉｎｇ ｌａ

表 ２　 翻译名义集中的名词变格表

４７３８ ｖ ｋ ａ ＝ ｓｈｉｎｇ ｖ ｋ ａｕ ＝ ｓｈｉｎｇ ｄａｇ ｖ ｋ ā ＝ ｓｈｉｎｇ ｒｎａｍｓ

４７３９ ｖ ｋ ａｍ ＝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ｖ ｋ ａｕ ＝ ｓｈｉｎｇ ｄａｇ ｌａ ｖ ｋ āｎ ＝ ｓｈｉｎｇ ｒｎａｍｓ ｌａ

４７４０ ｖ ｋ ｅṇａ ＝ ｓｈｉｎｇ ｇｙｉｓ ｖ ｋ āｂｈｙāｍ ＝ ｓｈｉｎｇ ｄａｇ ｇｙｉｓ ｖ ｋ ａｉ ＝ ｓｈｉｎｇ ｒｎａｍｓ ｇｙｉｓ

４７４１ ｖ ｋ āｙａ ＝ ｓｈｉｎｇ ｇｙｉ ｐｈｙｉｒ ｖ ｋ āｂｈｙāｍ ＝ ｓｈｉｎｇ ｄａｇ ｇｙｉ ｐｈｙｉｒ ｖ ｋ ｅｂｈｙａ ＝ ｓｈｉｎｇ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ｉ ｐｈｙｉｒ

４７４２ ｖ ｋ āｔ ＝ ｓｈｉｎｇ ｌａｓ ｖ ｋ āｂｈｙāｍ ＝ ｓｈｉｎｇ ｄａｇ ｌａｓ ｖ ｋ ｅｂｈｙａ ＝ ｓｈｉｎｇ ｒｎａｍｓ ｌａｓ

４７４３ ｖ ｋ ａｓｙａ ＝ ｓｈｉｎｇ ｇｙｉ ｖ ｋ ａｙｏ ＝ ｓｈｉｎｇ ｄａｇ ｇｙｉ ｖ ｋ āṇāｍ ＝ ｓｈｉｎｇ ｒｎａｍ ｓｋｙｉ

４７４４ ｖ ｋ ｅ ＝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ｖ ｋ ａｙｏ ＝ ｓｈｉｎｇ ｄａｇ ｌａ ｖ ｋ ｅ ｕ ＝ ｓｈｉｎｇ ｒｎａｍｓ ｌａ

　 　 我们从中看到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是 “ｖｉ－ｂｈａｋ－ｔｉ”① 的直译词， “ ｒｎａｍ ｐａｒ” 是

“ｖｉ”② 的直译词， “ｄｂｙｅｂａ” 是词根 “ｂｈａｊ” 的直译。 需要澄清一点的是， 无论藏文文

法中的 “ｒｎａｍ ｄｂｙｅ” 或是梵文语法中的 “ｖｉ－ｂｈａｋ－ｔｉ” 都是 “格尾” 而不是 “格” 本

身。 前弘期声明语法作品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 使用 “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时表达的都

是 “格尾” 的意义。 后弘期的语法作品中， 逐渐用缩略词 “ｒｎａｍ ｄｂｙｅ” 来表达 “格”，
而很少使用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了。

２􀆰 藏文语法传统中的 “树形变化”
藏文语法中亦有 “以树举例” 的传统， 最早如前弘期时杰奇珠的 《啭声说》 （ｓｇｒａ’ｉ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ｂｓｔａｎ ｐａ） 中便有 “树形变化”， 往后追溯， 公元 １２ 世纪初， 萨迦巴·贡

嘎坚参 （ｓａ ｓｋｙａ ｐａ ｋｕｎ ｄｇａ 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ｈａｎ， １１８２－１２５１） 的 《智者入门》 （ｍｋｈａｓ ｐａ ’ ｊｕｇ
ｐａ’ｉｓｇｏ） 中引用了同八啭声颂非常相似的 “以树举例”③：

　 　 ｄｅ ｄａｇ ｎｙｅ ｂａｒ ｍｔｓｈｏｎ ｎａ ／ ｓｈｉｎｇ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ｙａｌ ｇａ ｌｏ ’ｄａｂ ｄａｎｇ ｌｄａｎ ｐａ ｔｓａｍ ｇｏ ｂａｒ
ｂｙｅｄ ｐａ ｌａ ｌｔａ ｂｕ ｎｇｏ ｂｏ’ｉ ｔｓｈｉｇ ｄａｎｇ ／ ｓｈｉｎｇ ｄｅ ｌａ ｌｔａ ｂａ’ａｍ ’ｊｏｇ ｐａ ｌｔａ ｂｕ ｂｙａ ｂａ ｌａ ｓｂｙｏｒ
ｂａ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ｔａ ｂｕ ｇｎｙｉｓ ｐａ ｂｙａ ｂａ’ ｉｔｓｈｉｇ ｄａｎｇ ／ ｓｈｉｎｇ ｇｉｓ ｋｈａｎｇ ｂａ ｂｙｅｄ ｃ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ｔａ ｂｕ ｇｓｕｍ ｐａ ｂｙｅｄ ｐａ ｄａｎｇ ／ ｓｈｉｎｇ ｇｉ ｐｈｙｉｒ ｃｈｕｒ ’ｄｒｅｎ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ｔａ ｂｕ ｂｚｈｉ ｐａ
ｄｇｏｓ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ｄａｎｇ ／ ｓｈｉｎｇ ｌａｓ ’ ｂｒａｓ ｂｕ ’ ｂｙｕｎｇ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ｔａ ｂｕ ｌｎｇａ ｐａ ’ ｂｙｕｎｇ
ｋｈｕｎｇｓ ｄａｎｇ ／ ｓｈｉｎｇ ｇｉ ｙａｌ ｇａ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ｔａ ｂｕ ｄｒｕｇ ｐａ ’ｂｒｅｌ ｔｓｈｉｇ ｄａｎｇ ／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ｂｙａ 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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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来源于帕尼尼的 《八章书》， 统称名词格尾和动词语尾， 但大多数情况指代名词格尾。
“ｖｉ” 是梵文语法 ２１ 种 “ｕｐａｓａｒｇａ” （ｎｙｅ ｂａｒ ｂｓｇｙｕｒ ｂａ， 近置词） 中的一个。
ＢＤＲＣ，Ｔｉｔｌｅｓ：ｍｋｈａｓ ｐａ’ｊｕｇ ｐａ’ｉ ｓｇ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Ｗ１ＫＧ１７４４６，ｐｐ􀆰 ２１－２２􀆰



ｈａｎｇ ｃｈａｇｓ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ｔａ ｂｕ ｂｄｕｎ ｐａ ｇｎａｓ ｇｚｈｉ’ ｉ ｔｓｈｉｇ ｄａｎｇ ／ ｋｙｅ ｓｈｉｎｇ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ｔａ
ｂｕ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ａ ｂｏｄ ｂａ’ｉ ｔｓｈｉｇ ｇｏ
比喻来说， 枝繁叶茂的树中的 “树” 指本物， 看那棵树或放在那棵树上的 “树”

是第二格宾格， 用树盖房中的 “树” 是第三格作格， 给树灌水中的 “树” 是第四格为

格， 从树结果中的 “树” 是第五格离格， 树的枝桠中的 “树” 是第六格属格， 树上搭

鸟窝中的 “树” 是第七格处格， 哎！ 树中的 “树” 是第八格呼格。
由此可见， “以树举例” 是藏文文法典籍中早有渊源且一直传续下去的一种比喻方

法， 《啭声说》 中提到有一位名叫 “ ｒｉｄｈａｒａ” 的阿闍梨 （āｃāｒｙａ） 曾 “用树举例”， 更

是证明了这一点。
３􀆰 汉文语法典籍中的 “树形变化”

汉文语法典籍中记录最早的 “树形变化” 来自唐朝僧人法藏 （６３５－７１３） 所著的 《华
严经探玄记》 卷 ３，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第十八声者依西国法。 若欲寻读内外典藉。 要解声论八转声法。 若不明知必不

能知文义分齐。 一补卢沙此是直指陈声。 如人斫树指说其人。 二补卢私是所作业

声。 如所作斫树。 三补卢崽拏是能作具声。 如由斧斫。 四补卢沙耶是所为声。 如为

人斫。 五补卢沙多是所因声。 如因人造舍等。 六补卢杀娑是所属声。 如奴属主。 七

补卢铩是所依声。 如客依主。①

西国法即梵语文法， 补卢沙即梵文树 “ｖ ｋ ａ” 的音译， 这段关于梵文八啭声注释是目

前在汉藏典籍中发现的以树举例最早的材料 （断代最迟至 ６９９ 年）， 因此这段记载非常

有价值， 我们可以比较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与其的术语：
表 ３　 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与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中格尾术语对比表

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

树形变化 意义 树形变化 意义

１ 人斫树 （人砍树） 陈声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ｄｎｇｏｓ ｐｏ 本事

２ 所作斫树 （所砍的树） 业声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ｌａｓ 业

３ 由斧斫 （用斧头砍树） 具声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ｐａ 作者

４ 为人斫 （为某人而砍树） 所为声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ｐｈｙｉｒ ｇａｎｇ ｐｈｙｉｒ ｓｂｙ－ｉｎ ｂａ 何施

５ 因人造舍 （因人造房而砍树） 所因声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ｌａｓ ｇａｎｇ ｌａｓ ’ｏｎｇ ｐａ 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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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查阅 《华严经探玄记》 卷 ３， 《大正藏》， 第 ３５ 册， 第 １４９ 页。 Ｒ􀆰 Ｈ􀆰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Ｓｉｄｄｈａｍ：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Ｊａｙｙｅ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

６ 奴属主 （奴隶属于主人） 所属声 ｓｈｉｎｇ ｇｉ ｌｈａｇ ｐａ 由曾上

７ 客依主 （客人依于主人） 所依声 ｌｊｏｎ ｐａ’ －ｉ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ｇｎａｓ ｇｚｈｉ 住处

８ ｋｙｅ ｋｙｅ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ｂｏｄ ｐａ 呼词

　 　 因为法藏的 《华严经探玄记》 的完成年代早于法成的 《八啭声颂》， 因此不少学者

推测后者的写作可能参考了前者， 正如表中所见， 两者在 “以树举例” 的说明风格上

是相似的。
以上是关于 “树形变化” 的渊源， “树形变化” 是讲述名词格尾所采用的形式， 而

接下来要论述的作者格 （ｋāｒａｋａ）① 就是隐含在名词格尾背后的 “意义”。

三、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中的作者格

如果不是梵藏研究领域， 作者格 （ｋāｒａｋａ，ｂｙｅｄ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ｄｒｕｇ） 等概念或显生僻，
然而它确是名词格尾中极为重要的概念， 无论研究梵文七格或是藏文八格， 必须要理解

这一概念。 作者格简单来说就是以动词为主的一套语义学体系， 其中的各个部分紧密地

关涉了句中的动词， 使得包含动词的句子在语义上得以成立。 藏文语法八格中的作者

格， 同样源自梵文语法， 分别为②： 第一格 （绝对格， 谁来做）、 第二格 （做什么）、
第三格 （怎样做、 谁来做）、 第四格 （为何做）、 第五格 （从何做）、 第七格 （何处做）
等。 梵文中的作者格 ／ ｋāｒａｋａ 用途和意义复杂的多， 在这不再赘述③。 总而言之， ｋāｒａｋａ
是一组语义语法概念， 有一处引用可以证明西藏译师是熟悉帕尼尼语法并深谙

“ｋāｒａｋａ” 的。 如杰奇珠的啭声说中的这段引用④：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ｎｉ ｂｒｇｙａｄ ｋｈｏ ｎａ ｙｉｎ ｌａ ／ ｄｅ ｎｙｉｄ ｌａ ｇｎａｓ ｂｒｇｙａｄ ｄｕ ｄｂｙｅ ｂａ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ｏ ／ ｄｅ ｌａ ｇｎａｓ ｂｒｇｙａｄ ｎｉ ｂｙｅｄ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ｄｒｕｇ ｄａｎｇ ｄｒｕｇ ｐｏ ｄａｎｇ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ａ ｇｎｙｉｓ ｎｉ
ｂｙｅｄ ｐａ ｎｉ ｍｉｎ ｌａ ／ ｒａｎｇ ｇｉ ｎｇｏ ｂｏ ｔｓａｍ ｋｈｏ ｎａ ｓｔｏｎ ｚｈｉｎｇ ’ｂｏｄ ｐａ’ｏ ／ ／

格尾（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有八，八格尾分为八处（ ｇｎａｓ ｂｒｇｙａｄ）。 八处是由六个

ｋāｒａｋａ 格尾（ｂｙｅｄ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ｄｒｕｇ） （注意这是源自梵文语法， ｋāｒａｋａ 格尾只有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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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 ｋāｒａｋａ， 可查阅 Ｃａｒｄｏｎａ， Ｐāṇｉｎｉ’ ｓ ｋāｒａｋａ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ｏｌ􀆰 ２，
１９７４， ｐｐ􀆰 ２３１－３０６􀆰
注意梵文每个格的 ｋāｒａｋａ 还要根据动词语态 （主动或中间）、 句子语态 （主动或被动）， 来变化其承载的

意义， 因为藏文八格没有这么多变化， 所以它的 ｋāｒａｋａ 简化了许多。
详细的帕尼尼语法的 ｋāｒａｋａ 可见段晴 《波尼尼语法入门 （月光疏精粹述解） 》， 第 １７７、 ３５２、 ５２３、 ５５８、
５８５、 ５８７、 ５８９、 ５９１ 页。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 （对勘本） 》 卷 １１５，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４４３ 页。



即一、 二、 三、 四、 五、 七格） 以及两个非 ｋāｒａｋａ 格尾 （第六格和第八格， ｄｒｕｇ
ｐｏ ｄａｎｇ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ａ ｇｎｙｉｓ ｎｉ ｂｙｅｄ ｐａ ｎｉ ｍｉｎ ｌａ， （这两处） 只是展示或呼出 （ｓｔｏｎ ｚｈｉｎｇ
’ ｂｏｄ ｐａ） 了自己的本质 （ ｒａｎｇ ｇｉ ｎｇｏ ｂｏ ｔｓａｍ ｋｈｏ ｎａ） （非 ｋāｒａｋａ 词缀在句子中不

与动词产生联系， 它们只反映与他相联系的事物的本质）。
由此可以看出， 前弘期时的西藏译师已经掌握了 ｋāｒａｋａ 的语法或非语法使用， 而

且将 ｋāｒａｋａ 词缀译为 “作者格六格” （ｂｙｅｄ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ｄｒｕｇ）， 非 ｋāｒａｋａ 词缀译为 “非
作者格两格” （ｂｙｅｄ ｐａ ｍｉｎ ｐａ’ ｉ ｔｓｈｉｇ ｇｎｙｉｓ）， 实际上帕尼尼语法中早已分类好了两种

词缀， 即 ｋāｒａｋａｖｉｂｈａｋｔｉ 和 ｕｐａｐａｄａｖｉｂｈａｋｔｉ①。 Ｋāｒａｋａｖｉｂｈａｋｔｉ 与动词发生联系 （如谁做、
做什么、 用什么做、 为谁做、 在哪做等等）， 而 ｕｐａｐａｄａｖｉｂｈａｋｔｉ 只是完成句法功能 （如
第六格从属关系）。 但它的用法不限于语法层面②， 如字性颂中有这样一段③：

　 　 ｂｙｅｄ ｐａ ｂｚｈｉ ｂｚｈ ｉｓｔｅ ／ ／ ｇａｎｇ ｌａ ’ ｊｕｇ ｂｙｅｄ ｇａ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 ／ ｊｉ ｌｔａｒ ｂｙｅｄ ｄａｎｇ ｃｉ ｐｈｙｉｒ
ｂｙｅｄ ／ ／ ｇａｎｇ ｌａ ｙｉ ｇｅ 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ｌａ ／ ／ ｇａｎｇ ｇｉｓ ｂｃｕ ｐｏ ｄｅ ｄａｇ ｇａ ｇｉｓ ／ ／ ｊｉ ｌｔａｒ ｒｎａｍ ｐａ ｇｎｙｉｓ
ｙｉｎ ｔｅ ／ ／ ｃｉ ｐｈｙｉｒ ’ ｊｕｇ ｐａｒ ｂｙｅｄ ｃｅ ｎａ ／

四作为： 对谁作、 谁来作、 怎样作和为何作。 对谁是对所有字母， 谁作是十后

加字作， 怎样作分为两种……为何作是……
至今未有学者指出这段文字实际上是 ｋāｒａｋａ 的非语法使用， 这里作者将 “ｋāｒａｋａ”

运用成了 “主题的几个方面”， 即 “ｇａｎｇ ｌａ ｂｙｅｄ”、 “ｇａ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 ｊｉ ｌｔａｒ ｂｙｅｄ”、
“ｃｉ ｐｈｙｉｒ ｂｙｅｄ” （对谁作、 谁来作、 怎样作和为何作）， 这种过渡是自然的， 因为语法

里的 “ｋāｒａｋａ” 也就是 “动词的几个方面”。 《根本八大处》 中更是进一步将 “ｋāｒａｋａ”
扩展为一种 “词论”：

表 ４　 《根本八大处》 中的词论

ｔｓｈｉｇ ｂｒｇｙａｄ ｋｙｉ ｌｕｇｓ
八词论

ｔｓｈｉｇ ｄｒｕｇ ｇｉ ｌｕｇｓ
六词论

ｔｓｈｉｇ ｂｚｈｉ’ ｉ ｌｕｇｓ
四词论

八格 词形变化 意义 词形变化 意义 词形变化 意义

１ ｇａｎｇ ｂｙｅｄ
谁作

ｎｇｏ ｂｏ’ｉ ｔｓｈｉｇ
本事

ｇａｎｇ ｂｙｅｄ
谁作

ｎｇｏ ｂｏ’ｉ ｔｓｈｉｇ
本事

ｇａｎｇ ｂｙｅｄ
谁作

ｄｎｇｏｓ ｐｏ’ｉ ｔｓｈｉｇ
实物

２ ｇａｎｇ ｌａ ｂｙｅｄ
对谁作

ｄｍｉｇｓ
’ｄｚｉｎ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所缘

ｇａｎｇ ｌａ ｂｙｅｄ
对谁作

ｌａｓ ｋｙｉ ｔｓｈｉｇ
业

ｇａｎｇ ｌａ ｂｙｅｄ
对谁作

ｌａｓ ｋｙｉ ｔｓｈｉｇ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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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可查阅 Ｍａ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ａ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ｉ ｔｕ Ｐａṇ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ｐ􀆰 ８８􀆰
有关 ｋāｒａｋａ 的研究可见于 Ｃａｒｄｏｎａ （１９７４）； Ｃａｒｄｏｎａ （ １９９８）； Ｇｒａｆ （ ２０１９） 中列出了 Ｐāṇｉｎｉ、 Ｋāｔａｎｔｒａ、
Ｃāｎｄｒａ 等的 ｋāｒａｋａ 术语对比表。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ｒｄｏｎａ， Ｐāṇｉｎｉ’ ｓ ｋāｒａｋａ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ｐ􀆰 ２３１－
３０６；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ｒｄｏｎａ， Ｐāṇｉｎｉ：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ｌｈｉ： Ｍｏｔｉｌａｌ Ｂａｎａｒｓｉｄａｓｓ， １９９８； Ｍａ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ａ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ｉ ｔｕ Ｐａṇ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ｐ􀆰 ８９􀆰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 （对勘本） 》 卷 １１５， 第 ４０３ 页。



ｔｓｈｉｇ ｂｒｇｙａｄ ｋｙｉ ｌｕｇｓ
八词论

ｔｓｈｉｇ ｄｒｕｇ ｇｉ ｌｕｇｓ
六词论

ｔｓｈｉｇ ｂｚｈｉ’ ｉ ｌｕｇｓ
四词论

３ ｇａ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怎样作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作者

ｇａ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怎样作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作者

ｇａ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怎样作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作者

４
ｇａｎｇ

ｇｉ ｐｈｙｉｒ ｂｙｅｄ
为何作

ｃｈｅｄ ｄｕ ｔｓｈｉｇ
目的

ｇａｎｇ
ｇｉ ｐｈｙｉｒ ｂｙｅｄ

为何作

ｄｇｏｓ
ｃｈｅｄ ｋｙｉ ｔｓｈｉｇ

目的

５ ｇａｎｇ ｌａｓ ｂｙｅｄ
从何作

’ｂ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 ｋｙｉ ｔｓｈｉｇ

来源

ｇａｎｇ ｌａｓ ｂｙｅｄ
从何作

ｒｇｙｕ’ｉ ｔｓｈｉｇ
因

６ ｇａｎｇ ｇｉ ｂｙｅｄ
谁之作

’ｂｒｅｌ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联系

７ ｇａｎｇ ｎａ ｂｙｅｄ
何处作

ｇｎａｓ ｇｚｈｉ’ｉ ｔｓｈｉｇ
依处

ｇａｎｇ ｌａ ｂｙｅｄ
何处作

ｇｎａｓ ｇｚｈｉ’ｉ ｔｓｈｉｇ
依处

ｇａｎｇ ｎａ ｂｙｅｄ
何处作

ｇｚｈｉ’ｉ ｔｓｈｉｇ
根源

８ ｇａｎｇ ｚｈｅｓ
谁

ｇｄａｇｓ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呼词

　 　 我们注意到各个论所使用的术语有些许差别， 各个论所提到的格也有不同。 其中

“ｔｓｈｉｇ ｄｒｕｇ ｇｉ ｌｕｇｓ” （六词论） 就是帕尼尼语法的忠实反映， 它略去了第六格和第八格，
因为这两个格不属于 ｋāｒａｋａ 体系； 而 “ｔｓｈｉｇ ｂｒｇｙａｄ ｋｙｉ ｌｕｇｓ” （八词论） 和 “ ｔｓｈｉｇ ｂｚｈｉ’
ｉ ｌｕｇｓ” （四词论） 更像是经过藏文译师们改编的版本。 “ｔｓｈｉｇ ｂｒｇｙａｄ ｋｙｉ ｌｕｇｓ” （八词论）
里囊括了所有格， 而 “ｔｓｈｉｇ ｂｚｈｉ’ ｉ ｌｕｇｓ” （四词论） 里省掉了第四格和第五格。 值得注

意的是， 之前 《三十颂》 里引用的那段 “ｋāｒａｋａ” 正是 “ ｔｓｈｉｇ ｄｒｕｇ ｇｉ ｌｕｇｓ” （六词论）
里的前四格， 即 “ｇａｎｇ ｂｙｅｄ”、 “ｇａｎｇ ｌａ ｂｙｅｄ”、 “ｇａ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ｇａｎｇ ｇｉ ｐｈｙｉｒ ｂｙｅｄ”
（谁作、 对谁作、 怎样作和为何作）。 这样的差别提出了一个问题：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

中的 “ｂｙｅｄ ｐａ” （ｋāｒａｋａ） 的处理是不是某种 “ｔｓｈｉｇ ｋｙｉ ｌｕｇｓ” （词论） 的反映？ 因为目

前为止， 八啭声颂中的格尾的源头是没有定论的， 甚至对于它是否在描述藏文文法或是

梵文文法这一点上也是不能确定的。

四、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同梵文传统语法中的格尾术语对比

回到语法术语对比上， 之前论及， 无论梵文语法传统或是前弘期的语法作品中都体

现了对 “格尾”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ｄｂｙｅ ｂａ） 的认知和使用。 特别是 《根本八大处》 中将格尾分

为了三种词论， 因此藏文八格中的格尾意义同梵文语法传统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们

尝试找到这些联系中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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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藏文语法作品中的八格格尾意义同梵文八格格尾术语对比表

梵文八格格尾术语① 藏文语法作品中的八格格尾术语②

ｓａｔｔｉ， ｂｈａｖａ ｄｎｇｏｓ ｐｏ， ｎｇｏ ｂｏ③ 本事、 实物

ｋａｒｍａｎ ｌａｓ，ｄｍｉｇｓ ’ｄｚｉｎ ｐａ④ 业、所缘

ｋａｒｔ ，ｋａｒａṇａ ｂｙｅｄ ｐａ⑤ 作者

ｓａｍｐｒāｄａｎｅ，ｔａｄａｒｔｈｙａ ｃｈｅｄ，ｄｇｏｓ ｃｈｅｄ， ｒｇｙｕ 目的、故、因

ａｐāｄāｎａ，ｖｉ ａｙｅ，ｐｒａｂｈａｖａ， ａｖａｄｈｉ ’ｂｙｕｎｇ ｋｈｕｎｇｓ，’ｂ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⑥ 来源

ｅ ａ，ｓｖāｍｙāｄｉ，ｓａｍｂａｎｄｈａ ’ｂｒｅｌ ｐａ， ｌｈａｇ ｐａ 联系

ａｄｈｉｋａｒａṇａ，āｄｈāｒａ ｇｎａｓ ｇｚｈｉ，ｇｚｈｉ⑦ 依处、根源

ｓａｍｂｏｄｈａｎａ， āｍａｎｔｒｉｔａ， āｍａｎｔｒａṇａ ｂｏｄ ｐａ，’ｂｏｄ ｐａ 呼词

　 　 通过对比， 我们就能发现， 藏文语法中讨论的格尾的意义大多源自梵文语法， 这些

术语的流通亦可在 ＭＶＹ 以及瑜伽师地论索引⑧等中找到证据， 例如， ４７１５ 条， ｋａｒｍａ，

５５敦煌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的梵藏语法比较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来源为 Ｐāṇｉｎｉ 语法、 Ｋāｔａｎｔｒａ 语法以及 Ｃāｎｄｒａ 语法中的术语。 Ｐāṇｉｎｉ 的 《八章书》 中经文词条如下 （可查

阅段晴 《波尼尼语法入门 （月光疏精粹述解） 》：
｜ ｜ ２􀆰 ３􀆰 ４６ ｜ ｜ 　 　 ｐｒāｔｉｐａｄｉｋāｒｔｈāṇｌｉ ｇａｐａｒｉｍāṇａ ｖａｃａｎａｍａｔｒｅｐｒａｔｈａｍā， 第一格尾表示的仅仅是名词词基的

意义、 性、 度量单位和数。
｜ ｜ ２􀆰 ３􀆰 ４７ ｜ ｜ 　 　 ｓａｍｂｏｄｈａṇｅ ｃａ， 也表示呼唤 （指第八格尾）。
｜ ｜ ２􀆰 ３􀆰 ２ ｜ ｜ 　 　 ｋａｒｍａṇｉ ｄｖｉｔīｙā， 第二格尾表达业。
｜ ｜ ２􀆰 ３􀆰 １８ ｜ ｜ 　 　 ｋａｒｔ ｋａｒａṇａｙｏｓｔ ｔīｙā， 第三格尾指示主动者和作用具。
｜ ｜ ２􀆰 ３􀆰 １３ ｜ ｜ 　 　 ｃａｔｕｒｔｈī ｓａｍｐｒａｄāｎｅ， 第四格尾表示受用者。
｜ ｜ ２􀆰 ３􀆰 ２８ ｜ ｜ 　 　 ａｐāｄāｎｅｐａñｃａｍī， 第五格尾表示所从取者。
｜ ｜ ２􀆰 ３􀆰 ５０ ｜ ｜ 　 　 ａ ｈī ｏ ｅ， 第六格尾表示余下的。
｜ ｜ ２􀆰 ３􀆰 ３６ ｜ ｜ 　 　 ｓａｐｔａｍｙａ ａｄｈｉｋａｒａṇｅ ｃａ， 第七格尾也表示场所。
来源为前弘期语法作品， 涉及的作品包括： 《三十颂》 《字形颂》 《根本八大处》 《啭声说》 以及 《八啭声

颂藏文写卷》。
参考 ＭＶＹ４５９５ 条， ａｂｈāｖａ ， 无物， ｄｎｇｏｓ ｐｏ ｍｅｄ ｐａ； ＭＶＹ９５０ 条， ｓｖａｂｈāｖａ ūｎｙａｔā， 自性空， ｎｇｏ ｂｏ ｎｙｉｄ⁃
ｓｔｏｎｇ ｐａ ｎｙｉｄ。
参考 ＭＶＹ４７１５ 条，ｋａｒｍａ，事，ｌａｓ。
参考 ＭＶＹ４７３３ 条，ｋāｒａｋａ，事，ｂｙｅｄ ｐａ。
参考 ＭＶＹ７３０３ 条，āｋａｒａ ，出处，’ｂｙｕｎｇ ｋｈｕｎｇｓ ｓａｍ’ｂ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
参考瑜伽师地论索引中，ａｄｈｉｋａｒａṇａ，依处，ｇｎａｓ ｐａ。
即 Ｙｏｇｏｙａｍａ１９９６ 瑜伽师地论索引。



事， ｌａｓ； ７６２５ 条， ｋāｒａṇａｍ， 作， ｂｙｅｄ ｐａ’ ａｍ ｒｇｙｕ； 瑜伽师地论索引中： ａｄｈｉｋａｒａṇａ，
依處， ｇｎａｓ ｐａ 等。 完全可以与藏文语法术语一一对应。

五、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的议题

（一）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是否译自汉文经卷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同汉文写卷对照非常一致， 两部写卷应是互相译入， 然而就

“谁翻译自谁” 这个问题上， 还是留下了一些探讨的余地：
１􀆰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是由汉文写卷译入

这个观点正如藏文写卷 Ｔｉｂ􀆰 Ｊ ６２５ 末尾结语所展示的：
　 　 ｚｈｕ ｃｈｅｎ ｇｙｉ ｍｋｈａｎ ｐｏ ｄａｎｇ ／ ｌｏ ｔｓａ ｐａ ｂａｎ ｄｅ ｃｈｏｓ ｇｒｕｂ ｋｙｉｓ ｒｇｙａ’－ｉ ｄｐｅ ｌａｓ ｂｓｇｙｕｒ
ｃｉｎｇ ｚｈｕｓ ｔｅ ／ ｇｔａｎ ｌａ ｐｈａｂ ｐａ ／ ／

主校师、 译师僧人法成从汉文经卷里译而校订。
这个论断成立是有依据的， 法成总共从汉文经卷里译入了 ２０ 部藏文经书。 而且前

已述及， 汉文典籍中亦有以树举例的渊源。
２􀆰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是由梵文典籍译入

持此观点的如 Ｕｅｙａｍａ （１９６３）， 认为结语中的 “ ｒｇｙａ’ － ｉ ｄｐｅ ｌａｓ ｂｓｇｙｕｒ” 应作

“ｒｇｙａ ｇａｒ ｇｙｉ ｄｐｅ ｌａｓ ｂｓｇｙｕｒ” 解，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１９９４） 认为这样大胆的省略太不寻常， 因

此持怀疑态度。 Ｕｅｙａｍａ 认为这里的梵文典籍可能属于 Ｃａｎｄｒａｇｏｍｉｎ （月官）， 然而月官

文法的语法术语同八啭声颂有不少差别①。
３􀆰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是原创， 非译入

这样理解的原因是把 “ｂｓｇｙｕｒ” 作 “著” 而非 “译” 解， 这是有可能的， 第二次

藏文厘定中， 规定了佛经翻译的各个事项， 其中对典籍格式也做了要求， 如果是译自梵

文典籍， 那么译本中要有原著经名、 原作者、 译者等信息。 因此这里的 “ｂｓｇｙｕｒ” 作

“著” 解是有可能的。
（二）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是在论述梵文文法或是藏文文法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是在描述梵文文法还是藏文文法， 存疑点有三：
第一处存疑， 根据帕尼尼、 噶拉巴、 月官等语法传统， 梵文的第八格情形等同第一

格， 故而一般不入八格， 只谈七格， 翻阅汉地高僧如义净、 法藏的著作， 皆是如此， 因

此八啭声颂在这一点上存疑， 降低了为梵文文法的可能性。

６５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① 详细对比可查阅 Ｐｉｅｔｅｒ 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或 Ｍａ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ａ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ｉ ｔｕ Ｐａṇ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第二处存疑， 若认为是藏文文法， 则汉文写卷和藏文写卷中的第六格， 由曾上

（ｌｈａｇ ｐａ①） 则明确地指向了帕尼尼语法 （前已述及）， 违背了藏文第六格的意义， 藏文

第六格的句法意义， 无论在哪本藏文语法作品中， 都不会有 “剩余” 意义的出现。
第三处存疑就是进入语法术语的比对之后， 发现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中藏文八格的术

语与同时代前弘期的其他语法作品中的术语有一定出入， 这一现象也使八啭声颂藏文写

卷是否在描述藏文文法存疑。
由此可见， 这个议题争论悠久， 而且仍将持续下去， 争论的背后实际是对于吐蕃时

期藏文语法的面貌掌握不够导致的， 而这份不够又是因为前弘期语法作品的缺失造成

的。 同样卷入讨论的还有八啭声颂藏文写卷的写作参考， 即法成撰写八啭声颂时是否参

考了其他的语法作品？ 接下来将论述佛教大藏经丹珠尔中的 《啭声说》 同法成的八啭

声颂藏文写卷有何关系。
（三） 藏文写卷八啭声颂和丹珠尔中的 《啭声说》 有何关系

通过和丹珠尔中的 《啭声说》 中语法术语的比对， 我们发现这两部作品是非常有

关联的。 《啭声说》 的结语处未注明作者信息， 学界大多猜测其为杰奇珠 （ ｃｅ ｋｈｙｉ ’
ｂｒｕｇ）。 杰奇珠的另外两部语法作品是 《根本八大处》 （ｇｎａｓ ｂｒｇｙａｄ ｃｈｅｎ ｐｏ’ ｉ ｒｔｓａ ｂａ）
和 《声论》 （ｓｇｒａ’ ｉ ｂｓｔａｎ ｂｃｏｓ）。 前已述及这两部作品是为佛经翻译而写就， 那么 《啭
声说》 是否有可能， 也为佛经翻译问题而写就呢？ 通过仔细地考证， 我们发现， 《啭声

说》 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佛经翻译， 而是比较梵藏名词格尾， 因此啭声说的研究对于

解决藏文写卷八啭声颂是非常有价值的。 通过仔细比对 《啭声说》 和八啭声颂， 我们

发现两者在主题上是非常贴近的， 举例如下表为两部作品中引用的术语对比：
表 ６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同 《啭声说》 语法术语对比表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 《啭声说》

树形变化表 格尾意义 树形变化表 格尾意义

１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ｄｎｇｏｓ ｐｏ 本事 ｓｈｉｎｇ ｂｚａｎｇｓ ｇ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ｒｕｎｇ ｂａ’ｉ ｓａ 适境

２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ｌａｓ 业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ｌａｓ ｋｙｉ ｓａ 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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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意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中的第六格， 如同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１９９２） 所发现的， 这里用 “ｌｈａｇ ｐａ” 一词来形容第六

格是非常特殊的， 一般佛学术语中将 “ ｌｈａｇ ｐａ” 理解为 “增上”， 如 ＭＶＹ７１１６ 条， ａｄｈｙā ａｙａ ， 深心，
ｌｈａｇ ｐａ’ ｉ ｂｓａｍ ｐａ； １９４７ 条， ａｄｈｉｍāｎａ ， 增上慢， ｌｈａｇｐａ’ ｉｎｇａｒｇｙａｌ。 然而语法术语中的 “ ｌｈａｇ ｐａ” 并不

是 “增上” 的意义， 而是 “ ｅ ａ” （剩余） 的意义， 这个概念是比较抽象的， 后来 Ｋāｔａｎｔｒａ 和 Ｃāｎｄｒａ 等语

法都放弃使用帕尼尼中如此晦涩的术语了， 从原意上来说， 帕尼尼使用 “ ｅ ａ” （ ｌｈａｇ ｐａ） 是想表达： 除

了之前论述的二、 三、 四、 五、 七格的关系外， 剩下的关系就是第六格尾的意义。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 《啭声说》

３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ｐａ 作者 ｓｈｉｎｇ ｇｉｓ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ｓａ 作境

４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ｐｈｙｉｒ ｇａｎｇ ｐｈｙｉｒ ｓｂｙ－ｉｎ ｂａ 何施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ｃｈｅｄ ｋｙｉ ｓａ 缘境

５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ｌａｓ ｇａｎｇ ｌａｓ ’ｏｎｇ ｐａ 何来 ｓｈｉｎｇ ｌａｓ ’ｂｙｕｎｇ ｋｈｕｎｇ ｓｋｙｉ ｓａ 源境

６ ｓｈｉｎｇ ｇｉ ｌｈａｇ ｐａ 由曾上 ｓｈｉｎｇ ｇｉ ’ｂｒｅｌ ｐａ’ｉ ｓａ 属境

７ ｌｊｏｎ ｐａ’－ｉ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ｇｎａｓ ｇｚｈｉ 住处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ｇｎａｓ ｇｚｈｉ’ｉ ｓａ 根境

８ ｋｙｅ ｋｙｅ ｌｊｏｎ ｓｈｉｎｇ ’ｂｏｄ ｐａ 呼词 ｓｈｉｎｇ ｋｙｅ ｂｏｄ ｐａ’ｉ ｓｇｒａ 呼词

　 　 《啭声说》 的写作风格紧紧围绕 “八啭声颂”， 全文可以分为引言、 正文和结语。
引言中提到一位阿闍梨 “ ｒīｄｈａｒａ” 曾 “用比喻的方法” 解释八格， 这里的 “比喻的方

法” 很可能指 “以树举例”， 那么这里的这位阿闍梨就是一位关键的人物， 他有可能是

现今藏文语法作品中最早 “以树举例” 的作者， 我们就 “ ｒīｄｈａｒａ” 和两部作品的作者

展开讨论。
１􀆰 ｒīｄｈａｒａ 《啭声说》 中①：
　 　 ｄｅ ｙａｎｇ ｓｌｏｂ ｄｐｏｎ ｒīｄｈａｒａ ｇｎａｓ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ｏ ｄｐｅｓ ｍｔｓｈｏｎ ｎａｓ ｂｓｈａｄ ｄｅ

然后一位叫名叫 “ ｒīｄｈａｒａ” 的阿闍梨曾用比喻的方式解释八格。
藏文典籍中未曾找到 “ ｒīｄｈａｒａ” （ｄｐａｌ ’ ｄｚｉｎ，持吉祥）相关的作品， 不过值得

注意的是， 以德格版丹珠尔为例， 杂部 ｐｏ 函收入了名为 “ｍｎｇｏｎ ｂｒｊｏｄ ｋｙｉ ｂｓｔａｎ
ｂｃｏｓ ｓｎａ ｔｓｈｏｇｓ ｇｓａｌ ｒａｂ ｃｅｓ ｂｙａ ｂａ” （ 《极明现说杂论》 ） 的作品， 其作者名为

“ｄｐａｌ ’ｄｚｉｎｓｄｅ” （持吉祥部）， 重构成梵文为 “ ｒīｄｈａｒａｓｅｎａ”， 译者是 “ｃｈｏｓ ｓｋｙｏｎ
ｂｚａｎｇ ｂｏ” （护法妙贤）。 现未知持吉祥 （ｄｐａｌ ’ ｄｚｉｎ， ｒīｄｈａｒａ） 和持吉祥部 （ｄｐａｌ
’ｄｚｉｎｓｄｅ， ｒīｄｈａｒａｓｅｎａ） 两位作者有何关联， 但进一步探索 “ ｒīｄｈａｒａ” 这位作者的

身份， 应该会很有意义。 如果能找到关于这位作者的更多信息， 那么藏文典籍中

“以树举例” 的渊源将有所突破。
２􀆰 杰奇珠和法成

杰奇珠名字最早出现在语合二章中的一段文字②：
ｌｏ ｔｓａ ｂａ Ｊñāｎａｄｅｖａｋｏ ａ ｄａｎｇ ／ ｌｃｅ ｋｈｙｉ ’ｂｒｕｇ ｄａｎｇ ／ ｂｒａｍ ｚｅ āｎａｎｄａ ｌａ ｓｏｇｓ ｐａｓ ｃｈ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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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 （对勘本） 》 卷 １１５， 第 ４４３ 页。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 （对勘本） 》 卷 １１５， 第 ３１３ 页。



ｋｙｉ ｓｋａｄ ｂｏｄ ｌａ ｍａ ｇｒａｇｓ ｐａ ｌａｓ ｍｉｎｇ ｄｕ ｂｔａｇｓ ｐａ ｍａｎｇ ｄａｇ ｃｉｇ ｍｃｈｉｓ ｐａ’ ｉ ｎａｎｇ ｎａｓ ｋｈａ
ｃｉｇ ｃｈｏｓ ｋｙｉ ｇｚｈｕｎｇ ｄａｎｇ ／ ｖｙāｋａｒａṇａ ｌｕｇｓ ｄａｎｇ ｍｉ ｍｔｈｕｎ ｔｅ ／ ｍｉ ｂｃｏｓ ｓｕ ｍｉ ｒｕｎｇ ｂａ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ａｎｇ ｂｃｏｓ ／

译师 Ｊñāｎａｄｅｖａｋｏ ａ、 杰奇珠与婆罗门阿难达等将由于违背了佛典典籍或语法

而未在藏地传开的佛语术语做了修正。
根据这段记录， 杰奇珠在藏地译经的活动年月， 主要的任务是规范翻译术语， 这样的

任务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根本八大处》、 《声论》、 《啭声说》 皆不是处理单一语言

的作品， 而是融合和梵藏语法比较， 因此作品也显得比较难懂。 《啭声说》 的创作年代也

比法成的 《瑜伽师地论手记》 要早， 因此， 学界有一种猜测： 藏文八啭声颂可能参考了

《啭声说》， 因为两者的术语和体例如此接近， 另一方面， 也能反证， 八啭声颂可能不是

在处理单一语言， 而是在做梵藏的语法比较， 如同杰奇珠的那些作品一般。

结语

以上用梵藏比较的角度分析了前弘期语法作品中名词格尾及其背后蕴藏的梵文语法

传统的渊源： “以树举例” 是一贯传承的名词格尾的比喻手法； 而 “ｋāｒａｋａ” 则是来源

于梵文语法传统的内容。 从 “形式” 到 “内容” 的不同维度的借鉴， 造成了藏文文法

复杂难解的面貌。
同前弘期语法作品的比较可知， 作为同一时期的作品， 《八啭声颂》 藏文写卷也包

纳了前弘期语法作品的整体特点， 即： 前弘期语法作品的主题是梵藏语法比较和佛经翻

译； 前弘期语法作品中展示了译师对梵文传统语法的熟悉。 了解这两点非常重要， 因为

在过去的研究中， 我们对前弘期语法作品的认识有一些偏差， 认为前弘期语法作品只处

理单一语言， 即要么只介绍梵文文法、 要么只介绍藏文文法。 实际上， 前弘期的语法作

品中没有一部是带着这样的写作目的而完成的， 即使如藏文语法原本 《三十颂》 和

《字形颂》 来说， 在 “规定藏文文法” 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参考着梵文语法。
因此对前弘期语法作品认识的更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解释这些文本。 针对八啭声

颂藏文写卷， 这里给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１􀆰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的主题可能是一种 “词论” 的反映如果不深陷于如 “八啭声

颂是在描述藏文文法还是梵文文法” 的议题，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在 《根本八大处》 这

部前弘期语法作品中找到启示， 即八啭声颂藏文写卷可能是一种 “词论” 的反映， 而

“词论” 即藏地译师对梵文语法的本土化理解， 它可能是受了某个现今未知梵文语法支

派的影响， 也可能只是本土语法家对外来语法的本土化操作， 使得它的面貌既不同于梵

文传统， 又异于藏文语法。
２􀆰 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中的 “树形变化” 渊源判别有重要价值。 前已述及， “树形

变化” 有三个渊源， 分别是梵文渊源， 藏文渊源以及汉文渊源。 暂时未知八啭声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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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写卷是参考沿用了哪种典籍， 找到渊源将很大程度上解决诸如八啭声颂藏文写卷的写

作主题等议题。
以上比较完整地叙述了八啭声颂藏文写卷的研究热点和现状， 当然仍有遗漏， 例如

八啭声颂作者法成的人物研究①等。 总之， 藏文写卷八啭声颂的研究仍在继续， 作为前

弘期时代的语法作品， 它继承了梵藏语法比较的主题， 因而对它进行语文学式的梵藏比

较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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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十诵律》 写本缀合研究

刘　 丹１ 　 王　 勇２

（１􀆰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２􀆰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要： 《十诵律》 是第一部系统译为汉文的佛教广律。 该律翻译过程曲折、 文本层次复杂， 异本

异文众多， 亟待深入研究。 敦煌文献中目前已发现 《十诵律》 写本共 ５７ 号， 其中不少残卷或残片原

本属于同一写卷， 后经撕裂而分离为数号， 可以缀合。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边缘的拼合、

书风字迹与行款格式的比对、 文本内容的分析， 将其中的 ２０ 号缀合为 ８ 组； 另有一组存有缀合的可

能性， 暂无图片， 存疑待考。 缀合后的写卷形态完整， 揭示了写本时代 《十诵律》 修订与流传的全新

图景。

关键词： 敦煌　 《十诵律》 　 缀合　 未修本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６􀆰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０６１－１２

为了教义的贯彻和寺院的管理， 佛教为其信众设立了系统的禁戒与制度， 称为

“戒律”。 戒律规定了对信众所犯罪过的评判标准与处理方式， 规定了信众生活的基本

规范， 规定了信众集体活动的组织方式， 对佛教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自东汉佛

教传入， 至五世纪初， 数百年间， 汉地一直没有系统性翻译戒律文本。 姚秦弘始六年

（４０４） 十月十七日， 罽宾僧人弗若多罗在长安诵出胡本， 鸠摩罗什口译， 《十诵律》 的

翻译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而翻译未毕， 弗若多罗去世。 后来胡僧昙摩流支携带 《十诵

律》 梵本来华， 和鸠摩罗什合力译为五十八卷。 未及删定， 罗什入灭 （４１３）。 尔后另

一位罽宾僧人卑摩罗叉来华， 对此 《十诵律》 稿本加以删定， 又补译 《毗尼序》 三卷，
终于完成了翻译。

南北朝时， 《十诵律》 一直是流传最广、 影响最大的律典。 慧皎总结道： “自大教

东传， 五部皆度……虽复诸部皆传， 而 《十诵》 一本， 最盛东国。”①后来诸部律典， 往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７－１３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 “敦煌残卷缀合总集” （２０ＶＪＸＴ０１２）
作者简介： 刘丹 （１９９３－　 ）， 男， 湖北恩施人。 讲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王勇 （１９５６－　 ）， 男， 浙江杭

州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日本历史文化、 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
　 ①　 见 ［梁］ 慧皎著， 汤用彤校注、 汤一玄整理 《高僧传》 卷 １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 第 ４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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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沿用该律的用语。 但该律翻译过程曲折， 文本层次复杂， 异本颇多， 质量参差不齐。
其中敦煌本 《十诵律》 离成书时间较近， 未经后人校刻窜乱， 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该

律的原始面貌， 是该律整理研究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据笔者曾对已刊布的敦煌文献

的全面普查， 目前已发现 《十诵律》 残卷 ５７ 号。 其中不少残片系从同一写卷脱落， 可

以缀合。 《俄藏》 已经指出 “Дх３９２８、 Дх３９３０、 Дх３９３４、 Дх３９４２、 Дх３９７６、 Дх３９７８、
Дх４０３６Ａ、 Дх４０３９、 Дх４０４３、 Дх４０５１、 Дх４０５３、 Дх４０５７” 同属一卷①， 但并未交代每个

卷号与残片的对应关系。 《国图》 已经指出 “ＢＤ９４７＋ＢＤ９４８” 可以相互缀接②。 本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边缘的拼合、 书风字迹与行款格式的比对、 文本内容的分析，
又将其中的 ２０ 号缀合为 ８ 组； 除此之外， 另有一组存有缀合的可能性， 所惜暂无图版，
无法定论。 缀合详情如下：

一、 中村 １６４－３…Ф３１８

１􀆰 中村 １６４－３， 见 《中村》 卷下 ４８Ｃ－４９Ｃ。 卷轴装残卷， 后部如图 １ 右部所示：
首全尾残， 存 ２ 纸 （纸高 ２５􀆰 ５ 厘米， 装裱时天头地角有裁剪）， 共 ５４ 行 （末五行上部

残泐）， 行 １７ 至 ２１ 字。 隶书， 有乌丝栏， 有行间加校字。 写卷首题 “十诵律卷第六”，
所存内容起首题， 至 “比丘尼得比丘所宜衣” 句后四字止 （即 “尼萨耆波夜提法” 第

４ 条前半部分； 传世本中的翻译名词 “尼萨耆波逸提”， 该卷中统一作 “尼萨耆波夜

提” ）。 《中村》 定作 “十诵律卷第六”， 将其定为六朝写卷， 并谓 “出土地不明”。
２􀆰 Ф３１８， 见 《俄藏》 ５ ／ １５９。 １ 纸 （纸高 ２６􀆰 ５ 厘米）。 首尾皆残， 如图 １ 左部所

示： 存 ２３ 行 （首二行下部及末三行有残泐）， 行 １７ 至 １９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有行间

加校字， 有卜煞符号。 所存内容起 “若打尼萨耆波夜提” 句前三字 （即 “尼萨耆波夜

提法” 第 ４ 条后部； 传世本 “尼萨耆波逸提”， 该卷作 “尼萨耆波夜提” ）， 至 “若为

浣染打尼萨耆波夜提” 句 “萨” 字残字止 （即 “尼萨耆波夜提法” 第 ５ 条前部）。 原

卷无题， 《俄藏》 拟题 “十诵律卷第六”， 《孟录》 认为这是 ５ 至 ６ 世纪的写卷。
按： 此二号均为 《十诵律》 卷六残卷， 内容一前一后， 虽不直接相连 （中间约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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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的 “Дх” 指 《俄藏敦煌文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 简称 《俄藏》 ） 敦煌写

卷编号； “ＢＤ” 指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北京： 北京图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 简称 《国图》 ）
敦煌写卷编号； “中村” 指 《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蔵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書集成》 （文部科學省科學研

究費特定領域研究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 総括班， ２００５ 年， 简称 《中村》 ） 文献编号； “Ｓ” 指英

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 图片来自缩微胶卷、 《敦煌宝藏》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年， 简称 《宝藏》 ） 及 ＩＤＰ 公布的彩色照片； “羽” 指 《敦煌秘笈影片册》 （大阪： 武田科学

振兴财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简称 “秘笈” ） 敦煌写卷编号； 《翟目》 指英国人 Ｌｉｏｎｅｌ Ｇｉｌｅｓ （翟林奈） 所著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ｕｎ－ｈｕ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 １９５７）。 本文中可直接缀合的写卷一律用 “＋” 表示缀合关系， 不能直接缀合的卷号之

间标 “…”。 录文时原卷缺字用 “□” 表示， 残缺不全者用 “ ” 表示。
《国图》 条记目录认为这两号文句有错讹， 都是兑废稿， 但此二号卷面上并无 “兑” 字或相关题字。



７５ 行）， 但考虑到行款格式相近 （每行约 １７ 至 １９ 字，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同， 都

有行间加校字）， 特殊翻译名词使用习惯相同， 有缀合的可能性。 比较二号共有的

“為” “薩” “耆” “夜” 等字， 如表 １ 所示， 字迹书风似同， 很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
试作缀合如图 １ 所示， 所存内容参见 《大正藏》 Ｔ２３ ／ ４２Ａ２５－Ｐ４４Ａ１６。 《中村》 谓前号

“出土地不明”， 经缀合可以确定该卷亦为敦煌藏经洞写卷。

图 １　 中村 １６４－３ （局部） …Ф３１８ 缀合示意图

表 １　 中村 １６４－３、 Ф３１８ 字迹比较表

　 　 　 　 　 　 　 　 例字

卷号　 　 　 　 　 　 　 　
為 薩 耆 夜

中村 １６４－３

Ф３１８

二、 Дх１２２１５＋Дх１２１１８…Дх１２０５４…Дх１２０９４

１􀆰 Дх１２２１５， 见 《俄藏》 １６ ／ ６８Ａ。 卷轴装残片。 如图 ２ 右部所示， 存 １７ 行 （前 ２

行仅存上部 ３ 至 ７ 字， 后 ６ 行上下部均有残损）， 行约 １７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所存内

容起 “欲照闇故” 句前三字左侧残形， 至 “至后夜时即向王舍城” 句 “后夜” 二字残

画止。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今据内容拟题 “ 《十诵律》 卷九”。
２􀆰 Дх１２０５４， 见 《俄藏》 １６ ／ ２８Ｂ。 卷轴装残片。 如图 ２ 左上部所示， 存 １１ 残行，

每行仅存上部 １ 至 ３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所存内容起 “复作是念” 句 “是” 字上侧

残形， 至 “食已向佛广说” 句 “广” 字残字止。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今据内

容拟题 “ 《十诵律》 卷九”。
３􀆰 Дх１２１１８， 见 《俄藏》 １６ ／ ３６Ｂ。 卷轴装残片。 如图 ２ 左下部所示， 存 １１ 残行，

行存下部 ２ 至 ７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所存内容起 “便前入舍” 句前二字残字， 至

“闻是事心不喜” 句末二字残形止。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今据内容拟题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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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律》 卷九”。
４􀆰 Дх１２０９４， 见 《俄藏》 １６ ／ ３２Ｂ。 卷轴装残片。 如图 ２ 中部所示， 存 ４ 残行， 行存

中部 １ 至 ３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所存内容依次为 “便言可 ／明日作 ／王舍城 ／自”。 原

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今据内容拟题 “ 《十诵律》 卷九”。

　 图 ２　 Дх１２２１５＋Дх１２１１８…Дх１２０５４…
Дх１２０９４ 缀合示意图

　 　 按： 据残存文字推断， 上揭四号皆

为 《十诵律》 卷九残卷， 且内容前后相

承或相邻，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２ 所

示， Дх１２２１５ 与 Дх１２１１８ 左右相接， 原

本分属二片的 “便” “前” 二字皆得复

合为一。 Дх１２０５４、 Дх１２０９４ 虽不能与

Дх１２２１５＋Дх１２１１８ 直接相接， 但此数片

行款格式相近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

相近）， 字迹书风似同 （比较四号间交

互出现的 “城” “言” “舍” “明” 等

字， 如图 ２ 所示）， 可资参证。 四号缀合

后， 所存内容参见 《大正藏》 Ｔ２３ ／ ６３Ｂ１９－６３Ｃ１４。
表 ２　 Дх１２２１５＋Дх１２１１８ 与 Дх１２０５４、 Дх１２０９４ 字迹比较表

　 　 　 　 　 　 　 　 例字

卷号　 　 　 　 　 　 　 　
城 言 舍 明

Дх１２２１５＋Дх１２１１８

Дх１２０５４

Дх１２０９４

三、 ＢＤ１１７４１…ＢＤ１４５２１…羽 １７０

１􀆰 ＢＤ１１７４１ （Ｌ１８７０）， 见 《国图》 １１０ ／ ４９Ａ。 残片， 双面抄写。 如图 ３ 右上部所

示， 正面存 １１ 行， 每行存上部 ９ 至 １１ 字 （末行仅存中部两字残画）， 据完整文本推算，
该卷行约 １７ 至 １９ 字， 隶书， 有乌丝栏。 所存内容起 “不着茸” 句后二字， 至 “空中

天言” 句 “天言” 二字残字止， 亦即 “众学法” 第九条至第十三条。 《国图》 定名为

《十诵律》 卷十九。 《国图》 条记目录认为该卷正面是五世纪南北朝写本； 认为背面所

抄内容为 “斋意文 （拟） ”， 并定作归义军时期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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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ＢＤ１１７４１…ＢＤ１４５２１…羽 １７０ 缀合示意图

２􀆰 ＢＤ１４５２１ （新 ０７２１）， 见 《国图》 １２８ ／ ４０３Ａ－４０６Ｂ。 该卷原为罗振玉旧藏， 《贞
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 （续） 》 三集曾影印该卷， 较 《国图》 所载图版多出 １３ 行， 后面

即以此图为据。 该卷存 ６ 纸 （高 ２７􀆰 ４ 厘米）， 共 １６７ 行， 行 ２０ 至 ２５ 字， 前后部分如图

３ 中部所示。 隶书， 有乌丝栏， 有行间加校字， 条目起始处有 “ ” 状标号。 所存内

容起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句后四字左侧残形， 至 “从今不摇头坐家内” 句前三字止，
亦即 “众学法” 十三条至四十八条。 《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 （续） 》 三集将该卷与

其他两种律藏写本一起拟题为 “晋魏间书残律三种”； 《国图》 定名为 “ 《十诵律》 卷

一九”。 《国图》 条记目录认为该卷是五世纪东晋南北朝写本。 该卷背面本来有字， 被

裱补纸遮盖， 无法识读。
３􀆰 羽 １７０， 见 《敦煌秘笈》 ３ ／ ３８Ａ－４３Ａ。 卷轴装， 共 ９ 纸。 双面抄写。 正面部分首

残尾全， 共 ２３３ 行， 行 ２２ 字， 前部如图 ３ 左部所示。 隶书， 有乌丝栏。 有行间加校字。
所存内容起 “累 坐家内” 句， 至卷末 “若急因缘， 不犯” 句止， 亦即 “众学法” 第

五十五条至一百零七条。 该卷尾题 “十九 ” “善慧所供养” “一校尽” “萨婆多毗尼”
字样。 ＢＤ１４４５４ 《大智度论》 卷四八尾题 “比丘善慧所写供养”， 可参。 《敦煌秘笈》
拟题 “十诵律卷第二十”， 不确； 《高丽藏》 《赵城藏》 等中原系统的大藏经中， “众学

法” 八十五条至一百零七条确在卷二十； 但 《崇宁藏》 《思溪藏》 等南方系统的大藏经

中， 整个 “众学法” 都归入卷十九。 敦煌本的分卷正与南方系统的藏经一致， 当据此

拟题。 该卷背面也抄有多种内容， 分别题为 “钞本一卷” “辩中边论卷第一” 等。
按： 上揭三号皆为 《十诵律》 “众学法” 残卷， 内容前后相邻， 有缀合的可能性。

此三号行款格式相近 （行 １７ 至 １９ 字，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每个条目起始处都

有形状相似的点状标识）； 比较三号共有的 “突” “羅” “應” “學” 等字， 如表 ３ 所

示， 字迹书风似同； ＢＤ１１７４１ 和羽 １７０ 背面的文字字形也较为一致 （ＢＤ１４５２１ 背面被糊

住， 无法阅读）， 由此判断， 此三号应当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３ 所示， 所存内容参见

《大正藏》 Ｔ２３ ／ １３３Ｃ１９－Ｐ１３６Ｃ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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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ＢＤ１１７４１ 末行残存的 “天言” 二字在行中、 ＢＤ１４５２１ 首行残存的

“集” 字在行首； 从行款格式推断， “言” “集” 相差约半行 （约 １０ 至 １２ 字） 或一行

半 （３０ 至 ３６ 字）； 比照传世本， 其间相差 ２４ 字——— “净居诸天周齐被衣佛亦自见净居

诸天周齐被衣佛以是事”。 传世本的字数和写本的行款格式并不吻合。 这极有可能是抄

经时有脱文所致 （ＢＤ１４５２１ 上有大量的脱文和行间补字）。 总而言之， 这三号从书风字

迹、 行款格式、 卷背内容等方面看都高度一致， 但具体的字形词形并不统一， 如 “學”
字便同时存在 “ ” “ ” 等两种字形； 且具体内容和字形詞形与传世本均有一定的差

异， 反映了 《十诵律》 翻译之初文字混杂的古老样态。
表 ３　 ＢＤ１１７４１、 ＢＤ１４５２１、 羽 １７０ 字迹比较表

　 　 　 　 　 　 　 　 例字

卷号　 　 　 　 　 　 　 　
突 羅 應 學

ＢＤ１１７４１

ＢＤ１４５２１ 　

羽 １７０

四、 Дх５９９３…Ｓ􀆰 ６６６１＋Ｓ􀆰 １０６８７

１􀆰 Дх５９９３， 见 《俄藏》 １２ ／ ３０９Ａ。 残片。 如图 ４ 右部所示， 存八行， 有乌丝栏。 所

存文字为：
　 　 （应四重作僧伽）

□□□□出来衣、 无主衣亦 （如）
母， 名比舍佉， 诣佛所头面礼足， 却坐一 （面）
右肩合掌白佛言： 愿受明日请 （食及）
而归。 即夜办诸肴饍。 期夜中间， 佛

难： 若是时知相诸披罗门他问几时

星宿相失， 更星宿相出， 是时若 （他问）
阿难， 若过 （中夜） □□ （来）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拟题 “十诵律卷第二十七七法中衣

法第七之上”。 但该卷所抄内容与传世本 《衣法》 有别， 而与 Ｓ􀆰 ７９７ 背所抄未修本 《衣
法》 内容基本一致， 只是书风字迹更加工整。 所谓 “未修本”， 是指鸠摩罗什等翻译

后、 卑摩罗叉修定前的古本， 敦煌文献中有一批这样的 “未修本”， 王磊有 《敦煌六朝

写本与 〈十诵律〉 的翻译与校定》 （《中山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笔者有 《敦煌出土未修本 〈十诵律〉 再探》 （未刊稿）， 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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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Ｓ􀆰 ６６６１ （翟 ５４８８）， 见 《宝藏》 ５０ ／ ４７Ｂ－５６。 卷轴装， 首残尾全， 存 ４８４ 行， 行

约 ２６ 至 ３０ 字， 前部如图 ４ 左部所示。 楷书。 有乌丝栏。 有行间加校字。 所存内容起

“汝见何等因缘” 句后五字， 至卷尾 “是有法受” 句止， 内容大致相当于传本 《十诵

律》 卷二七至二八， 但文字差异很大。 写卷尾题 “衣法第七已二校” “僧灵寂、 僧弘

文、 僧腾” 字样。 《翟目》 称该卷为 “非正统律部文献” （Ｕｎ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Ｖｉｎａｙａ Ｔｅｘｔｓ），
《宝藏》 题作 “十诵律衣法第七”。 王磊指出， 该卷内容与 Ｓ􀆰 ７９７ 律本面所抄一致， 也

是 《衣法》 古本的传抄本， 洵为得之①。
３􀆰 Ｓ􀆰 １０６８７，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４ 中下部所示， 存 ５ 行， 隶书， 有乌丝栏。

所存内容为：
　 　 （行乞食伴）

（失） 伴、 不入险 （道）
饮食？ 答言： 大 （德）
汝见何等因缘

（若先） 乞食， 是 （病）
该残片无题。 与 Ｓ􀆰 ７９７ 比较， 可知这部分也是 《十诵律》 古本， 相对应部分完整

文句为：
　 　 “比舍佉！ 汝见何因缘， 欲与远行比丘饮食？” 答言：
　 　 “大德！ 远比丘若待僧中食满食， 若行乞食伴舍去， 或夜中入险道，
　 　 或独行旷泽。 是比丘食我食， 不失伴、 不入险道， 是故我与饭食。” “比舍佉！
　 　 汝见何等因缘， 欲与诸病比丘饮食？” 答言： “大德！ 病比丘不得随病饮食，
　 　 病难差， 是故我与随病饮食。” “汝见何等因缘， 欲与瞻病比丘饮食？” 答言：
　 　 “大德！ 瞻病比丘， 待中食满食、 若先乞食， 是病比丘瞻养事阙……”
该卷字迹工整， 隶味强烈， 大约也是南北朝的写本。
根据前面的研究， 上揭 Дх５９９３、 Ｓ􀆰 ６６６１、 Ｓ􀆰 １０６８７ 三号皆为未修本 《衣法》 残卷，

与 Ｓ􀆰 ７９７ 背所抄文字大体一致。 三号内容前后相邻或相承，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４ 所

示， Ｓ􀆰 １０６８７ 恰好可以补入 Ｓ􀆰 ６６６１ 右下角， 原本分属二号的 “失” “丘” 二字皆得复合

为一， 纵向乌丝栏亦可对接。 Дх５９９３ 虽不能与 Ｓ􀆰 ６６６１＋Ｓ􀆰 １０６８７ 直接相接， 但此数片行

款格式相近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字迹书风似同 （比较四号间交互出现的

“頭” “礼” “願” “所” 等字， 如表 ４ 所示）， 可资参证。

７６敦煌 《十诵律》 写本缀合研究

① 王磊 《敦煌六朝写本与 〈十诵律〉 的翻译与校定》， 《中山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４－９５ 页。



图 ４　 Дх５９９３…Ｓ􀆰 ６６６１ （局部） ＋Ｓ􀆰 １０６８７ 缀合图

表 ４　 Дх５９９３、 Ｓ􀆰 ６６６１ 字迹比较表

　 　 　 　 　 　 　 　 例字

卷号　 　 　 　 　 　 　 　
頭 礼 願 所

Дх５９９３

Ｓ􀆰 ６６６１

五、 国博写经 １２＋Дх１２１２１

１􀆰 国博写经 １２， 见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１１ ／ ３１－３２。 存 １ 纸， 后部如图

５ 右部所示， 共 ２９ 行， 行 １９ 至 ２６ 字。 隶书， 多俗字， 如 “婿” 写作 “ ”， “突” 写

作 “ ”， “知” 写作 “ ”， “众” 写作 “ ” 等。 有乌丝栏。 写卷首题 “杂诵第

四”， 题下直接接抄正文， 不换行， 分卷与传世本不同。 所存内容起首题， 至 “不久婿

死” 句首字止。 文字内容与传世本有别， 如 “畜眷属事” 与 “摩触比丘事” 中间， 传

世本尚有这样一段文字：
　 　 佛在舍卫国。 偷兰难陀比丘尼， 度淫女为弟子。 晨朝时到， 着衣持钵入舍卫城

乞食， 先共作不净行诸居士语诸居士： “我先共此比丘尼作不净。” 彼比丘尼愁恼。
是事白佛， 佛言： “从今不听度淫女。 若度者， 突吉罗。” （Ｔ２３Ｐ２９５Ａ６－１０）
该卷中则没有收载。 该卷题名分卷、 文段内容、 用字用词均与传世本不同， 极有可

能也是 “未修本” 《十诵律》。 据 《大观》 的介绍， 该卷原为梁玉书自新疆购得， 出土

始末不详。 卷背也有字， 但被裱补纸糊住了。
２􀆰 Дх１２１２１， 见 《俄藏》 １６ ／ ３７Ｂ。 残片， 双面书写。 如图 ５ 左部所示， 正面部分存

４ 行， 行约 ２２ 字。 隶书， 有乌丝栏。 所存内容起 “不久婿死” 句后三字， 至 “诸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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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王所守护” 句前三字残字止。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拟

题 “十诵律卷第四一明杂法之六”。

图 ５　 国博写经 １２ （局部） ＋Дх１２１２１ 缀合图　 图 ６　 ＢＤ１５７００＋Ｓ􀆰 ３７２５Ｂ 缀合图

　 　 按： 上揭二号皆为 《十诵律》 残卷， 所存文字与传世本卷四十一相近， 且内容前

后相承，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５ 所示， 国博写经 １２ 末行行末的内容和 Дх１２１２１ 首行

行首的内容相连成句， 其文曰 “不 ／久婿死”， 中无缺字。 又二号行款格式相近 （行约

１９ 至 ２６ 字，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比较二号共有的 “比丘” “家” “迦” “多”
等字， 如表 ５ 所示， 字迹书风似同， 可资参证。 二号缀合后， 所存内容参见 《大正藏》
Ｔ２３ ／ ２９４Ｃ１９－Ｐ２９５Ｂ１９。

表 ５　 国博写经 １２、 Дх１２１２１ 字迹比较表

　 　 　 　 　 　 　 　 例字

卷号　 　 　 　 　 　 　 　
比丘 家 迦 多

国博写经 １２

Дх１２１２１

六、 ＢＤ１５７００＋Ｓ􀆰 ３７２５Ｂ

１􀆰 ＢＤ１５７００， 见 《国图》 １４４ ／ １５８Ａ。 残片。 如图 ６ 右部所示， 存 ６ 残行， 每行存下

部 １０ 至 １５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所存内容起 “有五事故僧与下意” 句 “事” 字下部

残画， 至 “使白衣不得利失住处” 句首字上部残画止。 原卷无题， 《国图》 拟题 “十诵

律卷五一”。 不同的刻本藏经中， 这部分文字所属卷数不同： 中原系统的大藏经中， 这

部分文字属卷五一； 南方系统的大藏经中， 这部分文字属卷五十。 《国图》 条记目录称

该卷为 ９ 至 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据残存文字推断， 原卷每行约 １７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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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Ｓ􀆰 ３７２５Ｂ （翟 ４１０９）， 见 《宝藏》 ３１ ／ ２１Ｂ－５４Ｂ。 Ｓ􀆰 ３７２５ 内有两种不同的写卷，
以下分别称为 Ｓ􀆰 ３７２５Ａ、 Ｓ􀆰 ３７２５Ｂ。 Ｓ􀆰 ３７２５Ｂ， 卷轴装残卷， 前部如图 ６ 左部所示， 存

１８ 纸， 首残尾脱， 存 ４９８ 行 （前 ２ 行中残）， 行约 １７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有武周新

字。 所存内容起 “骂白衣” 句末字， 至 “破僧是无明者调达是” 句前八字止。 《翟录》
拟题 “十诵律增一法”。 中原系统的大藏经中， 该卷所存文字属卷五一； 南方系统的大

藏经中， 该卷所存文字属卷五十。 南方本、 中原本如有异文， 该卷多与南方本一致。
按： 参照南方系统大藏经， 上揭二号所存文字同属 《十诵律》 卷五十； 参照中原

系统大藏经， 上揭二号所存文字同属 《十诵律》 卷五一。 无论在哪个系统中， 此二号

所抄内容均同属一卷， 且内容前后相承，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６ 所示， 接缝处边缘吻

合， 原本分属二号的 “衣” “出白衣过” “使” 六字皆可拼合。 又二号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栏， 满行皆约 １７ 字，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字迹书风似同， 可资参

证。 二号缀合后， 所存内容参见 《大正藏》 Ｔ２３ ／ ３７０Ｃ２４－３７６Ｃ１１。

七、 Дх１６０９８…Дх１６４２７

１􀆰 Дх１６０９８， 见 《俄藏》 １６ ／ ２８０Ｂ。 残片。 如图 ７ 右部所示， 存 ３ 残行， 每行 ２ 字，
所存内容依次为 “时或 ／界耶 ／属比”。 原卷无题，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等未定名。 今

据内容推断， 该卷当属 《十诵律》 卷末附属的 《毗尼序》， 中原系统大藏经将相应文字

划入 《十诵律》 卷六十一， 南方系统大藏经则将相应文字划入 《毗尼序》 卷中。 据残

存文字推断， 原卷行约 １７ 字。

图 ７　 Дх１６０９８…Дх１６４２７ 缀合示意图

　 　 ２􀆰 Дх１６４２７， 见 《俄藏》 １６ ／ ３０３Ａ。 残片。
如图 ７ 左部所示， 存 ７ 残行， 每行仅存上部 ２
到 ８ 字。 楷书。 所存内容始 “说羯磨比丘独转

成女” 句后四字， 至 “还比丘尼应与比丘尼作

羯磨” 句 “还” 字右侧残形止。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拟题

“十诵律卷第六十一毗尼中杂品第三”， 中原系

统大藏经将相应文字划入 《十诵律》 卷六十

一， 南方系统大藏经将相应文字划入 《毗尼

序》 卷中。 据残存内容判断， 原卷行约 １７ 字。
按： 据残存文字推断， 上揭二号皆为 《十

诵律》 “毗尼序” 残片。 据完整文本推算， 满

行皆约 １７ 字。 且二号内容前后相邻， 存有缀合的可能性。 Дх１６０９８ 末行 “属比” 二字

与 Дх１６４２７ 首行 “独转成女” 之间缺约 １５ 字， 比对完整文本， 所缺内容为 “丘尼问比

丘结界羯磨时说羯磨比丘”， 可推知二号左右相接， 中无缺行。 比较二号共有的 “時”

０７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界” “比” 等字， 如表 ６ 所示， 字迹书风似同。 又二号行款格式相同 （满行皆约 １７
字，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由此判定二号确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７ 所示， 所存

内容参见 《大正藏》 Ｔ２３ ／ ４５６Ｂ２８－４５６Ｃ８。
表 ６　 Дх１６０９８、 Дх１６４２７ 字迹比较表

　 　 　 　 　 　 　 　 例字

卷号　 　 　 　 　 　 　 　
時 界 比

Дх１６０９８

Дх１６４２７

八、 Дх１８５７８…Дх９２７８

１􀆰 Дх１８５７８， 见 《俄藏》 １７ ／ ２２８Ｂ。 残片。 如图 ８ 右部所示， 存 ２ 残行， 首行 ４ 字，
次行 ２ 字。 楷书。 所存内容依次为 “忆复受王 ／是夜”。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拟题 “十诵律卷第六十一毗尼中杂品第三”， 这种拟题参考了中

原系统大藏经的分卷。 南方系统大藏经中， 相应文字被划入 《毗尼序》 卷中。 据残存

文字推断， 原卷每行约十七字。

图 ８　 Дх１８５７８…Дх９２７８ 缀合示意图

　 　 ２􀆰 Дх９２７８， 见 《俄藏》 １４ ／ １４６Ａ。 残

片， 如图 ８ 左部所示， 存 ２ 残行， 首行存

６ 字， 次行存 ５ 字。 楷书。 所存内容依次

为 “ （长） 病五者饥饿 ／人听心生念”，
文字与传世本略有出入。 原卷无题， 《俄
藏》 未定名，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拟题

“十诵律卷第六十一 （毗尼序卷中） 毗尼

中杂品第三” ， 这种拟题也参考了中原系

统大藏经的分卷。 南方系统大藏经中， 相

应文字被划入 《毗尼序》 卷中。 据残存文

字推断， 原卷每行约十七字。
按： 据残存文字推断， 上揭二号皆为

《十诵律》 “毗尼序” 残片。 据完整文本推算， 满行皆约 １７ 字。 二号内容前后相邻， 存

有缀合的可能性。 二号字迹书风似同， 且行款格式相同 （满行皆约 １７ 字， 行距、 字

距、 字体大小相近）。 由此推断二号极有可能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８ 所示， 所存内容

参见 《大正藏》 Ｔ２３ ／ ４５７Ａ１－４５７Ａ１３。
除开前面八组， Ｓ􀆰 ７８１９ 和中村 ２７ 也存有缀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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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 ７８１９， 暂无图片， 方广锠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 （斯 ６９８１ －斯 ８４００
号） 》 （４７８ 页） 有叙录。 据叙录， Ｓ􀆰 ７８１９ 是 《十诵律》 卷七的残片， 存 １２ 行， 行 １７
字， 隶书， 有乌丝栏， 有近代装裱， 有行间加行； 前部存文始于 《大正藏》 Ｔ２３ ／ ４７Ｃ
１３－１６， 后部存文至 Ｔ２３ ／ ４８Ａ１。

２􀆰 中村 ２７， 见 《中村》 卷上 １５２Ａ－１５９。 卷轴装， 首脱尾全， 存 ２５ 纸， 共 ５１６ 行，
每纸 ２０ 至 ２１ 行， 行 １７ 字。 隶书， 有乌丝栏。 有行间加字， 地脚有补字。 所存内容起

“佛在王舍城” 句， 至尾题 “十诵律卅事卷第七” 止， 后有题记 “用帋廿六张” “五月

四日经生氾亥仁所写讫” “一校竟”。 所存文字见 《大正藏》 Ｔ２３Ｐ４８Ａ３－Ｐ５４Ａ１３。
综上所述， Ｓ􀆰 ７８１９ 和中村 ２７ 文字前后相邻， 且两卷书风字迹相似 （均为隶书）、

行款格式相近 （都有乌丝栏、 行 １７ 字）， 存有缀合的可能性。 所惜暂无图片， 无法作

进一步探究。
通过对写卷内容的分析和断痕、 书风字迹、 行款等方面的比定， 上文我们将 ２０ 号

（片） 《十诵律》 残卷或残片缀合为 ８ 组。 缀合工作可以恢复写卷的本来面貌， 也可以

勘正前贤孤立研究带来的疏失。 如第五组中， 国博写经 １２ 与 Дх１２１２１ 本为同一写卷撕

裂，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称 Дх１２１２１ 为 “十诵律卷第四一明杂法之六”， 而国博写经

１２ 首题 “杂诵第四”， 经缀合可知这是分卷不同于传世本的 “未修本”， 《俄藏敦煌文

献叙录》 定名不够准确。 又国博卷原为梁玉书自新疆购得， 出土始末不详， 今此号可

与俄敦残片缀合， 则可初步断定此号亦应为敦煌藏经洞之物。 第三组、 第四组可能也是

性质相近的 “未修本”。 又如第六组中， ＢＤ１５７００ 与 Ｓ􀆰 ３７２５Ｂ 亦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国图》 条记目录称 ＢＤ１５７００ 为九到十世纪归义军时期楷书写本， 而 Ｓ􀆰 ３７２５Ｂ 上有大量

武周新字， 书写年代或应更早， 则知 《国图》 条记目录断代不够准确。 另外， 缀合工

作还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理解写卷的性质， 理解写卷的流传与分散过程。 总之，
这是一项极为基础性的工作： 只有系统性地对整个敦煌文献进行缀合整理， 才能从总体

上摸清敦煌遗书的基本面目， 并推动研究的全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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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徐显秀墓菩萨联珠纹探源

沈　 雪　 郑炳林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有多处联珠纹图案出现在人物服装中， 其中两处联珠圈内为一中原菩

萨形象。 联珠纹与菩萨各自关联到不同的宗教背景， 却同时出现于一位北齐贵族的墓葬中， 若这一图

案代表的是实际存在的织物， 则其产地及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文化脉络值得深究。 本文将尝试求证其

是否为实际存在的织物， 并从生产条件、 文化背景等方面追溯其产地。

关键词： 联珠纹　 菩萨　 产地　 织物

中图分类号： Ｊ２１８􀆰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０７３－１２

徐显秀墓位于山西太原王家峰村， 即北齐时晋阳城附近， ２００２ 年被评为 “中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以下简称徐墓）。 墓的甬道两侧和墓室内四壁等均绘有壁画， 共有 ３００
多平方米。 此墓一经发掘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墓中精美的壁画为丝路文化交流

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 墓中北壁、 东壁和西壁中出现的联珠纹也引起了中外学

者的诸多关注， 尤其是东壁和西壁出现的联珠纹， 其图案颇为相似， 都是联珠圈内有一

人物头像： 头戴宝冠， 宝缯垂肩， 面容安详静秀， 与中原菩萨形象实无二致， 故荣新江

将这一图案称为 “菩萨联珠纹”①， 本文延用这一名称。
据徐显秀墓志， 徐为忠义人， 其祖安， 为怀戎镇将。 墓志称徐为边地少年， 先入尔

朱荣军中， 后追随高氏， 官至太尉。②据考证， 忠义郡当为蔚洲治下， 此地人民多为怀

荒等边镇旧民， 对徐显秀少时的边镇属民身份当无疑议。③六镇之地除了鲜卑武将， 还

有粟特人， 突厥人及其他少数民族， 在多民族文化杂处的背景下， 虽然徐为汉人， 却有

可能熏染了较为浓厚的鲜卑习俗， 且多与胡人有所往来。 从徐墓壁画和出土文物来看，
有学者认为墓葬整体受祆教文化因素影响， 甚至怀疑墓葬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同年龄和身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１２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２０２１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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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人骨， 极有可能是因为施行祆教的葬俗导致。① 联珠纹图案具有琐罗亚斯德教即祆

教背景， 联珠圈本身即象征光明。 菩萨联珠纹的联珠圈和菩萨头像各自关联到不同的宗

教背景， 却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图案中， 其背后原因和意义值得深究。 如徐墓壁画中的这

一菩萨联珠纹确有极大可能是实际存在的纺织品， 那么这一织物是哪里生产的？ 图案的

来源又是哪里？ 这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文化脉络值得一探。

一、 是否为实际存在的织物

徐墓壁画中菩萨联珠纹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为西壁牛车旁侍女的下半身衣服边缘和

袖口边缘 （图 １、 图 ２）， 一为东壁马鞍袱的边缘 （图 ３、 图 ４）。 这两处地方都是以纺

织品的形态呈现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两个织物图像都是实际存在的菩萨联珠纹织物？
会否是画匠的即兴创作？ 本文认为这种菩萨联珠纹织物应是实际存在的织物。

　 　 　 　 图 １　 东壁备车图侍女　 　 　 　 　 图 ２　 侍女袖口处联珠纹

　 　 　 　 图 ３　 西壁鞍马局部　 　 　 　 　 　 　 图 ４　 马鞍袱上联珠纹

（图 １－４ 均采自 《北齐徐显秀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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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壁画绘制情况来看， 不同于同时代的北齐娄睿墓和湾漳大墓等， 徐墓壁画用笔简

练、 快速， 犹如行云流水， 且人物形象和细节刻画的非常生动， 足见绘制者技法成熟、
功力深厚。① 以徐显秀当时的地位和背景， 负责绘制壁画的人应是顶尖的工匠或画师，
更会根据徐家人的要求尽量将主人生前的尊荣表现出来， 凡入画的内容必要有所依据，
所以人物服饰、 画面布局也都非常讲究。 虽然笔法流畅画得很快 （据发掘简报， 墙角

还有没来得及丢弃的剩余颜料）， 但画面内容多是有所参照的， 画家自己创作、 自作主

张将菩萨面容绘入联珠圈内的可能极小。

　 　 　 图 ５　 撒马尔干大使厅壁画

（采自 《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
　 粟特王出行图局部）

　 　 再看马鞍袱上的联珠纹， 与牛车旁侍女

服装身上的联珠纹， 菩萨面容、 图案构成均

极为相似， 只是颜色不同。 这种联珠纹织物

装饰马鞍袱的形制可在中亚的壁画和浮雕中

找到类似的例子 （图 ５）， 图 ５ 中壁画虽然漫

漶， 仍可见马背上鞍袱的边缘饰以联珠纹，
只是其联珠窠较大， 撒马尔罕壁画中还有许

多类似的联珠纹 “鞍袱”。 所以徐墓壁画中

所绘联珠纹马鞍袱应为实际存在的织物。
除了菩萨联珠纹外， 北壁墓主人身前的

两位侍女， 所着服装上也有两种图案的联珠

纹， 一为联珠对兽对鸟纹， 一为联珠花卉。
在我国出土的织物中均可找到类似的图案

（图 ６、 图 ７）。 因此， 东壁和西壁画中的菩

萨联珠纹也应是现实中存在的织物。 从丝路

沿线出土的联珠纹织物来看， 这种织物一般是锦、 绮等， 都属于比较奢侈昂贵的， 且多

为胡人所穿着。 那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三位面容不似胡人的侍女身上呢？ 这三个侍女的情

况有所不同： 北壁两位侍女立于墓主人身前， 束发， 头戴四角冠， 外着小袖衫， 细观其

身上的联珠纹织物不是作为锦缘， 而是整件衣身都是用联珠纹织物制成的， 整体造型颇

有胡汉融合的味道； 西壁牛车侍女， 其发型绝非束发， 整体打扮更似西胡。 史载北朝杂

以戎夷之制， “爰自北齐， 有长帽、 短靴、 合袴、 袄子， 朱紫玄黄， 各任所好。 高氏诸

帝， 常服绯袍”②。 又 《北齐书》 文宣帝诏曰： “……又奴仆带金玉， 婢妾衣罗绮， 始

以创出为奇， 后以过前为丽， 上下贵贱， 无复等差。”③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侍女穿着

如此华丽又 “富有创意” 就说的通了。 整个墓室壁画中只有三位侍女穿着此等昂贵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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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图 ７
（图 ６　 红底对狮联珠纹锦，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图 ７　 团花纹锦， 采自 《丝绸之路 汉

唐织物》 图三九）
衣料制成的服装， 究其原因， 当是因为身份有别于其他婢女 （从三个侍女在壁画中所处

的位置来看， 应是近身服侍的婢女）， 且也可以此烘托墓主人生前的荣耀与尊贵， 至于为

什么是联珠纹织物， 而非其他图案的织物， 应与徐显秀鲜卑化的汉人身份和当时胡风当道

的社会风气有关。 南北朝时随着丝路贸易的兴盛， 各种异域风情的织物也已为人们所熟

悉。 又北齐时， 朝野上下受胡风浸染甚深， “后主末年， 祭非其鬼， 至于躬自鼓舞， 以事

胡天， 邺中遂多淫祀， 茲風至今不绝后”①。 高氏皇帝祀胡天， 常服绯袍， 上行下效， 侍

女衣料中出现联珠纹或身着胡服也只是这种风气的反映罢了。 新疆阿斯塔那 ２０６ 号墓就

曾出土过一个头梳高髻， 身着精致间色裙的唐代女舞俑， 身上所穿半臂就是联珠对鸟纹

锦制成。
从服装形制上看， 牛车旁侍女所穿服装， 下半身的菩萨联珠纹应是作为镶拼的衣边

和下摆的锦缘出现的， 上半部分的联珠纹当是袖口的锦缘。 有研究者说这件衣服下半身

图 ８　 北朝锦袍

（采自 《中国物质文化史·纺织 （上） 》 图 ４－５－２）

是间色裙， 从已经发现的间色裙

的图像资料来看， 这种可能性不

大， 因为间色裙的下摆通常不会

再镶拼这么宽的锦缘。 只是若为

胡服类的袍服， 何以是右衽呢？
史载 “披发左衽” 才是胡服的

面貌②。
　 　 在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

织 （上） 》 中有一件北朝时期的

袍服 （图 ８）， 同样也为右衽，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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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的镶边也较宽， 只是领口和袖口的款式与牛车侍女所着袍子不同①。 此处值得指出的是，
图 ８ 中领口及肩膀镶拼其他颜色织锦的细节属于粟特人服饰特色②， 而大袖和右衽属于

汉族服饰的细节， 却同时出现在这一袍服上， 这恰恰是南北朝时期胡汉交融在服装上的

一个反映。 另日本 Ｍｉｈｏ 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床 Ｊ 板块右幅图像， 在下方 “地上世界”
中③， 有一舞蹈女子， 所穿袍服与徐墓中联珠纹侍女所穿十分相似： 交领右衽， 下摆镶

边上的圆圈应为联珠纹， 窄袖， 且袖子较长， 袖口有镶边 （图 ９）。 这一石棺床为在华

粟特人祆教信仰的一个反映， 其中有诸多胡人形象， Ｊ 板上方的四壁女神经学者比定为

娜娜女神。 此处有几个细节值得探究：

图 ９　 Ｍｉｈｏ 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床

（采自 《中国祆教艺术史》 彩图五）

　 　 第一， 细看徐墓中胡服侍女袍服下摆，
画匠有浅浅地勾勒一条横线， 将衣缘图案

分成一横一竖两个部分描绘， 注意比对勾

线上下宾花细节即可发现－这与前述舞蹈

女子袍服的细节不谋而合， 虽然一个是墓

室壁画像， 一个是石刻像， 表现手法不同，
但两位工匠都将衣服的细节刻画了出来，
这只能说明这种袍服的衣缘就是这样裁制

拼缝的。 且 Ｍｉｈｏ 石棺床双阙上也有头戴三

棱风帽， 身着交领右衽袍， 腰束带， 足登

长靿靴的人物形象， 与徐墓壁画中许多人

物如出一辙。 这诸多相似之处， 应是不同

领域的工匠对当时服饰形制的描绘与刻画。
因此， 这件衣袍应是当时生活中常见的款

式， 且为胡装打扮的女子所穿着， 画匠只是将现实生活中的服饰入画而已。
第二， Ｊ 板上的女子并没束腰带， 上半身的交领衣襟也没有镶拼锦缘， 只有下半身有

锦缘， 这个细节也与徐墓中一样。 但一般这类的袍服， 通常会整个衣衽都装饰锦缘。 二者

有别于常规却一致的细节， 正好说明， 这类胡服就是真实存在的款式。 至于是如何做到只

在下半身镶拼锦缘的， 有可能采取了上下分裁的方法， 裁剪方式类似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藏一件出土于北高加索的卡夫坦 （Ｃａｆｔａｎ）。④ 这件卡夫坦专家将之复原后， 可以清晰地看

到其上下半身不是连裁的， 而是在腰部开缝分裁， 并于腰部侧襟处缝了纽袢以闭合。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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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徐墓中胡服侍女的发型与 Ｊ 板中女子有相似之处， 但 Ｊ 板中女子明显脑后有

发髻， 徐墓中侍女则没有。 有学者指出阿旃陀 １７ 窟中有女子发型与该侍女发型类似。①

二者轮廓虽有相似， 但 １７ 窟女子为卷发， 徐墓中侍女则更像辫发盘在头上。 史载南北

朝时高昌 “女子头发辫而不垂”②， 说明当时确有辫发不垂的发式。 无论如何， 总体上

来看， 徐墓中的这位女子整体是做胡人打扮。
北魏前期孝文帝改制前， 拓跋鲜卑仍着鲜卑服饰， 小袖袍在北魏早期墓葬和石窟

中， 十分常见， 这种袍服基本上为交领， 左右衽和对襟都有， 长度及膝， 在领口边缘和

下摆都有撞色的镶边。③ 可参见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画像砖中人物④和云岗石窟十

七窟供养人形象。⑤ 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的政策后， 褒衣博带的汉服和袴褶这类受胡服

影响出现的服装， 在人们的生活中都司空见惯。 六镇起义后， 以高欢为首的统治集团多

以鲜卑自居， 反对孝文帝以来的汉化政策， 服饰上又趋于胡化。 如徐墓中所常见的， 交

领右衽的长袍、 长靿靴搭配以及改良后的 “垂裙皂帽” （三棱风帽） 的形象， 具是经历

汉化以后的鲜卑服饰。 如牛车侍女所着衣袍， 当是受西域服饰风格影响的胡服， 其渊源

可追溯到粟特人和萨珊波斯人所穿的卡夫坦 （如前文所述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件袍服），
种类多样， 包括交领和对襟的款式。 谢尔盖 􀆰 琴科夫曾基于中亚地区的考古材料地对

５－８世纪的粟特服饰进行了整理和分类， 其中就有交领、 小袖的长袍。⑥ 除了上文提到

的 Ｍｉｈｏ 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床之外， 关于在华粟特人的着装， 在北周史君墓、 西安康业

墓石椁中也有发现。 如北周史君墓石堂南壁浮雕中举杯的粟特人形象， 也穿着交领右衽

的袍子， 衣衽、 下摆和袖口均有镶边。⑦

如上所述， 徐墓中牛车旁侍女所穿袍服应是当时常见的胡服款式， 用来做衣缘、 下

摆和袖口的菩萨联珠纹也应是实际存在的织物。 如此说来， 此处真实地发生了 “穿戴”
和 “使用”， 但从当时的崇佛氛围来看， 却有不敬之嫌。 难道说，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图

案的纺织品只是昙花一现， 未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原因？ 又或是联珠圈内并非菩萨头像？
这些疑问应与其产地、 输出对象和图案母题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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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菩萨联珠纹产地溯源

在目前发现的联珠纹织物中， 联珠圈内经常出现的图案有羊、 鹿、 野猪头、 天马、
含绶鸟、 森木夫 （ｓｅｎｍｕｒｖ） 等动物， 多具有宗教或文化含义的， 联珠圈本身也象征者

光明。 这类图案早期通常与琐罗亚斯德教 （在中国称之为祆教） 联系在一起， 后来随

着这种纹样在丝路上的传播， 其宗教含义慢慢淡化， 装饰性增强， 并被各个地方的文化

赋予新的内容传承了下来。 徐墓中所见的联珠纹图案明显受到了萨珊波斯艺术的影响。
然而， 徐墓中的菩萨联珠纹， 其人物形象， 无论是画法还是人物面容， 都是汉地的菩萨

无疑。 要诞生这种融合了祆教装饰图案、 佛教偶像和中原艺术风格的织物， 其产地需要

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生产条件： 优秀的织工、 生产材料 （如丝）， 结构较为复杂的织机。
第二、 社会背景： 这类菩萨形象和联珠纹织物同时广泛存在于社会环境中， 且为人

所熟悉。
第三、 输出对象： 通俗的讲， 就是生产出来给谁穿， 或者是谁定制了这种织物。
联珠纹织物从纺织材料上看， 主要有丝织物和毛织物， 尤其是丝织品， 占大宗。 菩萨

联珠纹织物若是产于汉地， 那么极有可能是锦， 且从我国目前出土的联珠纹织物来看， 确

实锦比较多。 众所周知， 我国的丝纺织业极为发达， 著名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就属

于经锦， 只是南北朝时战乱频仍， 是否还有实力生产出如此精美复杂的织物呢？
自汉时起， 已设有东西织室作为官营手工作坊，① 产品有 “锦绣、 冰纨、 绮縠”②。

此时丝织业已非常发达， 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四川地区， 尤其是蜀锦， “几欲夺

襄邑之席， 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 遂使锦绫专为蜀有”。③ 后五胡入主中原之时，
都非常重视对劳动人口的掌控， 搜刮工匠归政府管制， 如拓跋珪攻占中山， 即将 “百
工伎巧十余万口”， 迁至京师。 且多承旧制， 如石赵的中尚方、 御府和织成署的织锦工

巧， 就有数百。④ 邺中织锦署织有 “大登高、 小登高、 大明光、 小明光、 大博山、 小博

山、 大茱萸、 小茱萸、 大交龙、 小交龙、 蒲桃文锦、 斑文锦、 凤凰朱雀锦、 韬文锦、 桃

核文锦……不可尽名也”， 除此之外还有 “鸡头文罽、 鹿子罽、 花罽”。 石虎 “又尝以

女伎一千人为卤簿， 皆着紫纶巾、 熟锦袴、 金银镂带、 五纹织成靴”。⑤

由此可见当时丝织品不但种类丰富， 产量也颇为可观， 且罽属于毛织物， 源自西域， 说

明胡人工匠当时亦不在少数。 《艺文类聚》 载： “梁皇太子谢勑賚魏国所献锦等启曰， 山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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毳， 东燕之席， 尚传登高之文， 北邺之锦， 犹見胡绫织大秦之草， 戎布纺玄莵之花……又谢

东宫賚辟邪子锦白褊等启曰， 江波可濯， 岂藉成都之水， 登高为艳， 取映凤皇之文， 至如鲜

洁齐纨， 声高赵縠。”① 北朝所产织锦， 质量亦不在蜀锦之下， 且各个品种的丝织物都继

续生产， 丝路贸易发达， 来自大秦的胡绫和印度的戎布还是随着胡人商队如约而至。

图 １０　 联珠孔雀纹锦

（作者摄于青海藏文化博物馆）

　 　 至北齐时， 又设有泾州丝局、 雍州丝

局、 定州紬绫局。② 官营作坊如此发达， 必

然具备生产材料、 技艺高超的工匠和相应的

织机。 民间也有许多贵族， 家有小型作坊，
私藏工匠， 屡禁不止， 如毕义云 “家有十余

机织锦”， 并因此而获罪③。 又祖珽尝 “出
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百余匹” 与人赌

乐④， 可见当时北朝确有出产西方风格的丝

织物。⑤ 青海、 新疆等地都曾出土联珠孔雀

纹的织锦 （图 １０）。
那么南朝是否也具备同样的生产条件

呢？ 自东晋以来， 大批北人南迁， 其中不乏

诸多工匠， 遂也将丝织技术带到了南边。 南朝政府大力劝课农桑， “荆城跨南楚之富，
扬部又全吴之沃。 鱼盐杞梓之利， 充仞八方； 丝绵布帛之饶， 覆衣天下”。⑥ 益州此时

仍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地。 隋时， 何稠曾为隋文帝制波斯锦， “锦成， 逾所献者”。 其叔

父何妥史载为细脚胡， 入蜀后为南梁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之事而致巨富⑦。 何氏作为细

脚胡， 据考即为粟特商胡， 曾为萧梁王室制作西方风格的丝绸和金银器。⑧

从上述史料和考古材料来看， 当时的北齐和南朝， 都具备生产这类织锦的条件， 但

是菩萨形象是如何走入联珠圈内， 成为纺织品图案的呢？ 为了探寻这一联珠纹织物产生

的来历， 有必要追究佛、 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情况。
佛教和祆教都属于外来宗教， 或许在佛教进入中国初期， 由于信众对于佛教尚不甚

了解， 所以在瓦当或是其他器物装饰中出现了佛教神祇的人物化形象， 但随着佛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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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李延寿撰 《北史》 卷 ８２ 《何妥传》、 卷 ９０ 《何稠传》， 第 ２７５３、 ２９８５ 页。
林梅村 《何稠家族与粟特工艺的东传》， 收入荣新江、 罗丰 《栗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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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的深入， 这种现象逐渐消失了。 南北朝时， 由于战乱频繁， 统治者依赖佛教巩固

其政权故大力推崇， 百姓希望从中找到精神寄托故信仰供奉。 然而细究起来， 南朝和北

朝在佛教信仰方面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 北朝重在 “力行”， 南朝重在义理。 北魏臣工

自诸王以下， 以致阉党、 羽林、 虎贲等， 多舍宅立寺。 朝廷上下之奉佛， 仍首在建功

德， 求福田饶益。 故造像立寺， 穷土木之力， 为北朝佛法之特征。① 《洛阳伽蓝记》 载：
景乐寺， 太傅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寺西有司徒府， 东有大将军高肇宅， 北连义

井里……有佛殿一所， 像辇在焉， 雕刻巧妙， 冠绝一时……至于六斋， 常设女乐……及

文献王薨， 寺禁稍宽， 百姓出入， 无复限碍。 后汝南王悦复修之。 悦是文献之弟。 召诸

音乐， 逞伎寺内。②

如上所见， 舍宅立寺当为力行供奉的 “虔诚之举”， 但实际对佛教的信仰颇为表面化，
逞伎寺内实为不敬。 北齐诸帝亦崇信佛法， 却也胡化甚深。 《北齐书·神武纪下》 记载：

　 　 神武以孝武既西， 恐逼崤、 陕， 洛阳复在河外， 接近梁境， 如向晋阳， 形势不

能相接， 乃议迁邺， 护军祖莹赞焉。 诏下三日， 车驾便发， 户四十万狼狈就道。 神

武留洛阳部分， 事毕还晋阳。③

在这四十万户中也包括了西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其中不少应是西胡。④ 何以见得

呢？ 北齐诸帝多有喜握槊、 胡乐者， 且后来多有胡人近臣如穆提婆、 高阿那肱受封高

位， 胡风之盛， 胡人之多可见一斑。
相对北朝而言， 南朝帝王即位， 年岁稍长知学者， 靡不讲理佛学， 并重学理。 帝王之

信佛者， 多于佛寺设斋， 又尝于宫殿设四部无遮大会， 或无碍法善会。 会中帝或亲行讲经

说法， 大赦天下， 并且为之改元。 更有梁武帝、 陈武帝舍身入寺。⑤ 究其根本， 皆因南朝

诸帝均以汉文化为出发点而接纳佛教， 与北齐高氏以鲜卑自居， 看待佛教颇为不同。

　 　 　 　 　 图 １１　 　 　 　 　 　 　 　 　 　 图 １２ 图 １３
（图 １１－１３　 邺城北吴庄出土菩萨造像， 均采自 《邺城北吴庄出土菩萨造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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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墓中的两处菩萨联珠纹图案， 其菩萨形象颇为一致： 头戴三叶宝冠， 宝缯束扎后

垂下， 面庞圆润静秀。 这一风格的菩萨造像， 在北齐境内十分常见 （图 １１、 图 １２、 图

１３）。① ６ 世纪天竺佛像一再东传， 高齐重视中亚胡伎艺和天竺僧众， 对北魏汉化政策的

抵制， 使得此时的北齐造像不再是 “褒衣博带、 秀骨清相”， 而是具有笈多时代秣菟罗

艺术风格。② 但又不同于犍陀罗式的高鼻深目， 此时的菩萨面容更为本土化， 五官更为

柔和圆润。 李裕群在论及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时曾指出， 北齐邺城地区和太原地区

的佛教造像都受到了南朝的影响。③ 从成都出土的菩萨造像来看， 也可找到如徐墓中联

珠纹内的菩萨形象 （图 １６）。 南北朝造像， 此时都受到了笈多风格的影响， 大量的僧侣

或经西域沿陆路来到中国， 或从海陆来到中国， 随之而来的一定也有擅长造型的域外工

匠。 这里考察其时丝路沿线发现的造像， 或可发现一些与本文提到的图案构成有关的线

索。 （图 １４、 图 １５、 图 １６）

　 　 　 　 　 　 图 １４　 　 　 　 　 　 　 　 　 　 　 图 １５ 图 １６
（图 １４　 印度中部出土红砂岩神龛， 采自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ｍａ⁃
ｌａｙａｓ ａｔ ｔｈｅ Ｄａｌｌａｓ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 图版 １９； 图 １５　 焉耆明屋遗址出土陶砖， 大英博物馆

藏 ＭＡ􀆰 １１０８； 图 １６　 徐墓菩萨联珠纹， 作者手绘）
图 １４ 来自印度中部地区， 是笈多时代 （５ 世纪晚期）。 在印度， 这种神龛是极为常

见的寺庙装饰形态， 龛内的圆形部分俗称月亮屋或牛眼睛， 联珠圈内， 柔和的人物面庞

是笈多时代的常见造像特征之一。④ 这种神祇头像与 “月亮屋” 的组合， 在 ５－６ 世纪北

方邦还可找到类似的构件， 但神龛整体发生了一些变化。⑤ 笈多时代， 统治者采取宽容

的宗教态度， 雕刻这些印度教寺庙的工匠同样也负责雕刻佛教寺庙， 所以这种壁龛形式

并不一定是印度教独有， 也会应用到佛教寺庙的装饰中。 图 １５ 是斯坦因在新疆焉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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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遗址发现的陶砖， ６－７ 世纪，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内， 菩萨头戴三面宝冠， 呈现出犍陀

罗造像风格。 这三张图片中的人物面容并不相似， 但是其联珠圈＋人物 （神祇） 的构成

形式存在高度的相似性， 彷佛在揭示着某种联系。
本文认为菩萨联珠纹织物产生的方式可能有两种： 第一， 随着丝路上西域、 南北朝

僧侣及商人往来于中西， 这种图案构成形式也随之沿着丝路来到了中土， 纺织工匠参考

其他艺术形式， 创作了菩萨联珠纹。 历史上也不乏不同领域的工匠相互借鉴图案的例

子， 比如纺织品中的勾连雷文在青铜器上出现， 又比如固原北魏漆棺画中的交波纹也有

类似结构的图案出现在织锦上；① 第二， 中亚地区已有类似构图的联珠纹织物传入中

国， 纺织工匠将其本土化了。 美国大都会馆藏有一件王者半身像联珠纹织物 （图 １７），
这块 ７－８ 世纪的中亚织物有两层联珠圈， 联珠圈内的人物形象与萨珊波斯王者的形象

相近。 菩萨在佛教中是释迦摩尼的前世， 是世俗中的王者。 在佛教造像中， 菩萨头戴宝

冠的形象， 即与此有关。 在敦煌莫高窟早期的菩萨造像中， 其头冠就受到了萨珊波斯王

冠装饰元素的影响。② 如果将 “菩萨” 作为王者的另一种形象， 代入联珠圈内也合乎

情理。

图 １７　 中亚出土半身像联珠纹锦

采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藏品号 ２００８􀆰 ７９

　 　 那么， 徐墓中的菩萨联珠纹究竟是诞

生于着装 “以创出为奇” 的北朝， 还是

宫人会 “服用射猎锦文” 的南朝？③

如果菩萨联珠纹出现在南朝， 那么益

州地区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这里同时具备

了出色的生产条件、 可参考的佛教造像以

及往来于中西弘法的僧侣和经商的胡人，
但需要指出的是， 正是因为诸多僧侣布道

宣教， 大力推动了益州地区的佛学教义的

发展，④ 加之南朝统治者不同于北朝的对

佛教独一无二的虔信态度， 菩萨联珠纹不

可能诞生于益州。 最根本的原因是， 徐墓

整体具有很浓厚的祆教信仰的暗示和装饰

趣味， 在这一语境下， “菩萨头像” 出现

在 “胡服侍女” 的服装上， 即 “以佛入祆”， 用佛教中的菩萨形象构成富有祆教意味的

３８北齐徐显秀墓菩萨联珠纹探源

①

②
③
④

赵丰、 齐东方主编 《锦上胡风： 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 ４－ ８ 世纪》，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９４ 页图 ２１。
赵声良 《敦煌石窟北朝菩萨的头冠》，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１７ 页。
［梁］ 萧子显撰 《南齐书》 卷 １９ 《五行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 第 ４１９ 页。
曹中俊、 李永平 《益州佛教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关系： 以僧侣、 义理、 造像为考察中心》， 《地
域文化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８－４１ 页。



织物图案来装饰卡夫坦类的胡服。 这里对比莫高窟 ４２０ 窟及 ４０２ 窟中出现在菩萨天衣上

的联珠纹， 即可发现， 莫高窟的两处洞窟整体为佛教的语境， 天衣上的联珠纹是 “以
祆入佛”， 成为佛教神祇服装的装饰图案。 两相对比之下， 徐墓中的菩萨联珠纹如果出

现在益州， 则有悖于益州佛教的实际情况， 即便此地有胡人会穿着联珠纹织物， 但纺织

工匠既缺乏动机， 也实无必要将菩萨头像织入联珠纹内。

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 徐墓中的菩萨联珠纹应当出产于北齐境内， 其原因总结如下：
１􀆰 符合北齐 “以创出为奇” 的攀比、 竞奢的社会氛围。
２􀆰 北齐当权者兼祀胡天， 佛、 祆并重， 地位不相上下， 如此上行下效， 对佛教的

信仰是为了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要， 并不深究义理， 贵族甚至 “逞伎寺内”， 缺乏敬畏

之心。
３􀆰 如徐显秀这样的贵族， 即为这类织物的输出对象： 胡汉杂糅的成长背景， 深染

胡风的信仰， 想要通过奇珍异宝彰显尊荣的需要。
４􀆰 佛教造像遍布， 头戴三叶宝冠， 宝缯垂肩， 面容秀润的菩萨形象已为人所熟悉。
５􀆰 随西来僧侣一起传布到中原的 “联珠圈＋神祇” 的图案形式。
６􀆰 有生产能力织造媲美蜀地的锦， 且已有按匹计数的 “联珠孔雀罗”， 联珠纹织物

都已经开始了本土化生产。
菩萨联珠纹织物的出现， 从图案上来看， 是粟特美术形式伴随着两种不同宗教在丝

路上的传播， 融入当时的北朝社会， 并与中原艺术相结合。 反过来， 也体现了当时的人

们是如何看待祆教与佛教， 如何看待与之相关的服饰风格。 从织物生产的角度， 则反映

了当时的纺织品生产还是比较发达的， 不但没有因为战乱而减弱倒退， 反而由于上层阶

级追求奢靡享受等原因， 进一步发展， 已经能够吸收外来的织物风格并进行模仿和创

新。 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来看， 菩萨联珠纹之所以昙花一现， 也许就是因为人们对佛教

的理解逐渐加深以及佛教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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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内人物身份研究

于向东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要：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主室西壁有正龛与两个侧龛， 关于两侧龛内塑、 绘人物的身份， 学术界存

在不同看法。 通过对西壁图像整体构成、 两侧龛内人物样式特征与组合方式及弟子像流行背景的分

析， 本文认为， 两侧龛内塑像表现的应是佛陀座下的两大弟子。 两大弟子采用禅僧坐姿及对称组合形

式， 反映出本窟设计者对于坐禅修法的高度重视， 对称组合的设计理念可能源自中原等地的石窟

造像。

关键词： 莫高窟　 第 ２８５ 窟　 佛龛　 人物身份　 弟子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０８５－１２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在敦煌石窟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此窟主室建筑形制别具一

格， 空间开阔， 塑像技艺精湛， 壁画风格多样， 题材内容丰富， 图像构成较为复杂， 蕴

含深刻的佛教思想内涵， 且壁面留下明确的纪年题记， 相比北朝时期其它洞窟而言， 此

窟无疑具有更显著的学术研究价值。 近百年来， 众多学者对于第 ２８５ 窟展开多角度、 全

方位的探讨， 涉及到窟主身份、 开窟时间、 技艺风格、 图像题材内容、 思想内涵等专

题， 已经发表一百多篇学术论文，①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于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的理

解， 同时也为相关专题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的建筑形制、 图像题材内容及其组合方式等， 均在很大程度上有别

于敦煌北朝洞窟， 也不同于此期北方各地石窟， 可以说具有显著的创新性。 由于图像构

成复杂， 相关文献史料比较缺乏， 导致仍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譬如， 西壁正

龛内主尊的尊格 （是释迦牟尼佛还是弥勒佛）、 窟顶南披下部禅僧群像中间坐于筌蹄者

的身份， 以及本文拟重点探讨的西壁两侧龛内人物身份等。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７－１９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多卷本 《中国宗教美术史》 ” （１７ＺＤＡ２３７） 子课题 “ 《中国佛教美

术史》 ”
作者简介： 于向东 （１９７２－　 ）， 男， 江苏盐城人。 教授， 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研究员， 主要

从事佛教美术史研究。
　 ①　 参见李国、 夏生平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综述》， 郝春文主编 《２０１４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

通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８６－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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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缘起

关于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内塑像人物， 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 根据龛内塑像

造型、 坐姿、 服饰等， 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身份为禅僧或坐禅比丘， 譬如， 《敦煌石窟内

容总录》 中记载： “南侧圆券龛内塑禅僧一身。 龛壁画莲花盖、 背靠、 二飞天、 四比

丘”， “北侧圆券龛内塑禅僧一身 （残）。 龛壁画莲花盖、 背靠、 项光、 二飞天、 四比

丘”。① 日本学者须藤弘敏也持此种看法， 并且注意到第 ２８５ 窟坐禅比丘像大多具有莲

花座、 圆形头光， 由此判断他们的身份并非世俗比丘， 而是圣僧或罗汉。② 但是有关禅

僧的具体身份， 学者们没有进一步做出揭示。 此外，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 认为此二

尊像具有特殊的身份， 譬如， 赖鹏举提出主室中间留存的方形台基可能与早期授戒活动

有关， 进而推测西壁南北龛内塑像人物的身份是与授戒有关的羯摩和尚、 教授和尚。③

此种观点有一定的启发性， 但是在推理依据方面缺乏说服力， 后文将做具体讨论。
值得关注的是， 两侧龛内塑像人物身后， 还分别描绘四身站立姿势的比丘形象人

物， 他们的身份很少受到关注，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将其均称为 “四比丘”， 其他学

者论著中则几乎没有提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笔者参加 “敦煌石窟研究方法论” 国际学术

会议期间， 有机会再次进入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考察， 注意到两侧龛内塑像身后四身比丘形

象人物均有圆形头光， 他们与龛内塑像人物的组合关系也十分特别。 龛内塑像与身后这

些人物之间的组合，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主尊与胁侍的主从关系 （如佛与胁侍菩萨、 弟

子组合）， 然而比丘形象人物之间形成的此种独特组合， 在敦煌石窟中仅见于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
第 ２８５ 窟的西壁作为正壁， 中央正龛与南北两侧龛及龛内外壁画人物图像的组合，

呈现比较明显的整体感， 显然是经过周密设计而成， 如果将南北两侧龛内人物塑像视为

一般的禅僧 （或坐禅比丘）， 那么很难解释他们与正龛内主尊佛的关联。 此外， 两侧龛

内塑像下有台座， 身后描绘倒三角形靠背与圆形头光， 顶上方还有宝盖， 这些都显示出

比较尊贵的身份及地位， 显然不属于一般的禅僧。
有鉴于此， 本文拟重点探讨有关两个问题， 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内塑绘人物的身份

是什么， 此其一； 其二， 设计者为何采用如此特殊的人物组合方式， 以及这些人物与中

央正龛主尊佛有何关联。 基于本窟图像之间的紧密关联， 对于西壁两侧龛内人物身份的

辨析等， 无疑有利于更深入理解本窟的图像构成及其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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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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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内的人物图像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营建于西魏， 其后经过中唐、 宋、 西夏、 元代重修。 相比窟内其它

诸壁而言， 西壁壁画绝大部分保存完好， 属于西魏原作。 龛内塑像局部残损， 近现代有

过一些修补， 但是总体上保持西魏样式特征。
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下方有一条凸起的沿面， 其上描绘连续性的忍冬纹样， 某种程度上可

以视为一种 “台基” 的设计， 以此基沿为界， 将壁面划分为上下两个区域， 台基上部

并排开凿三个佛龛 （图 １）， 三龛底部平齐。 中央正龛是一圆券大龛， 龛内塑倚坐说法

佛一尊， 佛像面部及左右手臂有所残损， 左右两侧各塑一胁侍菩萨， 残损严重， 仅存下

半身。 主尊佛像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 身后描绘多层火焰纹头光与身光， 龛内主尊两侧

分别描绘供养菩萨十身， 龛顶描绘四身飞天， 龛楣上有多身莲花化生形象。 大龛南北两

侧分别开一圆券龛， 尺度相对较小， 其内塑绘多身人物。 西壁三龛之外的壁面上， 绘满

各种各样的佛教天部人物， 其中包括四大天王， 摩醯首罗天、 毗那夜迦天、 日天、 月天

等， 大部分人物系首次出现于敦煌石窟。①

图 １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西壁现状

（采自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图版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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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龛外侧下方描绘一身左手执雀且有圆形头光的人物， 对于他的身份， 学术界有不同观点， 大多学者认为

是婆薮仙， 王惠民起初持同样看法， 但是后来提出其身份应该是裸形外道尼乾子 （参见王惠民 《执雀外

道非婆薮仙辨》，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７ 页）。 敦煌北朝洞窟中的此身人物一般都与鹿头梵志

对称表现， 而第 ２８５ 窟与西壁诸天组合在一起， 且形象特别， 没有外道仙人的愁苦之容， 其身份很可能已

转化为密教护法神。 （参见贺世哲 《敦煌石窟论稿》，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１３－１１４ 页。）
这是第 ２８５ 窟图像设计的创新性表现之一， 值得关注。



图 ２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西壁南龛现状

（采自敦煌研究院主编 《敦煌石窟全集·
石窟建筑卷》， 香港： 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图版 ２３）

　 　 西壁正龛两侧的圆券龛， 龛高均为

１４０ 厘米， 宽 ８８ 厘米， 深 ４７ 厘米。 从龛

的形制及龛内塑像、 壁画等来看， 显然是

以中央正龛为中心的一种对称组合， 三龛

之间明显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 南侧龛内

现存一身跏趺坐姿人物塑像 （图 ２）， 高

７８ 厘米， 身着圆领通肩式袈裟， 其上描

绘田字纹样， 袈裟自身后覆盖于颈部及头

顶， 属于比较常见的覆头衣样式。 塑像双

手置于腹前， 为袈裟所覆， 所结应为禅定

印。 其双目凝视前下方， 面部表情祥和宁

静， 似正在体验坐禅过程中的法喜。 莫高

窟第 ２７２ 窟前室西壁， 门南北各有一龛，
龛内也分别塑一身着覆头衣的禅定人物

像， 样式与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内塑像相

近，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将其年代定为

北魏， 依据此种样式在敦煌流行的时间等

方面来看， 本文倾向于认为其年代可能是

西魏。① 仅就覆头衣、 坐姿及手势等来

看， 第 ２８５ 窟西壁侧龛内塑像类似南北朝

时期流行的禅僧形象， 这可能是其被定名

为 “禅僧” 的主要原因。
两侧龛内塑像还有图像方面的特别之处。 塑像身后描绘倒三角形靠背， 其上精心绘

制圆形团花与黑白小方格组合的纹饰。 头后圆光由三重椭圆形组合而成， 最外层圆形内

描绘火焰纹， 顶部中心结为莲花。 龛顶正中描绘一硕大莲花形宝盖， 也是有内外数重同

心圆图案组合而成。 头光左右侧上方各有一身飞天， 身姿呈 Ｕ 字形， 一身面向塑像，
一身扭头朝向龛外。 塑像于台座上结跏趺坐， 台座经过后世修复。

此外， 值得关注的是， 两侧龛内塑像身后均描绘四身比丘形象人物。 南侧龛内塑像

的左右两侧， 分别绘制两身比丘形象的人物， 都呈站立姿势， 他们身披袈裟， 有圆形头

光， 脸部呈四分之三侧面， 视线均朝向塑像人物。 其中靠近塑像的内侧两身人物， 身躯

大部分被三角形靠背遮挡， 紧邻塑像右侧的一身人物左手抬起， 掌心朝上， 上方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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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第 １１０ 页。 按： 此二龛塑像年代晚于第 ２７２ 窟， 龛内人物与第

２７２ 窟主尊没有必然联系， 虽然造型样式与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内塑像接近， 但是身份未必一致。 第 ２７２
窟前室西壁门南北龛内塑像的身份可能是一般的禅僧。



花瓣， 表现的应是撒花供养的一瞬间。 邻近塑像左侧的那一身人物， 面部残损， 右手抬

起， 握着一束花。 再外侧的两身人物， 一身双手捧一束花， 另一身左手置于胸前， 右手

垂下， 手中持一束花。 由此看来， 这四身比丘形象人物都是持花供养者。 北侧龛内人物

塑像的头部、 颈部现已损毁， 身上的袈裟、 坐姿、 手势以及台座、 倒三角形靠背、 头光

及顶上方的莲花宝盖等， 除了纹饰细节略有不同外， 总体样式与南侧内塑像如出一辙，
不再赘述 （图 ３）。 北侧龛内人物塑像两侧也分别描绘两身比丘形象的人物， 他们手中

均持一束花， 塑像右侧靠背后面的那身人物， 右手持花上举， 面部却没有朝向塑像

（图 ４）， 由此打破龛内人物组合的对称性， 这一细节尤其值得关注， 后文将作具体

分析。

　 　 　 　 　 　 　 　 图 ３ 图 ４
（图 ３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西壁北龛现状， 采自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一）， 图版

１１４； 图 ４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西壁北龛比丘形象人物， 采自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一）， 图版 １１９）

２０ 世纪以来， 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内的人物塑像曾有过一些破损及修复活动， 有

必要做些阐述。 １９０８ 年 ２ 月， 伯希和探险队的摄影师夏尔·努埃特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ｏｕｅｔｔｅ）
拍摄了敦煌石窟， 从该次拍摄的照片来看， 第 ２８５ 窟西壁南侧龛内人物塑像面部有些残

损， 北侧龛内人物塑像头部犹存， 仅在鼻梁处、 嘴部下方及颈项前部有缺损，① 总体形

象与南侧龛内人物塑像十分相似， 同为着覆头衣的坐禅比丘形象。 仔细观察伯希和探险

队起初拍摄的照片， 可以发现两尊塑像的方形台座大小不一， 显然不是西魏原作。 １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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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法］ 伯希和编著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第 ５ 卷， 巴黎： 保罗·格特那出版社， １９２１ 年。 其中图

版 ＣＣＬＸＩ 为第 ２８５ 窟西壁南龛图， ＣＣＬＸＩＶ 为西壁北龛图。



年 ８ 月至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俄罗斯奥登堡考察队也对敦煌莫高窟做了记录、 拍摄等工作，
从他们提供的第 ２８５ 窟照片来看，① 西壁南侧龛内人物塑像同于努埃特拍摄的照片， 然

而此时北侧龛内人物塑像头部已经损毁， 据此推测， 损毁应发生于 １９０８ 至 １９１５ 年

期间。
１９４２ 年， 中国考古学者石璋如拍摄了第 ２８５ 窟， 照片基本同于奥登堡考察队所拍。

１９４３ 年罗寄梅到了敦煌后， 也拍摄了第 ２８５ 窟等照片， 照片质量很高， 画面更清晰。
比对罗寄梅与石璋如拍摄的照片， 可以发现罗氏拍摄的照片中， 西壁两侧龛内台座都经

过修复， 由方座变为束腰圆形座， 由此推测此次修复发生于 １９４２ 至 １９４３ 年期间。
笔者承蒙谢成水先生告知， ２０ 世纪五十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孙纪元先生对第

２８５ 窟南侧龛内塑像面部做了修复， 从现存塑像面部造型及气韵来看， 此次修复的效果

比较理想， 基本保留西魏风格。 北龛塑像没有修复， 仍保持 １９１５ 年后的状况。 １９８２ 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 《敦煌莫高窟 （一） 》 中， 第 ２８５ 窟南侧龛内的塑像就是经

过孙氏修复的造像图片。 此后直至今日， 南、 北龛内塑像基本没有改变。 综上所述， 两

侧龛内塑像虽然局部破损且有修复， 但是总体上基本留存西魏原作样式特征， 不影响对

人物身份的探讨。

三、 两侧龛内塑绘人物的身份辨析

关于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的人物图像， 以往研究者主要关注两身塑像的身份探讨，
根据造型、 着衣等直观的形象元素， 大多将其判定为禅僧 （或坐禅比丘）， 此观点可以

概述为 “禅僧说”。 也有学者联系窟内中心的方形台基， 将其推理为与授戒活动的相关

的羯摩和尚、 教授和尚， 可以称为 “戒师说”。 本文认为， 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两侧龛内人物塑像的坐姿、 手势 （或手印） 及着衣方式， 与窟顶四披下部草庐内

的坐禅比丘形象基本一致， 可以将他们通称为 “禅僧” 或 “坐禅比丘”。 他们均有头

光， 暗示有着比较特殊的圣者身份， 也可以称为 “圣僧”， 从而有别于一般的世俗禅

僧。 第 ２８５ 窟南壁 《五百强盗得眼缘》 壁画中就描绘了一位世俗禅僧， 该图最后一幅

画面上， 有位身着红色袈裟的比丘正在山中坐禅， 依旧采用覆头衣样式， 其身后就没有

描绘圆形头光。 两侧龛内的坐禅人物塑像， 除了头光外， 还有台座、 倒三角形靠背及华

盖， 显然有别于窟顶四披描绘的那些 “禅僧”， 这些元素暗示着更为尊崇的身份。 本文

认为， “禅僧” （或 “坐禅比丘” ） 一词的涵义比较宽泛， 未能贴切揭示龛内坐像人物

的尊崇身份， 也难以解释他们与西壁正龛主尊佛的紧密联系。
佛教传授比丘戒活动时， 需要 “三师”， 即 “得戒和尚” “羯摩和尚” 与 “教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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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

Ｉ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６９－７５ 页图版。 其中西壁北龛图版在第 ７４、 ７５ 页。



尚”。 赖鹏举注意到两侧龛内塑像着衣的特别性， 他认为： “界定正壁二比丘角色的关

键在其所披的 ‘三衣’ 及正壁造像的数目。 比丘坐禅不一定皆须披三衣， 不披衣的场

合如本窟窟顶的众禅坐像。 但在重要法会的场合中， 披三衣却是绝对必须的。 且二比丘

与倚坐主尊共为三尊， 在传授比丘戒的场合， 在坛场前须列坐的正好是披衣的得戒、 羯

摩、 教授 ‘三师’ ”， 他还进一步推论， “依莫高窟的习惯， 有以弥勒佛为 ‘得戒和

尚’， 故为正壁坛上的中央位置， 另由二位耆德担任 ‘羯摩和尚’ 与 ‘教授和尚’， 故

分居得戒和尚的两侧， 并穿上正式法会的三衣。”① 本文认为， 这一观点注意到两侧龛

内塑像人物与正龛倚坐主尊之间存在关联， 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正壁龛内的倚坐姿佛像

未必是弥勒佛， 南北两侧龛内的禅僧塑像以袈裟覆头， 表现的更可能是坐禅而非传戒活

动， 将三者组合视为 “三师” 的推测还缺乏说服力。
无论上述 “禅僧说” 还是 “戒师说”， 都难以解释两龛塑像与正龛内主尊佛像的关

联， 以及身后为何描绘四身带头光的比丘形象人物。 后者很容易被误以为龛内塑像人物

的胁侍， 但是无论是禅僧、 圣僧还是戒师， 通常都不能以头后带有圆光的圣僧为胁侍。
由此看来， 有必要重新审视两侧龛塑绘人物之间的关系， 并对他们的身份进行具体

辨析。
本文认为， 根据西壁图像的整体构成、 南北龛内人物的样式特征、 组合方式及时代

背景等来看， 两龛内两身坐姿塑像很可能是佛陀座下的两大弟子。
首先， 就第 ２８５ 窟西壁整体的图像构成而言， 两龛表现佛陀弟子像的可能性很大。

第 ２８５ 窟从窟形到塑绘图像方面， 都极具创新性， 设计者不会是普通的匠师， 而应该是

比较精通佛教义理的僧侣。 西壁作为本窟正壁， 佛龛的配置及龛内外的图像的组合， 虽

然人物众多， 但是井然有序， 主次分明， 显然经过周密设计而成。 除了正龛内主尊佛

外， 西壁人物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每类人物都集中分布于壁面特定的区域。 第一类是菩

萨， 他们作为眷属集中出现于正龛内主尊佛的身边， 两尊站立的菩萨塑像 （上半身残

损） 代表胁侍， 其他绘制在正龛内壁面的菩萨， 大多呈供养姿势， 他们可以视为供养

菩萨， 与胁侍菩萨统称为佛的菩萨眷属。 第二类是具有护法性质的诸天神王， 数量众

多， 身份各异， 如四大天王， 摩醯首罗天、 毗那夜迦天等， 他们集中出现于三龛之外的

壁面区域。 第三类就是十身带有头光的比丘形象人物， 或塑或绘， 他们集中分布于两侧

龛内。 南北朝中后期， 时常出现于主尊佛周围的人物， 除了菩萨、 神王外， 就是佛陀座

下的弟子。 从佛教美术史来看， 隋代以前禅僧像虽然有时出现于石窟中， 但是几乎没有

表现于正壁醒目之处的先例。 由此看来， 将两龛内塑绘人物推断为佛陀弟子， 与西壁人

物分类布局的设计思想比较吻合。
关于龛内两尊塑像人物的身份， 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两尊塑像下方均有台座， 身后

绘倒三角形靠背， 头部后有圆形头光， 顶上还有莲花宝盖， 设计者显然以此等元素来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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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鹏举 《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０１ 页。



显他们特别的身份。 尤其是倒三角形靠背， 值得特别关注。 敦煌石窟传统图像中， 此种

样式靠背均出现于菩萨身后， 譬如， 莫高窟第 ２７５ 窟 （北凉） 西壁主尊交脚菩萨及南

北壁上层阙形龛内的四身菩萨， 以及第 ４３５ 窟 （北魏） 中心塔柱北向面上层龛内的菩

萨等。 值得注意的是， 敦煌早期石窟中， 倒三角形靠背仅出现于交脚菩萨身后， 此种交

脚菩萨通常又位于壁面上层阙形龛内。 已有学者指出， 此种阙形龛可能是兜率天宫的象

征， 其中的交脚菩萨应是正在天宫内院说法的弥勒菩萨。①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内坐姿人物并非交脚菩萨， 其身后也出现此种倒三角形靠背， 设计者显然

是借用此种图像符号凸显塑像人物具有非同寻常的尊贵身份。 联系塑像头光、 宝盖等来

看， 将他们视为禅僧或戒师显然与图像细节暗示的身份不符， 而更适宜视为佛陀座下具

有一定尊崇地位的两大弟子。

图 ５　 宾阳中洞正壁北魏佛五尊像

（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编 《中
国石窟·龙门石窟》 （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图版 ７）

根据佛教经典及各地流传的佛

教图像来看， 两大弟子既可能是迦

叶 （摩诃迦叶或大迦叶） 与阿难，
又可能是舍利弗与目犍连 （目连），
他们四位也同时出现于第 ２８５ 窟门

北无量寿佛说法图中， 身边均有相

应题记。 至于第 ２８５ 窟西壁两侧龛

内塑像是哪两位弟子， 只能联系北

魏后期其它石窟中流行的弟子组合

做些推测。 北魏后期， 龙门石窟

中， 主尊佛的左右两侧已经流行二

菩萨、 二弟子的对称组合。 譬如，
宾阳中洞正壁主尊释迦牟尼佛左右

两侧的胁侍弟子组合 （图 ５）， 通

过比较， 可以发现两位弟子像已有

明显的年龄、 相貌及气质的区别，
学术界一般将主尊左侧年纪较长的

视为迦叶， 右侧眉清目秀的那位称

为阿难， 佛经中关于两位弟子形象

的相关记述支持这一看法。 第 ２８５
窟图像题材、 样式风格与中原地区

存在紧密联系， 龙门石窟等地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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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子组合像很有可能影响到本窟，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两侧龛内塑像人物或许是迦叶与

阿难。①

其次， 南北侧龛内塑像身后描绘的比丘形象人物， 均有一般圣僧的标志———头光，
共有八身， 至于这八位人物的身份存在两种可能性。 其一， 他们可能是龛内坐像弟子的

侍者。 这只是基于视觉直观的一种推测， 既没有经典文献可供支撑， 又缺乏其他类似组

合图像作为参照。 如果龛内坐姿人物与身后站立的人物身份都是一般圣僧， 那么很难进

一步解释他们与正壁佛菩萨等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二， 考虑到两龛内塑像及身后站

立者人物的总体数量为十， 本文推测， 这或许是表现佛陀座下十大弟子的特殊样式。②

仔细比较两侧龛内人物的布局， 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微妙区别， 南侧龛内四身站

立弟子是以塑像为中心的严密对称组合， 然而， 北侧龛内塑像右侧靠背后面的那身弟

子， 面部并没有朝向龛内塑像， 由此形成非严密对称组合。 这一细节一定程度上暴露出

视觉设计方面的困境。 仅就单龛而言， 北龛内塑绘人物的组合不如南龛那样严密， 或者说

略显杂乱。 或许是因为南龛人物组合容易引起主尊———胁侍关系的 “误解”， 于是北龛故

意打破此种对称组合， 与其说其中站立弟子的面部朝向坐姿弟子塑像， 不如说朝向的是正

龛内的佛陀。 龛内描绘的众多弟子或持花、 或撒花， 如同本窟东壁门两侧佛说法图中的弟

子们一样， 表现的很可能是对正龛佛陀的供养。 此种别出心裁的样式设计， 有一定合理

性， 但是也存在难以弥补的缺憾。 这也许是此种三龛组合没有被后世继承的重要原因。

四、 弟子塑像禅坐样式及其对称组合的成因

如果上述有关两侧龛内塑像人物身份的推断基本无误， 那么设计者为何采用禅坐姿

势与对称组合样式呢？ 这是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 ２８５ 窟中， 有关戒律、 禅定主题的图像引起研究者们比较充分的关注， 很多论著

中都有讨论， 李国、 夏生平在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综述》 中已有详细评

述， 在此不赘。 戒、 定、 慧属于佛教三学， 从修证佛法角度来看， 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

次第关联， 持戒才能进入禅定， 经由禅定才能开启智慧 （般若）。 北朝时期， 坐禅是入

定的方便法门， 也是很多僧侣日常修法的重点之一。 从戒定慧三学角度， 比较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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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第 ２８５ 窟西壁南龛塑像经过修复， 北龛塑像头部已经损毁， 根据伯希和探险队提供的照片来看， 两者

之间在年龄、 相貌等方面差异不大， 或许与他们首次以塑像形式出现于敦煌石窟有关。
十大弟子， 即是释迦牟尼佛座下的十位大弟子， 他们各有所长， 分别是大迦叶、 舍利弗、 目犍连、 阿难陀

（简称阿难）、 须菩提、 优波离、 阿那律、 富楼那、 迦旃延与罗睺罗。 根据 《云冈石窟内容总录》 记载，
十大弟子像最早以对称组合形式， 出现于云冈第 １８ 窟北壁主尊佛两侧菩萨立像的上方。 莫高窟北周第 ４６１
窟西壁 （正壁） 龛外两侧， 除了菩萨外， 分别描绘五位带有头光的站立比丘形象人物， 表现的也应是十

大弟子。 参见员海瑞 《云冈石窟内容总录》， 收入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 （二）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６６ 页。 本文对于第 ２８５ 窟龛内十大弟子的推测与这些背景有一定关联，
但是这一观点能否成立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 ２８５ 窟的图像构成及设计意匠。 南壁的 《沙弥守戒自杀缘》 《五百强盗得眼缘》 等故

事画， 都比较明显地强调 “持戒” 对于修行成佛的重要性。 有关坐禅方面， 则更加显

而易见。 窟顶四披下方描绘三十五身山间坐禅人物形象。 在南壁 《五百强盗得眼缘》
故事画中， 倒数第二幅画面表现的是佛陀为五位比丘慈悲说法场景， 紧接其后的是五位

比丘在山间讨论佛法及坐禅画面， 其中正在山林中坐禅的红衣比丘引人瞩目 （图 ６），
图像喻示闻思佛法后， 坐禅实修是十分重要的。 南北壁下方分别开凿的四个券形龛从体

量等方面来看， 最初可能是供僧人坐禅使用。 本文由此认为， 西壁两侧龛内以禅僧塑象

表现佛陀座下的两大弟子， 反映出本窟设计者对于坐禅的高度重视程度。

图 ６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南壁上层西魏坐禅比丘

（采自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一）， 图版 １３０）
以突出的禅僧坐姿像来表现佛陀二大弟子， 此种组合样式显然不宜直接安排于正龛

主尊身边， 这或许是设计者在正壁设计两个侧龛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 二大弟子坐于与

南北壁下方一样的龛形之中， 造型、 服饰等也与一般禅僧无别， 另一方面， 靠背、 头光

及宝盖等又暗示他们已经通过精进坐禅， 达到了阿罗汉果位， 由此为此期敦煌僧侣树立

了禅修的榜样。
北朝中后期， 作为佛陀胁侍的两大弟子对称组合图像日益盛行， 表明弟子信仰逐渐

兴起， 此种佛教背景支持上述有关两龛人物弟子身份的推测。 根据中国佛教美术遗存来

看， 胁侍弟子对称组合的图像最早出现于北魏云冈石窟中。 云冈第 ６ 窟属于第二期洞

窟， 此窟主室中心塔柱下层龛内， 主尊佛像两侧除了胁侍菩萨外， 还各有一身胁侍弟子

像， 呈对称的组合， 这可能是中国石窟中最早的两大弟子组合像。 弟子的体量明显小于

旁边的胁侍菩萨， 面部造型基本相同， 还无法区分年龄、 气质等具体特征， 这些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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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种组合弟子像尚处于发轫期。
佛陀身边弟子像对称组合的出现， 很可能受到早期禅法经典中 “翼侍” 的启发，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观相品》 写道： “一一画中， 出一化佛， 有二菩萨及二比丘翼侍

左右， 皆悉住立莲华须上。”① 文中的二比丘也可以理解为化佛身边的二弟子。 以二菩

萨翼侍于佛左右的样式出现较早， 中印早期石窟中均比较常见， 相比而言， 二弟子翼侍

组合出现较晚， 直到五世纪才出现。 关于此种组合的起源， 笔者将另做专题探讨。 北魏

迁都洛阳后， 龙门石窟中主尊佛像两侧弟子像的对称组合已经比较常见， 身高及体量已

经接近胁侍菩萨， 两大弟子已呈现明显的年龄、 性格、 气质等差别， 意味着此种组合像

基本发展成熟。

图 ７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东壁门北西魏无量寿佛说法图

（采自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一）， 图版 １３９）

　 　 敦煌石窟中， 作为单身弟子像出现较早， 譬如莫高窟北魏第 ２６３ 窟北壁后部描绘的

一铺说法图中， 佛陀左侧是一天王， 右侧是一弟子。 然而， 对称组合式的弟子像出现的

时间相对较晚， 直至西魏才出现于第 ２８５ 窟。 第 ２８５ 窟主室东壁门南北分别描绘一铺佛

说法图， 主尊佛两侧分别有二菩萨、 二弟子， 身边均有题记， 四身弟子像之间形成明显

的对称组合。 门北说法图中各身人物的题记基本可以辨识 （图 ７）， 主尊佛身光左上方

题 “无量寿佛”， 其身后左侧二弟子题记分别是 “摩诃迦叶之像” “目连之像”， 右侧

二弟子题记分别是 “阿难之像供养佛时” “舍利弗之像”。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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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录了相关题记。① 由此看来， 摩诃迦叶 （简称迦叶） 与阿难、 目连与舍利弗之间分别

形成对称组合关系， 迦叶与阿难居于内侧， 接近主尊， 相对而言， 显得更为重要一些。
上述背景有利于两大弟子像在第 ２８５ 窟的组合出现。

依据第 ２８５ 窟西壁图像整体构成、 南北龛内人物样式、 组合以及佛教背景等分析，
本文认为两龛内塑像表现的应是佛陀两大弟子， 他们采用了北朝中后期流行的对称组合

形式。 两大弟子采用禅僧的坐姿样式， 反映出本窟设计者对于坐禅修法的高度重视。
关于西壁正龛内倚坐姿的佛像， 学术界存在释迦牟尼佛或弥勒佛的不同看法。 本文

认为， 南北朝时期， 倚坐姿还没有与弥勒佛之间建立紧密的关联， 它还不能作为判断佛

像尊格的重要依据。 无论中国各地石窟还是同期印度阿旃陀石窟等中， 倚坐姿均为佛像

流行的坐姿之一， 尊格大多是释迦牟尼佛。 如果上述有关第 ２８５ 窟两龛内人物弟子身份

的推论可以成立， 那么根据他们与主尊以及南壁故事画之间的相互联系来看， 本文认为

正龛内主尊佛像很可能是释迦牟尼佛。② 由此看来， 经由第 ２８５ 窟西壁龛内人物身份的

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于西壁人物群像的认识， 也便于进一步理解本窟图像的设计思想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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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伯希和著， 耿昇译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３９ 页。
南龛外侧下方描绘一身左手执雀且有圆形头光的人物， 其身份无论是婆薮仙还是裸形外道尼乾子， 都与释

迦牟尼佛紧密关联， 这一线索支持本文对于正龛内佛像尊格的推断。



延鼐夫妇供养人像辨析

陈菊霞１ 　 马兆民２

（１􀆰 上海大学　 历史系，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２􀆰 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 甘肃　 敦煌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延鼐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翟氏夫人的长女。 她的供养人像主要出现在莫高窟第 ６１ 窟、

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３、 ３５、 ３６ 窟。 延鼐的丈夫是慕容言长， 他是瓜州刺史慕容归盈之孙， 其供养人

像主要出现在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 榆林窟第 ２５、 ３５ 窟。 慕容言长出任玉门军使， 又是节度使的女婿，

当在瓜沙两地颇具影响力。 主要表现在： 他与家人一起重修慕容家窟———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 与延鼐和

阎氏两位夫人参与重修榆林窟第 ３５ 窟； 与延鼐参与重修榆林窟第 ２５ 窟等。

关键词： 延鼐　 慕容言长　 供养人像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０９７－１１

延鼐是曹元忠与翟氏夫人的长女。 曹元忠是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第三

子， 于天福九年 （９４４） 出任归义军节度使， 统治瓜沙长达 ３０ 多年。 在其执政时期，
不仅保持与后晋、 后汉、 后周和北宋等中原政权的往来， 还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政权的

友好关系， 这使得敦煌进入了长期稳定而繁荣的发展时期。

一、 莫高窟第 ６１ 窟中延鼐的供养人像

延鼐的供养人画像最早出现在莫高窟第 ６１ 窟。 该窟是曹元忠夫妇的功德窟， 建成

于天福十二年 （９４７）。①在该窟的东壁和南北壁东侧下方绘制着曹氏家族的女供养人像，
其中南壁列东向第八身供养人题曰： “女小娘子延……”②。 虽然这身供养人题名的后半

部已漫漶不清， 但从其所处的位置和现存供养人题名看， 这应该是延鼐的供养人画像。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１９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唐宋敦煌石窟图像与洞窟宗教功能研究” （１９ＢＺＪ０１５）
作者简介： 陈菊霞 （１９７２－　 ）， 女， 甘肃民乐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文献和石窟图像研究。

马兆民 （１９６６－　 ）， 女， 甘肃天水人。 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石窟考古研究。
　 ①　 陈菊霞 《Ｓ􀆰 ２６８７ 号文书与莫高窟第 ６１、 ５５ 窟的关系》，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７－１００ 页。
　 ②　 张大千 《漠高窟记》， 台北： 台北故宫博物院， 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５７ 页；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

题记》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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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延鼐及其前后供养人的位置和题名①。
表 １　 莫高窟第 ６１ 窟主室南壁延鼐及其前后供养人题名表

供养人位置 供养人题名 供养人位置 供养人题名

南
　
壁

第四身 姪小娘子延囗 （隆） 一心供养

第五身 姪小娘子延荫一心供养

第六身 姪小娘子延囗 （在） 一心供养

第七身 姪小娘子……

南
　
壁

第八身 女小娘子延……

第九身 姪小娘子延应一心供养

第十身 姪小娘子延友一心供养

第十一身 外甥小娘子长喜一心供养

　 　 如上表所列， 第 ６１ 窟南壁列东向第四至十一身绘制的都是曹元忠下一辈的女性供

养人， 有侄女、 女和外甥女。 就第四至十身供养人来说， 除第八身题曰 “女小娘子”
外， 其余都题曰： “姪小娘子”。 如果从敦煌石窟供养人排序规律判断， 第四至七身的

“姪小娘子” 都年长于第八身的这位 “女小娘子”。 我们知道， 曹元忠有两个哥哥， 分

别是曹元德和曹元深， 他俩在曹元忠之前都先后出任过归义军节度使， 这些 “姪小娘

子” 当是曹元德和曹元深的女儿。 由于延鼐是曹元忠和翟氏夫人的长女， 所以第八身

供养人非延鼐莫属。

二、 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中延鼐的供养人像

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中有延鼐的供养人画像和完整的供养人题名②。 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 第 ２５ 窟延鼐的供养人画像及题名现已看不清楚， 其原因是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因

备战之需， 安排民兵住进第 ２５ 窟， 也就在那时， 前室甬道南北壁的绘画作品被白灰抹

盖。 有幸的是，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李浴、 阎文儒、 罗寄梅、 谢稚柳等先生曾考察过该

窟， 并对延鼐供养人像所在的前室甬道北壁和与之有关联的前甬道南壁的供养人画像与

题名做过详略不等的记录。③

现将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中延鼐的画像位置和题名④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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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表中所列供养人题名均出自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参见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２３ 页。
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所对应的张大千编号分别是第 １２、 １７、 ２６ 窟。
参见李浴 《安西万佛峡 （榆林窟） 石窟志》，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海： 上海辞书

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上册， 第 １０ 页； 阎文儒 《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

文集》， 上册， 第 ３３ 页； 罗寄梅 《安西榆林窟的壁画》，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册，
第 ８８－８９ 页； 谢稚柳 《敦煌艺术叙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４６７－４６８ 页。
表中所列榆林窟第 １９、 ３６ 窟中延鼐的供养人位置和题名均出自张伯元 《安西榆林窟》， 成都： 四川教育出

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２１４、 ２５６ 页； 表中所列榆林窟第 ２５ 窟中延鼐的供养人位置和题名出自罗寄梅 《安西榆

林窟的壁画》，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册， ２０１１ 年， 第 ８９ 页。



表 ２　 延鼐在榆林窟中的题名列表

供养人位置 题记

榆林窟第 １９ 窟主室甬道北壁第二身 长女小娘子延鼐一心供养

榆林窟第 ２５ 窟前室甬道北壁第二身 长女小娘子延鼐出适慕容氏

榆林窟第 ３６ 窟主室甬道北壁第二身 长女延鼐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

　 　 在上表所列的三窟中， 延鼐都称作 “长女”， 显然， 她是以曹元忠夫妇的子女身份

出现的。 的确， 榆林窟第 ２５ 窟前室甬道南北壁和第 １９、 ３６ 窟主室甬道南北壁都分别绘

制有节度使曹元忠夫妇的供养人像。 具体来说， 南壁绘制的是曹元忠与其子侄的供养人

画像； 北壁绘制的是翟氏夫人与其女延鼐的供养人像。 现将曹元忠和翟氏夫人在这三窟

中的题名①列表如下：
表 ３　 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中曹元忠和夫人翟氏题名列表

洞窟 曹元忠题名 翟氏夫人题名

榆第 １９ 窟
推诚奉国保塞功臣敕归义军节度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
谯郡开国公曹元忠一心供养

敕受凉国夫人浔阳郡翟氏一
心供养

榆第 ２５ 窟
推诚奉国保塞功臣敕归义军瓜沙等州节度使特进检校太
师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户曹
元忠一心供养

敕受凉国夫人浔阳……

榆第 ３６ 窟
推诚奉国保塞功臣敕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
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实封七百户曹元忠一心
供养

敕受凉国夫人浔阳郡翟氏一
心供养

　 　 从上表可看出， 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中曹元忠夫妇的题名大致相同。 荣新江先

生依据曹元忠题名中 “太师兼中书令” 等称法， 将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窟②中的供养人题

名年代推定在建隆三年 （９６２） 至乾德二年 （９６４） 之间。③ 因榆林窟第 ３６ 窟中曹元忠

的题名与第 １９、 ２５ 窟中的类同， 由此推知， 榆林窟第 ３６ 窟中曹元忠夫妇及其子女的供

养人像亦当绘制于这一时期。④ 可见， 在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间， 延鼐作为节度使曹元

忠夫妇之 “长女”， 其供养人像与其父母的供养人像一起被绘在了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９９延鼐夫妇供养人像辨析

①

②
③
④

表中所列第 １９、 ３６ 窟中曹元忠和翟氏夫人的供养人题名均出自张伯元 《安西榆林窟》， 第 ２１４、 ２２７、 ２５５
页； 表中所列第 ２５ 窟中曹元忠和翟氏夫人的供养人题名出自罗寄梅 《安西榆林窟的壁画》， 收入敦煌研究

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册， 第 ８８－８９ 页。
荣新江先生所列的 ２ 个窟号为张大千编号， 分别是第 １２ 窟和第 １７ 窟。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２０－１２１ 页。
陈菊霞 《悬泉镇与榆林窟》，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编 《丝路文明》 第 ２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８４－１８５ 页。



窟中。
当然， 他们的供养人像出现在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中， 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个窟

就是曹氏家族窟。 下面我们先分别看一下这三窟的营建情况。
１􀆰 第 １９ 窟

关于第 １９ 窟的营建年代和功德主， 笔者在 《莫高窟第 １９２ 窟与榆林窟第 １９ 窟 〈愿
文〉 及供养人比较研究》 一文中做了详细讨论， 主要观点是： 第 １９ 窟是由瓜州的一个

社邑组织于晚唐营建。 此窟建成后， 这些社员经常在洞窟中举办一些法会活动， 其前室

东壁门上的 《发愿文》 就是唐同光四年 （９２６） 举办燃灯法事活动的愿文。 时至宋建隆

三年至乾德二年间， 这个社邑又重修了全窟。①

２􀆰 第 ２５ 窟

第 ２５ 窟营建于吐蕃统治瓜州初期， 即 ７７６－７８６ 年之间。② 时至宋建隆三年至乾德

二年间， 在瓜沙地方长官的支持下， 清信弟子节度押衙白善通等人又重修了该窟前甬

道、 前室③、 后甬道， 并在主室南、 北、 西三壁下方绘制了供养人像。④

３􀆰 第 ３６ 窟

第 ３６ 窟始建于唐， 在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间， 悬泉镇的一个社邑组织对该窟进行

了整体重修。⑤

可见， 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虽然都绘制有节度使曹元忠夫妇及其子侄或子女的

供养人像， 但这些洞窟并不是曹氏家族窟， 它们都是在瓜沙地方长官的大力支持下， 由

瓜州社邑和官民共同资助重修的。

三、 榆林窟第 ３３、 ３５ 窟中延鼐的供养人像

榆林窟第 ３３、 ３５ 窟中虽然没有留存下延鼐的供养人题名， 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供

养人图像及其关系将其辨识出来。
１􀆰 第 ３３ 窟

第 ３３ 窟主室甬道南北壁共绘制四身供养人像， 其中三人的题名有部分可以识读，
他们的位置和题名⑥是：

甬道南壁列西向第一身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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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菊霞 《莫高窟第 １９２ 窟与榆林窟第 １９ 窟 〈愿文〉 及供养人比较研究》， 待刊。
关于榆林窟第 ２５ 窟的营建研究史， 沙武田做过详细的梳理和论证， 并提出该窟建于 ７７６－７８６ 年之间的观

点。 笔者赞成他的看法。 详见沙武田 《关于榆林窟第 ２５ 窟营建时代的几个问题》， 收入氏著 《吐蕃统治

时期敦煌石窟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３５５－３８２ 页。
榆林窟第 ２５ 窟前室东壁门南的南方天王和门北的北方天王系始建时的作品。
参见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１３－２１４ 页。
陈菊霞 《悬泉镇与榆林窟》，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编 《丝路文明》 第 ２ 辑， 第 １８５ 页。
参见张伯元 《安西榆林窟》， 第 ２３８ 页。



　 　 推诚奉国保塞功臣敕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
第二身题曰：
　 　 男司马……
甬道北壁列西向第一身题曰：
　 　 敕受凉国夫人浔阳郡翟氏一心□□

从这三人的题名不难看出， 甬道南壁画的是节度使曹元忠与其子延禄， 北壁是翟氏夫

人。 而翟氏夫人的身后还有一身女供养人， 可惜的是， 她的题名现已漫漶， 但参考前文

所提及的榆林窟第 １９、 ３６ 窟中曹元忠夫妇及其子女的供养人排列关系考虑， 第 ３３ 窟甬

道北壁翟氏夫人身后的这身供养人亦是延鼐。①

关于第 ３３ 窟的营建年代和功德人， 笔者撰文做过讨论， 认为该窟是由瓜州州府、
军府和晋昌县的官员为主导， 与定居在晋昌县的一些官员和百姓于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

间共同自愿发起营建的。② 该窟之所以在甬道南北壁绘制节度使曹元忠夫妇及其子女延

禄和延鼐的供养人像， 其主要原因应是对归义军最高长官及其家人的一种礼敬。③

２􀆰 第 ３５ 窟

关于榆林窟第 ３５ 窟的供养人， 笔者曾在 《榆林窟第 ３５ 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主辨析》
一文中做过详细讨论。 该文通过分析甬道南壁、 前室西壁和主室东壁门两侧的供养人之

关系， 认为该窟主室东壁门南侧那身形象高大的女供养人是延鼐。④ 至于延鼐在重修第

３５ 窟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 我们将在后文中详述。

四、 榆林窟第 ２５ 窟中的慕容氏供养人像

延鼐在榆林窟第 ２５、 ３６ 窟中的题名分别是 “长女小娘子延鼐出适慕容氏”⑤ 和

“长女延鼐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⑥， 这表明她出嫁给了慕容氏。 我们知道， 瓜州的

慕容家族在曹氏归义军时期非常显赫， 其代表人物是慕容归盈， 他曾任瓜州刺史， 且有

遣使朝贡的特权。 那么， 延鼐所嫁的这位慕容氏究竟是何人呢？ 如果要回答这一问题，

１０１延鼐夫妇供养人像辨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浴 《安西万佛峡 （榆林窟） 石窟志》，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册， 第 １２ 页；
阎文儒 《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册， 第 ３４ 页； 霍熙亮 《榆
林窟、 西千佛洞内容总录》，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东京：
平凡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２６１ 页； 陈菊霞、 李珊娜 《榆林窟第 ３３ 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人辨析》， 发表于浙江大

学举办 “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２０１９ 年理事会”， 浙江杭州，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１３ 日。
陈菊霞、 李珊娜 《榆林窟第 ３３ 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人辨析》， 《敦煌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９－３５ 页。
张先堂 《晚唐至宋初敦煌地方长官在石窟供养人画像中的地位》， 收入樊锦诗、 荣新江、 林世田主编 《敦
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１１０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 第 ４６６ 页。
陈菊霞 《榆林窟第 ３５ 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主辨析》，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０ 页。
罗寄梅 《安西榆林窟的壁画》，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册， 第 ８９ 页。
张伯元 《安西榆林窟》， 第 ２５６ 页。



我们还需再次考察榆林窟第 ２５ 窟前室甬道的供养人。
榆林窟第 ２５ 窟前室甬道南壁列东向第一身是节度使曹元忠的供养人画像， 其身后

有二身男供养人画像， 他们的题名①分别是：
第二身题曰：
　 　 姪……检校司空兼……曹延……
第三身题曰：
　 　 ……等②玉门军使检校刑部尚……

荣新江先生已指出， 第二身是曹元忠的侄子曹延恭的供养人画像。③ 关于第三身供养

人， 阎文儒先生亦作过推测， 认为 “必曹氏父子”。④ 但笔者认为， 阎先生的这一推测

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未必正确。 因为曹元忠之后的延恭称 “姪”、 翟氏夫人之后的延

鼐称 “长女”，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延恭之后的这位 “玉门军使” 应是曹元忠夫妇的家

人或姻亲。 当然， 我们在前文中已谈到， 榆林窟第 １９、 ３３、 ３６ 窟中曹元忠夫妇的供养

人像也绘制于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之间。 而在这三窟中， 在曹元忠身后的供养人都是其

子曹延禄， 他的题名分别是 “男将仕郎延禄” “男司马……” “男司马□延禄”。⑤ 显

然， 从题名来看， 榆林窟第 ２５ 窟前室南壁东起的第三身供养人不是延禄。 而苏莹辉先

生说： “有人以为 ‘……守玉门军使、 检校刑部尚书……’ 者必慕容氏， 且是延鼐之夫

婿”。⑥ 可惜， 苏先生没有点出这位学者的姓名， 但笔者认为这位学者的看法是很有卓

见的。
既然延鼐夫妇的供养人像绘制在榆林窟第 ２５ 窟中， 这说明他们对该窟的重修工作

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五、 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中的慕容言长供养人像

在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主室东壁门南， 也有一位称作 “玉门使君” 的慕容氏的供养人

画像， 他是否与榆林窟第 ２５ 窟的 “玉门军使” 是同一个人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对第 ２５６ 窟的营建与重修年代， 以及供养人关系加以考察。

第 ２５６ 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二层， 其左右两边都是北魏始建的洞窟， 如果单从分

２０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所列题名出自谢稚柳 《敦煌艺术叙录》， 第 ４６７－４６８ 页。
谢稚柳和罗寄梅先生都将此字录为 “等”， 而阎文儒先生录作 “守”， 笔者以为阎先生的录文正确。 参见

谢稚柳 《敦煌艺术叙录》， 第 ４６８ 页； 罗寄梅 《安西榆林窟的壁画》，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

文集》， 上册， 第 ８９ 页； 阎文儒 《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

册， 第 ３３ 页。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 第 １２３ 页。
阎文儒 《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册， 第 ３３ 页。
录文出自张伯元 《安西榆林窟》， 第 ２１４、 ２３８、 ２５５ 页。
苏莹辉 《莫高窟 Ｃ􀆰 ２４５ 窟及榆林窟 Ｃ􀆰 ６ 窟慕容氏题名考》，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

册， 第 ２２３ 页。



布位置考虑， 该窟应该始建于北魏， 但是， 就其洞窟形制来说， 并不是北魏时期流行的

中心塔柱窟， 而是晚唐五代宋盛行的中心佛坛窟， 而且， 其窟顶四角略有凹进， 这与五

代宋出现的四角窟①近似。 通过以上信息判断， 第 ２５６ 窟可能始建于五代或宋。 当然，
我们还可依据供养人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第 ２５６ 窟主室东壁门南和门北的表层千佛下面人们又剥出②了三身供养人题名，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认为这是晚唐的题名③。 因没有说明理由， 不知依何判定。
但从剥出的供养人题名来看， 它们与莫高窟第 １０８ 窟主室东壁门南的三身供养人题名有

着惊人的一致性。 现将她们的位置和题名④列表如下：
表 ４　 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和第 １０８ 窟供养人题名对照表

窟号与位置 题名 窟号与位置 题名

第 ２５６ 窟主室东壁
门南宋代供养人画
像之南的千佛下层

第一身
故郡君太夫人钜鹿
索氏一……

第二身
郡君太夫人广平宋
氏……

第 ２５６ 窟主室东壁门北宋代
供养人画像之北千佛下层

故太□□十一小娘
子一心……

第 １０８ 窟主室东壁
门南列北向

第二身
□君□夫人钜鹿郡
索氏一心供养

第三身
□君太夫人广平郡
宋氏一心供养

第四身
故姊第十一娘子一
心供养出适慕容氏

　 　 关于第 １０８ 窟的营建年代和功德主， 金维诺和贺世哲先生做过研究， 他们认为第

１０８ 窟就是 《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 所记载的 “张都衙窟”， 即张淮庆功德窟， 建成

于曹元德掌权时期 （９３６－９４０）。⑤ 其实， 更准确地说， 第 １０８ 窟是张淮庆夫妇的功德

窟， 其夫人是节度使曹议金的第十六妹⑥。 缘此， 该窟绘制了很多曹氏家族的供养人像。
在第 １０８ 窟， 上表所列的三身供养人的身份是明确的， 即钜鹿索氏和广平宋氏都是

节度使曹议金的夫人， 出适慕容氏的第十一娘子是曹议金的长姐。 既然上表所列第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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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有 ９ 个四角窟， 分别是第 ５５、 ６１、 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８、 １４６、 １５２、 ２６１、 ４５４ 窟。
１９０８ 年法国人伯希和对莫高窟内容做过现场记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 张大千和谢稚柳也现场记录过

莫高窟的绘塑内容， 但在他们的石窟笔记中都没有发现第 ２５６ 窟所剥出的供养人题记， 而这些题记最早出

现于 １９８６ 年出版的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中， 这说明底层的供养人题名应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至

八十年代期间剥出的。 参见 ［法］ 伯希和著， 耿昇、 唐健宾译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兰州： 甘肃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１８５－１８７ 页； 张大千 《漠高窟记》， 第 ４９７－４９８ 页； 谢稚柳 《敦煌艺术叙录》， 第

３２４－３２５ 页；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１１０ 页。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１１０ 页。
表中所列位置与题记均出自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１１０、 ５１ 页。
金维诺 《敦煌窟龛名数考》， 《文物》 １９５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１ 页； 贺世哲 《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

的营建年代》，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２２３－２２４ 页。
莫高窟第 ９８ 窟主室南壁列东向第七身供养人题曰： “妹第十六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张氏”。 参见敦煌研究

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３８ 页。



窟中的三身供养人题名与第 １０８ 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那么， 我们认为， 第 ２５６ 窟的这

三身供养人也应是节度使曹议金的夫人索氏和宋氏， 以及其长姐。 而这位出适慕容氏的

长姐， 正是慕容归盈的夫人。①

辨明了这三身供养人的身份， 我们再来看她们的绘画年代。 在第 ２５６ 窟， 钜鹿索氏

题名前有 “故” 字， 而第 １０８ 窟则无， 这说明第 ２５６ 窟的这三身供养人题名要晚于第

１０８ 窟。 另外， 在节度使曹元忠夫妇营建的莫高窟第 ６１ 窟中， 广平宋氏题名前有 “故”
字， 而第 ２５６ 窟没有， 这又说明第 ２５６ 窟的这三身供养人题名早于第 ６１ 窟的营建。 而

第 ６１ 窟的建成时间大约在天福十二年左右。② 从以上信息判断， 第 ２５６ 窟的这三身供

养人题名应题写于五代。 当然， 也可据此推断， 第 ２５６ 窟当始建于五代。
“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们继续从剥出的三身供养人题名入手来考察第 ２５６ 窟的始

建功德主。 在上表所列的供养人题名中， 我们不难发现， 第十一小娘子的题名略有差

异， 第 １０８ 窟称 “姊”， 而第 ２５６ 窟称 “太□□”， “太” 字之后的缺字很可能是 “夫
人” 二字。 如果此推论能够成立， 那么， 五代时营建第 ２５６ 窟的功德主很可能就是慕

容归盈之子， 他娶的是曹议金第十六女。③ 当然， 第 ２５６ 窟主室东壁宋代的供养人关系

也能帮助印证我们的上述推论。
第 ２５６ 窟主室东壁门南绘有两身男供养人像， 门北绘有两身女供养人像和一身男供

养人像， 他们的位置和题名列表如下：
表 ５　 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东壁门南和门北供养人题名列表

位置 题记④

东壁门北
列北向

第一身
皇祖墨厘军诸军事 ……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 …… 中书令 …… □ （慕）
□ （容） 中盈

第二身
窟主玉门诸军事守玉门使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
国慕容言长……

东壁门北
列南向

第一身 皇□ （太） 谯郡夫人……一心供养

第二身 窟主娘子阎氏一心供养

第三身 男节度都头银青光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慕容贵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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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锋 《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３－１０４ 页； 陈菊霞 《再议 Ｐ． ５０３２
（９） 〈沙州阇梨保道致瓜州慕容郎阿姊书〉 的定年及相关问题》，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３ 页。
陈菊霞 《Ｓ􀆰 ２６８７ 号文书与莫高窟第 ６１、 ５５ 窟的关系》，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７－１００ 页。
莫高窟第 ９８ 窟主室北壁列东向第三身供养人题曰： “女第十六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氏”。 参见敦煌研

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３３ 页。
表中所列题记均出自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１０９－１１０ 页。



　 　 上表中的慕容中盈应是慕容归盈之误写。① 郭锋先生将这五身供养人之关系概括为

“祖父归盈、 祖母曹氏； 孙言长、 孙媳阎氏； 曾孙贵隆”②。 又从言长和阎氏称 “窟主”
看， 他们无疑是这次重修的功德主。 关于这次重修的年代， 很多学者从第 ２５６ 窟的表层

壁画和塑像风格判定为宋代。 当然， 贺世哲先生又进一步定为 “曹宗寿统治时期重

修”③。 但是， 郭锋先生对贺先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并进行了论证， 进而认为第 ２５６
窟重修于延恭或延禄时期。④ 笔者基本认同郭先生的观点， 但关于慕容言长重修第 ２５６
窟的时间， 也想再谈谈自己的看法。

慕容言长是慕容归盈之孙， 延鼐是曹议金之孙女， 而慕容归盈娶曹议金长姐， 那

么， 慕容归盈与曹议金是同辈。 如果从这些关系考虑， 延鼐出嫁的慕容氏一定是慕容归

盈的孙子。 我们在前揭文提到， 榆林窟第 ２５ 窟前甬道南壁任 “玉门军使” 的供养人应

是延鼐的丈夫， 而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供养人题名又表明， 慕容言长是慕容归盈之孙， 也任

“玉门使君”。 这种 “巧合” 使一些学者将榆林窟第 ２５ 窟的 “玉门军使” 视作慕容言

长。⑤ 在榆林窟第 ２５ 窟， 慕容言长的官职是 “守玉门军使检校刑部尚书”， 而在莫高窟

第 ２５６ 窟， 他的官职写作 “守玉门使君……检校尚书左仆射”。 如果参照 《册府元龟·
外臣部·封册门三》 所记 “检校刑部尚书瓜州刺史慕容归盈转检校尚书左仆射”⑥ 来

看， 慕容言长在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的题名要晚于榆林窟第 ２５ 窟， 即晚于建隆三年至乾德

二年之后。 综上来看， 慕容言长重修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的时间可定在建隆三年 （９６２） 之

后， 有可能是曹元忠执政后期， 也有可能是延恭和延禄执政时期。
总之， 在十世纪中后期， 慕容归盈之孙， 出任 “玉门军使” 的慕容言长与夫人阎

氏携子贵隆又重修了家窟———第 ２５６ 窟。

六、 慕容言长在榆林窟第 ３５ 窟中的供养人像

从上文所分析的榆林窟第 ２５ 窟和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的供养人关系来看， 慕容言长应

有二位夫人， 一位是延鼐， 另一位是阎氏， 而这两位夫人又同时出现在了榆林窟第 ３５
窟。 关于榆林窟第 ３５ 窟的供养人， 笔者在 《榆林窟第 ３５ 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主辨析》
一文中做过专文讨论， 认为该窟主要是由武氏家族于 ９８８ 年至 １００２ 年之间重修的。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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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１１０ 页。
郭锋 《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 第 １０１ 页

贺世哲 《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 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
第 ２３１－２３２ 页。
郭锋 《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 第 １０２ 页。
冯培红 《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 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４ 年， 第 ２５６
页； 陈菊霞 《敦煌翟氏与敦煌士族间的通婚》，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３ 页。
［宋］ 王钦若编 《册府元龟》 卷 ９６５ 《外臣部·封册门三》，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 第 １１３５５ 页。



氏家族成员的供养人画像主要绘制在主室和前室东壁南侧。① 然而， 与武氏家族成员的

供养人画像相比， 分布在后甬道、 前室西壁和主室东壁门两侧的几身供养人形象更为高

大和威严。 后甬道南壁是节度使曹延禄和节度副使守瓜州团练使曹延瑞， 他们的对面，
是曹延禄的夫人于阗公主和阴氏， 以及曹延恭夫人慕容氏。 主室东壁门南北两侧形象高

大的女供养人题名②分别是：
东壁门南侧：
　 　 敕受□□郡夫人曹氏一心供养

东壁门北侧：
　 　 窟主小娘子阎氏一心供养

笔者曾将东壁门南侧的曹氏考定为延鼐， 将北侧的阎氏推定为曹延瑞夫人。③ 然

而， 就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 关于曹氏为延鼐的考证应是没有问题的， 但关于阎氏为曹

延瑞夫人之推论是欠妥的， 这位阎氏应该就是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中的 “窟主阎氏”。 为了

印证这一看法， 我们再来看榆林窟第 ３５ 窟前室西壁门南的二身供养人， 北起第一身题

名已漫漶， 第二身是悬泉镇遏使宋清儿。 当然， 榆林窟第 ３５ 窟主室甬道南壁的供养人

和前室西壁门南的供养人并不是分处独立的空间， 从排序上看， 前室西壁门南的供养人

应是主室甬道南壁的供养人的延续排列， 这种特殊的排列方式， 又见于榆林窟第 ３４、
３６ 窟。 在第 ３６ 窟， 主室甬道南北壁分别绘制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与子女的供养人像， 而

他们的侍从像则顺延到了前室西壁门南北。 从这种排序格局来看， 前室西壁门南列北向

第一身供养人的身份应该低于任节度副使守瓜州团练使的曹延瑞， 却要高于悬泉镇遏使

宋清儿。 如果结合榆林窟第 ３５ 窟主室东壁门南北两侧绘制延鼐和阎氏的供养人考虑，
前室西壁门南列北向第一身男供养人应该就是慕容言长。 他的官职正好低于曹延瑞， 而

高于悬泉镇遏使宋清儿。 当然， 慕容言长与两位夫人， 即延鼐和阎氏的供养人像都出现

在榆林窟第 ３５ 窟， 而且阎氏又称 “窟主”， 这充分表明他们一家也在该窟的重修活动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延鼐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翟氏夫人的长女。 她的供养人像主要出现在莫高窟第

６１ 窟、 榆林窟第 １９、 ２５、 ３３、 ３５、 ３６ 窟。 延鼐的丈夫是慕容言长， 他是瓜州刺史慕容

归盈之孙， 其供养人像主要出现在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 榆林窟第 ２５、 ３５ 窟。
我们不难发现， 延鼐和慕容言长的画像在榆林窟出现的次数要远高于莫高窟， 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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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延鼐的婚嫁有关。 因为慕容家族是瓜州的显赫家族， 而榆林窟又恰处瓜州地界。 综观

延鼐夫妇的供养人像， 可大体分为四类： 一、 莫高窟第 ６１ 窟是节度使曹元忠夫妇的功

德窟， 延鼐作为家族成员被绘在该窟。 二、 榆林窟第 １９、 ３３、 ３６ 窟都是瓜州的社邑组

织或瓜州的官民合力营建和重修的洞窟， 他们偏重选择将节度使曹元忠夫妇的供养人像

绘制在甬道， 以示敬重之意。 或许是延鼐嫁给瓜州慕容家族的原故， 瓜州人喜欢在翟氏

夫人身后画上延鼐的供养人像。 这一现象在莫高窟不常见， 属榆林窟之特色。 三、 慕容

言长出任玉门军使， 又是节度使曹元忠的女婿， 这种双重身份一定使他在归义军府衙，
尤其在瓜州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 缘此， 在榆林窟的一些重要营建活动中都能发现他

和家人的 “身影”。 如参与榆林窟第 ２５ 窟后甬道、 前室和前甬道的重修； 携夫人延鼐

和阎氏一道参与榆林窟第 ３５ 窟的重修工作， 而且， 从阎氏自称为 “窟主” 来看， 慕容

言长与夫人定对该窟的重修助力不少。 四、 慕容言长与夫人阎氏携子贵隆整体重修家族

窟—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
综上所述， 榆林窟和莫高窟频繁出现延鼐和慕容言长的供养人画像， 这除了与他们

是节度使家人有关外，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崇信佛教， 且为榆林窟和莫高窟的营建事

业做出过积极贡献。

７０１延鼐夫妇供养人像辨析



唐宋时期敦煌密教饿鬼观念及其信仰探析

纪应昕１ 　 马　 德２

（１􀆰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２􀆰 敦煌研究院　 文献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密教饿鬼信仰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较为流行的密教信仰之一。 饿鬼信仰的功用以救度亡灵

为主要目的， 而敦煌密教饿鬼信仰则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及地狱观， 以救度饿鬼为手段， 以回祸

转福为目的。 通过勾稽敦煌文献中密教饿鬼的相关经轨， 我们可以考察出， 敦煌密教饿鬼信仰功用的

多样性， 不仅包括救度亡灵， 还包括祈福国家无战争之灾、 消除瘟疫、 疾病等。 敦煌地区的密教饿鬼

信仰从现世利益出发， 满足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

关键词： 敦煌　 密教　 饿鬼信仰　 范畴　 功用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１０８－１１

饿鬼， 佛教鬼类的一种， 是佛教三途之一， 五道或六道之一。 生前造恶业、 多贪

欲， 死后生为饿鬼， 常苦于饥渴。 又作鬼道、 鬼趣、 饿鬼道。①佛教认为饿鬼生活在虚

空世界中， 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及生命有着重要的影响。 饿鬼有的徘徊在地狱中， 有的徘

徊在群山、 溪谷中， 有的甚至就徘徊在人类住所周围。②

唐宋时期的敦煌， 密教盛行。 作为密教信仰之一的饿鬼信仰， 在此期间也较为流

行。 关于敦煌密教饿鬼信仰， 已有前辈学者进行过研究。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敦煌密教饿鬼信仰的范畴及功用作进一步的探讨。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１－１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丝绸之路美术史” （ ２０ＺＤ１４） ；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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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佛教中的饿鬼观念与信仰

佛教饿鬼观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最初流行

于上层社会， 民众对佛教的认识则将其视之为方术①。 随着佛教的发展， 在南北朝时期

出现了 《佛说盂兰盆经》 及盂兰盆节， 至此之后佛教的饿鬼观念也逐渐被世俗大众所

接受。
中国佛教的饿鬼观是佛教因果报应、 六道轮回观念与中国固有的地狱观念之间的融

合。 在较早的盂兰盆文献 《佛说盂兰盆经》 中就有关于目连之母堕入饿鬼道的记载：
　 　 大目犍连始得六通， 欲度父母， 报乳哺之恩。 即以道眼观视世间， 见其亡母生

饿鬼中， 不见饮食， 皮骨相连。 目连悲哀， 即钵盛饭， 往饷其母。 母得钵饭， 便以

左手障饭， 右手抟饭， 食未入口， 化成火炭， 遂不得食。 目连大叫， 悲号啼泣， 驰

还白佛， 具陈如此。 佛告目连： “汝母罪根深结， 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当须众僧

威神力， 乃得解脱。 佛告目连： 十方僧众于七月十五日， 当为七世父母及现世父母

厄难中者， 具饭、 百味五果汲灌盆器……供养十方大德僧众……其供养此等自恣僧

者， 现在父母、 七世父母。 得出一切饿鬼之苦。②

目连见其母在饿鬼道中， 便用钵盛饭救之， 但因其母不能入食， 悲痛哭泣。 返回佛

陀处， 将此事告知佛陀。 佛陀深知目连之母罪根深重， 非目连一人之力能够救之， 因此

告知目连， 救其母需十方僧众的神力， 同时需在七月十五以 “具饭、 百味五果汲灌盆

器， 香油锭烛、 床敷卧具， 尽世甘美以着盆中， 供养十方大德众僧。” 盂兰盆斋会供养

十方僧众， 可使父母、 亲人脱离饿鬼道， 免遭饿鬼之苦。
在敦煌文献中关于目连救母的记载也很多， 其中 Ｓ􀆰 ２６１４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并图一卷》 记载 ：
　 　 （前略）

４􀆰 昔佛在世时， 弟子厥号

５􀆰 目连， 在俗未出家时， 名曰罗卜， 深信三宝， 敬重大乘。 于一时间

６􀆰 欲往他国兴易， 遂即支分财宝， 令母在后设斋， 供养诸佛

７􀆰 法僧及诸乞来者。 及其罗卜去后， 母生悭恡 （悋） 之心， 所 ［是］ 嘱付资

８􀆰 财， 并私隐匿。 儿子不经旬月， 事了还家。 母语子言： 依汝付嘱， 营

９􀆰 斋作福。 因兹欺誑凡圣， 命终遂堕阿鼻地狱中， 受诸剧苦。③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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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目连之母不好乐施， 生性吝啬， 不款待客人， 口出谎言， 并私自藏匿财宝， 因此

死后堕入饿鬼道， 受饿鬼之苦。
据日本学者荒见泰史研究认为， 此写卷应该是带有原图的， 在斋会仪式上极有可能

被讲唱。① 因此， 可以肯定的是在盂兰盆节期间， 有 《目连变文》 的讲唱和图画。 唐代

变文的说唱者， 不是僧人而是职业的说唱者。 听众也非僧人和有文化之人， 而是平民大

众。② 《目连变文》 将目连救母的故事讲唱给平民大众， 引起大众参与斋会的兴趣， 无

疑促进了饿鬼观念在普通大众之间的传播。
Ｐ􀆰 ２１８５ 《佛说净土盂兰盆经》 中同样记载了目连之母入饿鬼道的因由：
　 　 （前略）

８６􀆰 目连生一婆罗门家， 字罗卜， 母字

８７􀆰 清提。 其儿罗卜少好布施， 其母大悭， 不乐

８８􀆰 布施。 其儿罗卜出外远行， 嘱母言： “朝当有多

８９􀆰 客来觅儿， 阿婆当为客设食， 恭须， 一一使欢喜。”
９０􀆰 是其母儿行后多客来， 其母都无设食之意，
９１􀆰 母诈作散饭食菜茹盐等狼藉在地， 似若食

９２􀆰 处。 儿从外来， 问母言： “今朝客来， 若为对之？” 母

９３􀆰 答言： “汝不见设食处所狼藉在地如此？” 其母

９４􀆰 妄论诈称调儿， 大悭无情。 其母五百世与目

９５􀆰 连为母， 悭惜相续至于今日， 目连五百世为

９６􀆰 其子。 今母死入饿鬼中， 目连与初七日送一

９７􀆰 钵饭上灵床上， 其母犹在鬼中， 即得钵饭， 诸

９８􀆰 余饿鬼来从乞饭， 其母得钵饭， 即举身坐钵

９９􀆰 饭上犹故悭惜。 若欲广说起母大悭之事一

１００􀆰 劫不尽， 略说一悭之事以示大众三世果报

１０１􀆰 不可思议。③

（后略）
《净土盂兰盆经》 是一部未入藏的文献， 敦煌本 Ｐ􀆰 ２１８５ 《佛说净土盂兰盆经》 是

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一版写卷。 它包括传世大藏经中相同的故事核心： 目连救母； 也包

括大藏经以外的内容： 目连与母亲前世的生活情节， 统治者参与盂兰盆会的布施。 在语

言表述方面， 《佛说盂兰盆经》 更偏重于口语叙述， 在形式表现方面， 更加富于民俗情

趣。 因此， 在普通大众中较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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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描述了目连之母因其自身的罪根堕入饿鬼道， 变成咽细如针， 食欲难咽的饿鬼

形象。 目连试图为其母祭食， 但食物到嘴边却化为猛火。 为救度母亲脱离饿鬼道， 免受

饿鬼之苦， 佛陀创设盂兰盆节， 告知目连， 于七月十五日备盂兰盆斋， 供养僧众， 可使

其母脱离饿鬼道。 世间之人， 无有不做罪孽之事者， 因此佛陀亦告诫大众应在七月十五

这天， 为父母、 亲人作盂兰盆斋会， 以此来度亡先祖不受饿鬼之苦。
中国佛教早期的饿鬼观念在孝道思想、 盂兰盆斋会的影响下， 成功的传播给世俗大

众。 目连救母的故事及盂兰盆节中救度饿鬼的功用也主要集中在为父母及亲人度亡， 免

遭饿鬼之苦这一方面， 此时的饿鬼信仰功用单一。 饿鬼的范畴也主要集中于不能入食的

饿鬼一种。 随着密教的发展及广泛的传播， 密教饿鬼信仰的功用及范畴也有所发展。

二、 敦煌密教中的饿鬼观念与信仰

佛教发展到密教时期， 鬼类的地位得到提高。 夜叉、 罗刹、 饿鬼等和佛、 菩萨一样

成为佛法大会的参与者， 通过宣说真言、 手印及仪轨等， 帮助诸佛教化众生。 鬼类也通

过诸佛的灌顶、 教化， 转变为佛教的金刚、 明王、 鬼将等神灵。①

唐宋时期， 敦煌的密教饿鬼形象主要受不空所译经轨的影响②。 敦煌密教文献中保

留的大量结坛文、 散食文、 启请文及救度饿鬼的经轨等， 都有启请饿鬼和救度饿鬼的内

容。 相较于饿鬼的范畴而言， 敦煌密教饿鬼并不是传统经藏中饿鬼的类型； 就其功用而

言， 也不是传统的救度亡灵的功用， 它是饿鬼信仰本土化的进一步体现。
（一） 敦煌密教文献中的饿鬼范畴

敦煌文献中的结坛文、 散食文、 发愿文所启请的饿鬼范畴较佛教饿鬼类型有所发

展， 其启请饿鬼的主要目的是保家卫国、 祈福消灾等。
Ｓ􀆰 ３４２７ 《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 记载：
　 　 （前略）

１０７􀆰 又弟子某甲自从无量劫来， 至于今

１０８􀆰 日。 或有积生辜负， 或□□ （见世） 新熏， 所有债主怨家、 负财

１０９􀆰 负命。 或是经山採猎， 手射傍生， 或是涉草欢游， 烹于

１１０􀆰 禽兽。 又请诸浮游浪鬼、 因 （淫） 祀妖精、 枉树丘坟、 擅行魉魍、
１１１􀆰 恶疮毒主、 走火邪魂、 巡历街坊、 吸人精气。 或有断亲绝

１１２􀆰 嗣不葬鬼， 或有离乡失土波迸鬼， 或有犯官惊魂鬼，
１１３􀆰 贼丧血醒 （腥） 鬼， 或是深泉溺死鬼， 大火烧煞鬼， 或有无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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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饿死鬼， 冬寒冻亡鬼， 或是怀怨挟恨鬼， 为财暗煞鬼，
１１５􀆰 或是北方守尸鬼， 传言下语鬼等， 并愿依厶甲所请， 来詣道场……
１２１􀆰 ……收弟子厶甲三灾九横， 远送他方； 除弟□ （子）
１２２􀆰 厶甲月厄年衰， 转祸为福。 生生世世， 长为善品枝罗； 世世

１２３􀆰 生生， 永保门兴人贵。①

（后略）
密教散食仪轨中启请的饿鬼包括负财负命鬼、 怨家鬼、 债主鬼、 傍生禽兽鬼、 浮游

浪鬼、 淫祀妖精、 枉树丘坟、 擅行魉魍、 恶疮毒主、 走火邪魂、 吸人精气鬼、 断亲绝嗣

鬼、 不葬鬼、 犯官鬼、 贼丧鬼、 溺水而死鬼、 大火烧死鬼、 无粮饿死鬼、 冬寒冻死鬼、
心怀怨恨鬼、 为财而死鬼、 北方守尸鬼、 传言下语鬼。 启请这些饿鬼类的目的是消灾祈

福， 保家门兴盛， 人丁富贵。
ＢＤ０５２９８ 《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 记载：
　 　 （前略）

６２􀆰 散神食与 （已） 了， 次打断鬼食， 奉请诸神鬼等受我施主结坛道

６３􀆰 场， 所施饮食， 如似深海； 赐汝钱财， 如同高山； 赐汝明

６４􀆰 灯， 照之黑暗； 似 （与） 汝转念， 愿汝往生净土， 永离鬼取 （趣）。 若

６５􀆰 是天上人间、 旷野丘陵、 冢墓孤坟、 离乡失井不得

６６􀆰 追魂； 或非自洁， 敬 （惊） 忙而死； 或冢名错追，
６７􀆰 不时构死； 不得生处， 流浪而行； 或于军

６８􀆰 阵斗死； 或犯官法如 （而） 死， 两盈之间作群饿

６９􀆰 鬼； 或是新死在其中荫 （阴）， 未得生处， 诈作亲识， 便

７０􀆰 为我祸； 或是客死之鬼， 未得归还， 欲作祸祟。 汝

７１􀆰 等诸鬼， 受我施主结坛道场， 净食、 香灯、 钱财

７２􀆰 五谷、 花果、 音乐供养。 愿汝等回祸为福， 守

７３􀆰 护我一方境土、 人民及我施主合宅姻罗、 宗族，
７４􀆰 免斯妖祸， 归依他界； 莫悭 （愆） 万人， 永离鬼趣。②

（后略）
密教散食启请文， 先启请诸神类， 再启请饿鬼。 其中饿鬼的类型有离乡不得归魂

鬼、 非自洁自杀鬼、 流浪鬼、 战死鬼、 客死他乡鬼、 横死鬼等。 启请的目的是祈福国家

安定， 人民幸福安康。
Ｓ􀆰 ２１４４ 《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 记载：
　 　 （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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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忏悔随喜， 劝请发愿； 散神余 （已） 食，
５３􀆰 次打鬼食。 受我太傅及万性 （姓） 结坛五日五夜。 所施饮

５４􀆰 食， 如似深海； 以汝钱财。 如同高山； 赐汝明灯， 照之黑暗；
５５􀆰 以汝转念， 愿汝往生净土， 永离鬼趣。 若是天土人间、 圹野

５６􀆰 丘陵、 塚墓 ［孤］ 坟， 离乡失井， 不得归魂； 或非自敬忙 （而）
５７􀆰 死； 或塚名错追， 不时旷死， 不得生处， 流浪而行； 或

５８􀆰 与军阵斗死； 或犯官法而死， 两盈 （楹） 之间作群饿鬼； 或

５９􀆰 是新 ［死］ 之鬼， 未得归还， 在其中阴， 未得生路， 诈作亲

６０􀆰 识， 更为我祸； 或是客死之鬼， 未得归迁， 欲做祸祟。
６１􀆰 汝等诸鬼， ［受］ 我太傅结坛五日五夜， 净食、 香灯、 钱财、
６２􀆰 五禾、 花果、 音乐供养， 伏愿汝等回祸为

６３􀆰 福， 守护我沙 ［州］ 一境土人民间及太傅、 刺史、 尚书、 枝罗宗族、
６４􀆰 免斯妖祸。 归依他界， 莫坚 （愆） 万人， 永离鬼趣。
６５􀆰 敬礼常住三宝。①

（后略）
发愿文原文较长， 故此摘抄有关饿鬼部分。 全文神祇大致可分为八佛； 七菩萨； 罗

汉； 四天王、 日月星宿等天神、 山岳江河等地神及三界九地的各种神； 在各种灾难中死

亡的鬼神； 诸水龙王； 孤魂和饿鬼； 林溪魍魉等八类。 其中饿鬼类型有离乡不归鬼、 流

浪鬼、 战死鬼、 犯法鬼、 中阴鬼、 客死他乡鬼等， 启请的目的主要是守护境土、 人民、
百官等。

佛教里的饿鬼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饿鬼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鬼是人类死后最终

的归宿。 因此， 客死他乡鬼， 断亲绝嗣鬼等无处安葬、 无人供养的鬼类都属于饿鬼的范

畴。 敦煌文献中的饿鬼种类很多， 有因自然灾害至死者， 有因社会压迫致死者， 还有在

野外害人的饿鬼如走火邪魂、 行病鬼王等， 还有客死他乡鬼、 断亲绝嗣鬼等中国传统的

鬼类， 并且敦煌文献中也解释了为什们这些饿鬼需要被启请、 散食。 人在非自然死亡的

情况下， 因不明原因暴毙， 而客死他乡， 就会 “未得生路”。 这些饿鬼在被启请散食

后， 不会迫害人类， 而是回祸为福、 守护敦煌境土、 保护敦煌民众。
（二） 敦煌密教文献中的饿鬼功用

１􀆰 自然灾害、 疾病时启请饿鬼

敦煌文献 Ｓ􀆰 ２４５４Ｖ 《一行大师十世界地轮灯法》， 侯冲做过总结和梳理， 并阐述了

自己的一些新的观点， 兹不赘。 文中提到散食饿鬼：
　 　 １􀆰 按： 经云： 地藏菩萨哀慜世间

２􀆰 人有横死者不少， 或犯四煞， 或天罗地网触突三尊， 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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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神所拘致令非犬三尸， 说邪生痔笄， 不得寿终。
４􀆰 世间兴作或犯土， 不避神煞。 □人拜坛上官皆有

５􀆰 衰损， 亦因起作入新官宅， 可先建十世界地轮灯于

６􀆰 堂殿中， 画地为轮， 以为十道。 每轮七灯， 轮心安地藏菩萨，
７􀆰 施主虔心勤请发露忏悔。 黄昏燃灯烧香， 每轮

８􀆰 净食一分， 各具疏花， 菩萨前香、 花、 果、 净水、 刀子， 其食

９􀆰 乃 《大悲心咒》 加持廿一遍， 即普遍三千大千世界水陆，
１０􀆰 并蒙饱足， 罪孽消灭。 至五更， 以食为三分： 一分施

１１􀆰 狱囚， 一分送于野外， 一分送至河， 施中所有衰年厄日

１２􀆰 并得消散， 转祸为福； 上至人王， 下至群臣黎庶， 力

１３􀆰 办随喜。 此亦名施水陆。 冥道斋法： 众生在世， 多

１４􀆰 被怨家仇讼， 身遭横死； 若能设此灯法， 应

１５􀆰 是殃厄悉得消灭散。 若有怨敌， 欲来侵伐， 亦

１６􀆰 设此灯， 彼自遭殃， 不果所愿； 蝗虫犯境， 五稼不

１７􀆰 成， 雨雷伤苗， 疾疫流行， 亦得消灭。 遇办

１８􀆰 即作， 不恶□□择日。 是法如右。
１９􀆰 天曹府君， 地府阎罗天子， 司命并诸持 （侍） 从， 大山府君

２０􀆰 并诸持 （侍） 从， 司录并诸持 （侍） 从， 五道大神并诸持 （侍） 从， 察

命并

２１􀆰 诸持 （侍） 从， 地府都官并诸持 （侍） 从， 本命都官， 本命都官

２２􀆰 主， 录库使者， 太岁诸神并诸持 （侍） 从， 主录库使者， 六

２３􀆰 道都判使者， 本命神宿， 土地灵祇， 龙王之属，
２４􀆰 南北斗属， 司命使者， 地府诸司一切眷属， 天曹司

２５􀆰 判使者， 地狱狱卒一切使者。①

文中施水陆与冥道斋法是不同的概念， 施水陆是施净食于陆上 （野外、 狱囚） 和

水里 （河流） 的生灵等。 冥道斋法是以地轮灯法运用于诸种冥道中， 包括饿鬼道， 其

功用主要是免遭横死、 使殃厄消散， 怨敌自殃， 蝗虫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等被消除， 雨

阳应时等。 其后是斋会施主所启请的诸神， 都是天曹地府中的神祇及眷属。
２􀆰 燃灯、 转经时启请饿鬼

Ｐ􀆰 ３２６９ 《燃灯文》 记载：
　 　 （前略）

８􀆰 伏惟我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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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千年降质， 神受英奇。 定河州而万里烟消。 押六審 （蕃） 而兆民有庆。
１０􀆰 弓开堰 （偃） 月， 矢间百步千杨； 仗剑轮枪， 韩白岂侔于此日□。 加以

１１􀆰 倾城金觉， 稽首王 （玉） 豪； 奯阐真乘， 广舒坛会。 于是咒开

１２􀆰 梵句， 随句诵而消殃； 经转华音， 随音听而障灭。 食弃香积，
１３􀆰 散施而焰口升霞； 财舍坚牢， 献佛而怨家解释……
（中略）
１８􀆰 ……结胜坛以殄千殃， 舍珍财祇 （祈） 延万福。 以斯舍施燃

１９􀆰 灯功德。 散施回向福因， 尽用庄严上界天仙， 下方龙鬼。 伏愿威

２０􀆰 棱肃物， 降福祯祥；①

（后略）
文中斋会是 “燃灯转经功德会”， 文中 “散施而焰口升霞” 就是指饿鬼因燃灯、 转

诵经文而得到救度， 从而保佑国土永泰、 风调雨顺， 江山社稷、 府主之位永固等。
Ｐ􀆰 ３１４９ 《新岁年旬上首于四城角结坛文》 记载：
　 　 １􀆰 厥今旧年将末， 新岁初迎， 结坛□ （遍） 四门四隅， 课念满七晨七夜。

２􀆰 心传密印， 散净食于十方； 灯朗神光， 照昏冥于三界。
３􀆰 香焚百味， 起雾遍于娑婆； 礼忏六时， 焚响吼于

４􀆰 鹫岭者。 有谁所作……
（中略）
１３􀆰 于是咒开梵句， 随句而消殃； 经转华音， 随音听

１４􀆰 而瘴灭。 食来香积， 散施而焰口升霞。②

（后略）
文中斋会举行的时间是新年岁首， 斋会为期七天， 内容包括念经、 诵咒、 礼佛、 燃

灯、 供养等。 其中 “散食于十方” “食来香积， 散施而焰口升霞” 是指救度饿鬼。 救度

饿鬼的功用是护佑国土永泰、 风调雨顺、 君主延寿、 社稷永固等。
３􀆰 救度亡灵、 饿鬼

敦煌文献中救度饿鬼的经轨， 虽以救度亡灵解脱苦难， 超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主， 但

其仪轨的主题思想还是与现实利益、 功德有关。
Ｐ􀆰 ３９１３ 《金刚峻金刚顶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二种坛法经作

用威仪法则大毗卢遮那佛金刚心地法门密法戒坛仪则》 （简称四十二种坛法仪则） 和

ＢＤ０２０７４ 《金刚峻金刚顶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九种坛法经作用威

仪法则 大毗卢遮那佛金刚心地法门密法戒坛仪则》 （简称四十九种坛法仪则）③ 是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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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文参照黄征、 吴伟编校 《敦煌愿文集》， 第 ５２５ 页， 略有改动。
录文参照黄征、 吴伟编校 《敦煌愿文集》， 第 ６０２ 页， 略有改动。
《四十二种坛法仪则》 在敦煌文献中存有多个卷子， 如 Ｐ􀆰 ３９１３、 ＢＤ１５１４７、 敦博 ０１５ 等， 《四十九种坛法

仪则》 只存有 ＢＤ０２０７４ 一个卷子。



文献， 内容涉及多种密教道场坛法， 其中有提到 “散食饮食， 度脱众生” 的坛法有：
部第一、 部第四、 部第九、 部第十、 部十一、 部第十二、 部第十四、 部第十五、 部第十

七、 部第十八、 部第二十、 部第二十五、 部第二十六、 部第二十八、 部第二十九等共十

五部。 其中有关散食饿鬼的记载有：
　 　 部第四 《佛说护国水陆灯坛》： 日日三时， 散施饮食， 修罗、 饿鬼， 水陆有

情， 尽令得足。 四生六道， 遇此水陆道场， 尽得生天， 离其恶趣。①

部第九 《佛说水陆灯坛功德》： 每日三时， 散施四生六类一切有情， 尽得生

天， 四生六类， 尽令得足， 一切饿鬼， 总得生天。②

部第二十五 《佛说须弥卢修行坛法》： 日日三时， 散施饮食， 修罗、 饿鬼， 尽

令得足， 四生六类， 总得生天。 身自修行， 直趣无上菩提。③

部第二十六 《佛说启请修行坛法》： 日日三时， 散施饮食， 度化水陆有情， 总

然生天。 修罗、 饿鬼， 尽令得足。④

文中将 “水陆有情” “修罗、 饿鬼” 并列列出， 说明敦煌文献中的 “水陆” 与后

来的水陆法会⑤无涉， 文中的 “水陆有情” 是指陆地、 水中一切有生命的大众， 是水陆

生灵、 水陆大众、 水陆神仙等， 不等同于冥界的亡魂， 它只是散食施食对象中的一类。
文中所提的 “散食饮食， 修罗、 饿鬼， 尽令得足” 是指通过散食救度饿鬼， 可使

其远离地狱之苦， 超升西方极乐世界， 从而实现施主散食的现实功德。
Ｐ􀆰 ３８６１ｂ 《散食法》 记载：
　 　 （前略）

４７􀆰 右肩上放一道乳光， 照一切诸天， 悉皆离苦

４８􀆰 解脱。 左肩上放一道乳光， 照十方世界一切人。 右肋下

４９􀆰 放一道乳光， 照一切畜生， 尽得生天。 左肋下放一道乳光，
５０􀆰 照一切饿鬼。 右膝下放一道乳光， 照清净凉冷， 照破

５１􀆰 一切八热地狱受苦众生， 悉皆生天。 左膝下放一道温暖

５２􀆰 乳光， 照八寒地狱受苦众生， 皆得生天， 无有一个受苦之

５３􀆰 者。 想我身即是诸佛， 诸佛即是我身， 余外更无别物。⑥

（后略）
Ｓ􀆰 ０５２２ｂ 《大乘四无量安心入道法要略》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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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略）
１８􀆰 清凉宝珠力故，
１９􀆰 乳变清令 （冷）， 即起大悲与乐拔苦之心。 其乳下流兼从宝珠出，
２０􀆰 霜雪共乳俱下， 犹如大云流注不绝。 直至八地狱四门尽开， 凉风

２１􀆰 来入， 霜雪冷乳， 灌注罪人， 罪人各各仰面口张， 注之饱足。 一切苦其悉

２２􀆰 皆隐没……
（中略）
２７􀆰 ……火珠力故， 乳变成熟， 热乳灌

２８􀆰 注八寒地狱。 日光照触， 冰山尽消。 热乳灌注罪人口中， 光放化佛， 一一

２９􀆰 好前， 即乳道放饿鬼中， 面向鬼趣， 不可知所， 恒沙乳道灌注口中。 诵四

３０􀆰 佛名刍陀罗尼， 饿鬼道中一切罪人悉皆饱满， 放化佛一如前说。 即此乳

３１􀆰 道， 放畜生道中， 师子、 虎狼、 驼驴、 象马乃至蚊蚁皆悉满足。”①

（后略）
上述两则文献中行者起慈悲心， 用身体流出甘露， 救度饿鬼。 饿鬼受此甘露， 即得饱

满， 不受饥渴之苦， 罪业尽灭， 得生善道。 通过救度饿鬼， 可实现施主的现实利益与

功德。

三、 敦煌密教饿鬼观念与信仰的独特性

（一） 敦煌密教饿鬼类型的范畴广。 敦煌密教经轨中的饿鬼种类较多， 除焰口饿鬼

之外还有以下几类： 一是负命鬼、 犯官鬼、 怨家鬼、 债主鬼、 战死鬼、 冤死鬼和横死鬼

等； 二是水溺而死鬼、 冬寒冻死鬼、 无粮饿死鬼、 猛兽所杀鬼、 大火烧死鬼等； 三是在

野外害人的饿鬼， 如擅行魉魍、 恶疮毒主、 走火邪魂、 吸人精气、 行病鬼王等饿鬼类；
四是客死他乡鬼、 断亲绝嗣鬼、 尸体未葬鬼、 久远先亡鬼等。 上述饿鬼都是无人济度的

亡魂， 是孤魂野鬼。 敦煌密教饿鬼的种类较多， 除因社会原因、 自然原因而堕饿鬼道的

鬼类之外， 还有客死他乡鬼、 断亲绝嗣鬼等中国化的饿鬼种类。 总之， 敦煌密教的饿鬼

种类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化的鬼神分类， 同时也体现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二） 敦煌密教饿鬼有 “回祸为福” 的功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厉鬼和鬼魂都是

令人闻风丧胆的鬼类。 这些无人祭拜、 供食的鬼类， 会给人门带来灾难和霉运。 敦煌的

密教饿鬼不同于传统的饿鬼， 他们不仅不会害人， 而且还有十分广泛的功德： 一从国家

层面来讲， 饿鬼可以护佑国土清平， 无刀兵之乱， 无疾疫之灾， 风调雨顺、 君主延寿，
社稷永固等。 二从个人层面来讲， 饿鬼护佑家宅安宁、 除灾除殃、 去病延寿、 身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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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合族安乐、 子孙兴旺、 家畜满栏、 五谷丰登， 怨家债主不扰其身等。 三从饿鬼自身

层面来讲， 饿鬼功用可以救度亡灵， 解脱苦难， 使死者超生西方极乐世界， 禳灾渡厄，
从而实现施主的现实利益与功德。

（三） 敦煌文献中关于散食、 启请饿鬼类的斋愿文大多数都属于归义军时期， 许多

散食文中的施主都直接标明 “敦煌府主” “太傅” 等。 说明敦煌地区的密教饿鬼信仰不

仅被普通大众所信奉， 敦煌的官府、 官员及世家大族为保家护国同样信奉密教饿鬼。 因

此， 敦煌地区的密教饿鬼信仰与敦煌政治、 军事、 安全、 文化等密切相关。 启请、 散食

饿鬼的目的也以求取敦煌安全、 社稷永固、 无刀兵之灾为主。
（四） 密教饿鬼信仰的本土化和社会化。 饿鬼信仰与人死后自身的处境及遭遇有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 启请、 散食饿鬼也与敦煌民众的生存状态及情感世界有着十分密切的

关系。 如 Ｐ􀆰 ２０５８ 《发愿文》 载： “时即有合坊押衙、 信等见俦中灾疠； 掩殁恒时， 人

心怆切……冤家债主， 舍结济生； 行病鬼王， 摄心罢怒。”① 敦煌密教饿鬼信仰除了救

度亡灵， 还与疾病、 瘟疫、 战争、 庆赞等息息相关。 人们通过斋会启请、 散食饿鬼， 可

保自身安乐， 获得内心的宁静， 也可以使战争、 疾病、 瘟疫等远离民众。 人们对生死问

题的关注， 使得密教饿鬼信仰更符合民众的需要及现实利益， 这也是密教饿鬼信仰本土

化、 社会化的进一步体现。

结论

通过对传统经藏与敦煌文献中饿鬼的记载， 分析了佛教饿鬼与密教饿鬼范畴及功用

的不同。 说明密教饿鬼信仰更具实际功用， 他与荐亡追福、 丧葬习俗、 护国护民、 灾害

疾病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更是唐宋政治、 军事、 民生和社会文化的映射。 敦煌的密教饿

鬼信仰与传统的饿鬼信仰相比有较大的发展， 就其饿鬼功用而言， 它以平等观和慈悲观

为前提， 以尊重亡灵、 救度亡灵为目标， 同时 “回祸为福”： 守护境土， 保护民众， 消

除灾害、 疾病等； 就其饿鬼范畴而言， 敦煌密教饿鬼吸收中国本土文化， 以社会现实中

的苦难为背景， 世俗大众多因社会压迫、 自然压迫堕入饿鬼道， 而形成饿死鬼、 冻死

鬼、 战死鬼、 负债鬼等， 同时还有中国本土化的断亲绝嗣鬼、 客死他乡鬼等。 此外， 在

唐宋敦煌地区的大众认知中， 疾病、 战争、 灾害等的发生； 财富、 食禄等的不足以及家

庭的不幸， 或多或少都与受饿鬼道的惩罚有关， 因而这也是饿鬼观念得以进入敦煌民众

信仰的关键因素之一。
就其本质而言， 敦煌地区的密教饿鬼信仰是中国本土化的映射， 是佛教饿鬼信仰与

中国宗教文化融合的产物。 同时敦煌密教饿鬼信仰也体现了佛教进一步社会化、 本土化

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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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珠与菩提： 佛教数珠的使用

李　 翎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要： 数珠， 或称佛珠， 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 数珠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佛教的法物。 人们相信

珠子来自佛陀成正觉的菩提树， 故其珠称菩提子。 大足地区独特的数珠手观音， 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

题： 为什么数珠大多由观音持捻？ 本文从印度宗教植物观念入手， 讨论数珠的原始意义、 进入佛教的

时间以及与观音可能存在的关系。 通过早期印度教文献， 认为数珠最早的使用与湿婆信仰有关， 数珠

在印度被称为 “湿婆之眼”， 是称诵神名和咒语的计数器。 后来首先被佛教居士所采用， 计数称诵三

宝名号， 进而广泛进入佛教系统， 尤其是密教修持当中。

关键词： 数珠　 佛教　 观音　 湿婆

中图分类号： Ｂ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１１９－１０

前 言

“佛珠” 之称， 将珠串理所当然的归属为佛家之物。 四川地区自宋代以来盛行一种

菩萨造像， 因其手持念珠， 学界通称 “数珠手”。 这种数珠手造像， 又往往被认为是大

菩萨观音， 故此样式造像也称 “数珠手观音”①。 原始数珠， 往往来自植物果实。 佛教

以及其他宗教中， 都有许多意义非凡的植物。 佛教经典中， 我们常常可以读到 “吉祥

果” “吉祥树” （或树王） 之类的表述②， 但这显然是宗教性表达， 从这样的表述中，
我们不能得知吉祥果是什么果、 吉祥树 （树王） 是什么树。 正如菩提伽耶那棵现在大

家公认的菩提树， 事实上并不结菩提子。
佛经记载， 乔达摩的成佛， 让许多其他学派的修行者产生质疑， 对其佛陀身份不断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９－１５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印度古典梵语文艺学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 （１８ＺＤＡ２８６）
作者简介： 李翎 （１９６６－　 ）， 女， 辽宁大连人。 教授， 主要从事佛教图像学研究。
　 ①　 李小强、 廖顺勇对四川现存数珠手造像进行了统计， 确定有 １３ 例数珠观音， ３ 尊存有铭文， 其中有铭文

明确提到造 “数珠手观音”。 参见李小强、 廖顺勇 《大足、 安岳石刻数珠手观音造像考察》， 《四川文物》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５－５４ 页。

　 ②　 如密教鬼子母形像手持吉祥果， 这个吉祥果事实上是石榴。 《阿育吠陀药典》 中的 Ｂｉｌｖａ， 《梵－和辞典》
中也解释其为吉祥果， 事实上是印度人喜欢食用的木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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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各种挑战， 这也正是佛传中关于乔达摩 “降魔成道” 情节的象征意义①。 这个情节

又通过图像， 反复向公众形象化的强调乔达摩成佛的事实。 为什么乔达摩宣布自己成佛

会受到当时诸多学派的质疑， 甚至到公元 ７ 世纪， 印度哲学家商羯罗 （ ａñｋａｒａ， 约７００－
７５０） 仍然质疑当年乔达摩成佛的实质问题②。 笔者想说明的是， “成佛” 即 “觉悟”
是古代印度哲学史上， 每个大哲人极力想达到的境界。 但是在佛陀那个时代以及其之前

之后， 各种修持者、 瑜伽者最终没有什么人宣布自己成道。 所以， 乔达摩经过 ６ 年思

考， 当他宣布自己觉悟时， 自然受到诸学派的质疑。 那棵传说中乔达摩坐在下面觉悟的

菩萨树， 也被人怀疑其真实性③。
在印度历史上， 从植物宗教学的角度， 一些大师坐于什么树下禅定并获得某个阶位

的证悟， 那个树即可称为菩提树， 也就是说菩提树只是泛称。 菩提， 巴利语 ｂｏｄｈｉ， 《吠
陀》 语为 ｂｏｄｈｉｎ， 指 （人的意识之第 ７ 识） 末那识专注一处。 佛教中指 “无上智慧”④，
中文最初译之为 “道”， 或为 “道之极者”⑤。 菩提树只是宗教学意义上的一个名词，
没有植物学树种含义。 《修行本起经》 在谈到佛得道的那棵树时， 称其为 “树王”：
“ （乔达摩） 于是复前行， 望见……中有一树， 高雅奇特， 枝枝相次， 叶叶相加， 花色

蓊欝， 如天庄饰， 天幡在树顶， 是则为元吉， 众树林中王， 于是小前行……”⑥。 “树
王” 是什么树？ 我们不得而知。 又释宝云译 《佛本行赞》 提到那是一棵 “好树”：
“ （乔达摩） 历泉上过， 行诣道树。 遥见好树……” 这棵好树， 也是高大的树， 但这仍

然是文学性描述。 笔者的问题是， 制作数珠最有功德的材料， 称为菩提子， 似乎与佛成

道的菩提树有关。 但我们现在称之为菩提树的树种， 即菩提伽耶的那种大树， 事实上是

榕树且并不结子， 制作数珠的菩提子来自别的树。

一、 相关的学术研究

观音研究成果非常多， 但具体到数珠或数珠手观音， 可以说几乎没有前人成果可资

借鉴， 有一些研究不够深入的旁涉成果， 在此可以举出的论文有四川学者李小强、 廖顺

勇 《大足、 安岳石刻数珠手观音造像考察》⑦， 这是目前唯一一篇专文， 是对相关造像

进行的材料梳理。 按李、 廖之文的统计， 现在四川大足和安岳共存 １３ 尊数珠手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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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聂道真译 《异出菩萨本起经》， 《大正藏》， 第 ３ 册， 第 ６２０ 页。 这里描述佛成道时， 非常简捷，
几乎没有提到 “降魔” 内容。 而 ［吴］ 支谦译 《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 卷一中已有丰富的 “降魔成道”
描述。 《大正藏》， 第 ３ 册， 第 ４４７ 页。
［英］ 休·汉密而顿著， 王晓凌译 《印度哲学祛魅》， 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１９－１２０ 页。
参见后文提到的唐代宝思惟所译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记述外道尝试用菩提树救活儿子的故事。
Ｔ􀆰 Ｗ􀆰 Ｒｈｙｓ Ｄａｖｉｄ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ｅｄ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Ｐａｌｉ－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ｅｌｈｉ： Ｍｏｔｉｌａｌ Ｂａｎａｒｓｉｄ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７， ｐ􀆰 ５４５􀆰
［南宋］ 法云撰 《翻译名义集》， 《大正藏》， 第 ５４ 册， 第 １０６０ 页。
［东汉］ 竺大力、 康孟详合译 《修行本起经》 卷下， 《大正藏》， 第 ３ 册， 第 ４７０ 页。
李小强、 廖顺勇 《大足、 安岳石刻数珠手观音造像考察》， 第 ４５－５４ 页。



其中 ３ 尊有铭文， 一尊的铭文明确提到造 “数珠手观音”。 从而我们可以判断， 那个时

期这类造像， 民间或已认定其为观音菩萨。 同时， 文中也提到齐庆嫒的 《江南式白衣

观音造像分析》①。 该文略有涉及数珠观音， 但内容不多。 另外， 施萍亭的 《斯 ２９２６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写卷研究》② 也须提及。 施氏此文虽然在日本写本方面用了更

多心思， 但有价值的是文章注释中提到教内有关数珠的八部文献， 这大大减少了笔者的

重复劳动。 施氏提到了最早的 《佛说木槵子经》， 但作者从数珠只与密教有关的观点出

发， 没有将之列入数珠的总体文献中。
关注数珠的外国学者与中国一样少。 中国学者关注的少， 是认为佛珠理所当然为佛

教传统之物。 外国学者尤其是印度学者关注的少， 则认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而多

余理论。 所以，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一个大家忽略的小问题， 暗藏着佛教史的发展

轨迹。
２０１０ 年印度学者普拉旦耶·库玛尔尼 （Ｐｒａｄｎｙａ Ｋｕｌｍａｒｎｉ） 发表了 《作为法物的印

度教数珠》③， 在这篇文章中普拉旦耶非常系统地介绍了数珠自公元前 ６ 世纪起， 印度

教礼拜仪式中使用数珠的历史。 文中详细谈到数珠使用的方法、 意义、 材质、 珠子的数

量等， 是中国学者了解前佛教时期， 数珠在印度文化中广泛使用的极好材料。 据普拉旦

耶的观点， 使用数珠的目的是统计念诵神号次数。 一般认为礼拜湿婆要念此神的 １００８
个名号， 重复多少次需要统计才有效。 最早的计数器是绳结或植物种子， 逐渐演变成珠

子。 对于统计念诵次数的数珠， 普拉旦耶提到至少在 《往世书》 时代 （公元前 ６ 世纪－

笔者注） 就有记载了。 开始是统计称诵神名的次数、 继而统计念诵密教咒语的次数。
重复念诵与计数被印度教认为非常重要， 次数越多、 福报越大。 这就是印度修行传统中

的 “迦巴” （Ｊａｐａ） 方式， 即反复称诵圣号， 以至于将之作为护身符与身体的某些部位

相应。 反之， 念诵时没有计数， 则无功无果。 从统计念诵神的名号， 发展到统计念诵咒

语的次数， 数珠的功用开始扩展到更多礼拜仪式中。 在密教仪式中， 咒语 （密语） 与

密形 （Ｙａｎｔｒａ） 结合才产生作用。 所以在仪式当中， 重要的咒语被反复念诵。 由此， 数

珠在密教 （此处不是指佛教之密教， 而是印度教之密教， 尤其是湿婆密教） 中受到越

来越高的重视， 一些密教文献也开始非常详细的记载什么样数珠的材质和多少棵珠子才

最有效。 从印度教角度来说， 珠子的个数最常见的有两种： 一湿婆派， 通用 １０８ 颗或

１０８ 的约数， 如 ５４、 ２６、 １３ 颗等； 二毗湿奴派， 通常是 ７２ 颗或 ７２ 的约数， 如 ３６、 １８、
９、 ３ 颗等。 在脖子上或手腕上佩戴数珠， 表明一个人是有信仰的。 珠子的质地， 一般

使用两种： 一种是用圣罗勒 （Ｏｃｉｍｕｍ ｓａｎｃｔｕｍ） 子作珠， 这种子非常小。 所以， 常见的

是用死人牙齿或骨头做珠子。 第二种非常重要， 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那就是一种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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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庆嫒 《江南式白衣观音造型分析》， 《故宫博物院院刊》 ２０１４ 第 ４ 期， 第 ５２－６９ 页。
施萍亭 《斯 ２９２６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写卷研究》，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１－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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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 Ｖｏｌ􀆰 ７０ ／ ７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４１９－４２８􀆰



植物的种子， 印度人称为 “湿婆之眼”。 在这里普拉旦耶没有解释 “湿婆之眼” 的来

历， 因为它是印度人人皆知的传说和名称， 但对中国学者来说， 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

（后面将提到这个故事）。
印度传统中， 最早的珠串主要由浆果核、 莲籽、 珊瑚、 檀木等制成 （更早的是绳

结）。 当念诵咒语时， 以右手拨珠计数。 我们再回到普提旦耶的文章上， 普提旦耶似乎

混淆了杜英树与榕科的菩提树。 笔者在印度读过的一个材料， 显示佛教的所谓菩提树

（大榕树）， 即佛陀在其下获得正觉的那种树是印度传统的吉祥树， 这类树崇拜原本属

于土著大神湿婆①。 而结果为菩提子的树， 叫 “湿婆之眼” 树 （或茹德拉之眼 Ｒｕｄｒａａｋ⁃
ｓｈａ）， 二者不同②。 普拉旦耶也非常简略的提到佛教、 耆那教和晚近锡克教在数珠上的

使用通例。 他认为这些宗教都属于 （大） 印度教分支， 暗示在数珠的使用上只是延用

传统而已。 佛教和耆那教用 １０８ 颗、 锡克教用 ２７ 颗当手环。 普拉旦耶文章一个显而易

见的观点就是： 数珠源自婆罗门教传统。
美国学者柯嘉豪 （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 所著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 第二章

《象征》 中有 “念珠” 一节。 在经典方面， 除了施氏所列， 柯氏还提到天息灾译 《大方

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 这个材料非常具体提到珠子的使用与相关的仪轨。 总之， 作者

的意思显然是： 数珠与密教有关③。 另外， 柯嘉豪在书中， 对于数珠源于婆罗门教还是

佛教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 他只是在书中提到： “寺院戒律和 《阿含经》 中都没有念

珠的记载， 这说明念珠应该是在佛教丛林制度建立几百年后才进入僧人的修行生活……
一份早期婆罗门艺术品中出现了念珠……念珠是否从婆罗门教传入佛教……支撑这一观

点的证据少之又少， 且十分含糊”④。 同时， 在他书中的一个注释里， 柯嘉豪指出日本

学者望月信亨是唯一一个支持 “念珠起源于婆罗门教” 观点的人⑤。
除印度学者普提旦耶专论印度教的数珠传统外， 以上学者之论基本可以归纳为如下

两个结论： １􀆰 数珠是佛教传统之物、 数珠手观音来自民间； ２􀆰 中国佛教数珠的使用，
属于密教范畴。

二、 汉译佛教文献中收录的相关材料与分析：
什么材料的数珠贵？

　 　 有关数珠的汉译文献， 归纳前述共有 ９ 个： １􀆰 失译东晋本 《佛说木槵子经》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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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ｄｕｔｔ Ｐａｔｔａｎａｉｋ， Ｓｈｉｖａ－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ｕｍｂａｉ： Ｖａｋｉｌｓ， Ｆｅｒｒ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ｓ Ｐｖｔ􀆰 Ｌｔｄ，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０１－１０２􀆰
［美］ 柯嘉豪著， 赵悠等译， 祝平一等校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 上海： 中西书局，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１４－１２６ 页。
［美］ 柯嘉豪著， 赵悠等译， 祝平一等校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 第 １１６ 页。
［美］ 柯嘉豪著， 赵悠等译， 祝平一等校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 第 １１６ 页注释 ３。
［东晋］ 失译 《佛说木槵子经》， 《大正藏》， 第 １７ 册， 第 ７２６ 页。



阿地瞿多译 《陀罗尼集经》 卷二之 《阿弥陀佛大思维经说序分第一： 佛说作数珠法相

品》①； ３􀆰 宝思惟译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②； ４􀆰 义净译 《曼珠师利咒藏中校量数珠

功德经》 （义净与宝思惟本同， 略有用词上的繁简差异）③； ５􀆰 输波迦罗译 《苏悉地羯

罗经》④； ６􀆰 善无畏译 《苏悉地羯罗供养法》⑤； ７􀆰 不空译 《金刚顶瑜伽念珠经》⑥； ８􀆰
般若、 牟尼室利合译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⑦； ９􀆰 般若译 《诸佛境界摄真实经》 卷下

《持念品第八》⑧。 除 《佛说木槵子经》 外， 其他 ８ 部属于密教文献， 正应前文普拉旦耶

所说 “因密教重视咒语的重复性， 从而更多密教文献详细的讨论数珠之材质和个数”。
也正为此， 笔者认为 《佛说木槵子经》 成为非常重要的早期文本， 它暗示了佛教数珠

与印度传统之间的关系。 下面以两部典型的经典： 失译东晋本 《佛说木槵子经》 和宝

思惟译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为例， 分析数珠材料的变化。
（一） 失译东晋本 （３１７－４２０） 《佛说木槵子经》
汉译本存录东晋失译 《佛说木槵子经》， 这个经讲述了一个因缘： 国王波流离， 因

忙于国政无暇修持， 从而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 于是问佛该如何做？ 佛告波流离王， 平

时只要念诵佛、 法、 僧三宝之名即获功德。 功德多大， 以念诵次数的多寡区分。 可以木

槵子 １０８ 棵串珠， 以之计数⑨。 通过这部短小的佛经， 我们得知三点： 一制作数珠的材

质为木槵子； 二数珠用于统计念诵三宝名号次数的多少； 三数珠为无暇修持的在家居士

所用。
经文强调随身携带 １０８ 颗木槵子串， 不停的念诵 “佛陀达摩僧伽名” （即佛、 法、

僧三宝） 分别满 ２０ 万遍、 满一百万遍等等， 即可替代日常修行而得安乐或无上果位。
而这样简便的称名念佛， 在中国净土信仰传入后才盛行。 净土经言： 只要称诵阿弥陀佛

名号， 人死之后， 就可往生西方净土􀃊􀁉􀁒。 言外之意， 一个平日里无暇修行的人， 只要临

死时自念或他人助念佛名， 功德果报同样。 据说此法极为灵验， 各类 《应验记》 常常

记某人念佛号多少万遍而获往生􀃊􀁉􀁓， 但材料中似乎并未提及称名念佛时以数珠计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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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善无畏译 《苏悉地羯罗供养法》， 《大正藏》， 第 １８ 册， 第 ６９２ 页。
［唐］ 不空译 《金刚顶瑜伽念珠经》， 《大正藏》， 第 １７ 册， 第 ７２７ 页。
［唐］ 般若、 牟尼室利合译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 《大正藏》， 第 １９ 册， 第 ５２５ 页。
［唐］ 般若译 《诸佛境界摄真实经》 卷下 《持念品第八》， 《大正藏》， 第 １８ 册， 第 ２８１ 页。
参见 ［东晋］ 失译 《佛说木槵子经》， 收录于 《大正藏》， 第 １７ 册， 第 ７２６ 页。
［日］ 永观集 《往生拾因》， 《大正藏》， 第 ８４ 册， 第 ９７ 页。
往生应验故事集， 历史上很多， 可参见 《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 《大正藏》， 第 ５１ 册， 第 １０４ 页。 另外，
可参见清代彭希涑撰 《净土圣贤录》。 该录以中国古来著述， 兼以耳目所及编辑成录， 收于 《卍续藏》，
第 １３５ 册。



世纪净土大师道绰 （５６２－６４５）， 劝人念阿弥陀佛名号时， 仍然告诉信众以麻豆计数①。
虽然， 文中也提到法师曾经自己串木槵子来记数， 并告知四众此法， 但似乎麻豆更为方

便和流行②。 所以， 虽然 ４ 世纪左右数珠的使用已经传入中国， 但到 ７ 世纪， 一般的

僧、 众仍然无珠可用。
木槵子， 又名无患子， 梵文名是 Ａｒｉ ａｋａ， 拉丁学名是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Ｇａｅｒｔｎ，

在 《阿育吠陀》 （Ａｙｕｒ－Ｖｅｄａ） 及湿婆的材料中， 此子被认为可以袪鬼③。 明代李时珍

在 《本草纲目》 中也称此树 “能符劾百鬼……俗名为鬼见愁”④。 一般来说， 人类文明

史早期的鬼， 通常指疾病、 死亡。 袪鬼， 意即指此木的药理作用。 这种树所结果实， 黑

而亮， 坚硬无比。 所以， 木槵子与菩提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果实。
（二） 宝思惟 （？ －７２１） 译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８ 世纪后译出的一系列数珠密教文献中， 木槵子的功用被大大减弱了。 《佛说校量

数珠功德经》 以文殊菩萨为利益诸有情之因缘， 宣说数珠不同材质之功德大小：
　 　 若用铁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五倍；

若用赤铜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十倍；
若用真珠、 珊瑚等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百倍；
若用木槵子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千倍， 若求往生诸佛净土及天宫者， 应受

此珠；
若用莲子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万倍；
若用因陀啰佉叉 （一种蓝色的宝石？ －笔者） 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百

万倍；
用乌嚧陀啰佉叉 （金刚子 ／ 菩提子－笔者） 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千万倍；
若用水精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万万倍。⑤

这些量化的对比， 非常清楚的表述了哪种珠子更贵、 更有效力。 显然 《佛说校量数珠

功德经》 对菩提子与木槵子区分的十分清楚： “若用槵子为数珠者， 诵掐一遍得福千倍

……若用菩提子为数珠者， 或时掐念或但手持， 诵数一遍其福无量不可算计难可校

量”⑥。 可以看出， 在密教时期， 木槵子的福报已经大大减少。 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文特

别提到， 想要往生弥陀净土或弥勒兜率天宫的信徒， 要用木槵子珠。 这是非常特别的，
至少从文献的角度可以说， 直到 ８ 世纪密教时期， 木槵子在中国依然保持做为净土信仰

的专用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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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道宣撰， 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 卷 ２０，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 第 ７６２ 页。
［唐］ 道宣撰， 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 卷 ２０， 第 ７６２ 页。
Ｄｅｖｄｕｔｔ Ｐａｔｔａｎａｉｋ， Ｓｈｉｖａ－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 １０２􀆰
参见 ［明］ 李时珍 《本草纲目 （点校本）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 第 ２０２４ 页。
［唐］ 宝思惟译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大正藏》， 第 １７ 册， 第 ７２７ 页。
［唐］ 宝思惟译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大正藏》， 第 １７ 册， 第 ７２７ 页。



为什么这个时候菩提子的福报突然如此之大呢？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讲述了一

个故事， 以说明其法力超强的因缘： 有一外道不信三宝， 经常谤佛。 因为他的儿子死于

非命 （被非人所杀）， 这个外道就想： “是不是因为我太过信邪教 （不信佛法）？ 不知道

诸佛法力如何， 不防试试。 既然如来是在树下成道， 如果佛真的获得正觉， 那么树就会

有感应”。 于是这个外道把他儿子的尸体放到菩提树下， 说道： “佛树如果真神圣， 我

儿子一定能死而复活”。 于是， 他坐在树下连续七日称念佛名。 如此， 七天之后他的儿

子果然复活了。 惊喜的外道皈依了佛门， 称此树为 “延命树”。 此后， 佛成道的树有了

两个名字： 一曰菩提树， 二曰延命树①。 虽然经中将佛成道的菩提树与结出菩萨子的树

混为一谈， 但是说明了菩提子的重要性似乎由此而来。
佛经中这棵可以起死回生、 象征无上觉悟的是什么树？ 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 不同

的经典有不同的菩提树种类。 《修行本起经》 提到乔达摩苦行时， 坐于娑罗树下②。 娑

罗树， 学名 Ｓｈｏｒｅ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属龙脑香科， 高大的乔木。 产于印度、 孟加拉等热带地方。
相传， 此树乃过去七佛之第三佛： 毗舍浮佛 （Ｖｅｓｓａｂｈｕ） 之道场树③。 此外， 拘尸那揭

罗 （Ｋｕｓｉｎａｇａｒａ） 城外之娑罗树林， 是佛陀涅槃之树④。 因娑罗树高大、 坚固， 不易枯

萎， 所以佛典中常以此树喻坚固。 马鸣的 《佛所行赞》 提到乔达摩是在阎浮树下苦行、
在吉祥树 （又称菩提树） 下成道⑤。 阎浮树， 学名为 Ｅｕｇｅｎｉａ Ｊａｍｂｏｌａｎａ， 属桃金娘科的

落叶乔木。 分布于印度、 锡兰及马来半岛、 中国海南、 广东、 福建等地。 隋代阇那崛多

《佛本行集经》 提到佛苦行于尼拘陀树下。 尼拘陀树， 按丁福保解释就是榕树。 《佛说

造像量度经》 中说佛伸开手臂， 其宽度与身高相等， 即尼拘陀树形⑥。 唐代慧琳撰 《一
切经音义》 卷 １５ 记： “尼拘陀， 此树端直无节， 圆满可爱……唐国无此树， 言是柳树

者讹也。”⑦ 慧琳是西域人， 后到京师， 长期生活在北方， 没有见过南方非常常见的榕

树， 故言 “唐国无此树”。 但以上这些树与菩提子皆无关系。
为什么早期的数珠以木槵子为之， 其巨大功德以至于即使是手持便可替代日常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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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宝思惟译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原文云： “过去有佛出现于世， 在此树下成等正觉。 时， 一外道

信邪倒见毁谤三宝， 彼有一男， 忽被非人打杀。 外道念言： ‘我今邪盛， 未审诸佛有何神力。 如来既是在

此树下成等正觉， 若佛是圣， 树应有感。’ 即将亡子卧着菩提树下， 作如是言： ‘佛树若圣， 我子必苏。’
以经七日诵念佛名， 其子乃得重苏。 外道赞言： ‘诸佛神力， 我未曾见。 佛成道树现此希奇， 甚大威德，
难可思议。’ 诸外道等， 悉舍邪归正， 发菩提心， 信知佛力， 不可思议。 诸人咸号为延命树。 以此因缘有

其二名， 应当知之。” 《大正藏》， 第 １７ 册， 第 ７２７ 页。
见 ［东汉］ 竺大力、 康孟详合译 《修行本起经》， 《大正藏》， 第 ３ 册， 第 ４６９ 页。
［后秦］ 佛陀耶舍、 竺佛念译 《长阿含经》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１ 册， 第 ２ 页。 经中记七佛成道之树分别

是： “毗婆尸佛坐波波罗树下成最正觉， 尸弃佛坐分陀利树下成最正觉， 毗舍婆佛坐娑罗树下成最正觉，
拘楼孙佛坐尸利沙树下成最正觉， 拘那含佛坐乌暂婆罗门树下成最正觉， 迦叶佛坐尼拘律树下成最正觉。
我今如来、 至真， 坐钵多树下成最正觉。”
［后秦］ 佛陀耶舍、 竺佛念译 《长阿含经》 卷 ４， 《大正藏》， 第 １ 册， 第 ２４ 页。
马鸣撰、 ［北凉］ 昙无谶 （法护） 译 《佛所行赞》， 《大正藏》， 第 ４ 册， 第 ８ 页。
［清］ 工布查布译解 《佛说造像量度经解》，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９３６ 页。
［唐］ 慧琳撰 《一切经音义》， 《大正藏》， 第 ５４ 册， 第 ４０２ 页。



行精进， 完全不提别的材料。 可是过了 ３００ 年左右， 它的功能大大减少， 成为只用于往

生净土的法器？ 对于引发数珠材料更替的理由， 可以给出的合理解释就是： 木槵子可能

为佛教原创的器物， 而菩提子， 则与 ６ 世纪席卷印度以及东南业的古老湿婆密教

有关①。

四、 宗教植物学与医学

进入宗教系统的植物， 通常是一些有特别药理作用的植物。 如前所述， 木槵子在印

度被认为可以袪鬼； 娑罗树， 用以治疗消化不良、 淋疾等病症； 阎浮树的果实具有止咳

平喘的效用②。
菩提子， 不是榕科 “菩提树” （我们今天在菩提伽耶看到那棵菩提树） 所结的种

子， 这一点非常明确。 上文提到的所有吉祥树或菩提树， 几乎都不结这类坚硬的珠子。
大家熟知的菩提子， 来自杜英属乔木， 学名为圆果杜英。 它的叶子尖而瘦长， 不似菩提

树的桃心形。 其果实硬骨质， 表面有沟纹。 圆果杜英生长于海拔 １１００ 至 １８００ 米的森林

中， 在印度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下段， 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 这组巨大的雪山

群， 传说是湿婆 （Ｓｈｉｖａ） 的居所。 湿婆又称雪山之主， 他的妻子帕尔瓦蒂 （Ｐａｒｖａｔｉ）
为雪山女神， 这是理解菩提子 （湿婆之眼） 为湿婆派标志的重要背景。

印度传统称菩提子为 Ｒｕｄｒａａｋｓｈａ， 即 “湿婆之眼” （或茹德拉之眼， Ｒｕｄｒａ， 为土

著大神湿婆吠陀化的名子）。 传说湿婆看着持续数年的大暴雨导致的灭顶洪灾， 不禁为

众生悲伤落泪。 从第三只眼中掉下的一滴泪落到黎明前的土地上， 这滴泪水变成一棵浆

果树， 就是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ａｎｉｔｒｕｓ， 即圆果杜英， 它的果核就是 “湿婆之眼”。 湿婆宣称

这个果核将会为人类带来幸福、 健康、 护佑以及精神自由。 因为这个种子是湿婆眼泪化

成， 属于湿婆身体的一部分， 人们佩戴它就能得到湿婆神给予的加持。 这个神圣的

“湿婆之眼”， 正是所谓的金刚菩提子③。 印度古典医学著作 《阿育吠陀》 （āｙｕｒｖｅｄａ）
记载： 菩提子是重要的药材， 它可以治疗身体因三大元素 （土、 火、 风） 失调而引发

的疾病， 尤其是显现于皮肤上的病， 如天花 （或梅毒） 和鸡痘④。 因为菩提子是湿婆的

另一个形态， 所以人们在喉咙的位置佩戴哪怕只一颗菩提子， 就可以抵御所有邪灵引发

的病痛。 由此， 要求佩戴菩提子必须紧贴人的皮肤。 印度教传统学派的大师多佩挂菩提

串， 尤其是湿婆派信众， 身上披挂往往不只一串。 印度冬季举行的大型沐浴节， 是在最

冷的黎明前举行， 整个沐浴过程要佩戴菩提子。 古代铭文显示， 佩戴 “湿婆之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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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涉及到密教本质问题， 需要另外的研究讨论， 在此不多涉及。
在 《阿育吠陀药典》 娑罗双树被认为可以治疗烧伤、 麻风病、 皮肤病和梅毒等。 参见孙铭、 贾敏如等

《 〈印度阿育吠陀药典〉 所载 １６９ 味单药味药的介绍》， 《中国药房》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５ 期， 第 ２０７５－２０９１ 页。
Ｐ􀆰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ｈａｒ， Ｈｎｄｕｉｓｍ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ｐ􀆰 ８１－８３􀆰
Ｐ􀆰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ｈａｒ， Ｈｎｄｕｉｓｍ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ｐ􀆰 ８１－８３􀆰



人几乎等同于湿婆 （Ｒｕｄｒａ）， 同时湿婆也只接受佩戴神圣种子之人的礼拜。 这句话是

这样写的： Ｂｉｎａ ｂｈａｓｍａ ｔｒｉｐｕｎｄｅｎ ｂｉｎａ Ｒｕｄｒａｋｓｈａ ｍａｌａｙａ Ｐｏｏｊｉｔｏａｐｉ Ｍａｈａｄｅｖｏ ｎａ ｓｙａｔ ｔａｓｙａ
ｐｈａｌａｐｒａｄａｈ􀆰 直译过来就是 “如果你没有用圣灰在额头上涂有三叉戟的圣记， 或者脖了

上没有佩戴茹德拉之眼， 向大天礼拜就没有任何结果”。 《湿婆往世书》 记载： 即使一

个人没有任何美德， 只要他爱湿婆之眼， 就不会深陷罪恶且得到解脱。 爱湿婆之眼的人

肯定不是坏人。 在印度不分种姓、 文化与性别， 都喜爱佩戴湿婆之眼。 但最重要和最基

本的要求是： 他必须是一个信仰湿婆大神的洁净之人①。

五、 持数珠神图像

中国唐代之前的造像， 按柯嘉豪所列， 最早的数珠图像出现在南北朝， 为麦积山第

２３ 窟一尊北朝菩萨。 但经笔者辨认， ２３ 窟菩萨手持为当时流行的 “桃形器” 并非数

珠。 事实上， 数珠图像始于五代， 宋以后流行， 最初出现在观音手上。 以几部主要数珠

功德经的译出时间比对 （除 《佛说木槵子经》 ）， 图像出现的时间与之正相吻合。 但图

像中持念珠者多为观音而非经典所记的文殊或金刚手， 那么问题就来了， 民间为什么认

为数珠手是观音呢？
印度数珠的历史虽然从文献上可以追朔到 《往世书》 时代， 但图像实物仅始见于

公元 ５ 世纪， 它们同时出现在佛教与湿婆教造像中。
５ 世纪的实物图像至少可以发现 ３ 例， 最重要的是阿旃陀石窟第 １６ 窟， 一处壁画

表现了坐着的圣人手持环形数珠， 周围是一些世俗人物。 其中一个坐姿男子， 身着华

丽， 双手合十表情虔诚。 笔者大胆推测， 这或是一幅 ５ 世纪绘制的 《木槵子经变相》。
画中华服者可能正是问佛如何修法的波流离王②。 ５ 世纪印度教例子： 有奥里萨邦博物

馆藏的八臂湿婆像， 其中一只右手持数珠。 当然， 类似的例子应该还有一些， 但总体不

多。 数珠的流行要到密教盛行的 ８ 世纪， 印度遗存中的密教湿婆像， 表现为怒相、 多

臂、 舞立， 其中必有一手持数珠。

结语

综上， 佛教不是最先使用数珠的团体。 佛教使用数珠的习惯， 应该受到婆罗门教传

统的影响， 尤其与婆罗门教反复称诵圣号的 “迦巴” 习俗有关。 虽然数珠更多的使用

７２１数珠与菩提： 佛教数珠的使用

①

②

以上内容参见 Ｂ􀆰 Ｋ􀆰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Ｇｏｄｓ ａｎｄ Ｇｏｄｄ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４： Ｓｈｉｖａ， Ｄｅｌｈｉ： Ｄ􀆰 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Ｐ）
Ｌｔｄ􀆰 １９９６， ｐｐ􀆰 ５７－５９􀆰
之前对壁画的解释是： 它表现了 《坚伽国王》 的故事。 画中坚伽国王正虔诚的聆听苦行婆罗门那拉达

（Ｎāｒａｄａ） 开示， 因此持数珠者是婆罗门那拉达。 参见 Ｄｉｅｔｅｒ Ｓｃｈｌｉｎｇｌｏｆｆ， Ａｊａｎｔ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Ｖｏｌ􀆰 Ｉ􀆰 ２０１１，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ｒａ Ｇａｎｄｈ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ｙａｎ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 ２１９􀆰



于密教修行和仪式当中， 但与密教无关、 汉译最早的 《佛说木槵子经》 所述 “以木槵

子 １０８ 棵结串” 显然还是受到湿婆派 １０８ 数字的影响。 如果我们放下既有的认识， 重新

审视印度东部和北部， 即克什米尔与奥里萨遗存中大量 ８ 世纪所谓的密教观音造像， 考

虑到那里此时盛行的湿婆信仰， 就会质疑这些手持 “湿婆之眼” 的观音像是否是被误

读的湿婆， 进而思考大足、 安岳地区突然出现的数珠手观音像的来源与文化现象。
对数珠使用的观察， 可以透视出不同文化， 甚至相互排斥文化间的合作与转化现

象。 从而显现出诞生于印度文化大背景中的佛教， 吸取传统信仰、 婆罗门教思想以及修

持方式之一斑， 这是佛教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同时， 宗教学与植物学的密切关系也值

得关注。 当早期抽象神被人格化后， 某些有宗教意义的植物也会归属到一些特定的神身

上， 并逐渐产生更多的神话和宗教解释。 在这个归属过程中， 会发生植物借用与转移现

象。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 人们通过什么程序选取植物、 在宗教仪式中如

何使用这些植物的。 本文所关注的数珠， 只是诸多神圣植物进入宗教或者说进入佛教的

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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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时代的类书编纂者群体及其影响

———以 “珠英学士” 为中心

刘全波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武周时代大型类书 《三教珠英》 的编纂是隋唐时期官修类书编纂潮流的延续与高潮。 《三

教珠英》 的编纂者多被称为 “珠英学士”， “珠英学士” 群体除了张昌宗外， 更有李峤、 徐彦伯、 张

说、 徐坚、 刘知几、 崔湜等四十余人， 至唐中宗、 唐玄宗时代， 诸学士仍然活跃于政坛、 文坛。 对于

《三教珠英》 的编纂， 史书皆言 “二张” 无才学， 盛赞张说、 徐坚之功， 以今度之， 有因人废事、 锦

上添花之嫌， 不应过分夸大张说、 徐坚之功， 亦不应抹杀李峤、 徐彦伯、 沈佺期、 宋之问、 阎朝隐、

王无竞等诸人之劳。 诸学士在编纂 《三教珠英》 之外， 还共同编修过 《唐史》 《则天皇后实录》 等，

甚至于集体参与到义净大师的译经活动中。 受 《三教珠英》 之影响， 诸学士多编纂有与类书渊源颇

深的私修典籍， 如 《李峤杂咏》 《燕公事对》， 甚至于 《初学记》 之编纂， 也受到了 《三教珠英》 的

影响。 总之， 《三教珠英》 的编纂是武则天时代极其重要的一项文化工程， 是拥护武则天的一群文人

学士的集体成果， “珠英学士” 群体影响巨大， 引领了时代风气、 学术潮流。

关键词： 类书　 《三教珠英》 　 珠英学士　 修文馆学士　 武则天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２􀆰 １； Ｚ２２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１２９－１８

唐代是类书编纂、 发展的高潮期， 虽然多数典籍没有流传下来， 但是唐代的类书编

纂却是异常繁荣的。 胡道静 《中国古代的类书》 言： “唐代自开国到玄宗时代， 除了中

宗、 睿宗两个很短的朝代外， 累朝都用封建国家的力量编纂了一些大规模的类书。”①贾

晋华 《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 言： “从隋炀帝至至唐玄宗开元中， 官修类书大量涌现，
皇帝、 太子、 诸王都争先恐后地组织第一流的学者文士编纂类书。”②杜希德著， 黄宝华

译 《唐代官修史籍考》 亦言： “在初唐时期， 知识的合理化组织与分门别类曾风行一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１－２７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代类书叙录、 整理与研究” （１９ＺＤＡ２４５）；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２０２１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４）
作者简介： 刘全波 （１９８４－　 ）， 男， 山东阳信人。 教授，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 敦煌学、 中西交通史研究。
　 ①　 胡道静 《中国古代的类书》，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新 １ 版， 第 １０２ 页。
　 ②　 贾晋华 《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 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７－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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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还体现在初唐时期编纂的各式各样的 ‘百科全书’ 中， 这些书籍在 ７２０ 年的

秘书省藏书目录中被归为 ‘类事’， 即 ‘分类事项’。”① 诚然， 唐初编纂了多部大型类

书， 如 《艺文类聚》 《文思博要》 《瑶山玉彩》 《累璧》 《东殿新书》 《策府》 《碧玉芳

林》 《玉藻琼林》 《三教珠英》 等。 其中， 《三教珠英》 是有唐一代编纂的卷帙最大的

类书， 达 １３００ 卷， 此后几百年也无人能出其右。② 但是， 由于 《三教珠英》 是张昌宗

等人领衔， 且是在剿袭 《文思博要》 的基础上成书， 故一直不被重视， 甚至有些被人

看不起， 其实， 这严重低估了 《三教珠英》 及其影响， 笔者计划在诸学者研究的基础

上再做考索， 以加深对 《三教珠英》 编纂者群体的认知。

一、 《三教珠英》 的编纂者

《旧唐书》 卷 ４７ 《经籍下》 子部 “事类” 载： “ 《三教珠英》 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

卷。 张昌宗等撰。”③ 《新唐书》 卷 ５９ 《艺文三》 子部 “类书类” 载： “ 《三教珠英》 一

千三百卷。 《目》 十三卷。 张昌宗、 李峤、 崔湜、 阎朝隐、 徐彦伯、 张说、 沈佺期、 宋

之问、 富嘉谟、 乔侃、 员半千、 薛曜等撰。”④ 可见， 《旧唐书》 对于 《三教珠英》 编

纂者的记载是比较简单的， 《新唐书》 所记载的作者信息较多， 有张昌宗、 李峤等

１２ 人。
《旧唐书》 卷 ７８ 《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 载： “以昌宗丑声闻于外， 欲以美事掩其

迹， 乃诏昌宗撰 《三教珠英》 于内。 乃引文学之士李峤、 阎朝隐、 徐彦伯、 张说、 宋

之问、 崔湜、 富嘉谟等二十六人， 分门撰集， 成一千三百卷， 上之。 加昌宗司仆卿， 封

邺国公， 易之为麟台监， 封恒国公， 各实封三百户。”⑤ 《新唐书》 卷 １０４ 《张行成族子

易之昌宗》 载： “后知丑声甚， 思有以掩覆之， 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 引李峤、 张说、
宋之问、 富嘉谟、 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 《三教珠英》。”⑥ 《资治通鉴》 卷 ２０６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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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 杜希德著， 黄宝华译 《唐代官修史籍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７３－７４ 页。
桂罗敏 《 〈三教珠英〉 考辨》，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７５－７８、 ５２ 页。 桂罗敏认为， 作为中国

唯一女皇的武则天， 之所以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 实是她的王朝全面地实现了文治武功。 在文治方面， 图

书典籍的修撰，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 而在图书典籍的修撰中， 最为出色的是大型类书一千三百卷 《三教

珠英》 的编纂。 王兰兰 《 〈三教珠英〉 考补与发微》， 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７
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１４－１３０ 页。 王兰兰亦言， 在其 （武则天） 称帝后期，
征天下文士修 《三教珠英》， 为其时文苑一大盛事。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４７ 《经籍下》，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２０４６ 页。
［宋］ 欧阳修等撰 《新唐书》 卷 ５９ 《艺文三》，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１５６３ 页。 此处的 “乔侃”
当是 “乔备”。 《珠英学士集 （Ｐ􀆰 ３７７１） 》 所载亦是 “乔备”，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乔知之传》
亦言 “乔备” 预修 《三教珠英》， 故 “乔侃” 当是 “乔备”。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７８ 《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 第 ２７０７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１０４ 《张行成族子易之昌宗》， 第 ４０１４－４０１５ 页。



“太后欲掩其迹， 乃命易之、 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 《三教珠英》 于内殿。”① 两

《唐书》 皆提及张昌宗、 李峤、 徐彦伯、 张说、 宋之问、 富嘉谟， 一次提及阎朝隐、 崔

湜。 正史的记载， 是我们认知 《三教珠英》 编纂的基础， 甚至于， 我们可以认为在

《三教珠英》 的编纂之中， 上述诸人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 《资治通鉴》 的记载， 增加

了张易之， 且是其他典籍所没有记载的。 再一个需要说明的是， 三书皆言 “二张” “丑
声闻于外”， 武则天 “欲以美事掩其迹”，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不能过分解读， 修

书之事， 与其说是给 “二张” 美化， 不如说是为武则天张目， 因为其中起关键作用的

还是武则天。②

《唐会要》 卷 ３６ 《修撰》 载：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麟台监张昌宗， 撰 《三教

珠英》 一千三百卷成。 上之， 初， 圣历中， 上以 《御览》 及 《文思博要》 等书， 聚事

多未周备， 遂令张昌宗召李峤、 阎朝隐、 徐彦伯、 薛曜、 员半千、 魏知古、 于季子、 王

无竞、 沈佺期、 王适、 徐坚、 尹元凯、 张说、 马吉甫、 元希声、 李处正、 高备、 刘知

几、 房元阳、 宋之问、 崔湜、 常元旦、 杨齐哲、 富嘉谟、 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 于旧书

外更加佛道二教， 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③ 《唐会要》 对于 《三教珠英》 编纂者的记

载最为详细， 其将张昌宗、 李峤等 ２６ 人姓名记载了下来， 是我们了解 《三教珠英》 编

纂者最重要的资料。
《太平御览》 卷 ６０１ 《文部十七·著书上》 载： “又曰天后圣历中， 上以 《御览》

及 《文思博要》 等书， 聚事多未备， 令麟台监张昌宗与麟台少监李峤， 广召文学之士，
给事中徐彦伯、 水部郎中员半千等二十六人， 増损 《文思博要》， 勒成一千三百卷。 于

旧书外更加佛教道流及亲属姓氏方域等部， 至是毕功， 上亲制名曰 《三教珠英》， 彦伯

已下， 改官加级赐物。”④ 《册府元龟》 卷 ６０７ 《学校部·撰集》 载： “张昌宗为麟台监。
圣历中， 则天以 《御览》 及 《文思博要》 等书， 多未周备， 令昌宗与麟台少监李峤，
广召文学之士。 给事中徐彦伯、 水部郎中员半千等二十六人， 增损 《文思博要》， 勒成

一千三百卷， 于旧书外更加佛教、 道教及亲属、 姓氏、 方域等部， 至是毕功， 帝亲制名

曰 《三教珠英》。 时左补阙崔湜同修。”⑤ 《太平御览》 《册府元龟》 的记载， 皆突出了

“员半千”， 是其他材料所没有的。 《册府元龟》 的记载还补充了一个重要信息， “时左

补阙崔湜同修”， 与下文敦煌本 《珠英学士集》 所载 “左补阙清河崔湜” 相合， 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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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０６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 条，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年， 第 ６５４４ 页， 第 ６５４６ 页。
刘全波 《唐代类书编纂研究》， 新北： 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１２ 页。
［宋］ 王溥撰 《唐会要》 卷 ３６ 《修撰》，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５ 年， 第 ６５７ 页。 《唐会要》 言修 《三教珠

英》 者有 “高备”， 而王兰兰考证 “高备” 当是 “乔备”。 常元旦， 无传记资料， 新唐书载有 “韦元旦”，
王兰兰考证此 “常元旦” 当是 “韦元旦”。 徐俊认为 “乔侃” 当是 “乔备”， 王兰兰认为二人的可能性亦

是有的， 笔者认为当从本传与 《珠英学士集》 记载， 即只有 “乔备” 一人参与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
［宋］ 李昉等撰 《太平御览》 卷 ６０１ 《文部十七著书上》，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８９８ 册， 第 ５３０ 页。
［宋］ 王钦若等撰 《册府元龟》 卷 ６０７ 《学校部·撰集》， 南京：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７０００ 页。



证。 再者， 上述文献多言 《三教珠英》 编纂者共 “二十六人”， 其实这应是某一个时期

的人数统计， 而在真实的修书过程中， 会不断的有人加入或退出。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李适传》 载： “武后修 《三教珠英》 书， 以李峤、 张

昌宗为使， 取文学士缀集， 于是适与王无竞、 尹元凯、 富嘉谟、 宋之问、 沈佺期、 阎朝

隐、 刘允济在选。 书成， 迁户部员外郎， 俄兼修书学士。 景龙初， 又擢修文馆学士。”①

《新唐书·李适传》 提供了不少重要信息， 上述诸文献皆未曾记载刘允济参与编纂 《三
教珠英》 之事， 故我们可以据此增加一人。

《玉海》 卷 ５４ 载： “无乔侃。 《刘禹锡集》 云： 《珠英》 卷后列学士姓名， 蒋凤白

衣在选。 一本吴少微亦预修。”② 《玉海》 载事载人， 多驳杂， 其引用 《唐会要》 时，
小字部分留下了上述文字， 乔侃没有参与 《三教珠英》 的编纂， 当是其弟乔备， 蒋凤

则是白衣入选， 而根据此处的记载可知， 吴少微应该也参与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
《新唐书》 卷 ６０ 《艺文四》 载： “ 《珠英学士集》 五卷。 崔融集。 武后时修 《三教

珠英》 学士李峤、 张说等诗。”③ 《郡斋读书志》 卷 ２０ 《总集类》 载： “ 《珠英学士集》
五卷。 右唐武后朝， 尝诏武三思等修 《三教珠英》 一千三百卷， 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
崔融编集其所赋诗， 各题爵里， 以官班为次， 融为之序。”④ 《文献通考》 卷 ２４８ 载：
“ 《珠英学士集》 五卷。 晁氏曰： 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 《三敎珠英》 一千三百卷，
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 崔融编集其所赋诗， 各题爵里， 以官班为次， 融为之序。”⑤ 《郡
斋读书志》 《文献通考》 皆言， 诏武三思等修 《三教珠英》， 看来， 武三思亦是参与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领导班子。 此外， 《珠英学士集》 的作者崔融应该也是编纂 《三教

珠英》 的参与者之一。
　 　 Ｓ􀆰 ２７１７ 《珠英集卷四、 卷五》

阙名 （李羲仲）⑥

通事舍人吴兴沈佺期

前通事舍人李适

左补阙清河崔湜

右补阙彭城刘知几⑦

右台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琅琊王无竞

卷五

太子文学扶风马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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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李适传》， 第 ５７４７ 页。
［宋］ 王应麟撰 《玉海》 卷 ５４，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 上海书店，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０２９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６０ 《艺文四》， 第 １６２３ 页。
［宋］ 晁公武撰， 孙猛校证 《郡斋读书志校证》 卷 ２０ 《总集类》，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０５９ 页。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２４８ 《经籍考七十五》，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９５４ 页。
王素 《敦煌本 〈珠英集·帝京篇〉 作者考实》，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７－９０ 页。
余欣 《敦煌本 〈珠英集〉 残卷所见刘知几佚诗三首笺证》，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４－１０４ 页。



Ｐ􀆰 ３７７１ 《珠英集卷五》
阙名

蒲州安邑县令宋国乔备

太子文学河南元希声

司礼寺博士清河房元阳

洛阳县尉弘农杨齐哲

恭陵丞安定胡皓①

《珠英学士集》 是唐人编选的时代较早的唐诗选本， 敦煌文书中今存残卷二卷

（Ｐ􀆰 ３７７１、 Ｓ􀆰 ２７１７）。 崔融 《珠英学士集》 在 ７０１－７０６ 年之间的任何时段成书， 皆有可

能。 笔者认为， 长安二年 （７０２） 成书的可能性更大。 其一， 长安元年 （７０１） 十一月，
《三教珠英》 编纂完成。 其二， 由 “左补阙清河崔湜” “时左补阙崔湜同修” 可知， 崔

湜的官职， 就是修书时或修书刚刚结束时的官职。 其三， 长安三年正月一日 （７０３），
武三思、 李峤、 朱敬则、 徐彦伯、 魏知古、 崔融、 徐坚、 刘知几、 吴兢等人， 又开始了

新的撰修工作， 即奉武则天敕令编修 《唐史》。 《唐会要》 卷 ６３ 《史馆上》 载： “修
《唐史》。 采四方之志， 成一家之言， 长悬楷则， 以贻劝诫。”② 一个任务的完成与一个

新任务的开启， 更应该是次第关系， 而不应该是并列关系。

出处 参修者 人数

《旧唐书·经籍下》 张昌宗 １

《新唐书·艺文三》 张昌宗、 李峤、 崔湜、 阎朝隐、 徐彦伯、 张说、 沈佺期、
宋之问、 富嘉谟、 乔备、 员半千、 薛曜

１２

《旧唐书·张行成族孙易之昌
宗》

张昌宗、 李峤、 阎朝隐， 徐彦伯、 张说、 宋之问、 崔湜、
富嘉谟

８

《新唐书·张行成族子易之昌
宗》 张昌宗、 李峤、 张说、 宋之问、 富嘉谟、 徐彦伯 ６

《资治通鉴》 张易之、 张昌宗、 李峤 ３

《唐会要》

张昌宗、 李峤、 阎朝隐、 徐彦伯、 薛曜、 员半千、 魏知古、
于季子、 王无竞、 沈佺期、 王适、 徐坚、 尹元凯、 张说、
马吉甫、 元希声、 李处正、 乔备、 刘知几、 房元阳、 宋之
问、 崔湜、 韦元旦、 杨齐哲、 富嘉谟、 蒋凤

２６

《太平御览》 张昌宗、 李峤、 徐彦伯、 员半千 ４

３３１武周时代的类书编纂者群体及其影响———以 “珠英学士” 为中心

①
②

徐俊纂辑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 第 ５４８－５８７ 页。
［唐］ 王溥 《唐会要》 卷 ６３ 《史馆上》， 第 １０９４ 页。



出处 参修者 人数

《册府元龟》 张昌宗、 李峤、 徐彦伯、 员半千、 崔湜 ５

《新唐书·文艺中·李适传》 李峤、 张昌宗、 李适、 王无竞、 尹元凯、 富嘉谟、 宋之问、
沈佺期、 阎朝隐、 刘允济

１０

《玉海》 引 《刘禹锡集》 蒋凤、 吴少微 ２

《珠英学士集》 （Ｐ􀆰 ３７７１、 Ｓ􀆰 ２７１７） 李羲仲、 沈佺期、 李适、 崔湜、 刘知几、 王无竞、 马吉甫、
乔备、 元希声、 房元阳、 杨齐哲、 胡皓

１２

《郡斋读书志》 武三思、 崔融 ２

《文献通考》 武三思、 崔融 ２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知道的 《三教珠英》 的编纂者， 有张昌宗、 李峤、 徐彦伯、
魏知古、 沈佺期、 宋之问、 阎朝隐、 刘允济、 王无竞、 韦元旦、 尹元凯、 李适、 富嘉

谟、 员半千、 王适、 张说、 徐坚、 刘知几、 崔湜、 薛曜、 乔备、 元希声、 马吉甫、 杨齐

哲、 胡皓、 于季子、 李处正、 房元阳、 蒋凤、 吴少微、 崔融、 武三思、 张易之。 王素先

生认为李羲仲也曾参与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① 故目前所能知道的 《三教珠英》 的

编纂者， 共计 ３４ 人。 王兰兰认为苏味道、 李迥秀、 王绍宗、 吉顼、 田归道、 薛稷、 房

融、 崔神庆、 杜审言亦有可能参与 《三教珠英》 的编纂， 原因是他们与二张之关系密

切， 我们暂且持怀疑态度。②

二、 “珠英学士” 群体及其政治倾向

（一） 李峤、 徐彦伯、 崔融、 魏知古

崔融、 李峤、 苏味道、 杜审言四人并称为 “文章四友”， 是活跃于初唐后期诗坛的

重要文学群体。 胡旭、 林静 《 “文章四友” 及其政治、 文学考论》 言： “形成于武周天

授元年九月到天授三年正月……主要凭借文学才华， 在武周时期仕途大盛， 忠于武则天

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之事， 并因之而与 ‘二张’、 武三思等过从甚密， 他们的政治倾

向事实上已经背离了李唐政权。”③

《旧唐书》 卷 ９４ 《李峤传》 载： “则天深加接待， 朝廷每有大手笔， 皆特令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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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 《敦煌本 〈珠英集·帝京篇〉 作者考实》， 第 ８７－９０ 页。
王兰兰 《 〈三教珠英〉 考补与发微》， 第 １１４－１３０ 页。
胡旭、 林静 《 “文章四友” 及其政治、 文学考论》，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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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文集五十卷。”① 《新唐书》 卷 １２３ 《李峤传》 载： “十五通 《五经》， 薛元超

称之。 二十擢进士第， 始调安定尉。 举制策甲科， 迁长安。 时畿尉名文章者， 骆宾王、
刘光业， 峤最少， 与等夷……武后时， 汜水获瑞石， 峤为御史， 上 《皇符》 一篇， 为

世讥薄。 然其仕前与王勃、 杨盈川接， 中与崔融、 苏味道齐名， 晚诸人没， 而为文章宿

老， 一时学者取法焉。”② 从唐高宗时期直至武则天时代， 李峤皆有功业， 在武则天时

代位列宰相， 唐中宗时代更是朝廷之谋主， 总之， 李峤在武则天时代是一位非常重要的

人物。 而此李峤参与到 《三教珠英》 的编纂中， 必然是此编纂团队的学术带头人， 在

“二张” 之外， 李峤应该是最重要的存在， 其一李峤的地位高， 其二李峤是文章宿老。
李峤修 《三教珠英》 时的年龄， 我们以公元 ７００ 年为基点，③ 判断诸编纂者之年龄， 李

峤的生卒年是 ６４５ 与 ７１４ 年，④ 可见， 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 李峤的年龄是 ５５ 岁。
《新唐书》 卷 １１４ 《徐彦伯传》 载： “七岁能为文。 结庐太行山下。 薛元超安抚河

北， 表其贤， 对策高第……武后撰 《三教珠英》， 取文辞士， 皆天下选， 而彦伯、 李峤

居首。”⑤ 徐彦伯 《旧唐书》 本传没有记载其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之事， 《新唐书》
本传记载较详， 并言选天下文辞之士， 徐彦伯与李峤居首， 可见， 徐彦伯在编纂 《三
教珠英》 时的作用。 《白孔六帖》 卷 ７３ 亦载： “撰 《三教珠英》。 徐彦伯进给事中， 武

后撰 《三教珠英》， 取文辞士， 皆天下选， 而彦伯、 李峤居首。”⑥ 另外， 我们认为

《三教珠英》 的编纂， 在当时绝对是文坛盛事， 并不像后世学者讥讽的那样， 浅薄不

经， 因为除了 “二张” 兄弟之外， 还是有一批文坛高手参与其中。 对于徐彦伯编纂

《三教珠英》 时的年龄， 我们也做一个补充。 杨玉锋 《徐彦伯考》 言： “薛元超举荐事

在仪凤二年 （６７７）， 史载徐彦伯七岁能文， 以此前推 ３０ 年作为其生年参照， 则可大致

判断其生于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６４７）。 徐彦伯官位显要， 新旧唐书载其卒年为开元二

年 （７１４）， 当无误。”⑦ 可见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 徐彦伯的年龄是 ５３ 岁。 徐彦伯

在部分典籍中， 名字位列李峤之前， 可见， 在编纂 《三教珠英》 这个事情上， 徐彦伯

之地位、 作用与李峤不相上下。
《旧唐书》 卷 ９４ 《崔融传》 载： “中宗在春宫， 制融为侍读， 兼侍属文， 东朝表

疏， 多成其手。 圣历中， 则天幸嵩岳， 见融所撰 《启母庙碑》， 深加叹美……圣历二

年， 除著作郎， 仍兼右史内供奉。 四年， 迁凤阁舍人。 久视元年， 坐忤张昌宗意， 左授

婺州长史。 顷之， 昌宗怒解， 又请召为春官郎中， 知制诰事。 长安二年， 再迁凤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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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三年， 兼修国史。” “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 融与纳言李峤、 凤阁侍郎苏

味道、 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 及易之伏诛， 融左授袁州刺史。 寻召拜国

子司业， 兼修国史。 神龙二年， 以预修 《则天实录》 成， 封清河县子， 赐物五百段，
玺书褒美。 融为文典丽， 当时罕有其比， 朝廷所须 《洛出宝图颂》 《则天哀册文》 及诸

大手笔， 并手敕付融。 撰哀册文， 用思精苦， 遂发病卒， 时年五十四。”① 神龙二年

（７０６）， 崔融撰哀册文， 用思精苦， 遂发病卒， 时年 ５４ 岁， 而圣历三年 （７００） 之时，
即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 崔融的年龄是 ４８ 岁。 久视元年， 崔融被贬， 应是其早期未

参与 《三教珠英》 编纂的原因。
《旧唐书》 卷 ９８ 《魏知古传》 载： “长安中， 历迁凤阁舍人、 卫尉少卿。 时睿宗居

藩， 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睿宗即位， 以故吏召拜黄门侍郎， 兼修国史。”② “开元元

年， 官名改易， 改为黄门监。 二年， 还京， 上屡有顾问， 恩意甚厚， 寻改紫微令。 姚崇

深忌惮之， 阴加谗毁， 乃除工部尚书， 罢知政事。 三年卒， 时年六十九。”③ 《魏知古

传》 没有记载其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之事， 开元三年 （７１５） 年， 魏知古 ６９ 岁， 而

圣历三年 （７００）， 编纂 《三教珠英》 时， 魏知古的年龄是 ５４ 岁， 算是编纂团队中的年

龄较大者。
纵观上述李峤、 徐彦伯、 崔融、 魏知古四人生平事迹，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

知， 李峤、 崔融与武则天、 “二张” 关系融洽， 中宗复位之后， 皆坐 “二张” 窜逐。
《旧唐书》 卷 ７８ 《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 载： “朝官房融、 崔神庆、 崔融、 李峤、 宋之

问、 杜审言、 沈佺期、 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 凡数十人。”④ 当然， 李峤、 崔融后来

也都得到起复与重用。 此外， 李峤、 徐彦伯早年都曾得到薛曜之父薛元超的赏识与推

荐， 而薛曜也参与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 崔融是唐中宗故人， 中宗在春宫， 融为侍

读， 兼侍属文。 魏知古则是唐睿宗故人， 曾任检校相王府司马。 总之， 四位参与 《三
教珠英》 编纂的老臣， 与当时的权力核心联系是较为密切的， 且各有渊源， 虽不敢由

此得出什么结论， 但是也可以由此观察 《三教珠英》 编纂之时的政治生态。
（二） 沈佺期、 宋之问、 阎朝隐、 王无竞、 刘允济、 韦元旦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沈佺期传》 载： “相州内黄人也。 进士举。 长安中，
累迁通事舍人， 预修 《三教珠英》。”⑤ 沈佺期的传记很简单， 仍然记载了其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的事情， 可见， 编纂 《三教珠英》 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 是有荣耀的 “美
事”。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宋之问传》 载： “易之兄弟雅爱其才， 之问亦倾附

焉。 预修 《三教珠英》， 常扈从游宴。 则天幸洛阳龙门， 令从官赋诗， 左史东方虬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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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则天以锦袍赐之。 及之问诗成， 则天称其词愈高， 夺虬锦袍以赏之。”① 宋之问、
沈佺期均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 （６５６）， 高宗上元二年 （６７５）， 沈宋同登进士第。 武后

垂拱元年 （６８５）， 沈佺期步入仕途。 天授元年 （６９１）， 宋之问开始仕宦生活， 以名士

身份被武则天征召入宫， 为习艺馆学士。 圣历三年 （７００）， 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
二人的年龄皆为 ４４ 岁。 开元四年 （７１６） 沈佺期卒， 年 ６１ 岁。 先天元年 （７１２）， 宋之

问被赐死， 年 ５７ 岁。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阎朝隐传》 载： “累迁给事中， 预修 《三教珠英》。

张易之等所作篇什， 多是朝隐及宋之问潜代为之。 圣历二年， 则天不豫， 令朝隐往少室

山祈祷。 朝隐乃曲申悦媚， 以身为牺牲， 请代上所苦。 及将康复， 赐绢彩百匹、 金银器

十事。 俄转麟台少监。 易之伏诛， 坐徙岭外。 寻召还……朝隐修 《三教珠英》 时， 成

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 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 预其列者， 有王无竞、 李

适、 尹元凯， 并知名于时。”②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阎朝隐传》 载： “中宗为太

子， 朝隐以舍人幸。 性滑稽， 属辞奇诡， 为武后所赏。”③ 阎朝隐年龄不详， 亦是当时

的文学名士， 他与 “二张” 兄弟关系密切， 亦曾做过中宗的舍人， 还为武则天所赏识，
可见此人的通脱。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王无竞传》 载： “时宰相宗楚客、 杨再思常离班偶

语， 无竞前曰： ‘朝礼至敬， 公等大臣， 不宜轻易以慢恒典。’ 楚客等大怒， 转无竞为

太子舍人。 神龙初， 坐诃诋权幸， 出为苏州司马。 及张易之等败， 以尝交往， 再贬岭

外， 卒于广州， 年五十四。”④ 王无竞在值班时斥责宰相宗楚客、 杨再思， 可见此人之

性格。 王无竞与张易之亦有交往， 甚至在二张被杀之后， 受到牵连， 被贬岭外， 死于广

州。 王无竞卒年定为神龙元年 （７０５）， ５４ 岁， 可知圣历三年 （７００） 时， 其应是 ４９ 岁。
宋之问曾有 《端州驿见杜审言王无竞沈佺期阎朝隐壁有题慨然成咏》 一首， 可见宋之

问与王无竞、 沈佺期、 阎朝隐诸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刘允济传》 载： “博学善属文， 与绛州王勃早齐名，

特相友善……垂拱四年， 明堂初成， 允济奏上 《明堂赋》 以讽， 则天甚嘉叹之， 手制

褒美， 拜著作郎……长安中， 累迁著作佐郎， 兼修国史。 未几， 擢拜凤阁舍人。 中兴

初， 坐与张易之款狎， 左授青州长史， 为吏清白， 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⑤

刘允济早年与王勃齐名， 亦是博学之人， 后来， 为酷吏所构， 当死未死， 应是武则天暗

中保护的结果， 从他后来与 “二张” 关系密切， 并因此被贬可知， 此刘允济与 “二张”
乃至武则天的关系是较为紧密的。 或许刘允济因为被贬， 早期没有参加 《三教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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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纂， 故 《唐会要》 不记其名， 而由 《李适传》 可知， 其亦是参与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韦元旦传》 载： “元旦擢进士第， 补东阿尉， 迁左台

监察御史。 与张易之有姻属， 易之败， 贬感义尉。 俄召为主客员外郎， 迁中书舍人。 舅

陆颂妻， 韦后弟也， 故元旦凭以复进云。”① 韦元旦与张易之有姻亲， 易之败， 贬感义

尉。 当然， 其后来的起复， 则是与韦皇后有关。
总之， 沈佺期、 宋之问、 阎朝隐、 王无竞、 刘允济、 韦元旦六人， 皆可视为 “二

张” 一党， 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 沈佺期、 宋之问 ４４ 岁， 王无竞 ４９ 岁， 由此可推

知， 阎朝隐的年龄亦是差不多。 刘允济、 韦元旦年龄不详， 暂且不论。 且沈佺期、 宋之

问、 阎朝隐、 王无竞四人明显是有亲密关系的文人群体， 他们与武则天及 “二张” 的

关系更是极其密切， 故我们可以认为李峤、 崔融之外， 沈佺期、 宋之问、 阎朝隐、 王无

竞四人， 亦是 《三教珠英》 编纂中的重要存在， 且是极其有影响力的存在， 不能因为

他们与 “二张” 关系密切， 就怀疑其人品有问题， 甚至怀疑他们的学问， 恰恰相反，
正因为他们与 “二张” 关系密切， 他们在修书之时， 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且他们的

才学其实是公认的出众。
（三） 尹元凯、 李适、 富嘉谟、 吴少微、 员半千、 王适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尹元凯传》 载： “与张说、 卢藏用特相友善， 征拜

右补阙。”②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尹元凯传》 亦载： “与张说、 卢藏用厚， 诏起

为右补阙。”③ 很可惜， 尹元凯本传没有记载其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的事情。 《旧唐

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阎朝隐传》 载： “预其列者， 有王无竞、 李适、 尹元凯， 并知

名于时。”④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李适传》 载： “于是适与王无竞、 尹元凯、 富

嘉谟、 宋之问、 沈佺期、 阎朝隐、 刘允济在选。”⑤ 《阎朝隐传》 《李适传》 明确记载了

其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的事情， 并且此尹元凯与张说、 卢藏用特相友善。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富嘉谟传》 载： “长安中， 累转晋阳尉， 与新安吴

少微友善， 同官。 先是， 文士撰碑颂， 皆以徐、 庾为宗， 气调渐劣； 嘉谟与少微属词，
皆以经典为本， 时人钦慕之， 文体一变， 称为富吴体……嘉谟后为寿安尉， 预修 《三
教珠英》。 中兴初， 为左台监察御史， 卒。”⑥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富嘉谟传》
载： “豫修 《三教珠英》。 韦嗣立荐嘉谟、 少微并为左台监察御史。 已而嘉谟死， 少微

方病， 闻之为恸， 亦卒。”⑦ 富嘉谟本传记载了他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的事情，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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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嘉谟之文章是当时之经典， 为时人所钦慕， 由此来看， 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之文

士中， 亦是有不少真才实学之人。 吴少微两 《唐书》 没有传， 《玉海》 引 《唐会要》
小字部分， 说吴少微亦参与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 故我们将之附入。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员半千传》 载： “长安中， 五迁正谏大夫， 兼右控

鹤内供奉。 半千以控鹤之职， 古无其事， 又授斯任者率多轻薄， 非朝廷进德之选， 上疏

请罢之。 由是忤旨， 左迁水部郎中， 预修 《三教珠英》。”① 由员半千上疏请罢控鹤监之

事， 可见此人之行事， 虽然忤旨， 其仍然参与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刘宪传》 载： “初则天时， 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

以求才彦， 宪与王适、 司马锽、 梁载言相次判入第二等。”② 王适本传没有记载其参与

编纂 《三教珠英》 的事情， 但是 《唐会要》 记载了他， 并且其排名很靠前。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李适传》 载： “武后修 《三教珠英》 书， 以李峤、 张

昌宗为使， 取文学士缀集， 于是适与王无竞、 尹元凯、 富嘉谟、 宋之问、 沈佺期、 阎朝

隐、 刘允济在选。 书成， 迁户部员外郎， 俄兼修书学士。 景龙初， 又擢修文馆学士。”③

李适亦是名臣， 文辞优美， 其于唐睿宗时去世， 唐睿宗第二次继位的时间是景云元年至

延和元年 （７１０－７１２）， 以 ７１１ 年为其卒年， 圣历三年 （７００） 其应是 ３８ 岁左右。
综上， 《文苑传》 诸人， 包括李适， 皆是才学之士， 但是他们与 “二张” 的关系没

有明显的亲密状态， 甚至于员半千上疏请罢控鹤之职， 可见诸人之政治倾向， 或可称之

为中间力量。
（四） 张说、 徐坚、 刘知几、 崔湜

《旧唐书》 卷 ９７ 《张说传》 载： “弱冠应诏举， 对策乙第， 授太子校书， 累转右补

阙， 预修 《三教珠英》 ……长安初， 修 《三教珠英》 毕， 迁右史、 内供奉， 兼知考功

贡举事， 擢拜凤阁舍人。”④ 张说后来官至宰相， 为大唐名臣， 文坛领袖， 张说与徐坚

等人， 后来还编纂有 《初学记》， 而编纂 《三教珠英》 的参与人里面亦有此张说， 虽

然， 此时的张说还没有达到政治上的高度， 亦是有文名的才俊。 对于张说的年龄仕宦履

历等， 前辈学者多有探究， 张说唐高宗乾封二年 （６６７） 出生，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 病逝，⑤ 故张说修 《三教珠英》 时的年龄是 ３３ 岁左右。
《旧唐书》 卷 １０２ 《徐坚传》 载： “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 定王府仓曹刘知几、 右

补阙张说同修 《三教珠英》。 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 广引文词之

士， 日夕谈论， 赋诗聚会， 历年未能下笔。 坚独与说构意撰录， 以 《文思博要》 为本，

９３１武周时代的类书编纂者群体及其影响———以 “珠英学士” 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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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员半千传》， 第 ５０１５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刘宪传》， 第 ５０１７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李适传》， 第 ５７４７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９７ 《张说传》， 第 ３０４９－３０５０ 页。
周睿 《张说研究》，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９－２３ 页。



更加 《姓氏》 《亲族》 二部， 渐有条流。 诸人依坚等规制， 俄而书成， 迁司封员外

郎。”① 《新唐书》 卷 １９９ 《儒学中·徐坚传》 载： “与徐彦伯、 刘知几、 张说与修 《三
教珠英》， 时张昌宗、 李峤总领， 弥年不下笔， 坚与说专意撰综， 条汇粗立， 诸儒因之

乃成书。”② 通过 《徐坚传》 我们得到了新的认知， 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

编纂 《三教珠英》， 他们广引文词之士， 日夕谈论， 赋诗聚会， 却历年未能下笔， 徐坚

与张说构意撰录， 以 《文思博要》 为本， 更加 《姓氏》 《亲族》 二部， 渐有条汇， 由

此可见， 徐坚与张说是 《三教珠英》 编纂的核心人物， 是体例设定的中心人物， 而此

时的徐坚与张说皆是中年才俊。 徐坚的生卒年为 ６６０ 年至 ７２９ 年， 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徐坚 ４０ 岁左右。

很多史料乃至当代学者， 皆盛赞 “坚独与说构意撰录”， 我们对于徐坚、 张说的学

问还是认可的， 但是彼时彼刻， 圣历三年 （７００） 前后的时间段里， 徐坚与张说之地位

还是需要客观评价的， 对于 《三教珠英》 的编纂， 他们的贡献不应夸大， 由于他们在

开元时代的影响大增， 会有众善归之、 锦上添花之嫌， 故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忽视、 忽略

其他学士的贡献， 一味的强调张说、 徐坚之功。 《初学记》 的编纂的确是徐坚之功，
《初学记》 体例创新的确是举世公认， 但是 《初学记》 之所以如此成功， 与 《修文殿御

览》 《艺文类聚》 皆有关系， 更与徐坚早年编纂过 《三教珠英》 极有关系， 是 《三教

珠英》 这个大数据库影响、 提升了后来的类书， 尤其是 《初学记》。③

《旧唐书》 卷 １０２ 《刘子玄传》 载： “预修 《三教珠英》 《文馆词林》 《姓族系录》，
论 《孝经》 非郑玄注、 《老子》 河上公注， 修 《唐书实录》， 皆行于代， 有集三十

卷。”④ 《新唐书》 卷 １３２ 《刘子玄传》 载： “子玄与徐坚、 元行冲、 吴兢等善， 尝曰：
‘海内知我者数子耳。’ ”⑤ 可见， 刘知几在参与 《三教珠英》 编纂之时， 与徐坚等人

的配合是较好的， 并且相对于李峤、 徐彦伯而言， 张说、 徐坚、 刘知几诸人在当时皆是

中青年才俊， 而 《三教珠英》 的真正编纂人员， 肯定就是他们无疑， 当然， 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的绝不仅仅是他们。 刘知几的生卒年是 ６６１ 年至 ７２１ 年， 可见其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的年龄为 ３９ 岁左右。⑥

刘知几 《史通》 论及同道好友时言： “维东海徐坚， 晚与之遇， 相得甚欢……复有

永城朱敬则、 沛国刘允济、 义兴薛谦光、 河南元行冲、 陈留吴兢、 寿春裴怀古， 亦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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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蒙文化研究》 总第 ３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第 １３６－１５７ 页； 刘全波 《 〈初学记〉 〈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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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第 ７６－８３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０２ 《刘子玄传》， 第 ３１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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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见许， 道术相知。”① 通过刘知几所言， 其同道好友， 有徐坚、 朱敬则、 刘允济、 薛

谦光、 元行冲、 吴兢、 裴怀古， 而共同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的有徐坚、 刘允济二人。
但是， 刘知几的诸位好友中， 朱敬则是与二张距离较远的， 刘允济却是与二张关系密切

的。 《新唐书》 卷 １１５ 《朱敬则传》 载： “易之等集名儒撰 《三教珠英》， 又绘武三思、
李峤、 苏味道、 李迥秀、 王绍宗等十八人像以为图， 欲引敬则， 固辞不与， 世洁其为

人。”②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刘允济传》 载： “中兴初， 坐与张易之款狎， 左

授青州长史， 为吏清白， 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③ 所以刘知几的朋友圈， 既

不是一边倒于 “二张”， 也不是完全绝缘于 “二张” 的。
《旧唐书》 卷 ７４ 《崔湜传》 载： “湜少以文辞知名， 举进士， 累转左补阙， 预修

《三教珠英》， 迁殿中侍御史。”④ 《新唐书》 卷 ９９ 《崔湜传》 载： “玄宗在东宫， 数至

其第申款密。 湜阴附主， 时人危之， 为寒毛……初， 在襄州， 与谯王数相问遗。 王败，
湜当死， 赖刘幽求、 张说护免。 及为宰相， 陷幽求岭表， 密讽广州都督周利贞杀之， 不

克。 又与太平公主逐张说。”⑤ 崔湜此人出身名门， 自比东晋王导、 谢安之家， 可见其

家族之势力， 崔湜学问亦佳， 后来在唐中宗、 唐睿宗时代， 崔湜官至宰相， 一直处于权

力的核心， 与武三思、 上官婉儿、 太平公主、 安乐公主以及后来的唐玄宗皆有交集， 而

他早年亦曾参与过 《三教珠英》 的编纂， 并且由其后来当死之时， 刘幽求、 张说护免

他的事情来看， 此人与张说的关系亦是较好， 而在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 张说、
徐坚、 刘知几、 崔湜四人应是关系较为紧密的一个小群体。 崔湜的生卒年史书亦有记

载， 即生于 ６７１ 年， 卒于 ７１３ 年， 而其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时的年龄是 ２９ 岁左右，
是上述四人中最为年轻的。

（五） 薛曜、 乔备、 李羲仲

《旧唐书》 卷 ７３ 《薛元超传》 载： “子曜， 亦以文学知名， 圣历中， 修 《三教珠

英》， 官至正谏大夫。”⑥ 薛元超早年对李峤、 徐彦伯有知遇之恩， 薛元超是皇亲国戚，
曾参与编纂 《东殿新书》， 发现、 提拔了诸多文学之士， 而在编纂 《三教珠英》 之时，
他的儿子薛曜也参与进来了。

《旧唐书》 卷 １９０ 中 《文苑中·乔知之传》 载： “乔知之， 同州冯翊人也。 父师望，
尚高祖女庐陵公主， 拜驸马都尉， 官至同州刺史。 知之与弟侃、 备， 并以文词知名……
备， 预修 《三教珠英》， 长安中卒于襄阳令。”⑦ 乔备兄弟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孙， 其父乔

１４１武周时代的类书编纂者群体及其影响———以 “珠英学士” 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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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７３ 《薛元超传》， 第 ２５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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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望亦是一代名将， 作为皇亲国戚， 乔备在武则天时代也参与到了 《三教珠英》 的编

纂之中。
李羲仲， 王素先生从考实 《帝京篇》 的性质入手， 通过考实作者范围， 进而考实作者，

认为 《帝京篇》 系和韵诗， 和的应是李百药 《帝京篇》 的韵， 作者应为李百药的曾孙李羲

仲。 当时武周新立不久， 李羲仲作为文学之士， 应参加了编修 《三教珠英》 的盛事， 其撰

《帝京篇》， 和曾祖李百药旧韵， 目的是歌颂新朝帝京繁华， 矜己家学渊源有自。①

（六） 元希声、 马吉甫、 杨齐哲、 胡皓、 于季子、 李处正、 房元阳、 蒋凤

元希声、 马吉甫、 杨齐哲、 胡皓、 于季子、 李处正、 房元阳、 蒋凤诸人， 皆无传记

传世， 故将他们暂时置于此处， 但诸史书对于他们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 的记载还是

可信的， 而对他们生平事迹的考察， 另文再论。
王兰兰 《 〈三教珠英〉 考补与发微》 言： “从某种程度上说， 编修于武周时期的

《三教珠英》 其实反映了武则天对李唐文化乃至政权的继承与发展。” ②纵观诸学士， 他

们的政治倾向还是很明显的， 至少一半以上的政治倾向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他们基本

都是依附武则天与 “二张” 的， 在此时， 他们与武则天及 “二张” 的关系是相对融洽

的。 所以我们说， 《三教珠英》 的编纂， 是武则天及其手下文士的集体杰作。 张说撰

《故吏部侍郎元公希声神道碑》 载： “则天大圣皇后万几之余， 属想经籍， 思欲撮成群

书之要， 成一家是美， 广集文儒以笔以削目为 《三教珠英》， 盖一千二百卷。 公首膺嘉

命， 议者荣之， 书成克厌帝旨， 迁太子文学， 主客、 考功二员外， 赏勤也。”③ 可见，
修书本身就是则天大圣皇后的大手笔， 并且是展现武周文治之盛的标志性工程。

三、 从 “珠英学士” 到 “修文馆学士”

“珠英学士” 完成了 《三教珠英》 的编纂之后， “珠英学士” 群体并没有立即解

散， 尤其是骨干人员， 他们仍然在一起工作， 甚至于长安三年 （７０３） 正月， 他们又开

始了新的撰修工作。 《唐会要》 卷 ６３ 《史馆上》 载： “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 宜令特进

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 正谏大夫朱敬则， 司农少卿徐彦伯， 凤阁舍人魏知古、 崔融， 司

封郎中徐坚， 左史刘知几， 直史馆吴兢等， 修 《唐史》。”④ 很显然， 修 《唐史》 是有

政治意味的， 这是比编纂 《三教珠英》 更为直接的宣言。
唐中宗复位后， 诸学士又开始了 《则天皇后实录》 《则天皇后文集》 的撰修。 《旧

唐书》 卷 ９２ 《魏元忠传》 载： “神龙二年， 元忠与武三思、 祝钦明、 徐彦伯、 柳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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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承庆、 崔融、 岑羲、 徐坚等撰 《则天皇后实录》 二十卷。 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

之。”① 《新唐书》 卷 ５８ 《艺文二》 载： “ 《则天皇后实录》 二十卷。 魏元忠、 武三思、
祝钦明、 徐彦伯、 柳冲、 韦承庆、 崔融、 岑羲、 徐坚撰， 刘知几、 吴兢删正。”② 《唐会

要》 卷 ６３ 《史馆上》 亦载： “神龙二年五月九日， 左散骑常侍武三思， 中书令魏元忠，
礼部尚书祝钦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 秘书少监柳冲， 国子司业崔融， 中书舍人岑

羲、 徐坚等， 修 《则天实录》 二十卷， 《文集》 一百二十卷， 上之， 赐物各有差。”③

刘知几在 《史通》 中， 记载了他参与上述修书任务的经历。 《史通·自叙第三十六》
载： “长安中， 会奉诏预修 《唐史》。 及今上即位， 又敕撰 《则天大圣皇后实录》。”④

唐中宗景龙二年至四年 （７０８－７１０）， 宫廷宴游活动频繁， 诗歌唱和之风大盛。 在

此期间， “修文馆学士” 即原来的部分 “珠英学士”， 创作了大量应制诗， 对律诗的定

型和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李适传》 载： “初， 中宗景龙二年， 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 学士八

员、 直学士十二员， 象四时、 八节、 十二月。 于是李峤、 宗楚客、 赵彦昭、 韦嗣立为大

学士， 适、 刘宪、 崔湜、 郑愔、 卢藏用、 李乂、 岑羲、 刘子玄为学士， 薛稷、 马怀素、
宋之问、 武平一、 杜审言、 沈佺期、 阎朝隐为直学士， 又召徐坚、 韦元旦、 徐彦伯、 刘

允济等满员。 其后被选者不一。”⑤ 胡旭、 胡倩 《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言： “景龙年间的宫廷文学活动， 延续了武周时期的繁荣， 甚至在频度上有过之而无不

及， 充分体现了以唐中宗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对文学的热情。 正是他们的积极提倡， 才

使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崇尚文学创作的风尚， 这对于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具有宏观引

导的意义。” “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 说到底是应酬文学， 是游戏文学， 真

感情不多。 喧嚣浮躁的景龙文坛， 没有产生经典名作， 这是不争之事实。 景龙文人诸多

集会， 相互交流， 大量创作， 使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提高。”⑥

冉旭 《唐景龙至开元前期的学士诗人》 言： “从武后时期开始， 唐代的政局一直处

于非常态的环境里……武则天以威权临下， 对待朝臣相当的冷酷， 甚至是 ‘诛戮无虚

日’。 这使得皇权更加专断， 朝臣的政治地位下降并相对脆弱。 另一方面， 由于皇嗣地

位的不稳定， 围绕着武氏宗戚与嬖幸之臣形成了激烈的朋党。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宗

朝， 并更加恶化。”⑦ 李淑 《唐景龙年间史馆政治分野与刘知几去职之关系》 言： “中
宗复位后， 武三思、 太平公主、 睿宗等同属这一派力量。 不过， 随着时局的变化， 这一

派也发生了分化。 武三思被杀后， 武氏力量日渐衰落， 原本亲近武氏者开始亲近与皇权

３４１武周时代的类书编纂者群体及其影响———以 “珠英学士” 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９２ 《魏元忠传》， 第 ２９５３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５８ 《艺文二》， 第 １４７１ 页。
［唐］ 王溥 《唐会要》 卷 ６３ 《史馆上》， 第 １０９４ 页。
［唐］ 刘知几著， ［清］ 浦起龙通释， 王煦华整理 《史通通释》 卷 １０ 《自叙第三十六》， 第 ２６９－２７０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０２ 《文艺中·李适传》， 第 ５７４８ 页。
胡旭、 胡倩 《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文史哲》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第 ４１－４９ 页。
冉旭 《唐景龙至开元前期的学士诗人》， 《中州学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２０－１２３ 页。



关系亲密的韦后与安乐公主， 使二人权力日渐膨胀； 伴随着武氏力量日衰， 作为李唐皇

室的重要成员， 太平公主与睿宗的实力也相对变强。 以韦后、 安乐公主为代表的一支，
与以太平公主、 睿宗为代表的一支渐行渐远， 终于在中宗去世后决裂。 而太平公主、 睿

宗这一支在后来也分化出李隆基一派， 最终战胜了太平公主。”① 诚然， 从武则天到唐

玄宗， 武周、 李唐的权力核心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故诸学士， 包括前期的 “珠
英学士”、 后期的 “修文馆学士”， 其实皆是处于激烈的漩涡之中， 难免于朋党、 派系，
故不断有人丧命于其间。

其实， 纂修 《三教珠英》 的学士， 多是生于唐朝， 长于唐朝的一代人， 这一点就

明显区别于唐初多部大型类书的编纂者群体， 诸如 《艺文类聚》 《文思博要》。 虽然武

周代唐是一次新的王朝鼎革， 但从 《三教珠英》 的编纂来看， 却是第一次完全由 “长
于唐朝” 的文人来负责的文化工程， 故可以看作是对初唐以来文化及其秩序的一种总

结。 武周代唐之后， 武则天需要与士人群体合作， 以确立其权力地位， 大型类书的编纂是

士人群体与皇权紧密合作的成果， 是皇权维系、 彰显的重要形式， 粗看 “珠英学士” 群

体的入仕途径， 似乎通过科举上升的人占了多数， 新的流动方式逐渐生成， 他们成为了新

的文坛 “主角”。 而科举这一新的上升方式的形成， 又得益于皇权的加强， 他们是与皇权

合作而不是依赖于原先的门阀或者其他， 这似也可为陈寅恪所说武周社会革命做一注脚。
大唐景龙四年 （７１０） 岁次庚戌四月壬午朔十五日景申， 唐义净 《根本说一切有部

尼陀那目得迦摄颂》 卷一载：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修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李峤笔受兼润色

翻经学士通议大夫守吏部侍郎修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上柱国臣崔湜

翻经学士朝议大夫守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修国史上柱国臣张说

翻经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行礼部侍郎修文馆学士修国史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子臣

徐坚

翻经学士礼部郎中修文馆直学士轻车都尉河东县开国男臣薜稷

翻经学士正议大夫前蒲州刺史修文馆学士上柱国高平县开国子臣徐彦伯

翻经学士中书舍人修文馆学士上柱国金乡县开国男韦元旦

翻经学士中大夫行中书舍人修文馆学士上柱国臣马怀素

翻经学士朝请大夫守给事中修文馆学士上柱国臣李适

翻经学士朝散大夫行起居郎修文馆直学士上护军臣沈佺期

翻经学士著作佐郎修文馆直学士臣阎朝隐

翻经学士修文馆直学士臣符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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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原来的 “珠英学士”， 后来的 “修文馆” 学士， 又大量的参与到了义净大师

的译场中， 这无疑是他们作为群体存在的新证据， 虽然他们之间也有种种矛盾， 但是他

们之间必然是有天然的联系的。 张弓先生 《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译》 言： “唐代许多熟谙

传统文化的儒臣， 到国家译场中参与译事， 这不仅对汉文经藏的形成， 而且对古代中印

两大文化体系的沟通， 对借鉴外域以丰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均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李小荣先生 《唐代译场与文士： 参预与影响》 言： “最值得一提的是参预义净 《根本说

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 译经之文士， 从监译、 笔受至翻经学士共三十一人， 近

三分之一源自武后命张昌宗撰 《三教珠英》 之时的 ‘珠英学士’， 如李峤、 徐彦伯、 阎

朝隐、 徐坚、 李适、 崔湜、 张说、 沈佺期、 符凤、 韦元旦。 作为类书的 《三教珠英》，
其编撰原则是 ‘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三教， 及亲属、 姓名、 方域等部’， 佛、 道加上传统

的儒教， 当是它得名依据之所在。”②

总之， 我们认为武则天时代的 “珠英学士” 群体， 没有随着 《三教珠英》 编纂的

完成而结束， 崔融 《珠英学士集》 的编纂， 《唐史》 的撰修， 皆是紧随其后的活动， 且

是武则天长安时代的重要活动。 武则天去世后， 他们又进行了 《则天皇后实录》 《则天

皇后文集》 的撰修。 唐中宗时代， 随着 “修文馆学士” 的设置， 乃至频繁的宫廷宴游，
诸学士多参与其中， 则是后续活动的新表现， 至景龙四年 （７１０）， 这群学士中的大部

分人， 又参与了义净大师的佛经翻译工作。 如此来看， 从武则天时代到唐中宗时代， 这

个亲武则天的文人群体， 一直很活跃， 到了唐玄宗时代， 随着大部分人的去世， 这个群

体就零落了， 但是由于张说、 徐坚、 刘知几诸人的存在， 这个群体的 “微波” 尚在。
王三庆先生 《敦煌本古类书 〈语对〉 研究》 言： “敦煌本 《语对》 之编纂上限不

得早于高宗永徽元年， 唯亦非迟至晚唐之产物， 较确切时间约在神龙至景云年间。” ③

神龙是唐中宗年号， ７０５ 年至 ７０６ 年， 景云是唐睿宗年号， ７１０ 年至 ７１１ 年。 郑炳林先

生 《唐李若立 〈籯金〉 编撰研究》 言： “始于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之后， 成书于唐中宗

神龙年间， 特别是中宗神龙二年十月移都西京之前。”④ 万岁登封元年是公元 ６９６ 年， 神

龙二年是公元 ７０６ 年。 可见， 上述二部敦煌类书 《语对》 《籯金》 的编纂时代， 与 “珠
英学士” 所处的时代多有重合， 目前， 我们虽不敢断定三者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 但

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测一二， 第一， 《三教珠英》 乃至此前大量官修类书的编纂， 带来了

５４１武周时代的类书编纂者群体及其影响———以 “珠英学士” 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张弓 《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８－５４ 页。
李小荣 《唐代译场与文士： 参预与影响》，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４－１０５ 页。
王三庆 《敦煌本古类书 〈语对〉 研究》，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２９ 页。 白化文先生、 郝春文先

生对 《语对》 的命名皆有保留意见， 白先生建议加上引号， 郝先生则命名为 《失名类书 （ 《语对》 ） 》。 白

化文 《敦煌遗书中的类书简述》， 《中国典籍与文化》 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７ 页； 郝春文等编著 《英藏敦煌社

会历史文献释录》 第 １ 卷 （修订版） 上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５３ 页。
郑炳林、 李强 《唐李若立 〈籯金〉 编撰研究 （上） 》，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２－２９
页； 郑炳林、 李强 《唐李若立 〈籯金〉 编撰研究 （下） 》，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
２３ 页。



私修类书编纂的高潮； 第二， “珠英学士” 群体及其文学活动， 影响到了当时的读书

人、 士大夫， 少室山处士李若立可能即是其中之一。

结语

武周时代大型类书 《三教珠英》 的编纂是隋唐时期官修类书编纂潮流的延续， 《三
教珠英》 的编纂者多被称为 “珠英学士”， “珠英学士” 群体除了张昌宗、 张易之、 武

三思外， 更有李峤、 徐彦伯、 魏知古、 沈佺期、 宋之问、 阎朝隐、 刘允济、 王无竞、 韦

元旦、 尹元凯、 李适、 富嘉谟、 员半千、 王适、 张说、 徐坚、 刘知几、 崔湜、 薛曜、 乔

备、 元希声、 马吉甫、 杨齐哲、 胡皓、 于季子、 李处正、 房元阳、 蒋凤等人， 至唐中

宗、 唐睿宗、 唐玄宗时代， 诸学士仍然活跃于政坛、 文坛。 诸学士在编纂 《三教珠英》
之余， 多编纂有与类书密切相关之典籍， 如 《李峤杂咏》 《燕公事对》， 甚至于 《初学

记》 之编纂， 亦是受到了 《三教珠英》 的影响， 故 《三教珠英》 之编纂影响深远， 引

领了时代风气、 学术潮流。 此外， 敦煌类书 《语对》 《籯金》 的编纂时代， 与 “珠英学

士” 所处时代亦有重合， 可见 《三教珠英》 的影响或许更大、 更深、 更远。 对于 《三
教珠英》 的编纂， 史书皆言 “二张” 无才学， 盛赞张说、 徐坚之功， 以今度之， 有因

人废事、 锦上添花之嫌， 不应过分夸大张说、 徐坚之功， 亦不应抹杀李峤、 徐彦伯、 沈

佺期、 宋之问、 阎朝隐、 王无竞、 刘允济等诸人之劳， 当然， 此中诸人与 “二张” 之

关系， 也就是诸人与武则天之关系， 皆是太过亲密， 故为开元时代的人所不屑， 他们的

很多业绩自然就被抹杀或者转移。 总之， 《三教珠英》 是武则天时代的杰作， 前无古

人， 就其卷帙而言， 几百年间， 也未曾被超越， 而由其必须超越 《文思博要》 的编纂

目标来看， 《三教珠英》 必然是拥护武周的一群文人学士的集体成果。 “珠英学士” 群

体的延续时间长达十几年， 加之其频繁的文学活动， 必然深远的影响了此时此后的文

风、 学风， 更带动了类书的大发展。 《隋书·经籍志》 中， 诸类书是附于杂家之中的，
而到了开元时代， 政府再次整理图书典籍的时候， 尤其是毋煚编纂 《古今书录》 之时，
诸类书已经有了独立的目录学位置， 就是后来的 “事类”， 或称为 “类事”， 这与唐初

近百年的类书大发展、 大繁荣是有密切关系的， 而 《三教珠英》 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
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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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叶出土残碑再考

———唐伊犁道行军相关史事蠡测

白玉冬　 张庆祎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上世纪末碎叶古城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 “蹛林” “阴山” 等几个古代地名的汉文碑石残

片。 这些以汉字记录的地名所蕴含的历史学信息表明碑主人并非唐朝内地出身， 而是出自漠北铁勒部

落。 其在唐朝的征调下参加了高宗显庆年间攻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的伊犁道行军。 该残碑为唐时期

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民族流动提供佐证材料， 反映了唐政府对漠北以及西域少数民族实行了有效的羁

縻统治。

关键词： 碎叶　 蹛林　 伊犁道行军　 羁縻统治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７􀆰 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１４７－１２

碎叶城是唐代史料中多次提及的古地名， 曾一度作为安西都护府下辖的 “四镇”
之一而置于唐朝的统治之下。 然而， 安史之乱以后， 唐王朝无暇经略西域， 随着千年的

时光流逝， 碎叶城逐渐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关于碎叶城出土相关历史遗迹与文物的考

察， 对研究唐朝在西域 （此处指今新疆与中亚） 地区的政治、 军事、 处理民族关系等

方面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第二块汉字残碑应为壁记

二十世纪中叶， 苏联考古学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流域上游托克玛镇西南 ８
公里的阿克·贝希姆村附近发掘出了唐代古城遗址。 英国学者克劳森 （Ｇ·Ｃｌａｕｓｏｎ） 根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１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 （１８ＺＤＡ１７７）；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 “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刻与唐代西北地区历史” （２１ｌｚｕｊｂｋｙｊｈ００４）； 兰州大学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２０２１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４）
作者简介： 白玉冬 （１９６９－　 ）， 男， 蒙古族， 辽宁阜新人。 历史学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中古时期敦煌西域

历史语言与出土文献、 碑刻研究。 张庆祎 （１９８９－　 ）， 男， 陕西延安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

中古时期敦煌西域历史语言与出土文献、 碑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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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报告认定 “阿克·贝希姆就是碎叶”①； 张广达先生也将 “托克玛克以南 ８－１０
公里的阿克·贝希姆废城比定为碎叶故址， 其位置大约为东经 ７５°３０′， 北纬 ４２°５０′
处”②。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 大量的出土文物佐证了上述结论。 其中尤以两块汉式残

碑尤为值得注意。

图 １　 残碑原石

（采自 Ｅ􀆰И􀆰 Лубо －Лесниченко，
Све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о Суябе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ｐ􀆰１２６􀆰）

　 　 第一块残碑 １９８２ 年发现于在碎叶外城发掘的佛寺遗

址中， 该残碑红花岗岩质， 长约 １３ｃｍ， 宽约 ３２􀆰 ６ｃｍ，
厚约 １１ｃｍ， 中部磨损。 俄罗斯学者鲁博·列斯尼乾克③，
日本学者林俊雄④、 加藤九祚、 内藤みどり⑤， 我国学者

周伟洲⑥等人进行了研究讨论。 该残石中明确出现了唐

代 “安西都护， 安西副都护， 碎叶镇压十姓使” 杜怀宝

之名， 学术界基本确定此为杜怀宝为其亡父母瞑福造像

碑基座。
　 　 第二块残碑 １９９７ 年发现于阿克·贝希姆内城城墙南

侧的耕地中， 该残碑砂岩质， 长约 ３０􀆰 ５ｃｍ， 宽约 １６ｃｍ，
厚约 ４ｃｍ。 （图 １） 关于此残碑， 当前之研究尚未形成统

一意见， 本文即拟对这块残碑再做研究。
对于该残碑， 鲁博·列斯尼乾克认为是裴行俭纪功

碑⑦， 周伟洲也赞同此种观点⑧。 其所据史料 “行俭释遮

匐行人， 令先往晓喻其主， 兼述都支已擒， 遮匐寻复来

降。 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 擒都支、 遮

匐而还”⑨。 笔者认为此种说法难以成立， 原因有三： 第

一， 主观而言不能因为史料中记载裴行俭立于碎叶的纪

功碑还未发现， 就认定出土的该残碑即是， 这有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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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克劳森 《阿克·贝希姆即碎叶》，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号， 第 ４ 页。
张广达 《碎叶城今地考》， 收入氏著 《西域史地丛稿初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２２ 页。
Ｅ􀆰 И􀆰 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Све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о Суябе （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２００２􀆰 １２３－１２６􀆰
［日］ 林俊雄 《天山北麓の仏教遗迹》， 《創価大学シルクロード研究センー》，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７６ 页。
［日］ 加藤九祚、 内藤みどり 《アクベシム發現の杜懷寳碑につぃて》， 《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遺跡の研

究》 《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 第 ４ 辑， １９９７ 年， 第 １５１－１５８ 页。
周伟洲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 《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 北

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２１１－２１７ 页。
Ｅ􀆰 И􀆰 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Све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о Суябе （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２００２􀆰 １２３－１２６􀆰
周伟洲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残碑考》， 收入氏著 《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３０７－３１３ 页。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两件汉文碑铭考释———
兼论唐朝经营西域中疆臣的作用 》， 收入氏著 《周伟洲学术经典文集》，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６３－１８４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８４ 《裴行俭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２８０３ 页。



的强行附会之嫌； 第二， 客观来看， 该残碑的体量较小， 远不可为纪功碑。 譬如现存

《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纪功碑》 《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 等， 皆高大雄

伟， 规制远非碎叶出土残碑可比； 第三， 从碑文内容来看， 所记当是一少数民族首领跟

随唐军参加对西域的军事行动， 也并非记述裴行俭的事迹 （详后文）。 徐苹芳认为是汉

文墓志残片的可能性较大。

二、 残碑释读与考订

碎叶残碑为阴刻楷书， 现存 ６ 行， 各行最多可辨识 １１ 字， 最少 ６ 字， 现可复原 ５５
字 （图 ２）， 鲁博·列斯尼乾克和周伟洲都对该块残碑做了录文， 二者有所差异。 后者

图 ２　 残碑拓片

（采自 Ｅ􀆰И􀆰 Лубо －Лесниченко，
Све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о Суябе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ｐ􀆰１２６􀆰）

所据的是残碑的照片及摹本， 在此主要以所见实物的前

者录文为参考进行解读：
　 　 １􀆰 ［上缺］ □布微滜无涯而汪澂□□／

２􀆰 ［上缺］ □前庭与后庭伊蕞尔之□／
３􀆰 ［上缺］ □物以成劳乃西顾而授钺 ／
４􀆰 ［上缺］ □逐别蹛林而已远望阴山 ／
５􀆰 ［上缺］ 祭天之旧物览瑶池之仙图 ／
６􀆰 ［上缺］ □边我指期□□□□□惶 ／

１􀆰 □布微①滜无涯而汪澂□□
布字以上残缺。 微， 小也。 滜， 《康熙字典》 引

《洪武正韵》 注云： “姑劳切。 音高。 与睾同， 泽

也。”② 汪， 《说文解字》 注云： “深广也。”③ 澂， 清

也。 澂澄古今字。 此行说的是， 清澈、 平静而又广阔的

湖泊。
２􀆰 □前庭与后庭伊蕞尔之□
《新唐书·地理志四》 记 “前庭， 下。 本高昌， 宝

应元年更名。”④ “前庭” 即 “高昌” 基本无异议。 那

么 “后庭” 又指何处呢？ 《旧唐书》 记载贞观十四年

（６４０）， 唐朝平定高昌之后， 又于突厥可汗浮图城设庭

州， 时领金满、 轮台、 蒲类三县。 《新唐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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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鲁博·列斯尼乾克和周伟洲都释读为 “微”， 努尔兰·肯加哈买提认为释读为 “澂” 更符合句意， 笔者观

察照片和拓片确实应是 “微” 字。
汉语大词典编纂整理处 《康熙字典 （标点整理本） 》，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５９８ 页。
［汉］ 许慎撰， ［宋］ 徐铉等校定 《说文解字》，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 第 ２２９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４０ 《地理志四》，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１０４６ 页。



四》 中记载北庭大都护府辖金满、 轮台、 后庭、 西海 ４ 县， 并明确指出 “后庭， 下。
本蒲类， 隶西州， 后来属， 宝应元年 （７６２） 更名。”① 这四县中， 西海县为宝应元年增

设。 两者相对应来看， 似乎蒲类县就是后庭县。 然而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 《新唐书》
中 “后庭” 即 “蒲类” 为误， 这是因史官将西州蒲昌县与庭州蒲类县混淆， 此情况在

两 《唐书》 《通典》 及 《元和郡县图志》 等史料中多有体现。 松田之结论为 “北庭都

护府是位于庭州州治的金满县。 而且金满县在肃宗宝应元年改称为后庭县”②， 考证过

程兹不赘述。 法国学者沙畹也认为 “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 唐为庭州金满县， 又改后

庭县， 北庭都护治也。”③

笔者赞同 “前庭” 即 “高昌”、 “后庭” 即 “金满” 之论， 然而仅就碎叶出土残碑

上而言， 其上所见之 “前庭” “后庭” 亦不可与两唐书中的高昌 （县）、 金满 （县） 完

全对应。 “前庭” 源于 “汉车师前王之庭。 汉元帝置戊己校尉于此。 以其地形高敞， 故

名高昌”、 “后庭” 源于 “后汉车师后王庭， 胡故庭有五城， 俗号 ‘五城之地’ ”④， 此

二者作为地名古已有之， 而撰写碑文时为了措辞的优美， 则以古地名代指天山南北西州

和庭州的大片地区也是合乎情理的。 唐代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如大历九年 （７７４）
为防备吐蕃侵扰 “马璘以西域前庭， 车师后部， 兼广武之戍， 下蔡之徭， 凡三万众，
屯于回中， 张大军之援” ⑤。 此处便是以 “西域前庭” 和 “车师后部” 代指天山南北地

区。 因此， 若依据唐代史料中高昌 （县）、 金满 （县） 改称前庭 （县）、 后庭 （县） 的

时间来断定碑文的具体年代， 显然是不合适的。
“伊” 字为语气助词， 无实意。 “蕞尔之” 以下残缺， 但根据文意可复原为蕞尔之

邦或蕞尔之国， 形容地域极狭小的国家， 一般代指敌国。 三国时期贾诩奏对魏文帝曰

“吴、 蜀虽蕞尔小国， 依阻山水……”⑥， 又如，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破统万城后， 斥责大

夏国主滥用民力曰 “蕞尔小国， 而用人如此， 虽欲不亡， 其可得乎？”⑦ 该行整体来看，
是说天山南北西州、 庭州地区为敌国地域极其狭小的疆土。

３􀆰 物以成劳乃西顾而授钺

“物” 字上文残缺， “成劳” 一词在唐代各类行文中屡有所见， 如 《大唐故扶风郡

夫人冯氏墓志铭并序》： “公则厉节立身， 忠以奉主， 出承王命， 入侍禁闱， 累秩成劳，
频迁禄位。”⑧ 又， 《新唐书·食货志》： “……其失常十七八， 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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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① 由此可知， 成劳即取得功绩之意。 “顾” 者， 《说文》 曰 “还视也， 还视者， 返

而视也”， “西顾” 字面为向西看之意， 引申可理解为向西注意， 照管。 唐太宗伐辽东，
以房玄龄留守京师， 即诏曰 “公当萧何之任， 朕无西顾忧矣”②。 “授钺” 自古即授予

兵权掌征伐之意， 《史记》： “乃赦西伯， 赐之弓矢斧钺， 使西伯得征伐。”③ 《旧唐书》：
“上临轩授钺， 用汉拜韩信故事。”④ 唐德宗李适 《送徐州张建封还镇》 诗云： “宣风自

淮甸， 授钺膺藩维。”⑤ 综上， 此行碑文是说以某种功绩而授以向西征伐之权。
４􀆰 逐别蹛林而巳远望阴山

此行所现 “蹛林” 和 “阴山” 两个地名， 笔者认为考证这两个地名是解读该碑文

之关键。 “蹛林” 最早见于 《史记·匈奴列传》， 其曰： “岁正月， 诸长小会单于庭， 五

月， 大会茏城， 祭其先、 天地、 鬼神。 秋， 马肥， 大会蹛林， 课校人畜计。” 索隐， 郑

氏云： “地名也” 晋灼云 “李陵与苏武书云 ‘相竞趋蹛林’ ”⑥。 由此可知， 此处的蹛

林是指漠北具体某地， 与单于庭和茏城相互对应。 进而可以认为此行出现的 “蹛林”
与第二行中出现的 “前庭” “后庭” 一样， 是指古地名。 那么唐代， 蹛林又是指何处

呢？ 唐朝建立伊始， 东突厥汗国称雄漠北， 贞观四年 （６３０） 东突厥汗国灭亡后， 薛延

陀汗国又在漠北兴起， 然而薛延陀汗国也很快崩溃， 其地为回纥首领吐迷度吞并。 贞观

二十年 （６４６）， 吐迷度率铁勒诸部降唐， 次年， 唐太宗置燕然都护府和六都督府七州

对漠北进行羁縻统治。 《旧唐书·回纥传》 记载 “思结为卢山府， ……阿布思为蹛林

州”⑦， 类似的记载亦出现在 《旧唐书·铁勒传》 中， 各部建置羁縻州府基本相同， 有

“思结别部为蹛林州”⑧ 与回纥传有所差异， 《新唐书·回鹘》 也载 “思结别部为蹛林

州”⑨。 《新唐书·地理志》 曰 “回纥州三， 府一： 蹛林州 以思结别部落置 金水州 贺兰

州 卢山都督府 以思结部置 右初隶燕然都护府， 总章元年隶凉州都督府。”􀃊􀁉􀁒 刘美菘认

为 “思结别部” 即为 “阿布思”􀃊􀁉􀁓， 包文胜认为 “思结别部” 为 “匐利羽”， 阿布思为

其部酋长之名􀃊􀁉􀁔。 笔者认为两者是不同的两个部落， 而隶属关系上都属于思结部， 或者

说是思结部落的旁支。 《旧唐书·突厥传》 中有 “贞观中， 突厥别部有车鼻者， 亦阿史

那之族也”􀃊􀁉􀁕 的记载， 应与此情况相若。 另开元天宝年间有九姓首领名 “阿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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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突厥传》： “ （开元三年） 默啜与九姓首领阿布思等战于碛北， 九姓大溃， 人

畜多死， 阿布思率众来降。”① 可见， 阿布思确实也用于人名。 《唐会要》 “诸监马印”
载： “蹛林州匐利羽马。 印？。”② 则似是说安置于蹛林州的思结别部为匐利羽部。

总之， 贞观二十一年 （６４７） 唐太宗置六都督府七州对漠北进行羁縻统治时， 铁勒

思结部一旁支， 其众与思结本部相离， 故未归思结之卢山都督府所治， 而又另设蹛林州

进行安置。 该思结别部之首领， 有可能亦名阿布思， 故其部族以之为号。 此种情形在少

数民族中并非孤例， 如 “吐谷浑” 即以其初代首领之名为号。 至于思结别部此首领是

否即为开元三年 （７１５） 被默啜击溃归降的阿布思， 因时间跨度近七十年， 故不可能为

同一人。 至于阿布思与匐利羽的关系， 篇幅所限不作细考。
蹛林， 具体在今何地不详。 但此地既源自古代地名是匈奴 “大会， 课校人畜” 之

所， 又为唐安置九姓铁勒之处， 显然是在漠北的， 而归燕然都护府统辖也是合情合理。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 载 “贞观二十一年， 以薛延陀国故地置羁縻蹛林州 （今
蒙古国前杭爱省北境）， 以处铁勒思结别部阿布思部落， 直属燕然都护府。”③ 然而此种

说法太过笼统， 在此有必要对思结及其别部和蹛林州的位置试做更加详细的论证。
《唐会要》 “诸蕃马印” 记载：
　 　 突厥马。 技艺绝伦。 筋骨合度。 其能致远。 田猎之用无比。 史记匈奴畜马。 即

騊駼也。
蹛林州匐利羽马。 印 。
……
恩结马。 碛南突厥马也。 煨漫山西南。 阎洪达井东南。 于贵摩施岑卢山都督。

印 。
匐利羽马。 碛南突厥马也。 刚摩利施山北。 今蹛林州。 印勿。④

上述有关突厥马种之记载， 其中两次提到蹛林州， 这说明时人已经意识到匐利羽马有漠

北、 漠南两种， 故而做出了区分。 造成这种结果或源于隋仁寿三年漠北诸部内附启民可

汗， 《隋书·长孙览传》 记载： “（仁寿） 三年， 有铁勒、 思结、 伏利具、 浑、 斛萨、 阿

拔、 仆骨等十余部， 尽背达头， 请来降附。 达头众大溃， 西奔吐谷浑。 晟送染干安置于

碛口。”⑤ 伏利具即匐利羽的不同音译， 匐利羽部落背弃达头可汗内附， 长孙晟将这些

部族都划归启民可汗管辖， 安置于漠南地区。 但是可能由于匐利羽一部分部落仍然留在

漠北， 故而匐利羽马分为漠北和漠南两种， 并烙以不同的马印。 值得注意的是， 仁寿三

年 （６０３） 时伏利具 （匐利羽） 部与思结部并列出现在史书中， 并非作为思结之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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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推测， 从仁寿三年至贞观二十一年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 思结部与匐利羽部

落产生了非常密切的交往， 或许发生了战争， 最终使得匐利羽部在隶属关系上成为了思

结别部。
而对漠南的匐利羽马专门注为 “今蹛林州” 或为避免与上文混淆之故也， 而指垂

拱年间于凉州界内侨置之蹛林州 （下文详述）。 又 “恩结” 当为 “思结” 之讹也， “卢
山都督” 也表明为应为 “思结” 部。 根据铃木宏节 ２０１５ 年对蒙古国色楞格省南部宗哈

拉出土 “ハラーゴル碑” 的考察， 已经读出汉字碑文 “卢山都督”， 并考定碑主为第一

任卢山都督思结部酋长乌碎之子， 而该碑处曾有一座陵园， 故此处即为贞观二十一年所

置六都督府七州之一的卢山都督府治所即思结牙帐之所在。①

此外， 《旧唐书·张俭传》 云：
　 　 俭前在朔州， 属李靖平突厥之后， 有思结部落， 贫穷离散， 俭招慰安集之。 其

不来者， 或居碛北， 既亲属分住， 私相往还， 俭并不拘责， 但存纲纪， 羁縻

而已。②

由此可见， 东突厥平定以后， 朔州地区也有思结离散部族分布， 并且与在漠北的思结部

交往密切。 这说明与上文所述匐利羽部类似， 思结部也分为漠南漠北两支。
前文提到， 蹛林匈奴时期即为 “大会， 课校人畜” 之所， 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唐

代文献多次出现 “蹛林” 亦象征漠北核心区域， 如贞观年间李百药作 《赞道赋》 讽谏

太子承乾， 其曰： “……故能释增冰于瀚海， 变寒谷于蹛林”③； 中宗年间， 突厥默啜为

患塞北， 右补阙卢俌上疏曰： “……斩蹛林之酋”④； 景云年间 《大唐故杨府君墓志铭》
云 “以身许国， 收功蹛林； 清瀚海之波澜， 扫阴山之氛祲。”⑤ 唐代漠北核心区域是以

于都斤山为中心， 因此， 笔者认为若以卢山都督府治所即思结牙帐 （今蒙古国色楞省

南部宗哈拉） 为参照， 蹛林州则在其靠近于都斤山的西南方位。
另外， 作为唐朝设置的羁縻州蹛林州， 钱穆 《史记地名考》 曰 “考唐蹛林州当在

今甘肃旧凉州府境”⑥， 努尔兰·肯加哈买提亦从岑仲勉之见 “以回纥州冠名， 殊不合

当年事实”⑦， 怀疑蹛林州实际上是于 ６８７ 年回纥诸部被突厥击溃以后才设立在今甘肃

秦安县东北， 而其名则遵循了北方民族的传统即援引远方某地为其邻近地方命名。⑧ 笔

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 蹛林州是唐朝政府设立并命名的， 若言少数民族自己

为所属的羁縻州府命名， 显然于情不合。 另外， 蹛林州贞观二十一年回纥吐迷度率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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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勒诸部内附而设， 当时根本没有必要将其置于凉州地界。 而随着后突厥汗国的崛起，
漠北形势则发生了变化。 史载 “至则天时， 突厥强盛， 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
回纥、 契苾、 思结、 浑部徙于甘、 凉二州之地。”① 在后突厥的影响下， 垂拱元年

（６８５） 六月， 同罗、 仆固等诸部反叛， 武则天派刘敬同率兵平定了诸部叛乱。 但考虑

到后突厥汗国为患甚剧， 铁勒诸部在漠北既容易受到突厥胁迫和煽动， 又不利于朝廷管

理， 因此 “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②。 安北都护府即贞观二十一年设置的

燕然都护府， 龙朔三年 （６６３） 平定回纥比粟毒之乱后， 移治娑陵水上之瀚海州都督府

城， 改称瀚海都护府。 总章二年 （６６９） 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因后突厥汗国崛

起， 安北都护府被迫寄治陇右道甘州同城镇， 为行都护府。 长寿二年 （６９３） 析陇右道

甘、 凉二州境重置安北都护府， 治西安城 （今甘肃民乐县三堡镇古城寺）， 属陇右道，
仍领残余铁勒诸部羁縻府州。 如此， 正合 《旧唐书·地理志三》 所载：

　 　 吐浑部落　 兴昔部落　 阁门府　 皋兰府　 卢山府　 金水州　 蹛林州　 贺兰州，
已上八州府， 并无县， 皆吐浑、 契苾、 思结等部， 寄在凉州界内。③

直至景龙二年 （７０８）， 安北都护府还隶关内道， 移治西受降城。 由此可见， 这种迁徙

应该是以侨置为形式的， 以羁縻州府为单位的部族流动。
综上所述， 贞观二十一年在漠北设置的羁縻州蹛林州至少在建制上是存在的， 该州

在武周年间寄于凉州界内。 就碎叶出土残碑而言， 以 “蹛林” 指侨置后的地名殊不可

信， 而必然是指代漠北。 同时， 以注重修辞的碑文来说， 此行 “蹛林” 与残碑第二行

出现的 “前庭” “后庭” 相若， 亦不可与唐朝设置的羁縻州蹛林州完全对应， 作为源自

匈奴大会之处的古地名， 应与 “瀚海” “燕然” 等类似， 尤其在碑文中出现， 有着更深

远的象征意义。
“阴山” 是我国史料中常见的地理名词。 在唐代文献中， 阴山可指代多处。 通过对

出土碑铭的考察， 可以发现唐代突厥等北方民族人物的墓志铭在追述他们的出身时， 往

往借用阴山。 陈玮认为 “唐代内附北族人士之墓志多称志主为阴山人”④， 白玉冬对此

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认为在唐人的观念里， 除漠南今内蒙阴山外， 漠北似乎另有一阴

山， 即是被突厥、 回鹘等北方民族少数民族视作圣山的于都斤山， 即今杭爱山。⑤

此外， 阴山还可以指西域的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 唐岑参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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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有 “侧闻阴山胡儿语， 西海热海水如煮” 的诗句， 水如煮的热海指伊塞克湖无疑，
故此处之阴山当为天山山脉西段今阿拉木图以南外伊犁山地区。 又元耶律楚材 《西游

录》 云 “不剌之南有阴山， 东西千里， 南北二百里。 其山之顶有圆池， 周围七八十里

许。”① 山顶之圆池， 丘处机 《长春真人西游记》 称之为 “天池”， 即今天的赛里木湖，
则此处之阴山当为天山山脉西部婆罗科努山。 另 《旧唐书·回纥传》 载： “显庆元年

（６５６）， 贺鲁又犯边， 诏程知节、 苏定方、 任雅相、 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

山。”② 岑仲勉指出该阴山在新疆境内③， 即阿尔泰山脉之西段。 《新唐书·地理志七

下》 载： “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分葛逻禄三部置三府， 以谋落部置。 大漠州都督府以

葛逻禄炽俟部置。 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踏实部置。”④ 安置葛逻禄谋落部的阴山州都

督府即也在此地区。
就碎叶残碑而言， 该句 “逐别蹛林而巳远望阴山” 中 “蹛林” 与 “阴山” 同时出

现， 作为汉文墓志残片或者说壁记， 此处之 “阴山” 亦有理由认为即是指于都斤山。
综上所述， 此行碑文字面意思说碑主人离开漠北去国千里遥望阴山， 表达了对故乡的

思念。
５􀆰 祭天之旧物览瑶池之仙图

“祭天” 即指祭祀苍天、 天神的仪式， 体现了古人的宗教、 崇拜及信仰。 “旧物”
即古代遗物， 还可引申为典章制度以及国家故土， 但此处非用其引申意义， 姑且不提。
该句中， “祭天之旧物” 可以理解为祭天用的古代遗物， 那么很容易联想到霍去病出击

匈奴缴获的祭天金人， 《史记》 载是役 “首虏八千馀级， 收休屠祭天金人”⑤。 莫高窟

初唐时期第 ３２３ 窟北壁的壁画 《张骞出使西域图》 反映的也是这一史实： 汉武帝得到

匈奴的祭天金人， 却不知其名， 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求名号。 尽管此壁画是佛教徒把张

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事件与佛教附会， 藉此宣扬佛教， 但也可从侧面反应少数民族确有用

金人祭天的习俗。
另， 回鹘汗国破亡后， 乌介自立为汗， 其残部搅扰塞北。 会昌二年 （８４２） 唐廷发

兵三路北伐大破回鹘， 乌介可汗负伤远遁。 是役后， 卢龙节度使张仲武请求于蓟北立

《纪圣功铭》 载唐军击破回鹘残部 “马牛几至于谷量， 虏血殆同于川决， 径路宝刀， 祭

天金人， 奇货珍器， 不可殚论”⑥， 由此可见， 回鹘依然有以金人祭天之习俗。 据此亦

可推测， 残碑此句中提到 “祭天之旧物” 很有可能是指 “金人”。 “览” 《说文》 曰

“观也”， “会意”。 如 《离骚》 云 “皇览揆余初度兮。” 瑶池乃神话中西王母所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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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传》 载 “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若依此来看 “览瑶池之仙图” 或为纯文

学修饰， 此解且聊备一说。
另外， 贞观二十三年 （６４９） 唐廷曾一度设置瑶池都督府安置西突厥阿史那贺鲁

部， “ （贺鲁） 擢累左骁卫将军、 瑶池都督， 处其部于庭州莫贺城”①。 《通鉴》 胡注

“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 盖即莫贺城也； 以贺鲁后立为沙钵罗叶护可汗，
故改城名也”②， 徐松 《西域水道记》 记 “……唐沙钵镇， 在今双岔河堡西。 即阿史那

贺鲁所处之莫贺城。”③ 戴良佐实地考证沙钵城即莫贺城无误， 其距博克达山之天池约

９０ 公里， 进而比定唐人观念中的瑶池即今新疆阜康天池。④ 笔者认同此种观点， 况且唐

朝在设置羁縻州府时也往往以其所在地附近旧有的地名命名， 如上文所述之 “蹛林

州”， 又如显庆三年 （６５８） 以处密部所置 “轮台州都督府”、 以葛逻禄谋落部所置

“阴山州都督府” 等皆循此例。 由此可见， “瑶池都督府” 之名号很有可能正是以安置

贺鲁的莫贺城附近的天池而得名。 这样看来， “瑶池” 即 “天池” 进而代指瑶池都督府

之地。
６􀆰 □边我指期□□□□惶

边字前一字残缺， 可复原为三， “三边” 泛指北方边疆， 李白有诗云 “谁怜飞将

军， 白首没三边”。 《资治通鉴》 李世勣劝窦建德攻孟海公有云： “若以大军临之， 指期

可取。”⑤ 此处指期或为立刻、 很快， 指日可待之意。 此句残缺字较多， 难以细考。

三、 残碑年代及史实蠡测

通过以上对残碑文字的考证， 笔者认为该碑记述的是一位少数民族首领， 累功受唐

政府的册封， 并跟随唐军参加了对西域的军事行动， 至碎叶城时因病或者因伤逝世， 故

而埋葬于此并立碑纪念， 关于时间以及具体事件则需要联系史料做出推测。 首先该汉文

残碑既然出土于碎叶古城遗址， 即说明该碑所立之时， 碎叶城正处于唐朝势力范围

之内。
《旧唐书·龟兹传》 载 “太宗既破龟兹， 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 以郭孝恪为都

护， 兼统于阗、 疏勒、 碎叶， 谓之四镇。” 由此可见太宗贞观末年唐朝势力已达碎叶

城。 而岑仲勉指出 “ ‘以孝恪为都护’ 句， 殊犯语病。 碎叶列四镇是高宗时事， 此处当

作焉耆。 唐是时势力未达碎叶也”⑥。 吴玉贵认为 “贞观末年， 唐朝势力确已向西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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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碎叶地区， 不能因为高宗放弃了设立四镇的计划， 就认为唐朝势力在贞观末年未达到

碎叶”①。 碎叶城乃西突厥故地， 随着唐朝对西突厥战争的胜利， 而有其故土是合情理

的。 因此， 若以唐势力到达碎叶为参照， 该残碑的时间上限可推至唐朝攻破龟兹的贞观

二十二年 （６４８）。 根据上文的考释， 碑主人是参加唐朝对西域的军事行动而从漠北迁

移至碎叶的铁勒部胡人， 故时间下限应在安北都护府侨置甘凉境内以前， 即最迟不会超

过垂拱四年 （６８８）。 在这四十年间， 唐军在抵达碎叶的军事行动有两次：
高宗显庆二年 （６５７）， 攻灭阿史那贺鲁， 平定西突厥的伊犁道行军。
阿史那贺鲁在担任瑶池都督后的永徽元年 （６５０） 末反叛②， 全盛之时据咄陆可汗

故地， 总有西域诸郡， 西域诸国， 亦多附隶， “前庭与后庭的蕞尔之国” 正是其势力范

围。 唐廷三征贺鲁以平叛， 即永徽二年 （６５１） 的弓月道行军、 永徽六年 （６５５） 葱山

道行军和显庆二年的伊犁道行军。 唐廷为了平叛还试图册封与贺鲁有矛盾的西突厥部

众， 然而 “礼臣至碎叶城西贺鲁兵拒之不得前”③， 说明碎叶城也属贺鲁之势力范围。
前两次行军都未能与贺鲁主力决战， 第三次伊犁道行军至碎叶水一战才彻底击溃贺鲁

部。 史载 “贺鲁先使步失达干鸠集散卒， 据栅拒战。 弥射、 步真攻之， 大溃； 又与苏

定方攻贺鲁于碎叶水， 大破之。”④ 这次军事行动唐朝以名将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 燕

然都护任雅相、 回纥婆闰副之， 率步骑 １０ 余万出金山北， 又令太宗时已降唐的阿史那

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从南道率众出击。
２００９ 年蒙古国与俄罗斯联合考古队在土拉河北岸的和日木·登吉古城一处墓葬出

土一方 《大唐金微都督仆固府君墓志》， 该墓志主人名仆固乙突， 墓志载 “俄以贺鲁背

诞， 方事长羁， 爰命熊罴之军， 克剿犬羊之众”⑤， 说明为平定贺鲁叛乱唐朝征调了金

微都督府仆骨 （仆固） 部， 其首领仆固乙突率众出征， 该墓志亦可为漠北铁勒诸部参

与了此次伊犁道行军提供佐证。 而根据上文对 “瑶池之仙图” 的考释， 也说明确实与

贺鲁有关。 那么， 有理由相信， 碎叶出土的残碑即是一位在唐朝征调下西征贺鲁的漠北

铁勒部落首领的墓志或壁记之残片。
高宗仪凤四年 （６７９）， 裴行俭平定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之乱也提到碎叶

城。 然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 可知此次军事行动与显庆二年攻灭西突厥的战役大有

不同。
首先， 是否出兵平定都支及李遮匐的叛乱朝廷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 史载 “议者

欲发兵讨之”， 而裴行俭亦未有明确的意见， 建言 “今波斯王身没， 其子泥涅师师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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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 望差使往波斯册立， 即路由二蕃部落， 便宜从事， 必可有功。” 高宗同意了裴的

意见， 以其为 “安抚大食使” 并未加行军大总管， 可见此次行动并非直接以平叛为目

的， 因此征调漠北铁勒部落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 整个平叛经过， 其实也并未经历大规模的战斗。 “去都支部落十余里， 先遣

都支所亲问其安否， 外示闲暇， 似非讨袭， 续又使人趣召相见”， 实际上是裴行俭先假

意慰问， 都支 “自率儿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 遂擒之。”①

最后， 所谓的 “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动蕃落， 侵逼安西” 史书亦未见有实

际的行动。 再者， 彼若已正式发动大规模反叛， 也不可能裴行俭 “使人趣召相见” 便

“就营来谒”。 由此可见， 当时西域局势大体还是稳定的， 那么根本没有必要用一般形

容敌国的 “蕞尔之国” 来代指 “前庭与后庭” 天山南北地区。 综上所述， 该残碑是裴

行俭记功碑的可能性不大。
拙作最终结论是： 此碑应该为一方汉文墓志或者说壁记的残片， 所记最有可能与显

庆年间伊犁道行军攻灭阿史那贺鲁， 彻底灭西突厥汗国有关。 此亦表明高宗年间唐朝中

央政府对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有效的羁縻统治， 并征调漠北铁勒部落进行攻灭西突厥的

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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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泾州所辖诸郡建置沿革考

———以石刻资料为中心

王怀宥１、２ 　 黄寿成１

（１􀆰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２􀆰 甘肃华亭市博物馆， 甘肃　 华亭　 ７４４１００）

摘要： 北魏于神 三年灭亡大夏政权后， 在陇东地区设立了泾州。 本文立足于新发现的石刻资

料， 结合历史文献， 对泾州所辖诸郡沿革进行系统全面梳理， 订正了 《魏书·地形志》 中的错误， 对

推动北魏政区地理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 北魏　 泾州　 政区地理　 考证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６􀆰 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１５９－０９

北魏于太延五年 （４３９） 灭北凉， 结束了北方地区自十六国以来政权林立、 战乱纷

争的局面。 随即而来的是着手在新占领地建立自己的统治机构与体系， 推行州郡县制。
而在此之前， 北魏已灭赫连氏大夏政权， 并且在陇山以东的平凉等地设立泾州。 《魏
书·地形志》 （以下简称 《地形志》 ） 载泾州治临泾城， 领六郡、 十七县。 六郡分别是

安定、 陇东、 新平、 赵平、 平原及平凉①。 但是， 由于 《地形志》 记载较为混乱， 导致

学界对泾州建置沿革争论不休， 目前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陇东、 平原与平凉这三郡。 另

外， 赵平郡的情况几乎模糊不清。 本文拟以本地及其附近出土石刻资料为切入点， 并结

合历史文献， 对以上四郡再加以考证， 梳理还原其沿革流变与政区边界。
因 《魏书》 并没有直接说明泾州设置时间， 所以这里有必要首先对这一问题做一

简单考证。 《元和郡县图志》 谓北魏于神 三年 （４３０） 置泾州②， 但这是晚出材料，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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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从原始材料推求。 《魏书·世祖纪上》 载神 三年十二月， 北魏平定平凉①。 但时间

不长便出现了泾州。 延和二年 （４３３） 二月， “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

史狄子玉争权构隙， 举兵攻普， 不克， 退保胡空谷， 驱掠平民， 据险自固。”② 此二事

件间隔实际只有整整两年， 由此可见 《元和郡县图志》 的说法可靠。

一、 陇东郡

陇东郡领三县， 分别是泾阳 （前汉属安定， 后汉、 晋罢， 属， 后复。 有薄落山、
泾水出焉。 白城、 方石渊、 陇山。）。 祖居 （前汉属， 罢， 后复， 属武威， 晋罢， 后复

属。） 抚夷 （前汉属安定， 后汉、 晋罢， 后复属。）③。
据刘满、 张多勇等人调查与考证， 汉至北魏泾阳县古城位置在平凉崆峒区以西安国

镇油坊庄④。 祖居与抚夷二县在北魏 《嵩显寺碑》 及 《南石窟寺碑》 有载⑤， 具体位置

不明。 《南石窟寺碑》 载 “陇东郡守领汧城戍……”⑥ 又新出 《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

编》 收录 《东魏王忻墓志》 载王忻为 “姚汧城镇将、 陇东太守， 归投大魏， 明元皇帝

太常八季， 除建节将军、 归亲侯， 太武皇帝除鹰杨 （扬） 将军、 里润镇将宽之曾孙。”⑦

由两方石刻文献看陇东郡与汧城有关。 汧县即今陇县， 陇东太守兼领汧城戍主或镇将。
按照北魏镇戍制度， 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军镇长官或二者相反， 说明军镇与地方行政建制

并存于一地。 因此， 陇东郡治必在汧城。
另外， 在文献记载中也可找到证据。 《太平寰宇记》 载： “（北） 魏初于今汧源县界

置陇东郡， 即今陇东郡故地也。 孝明正光三年 （５２２） 分泾州、 歧州之地， 兼置东秦州

于故汧城， 领陇东、 安夷、 汧阳三郡。 至孝昌三年 （５２７）， 为万俟丑奴所破。 孝武永

熙元年 （５３２） 仍于州所理置汧阴县。”⑧ 分析以上记载， 陇东郡即汧县从泾州划分出去

又组建了东秦州。 据 《魏书·肃宗纪》 载： 孝昌三年， “萧宝夤、 元恒芝大败于泾州，
大陇都督、 南平王仲冏， 小陇都督高聿并相寻退散， 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⑨

万俟丑奴领导的高平起义军一路向南、 势如破竹， 北魏东秦州刺史以汧城降， 结合

《太平寰宇记》 可知陇东郡就在汧县， 与泾阳等县无关， 《地形志》 记载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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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汉书·地理志》 载： “汧， 吴山在西， 古文以为汧山。 雍州山。 北有蒲谷乡弦

中谷， 雍州弦蒲薮。 汧水出西北， 入渭。 芮水出西北， 东入泾。”① 《水经注》 亦有相关

记载。 汧水与芮水的发源地均在甘肃华亭南部， 因此可知汉到北魏时期的汧县范围为陇

县及华亭南部。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４４６）， 陕北卢水胡盖吴起兵于杏城， “遣其部落帅白广平掠新

平， 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 杀汧城守将。”② 白广平率军从东向西而来， 而安定诸领

民酋帅却同向攻打汧城， 不符合常理。 其实应是此时陇东郡已废， 故地入安定郡， 这里

的 “安定诸夷酋” 实则指的是居住在汧城及其附近的部族首领。 而到孝文帝太和六年

（４８２）， “泾州民张羌郎扇惑陇东， 聚众千余人， 州军讨之不能制。 罗汉率步骑一千击

羌郎， 擒之。”③ 此时， 陇东郡又再次出现， 说明太和初年陇东郡已复置。

二、 平原郡

《地形志》 载平原郡领阴盘一县： 二汉属安定， 晋属京兆， 后属。 有安城、 安武

城。④ 祝世林⑤、 秦明智⑥等人认为平原郡不存在。 《隋书·地理志上》 称： “阴盘后魏

置平凉郡， 开皇初郡废。 有卢水。”⑦ 《隋书》 与 《魏书》 记载相异， 目前的考古发现

能够佐证 《隋书》 说法正确。 １９６４ 年， 宁夏彭阳县彭阳乡出土北魏景明二年 （５０１）
《贠标墓志》， 其志云贠标系泾州平凉郡阴盘县武都里人。⑧ 当然， 在中古时期的墓志里

面记载墓主所在地为旧贯的情况也比较常见， 也就是说， 墓主埋葬地并不一定就是墓志

所载地方。 但是从另一方墓志当中可知阴盘县确属平凉郡。 １９８２ 年在平凉市崆峒区四

十里铺镇庙底下村出土 《唐潘原镇将刘自政墓志铭》 载： “窆公于潘原县北三里小卢谷

龙涡庄东……”⑨ 又 《旧唐书·地理志》 潘原下注云： “隋阴盘县。 天宝元年 （７４２），
改为潘原， 县界有潘原废县。”􀃊􀁉􀁒 从中得知庙底下村就是北魏阴盘县城所在地， 今小路

河即唐代的小卢谷、 《隋书》 所载卢水。 综上所述， 北魏阴盘县属平凉郡而非平原郡。
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阴盘在最初属平凉郡， 后来政区调整后又属平原郡， 《贠

标墓志》 所载时间为北魏景明二年， 其后发生变化也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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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志》 自序云： “永安末年， 胡贼入洛， 官司文簿， 散弃者多， 往时编户， 全

无追访。 今录武定之世以为 《志》 焉。 州郡创改， 随而注之， 不知则关。 内史及相仍

代相沿。 魏自明、 庄， 寇难纷纠， 攻伐既广， 启土逾众， 王公锡社， 一地累封， 不可备

举， 故总以为郡。 其沦陷诸州户， 据永熙绾籍， 无者不录焉。”① 由于北魏晚期战乱频

繁， 国家的官司文簿大多散佚不存， 故而魏收撰写 《地形志》 时只能利用北魏末东魏

初的资料， 有则记之， 无则不录， 纰漏在所难免， 其所记录北魏政区实则是后期的建置

情况。
假设平原郡后来设在阴盘县， 再看平凉郡的情况。 平凉郡领二县： 鹑阴， 郡治。

（前汉属安定， 后汉属武威， 晋罢， 后复属。 有凡亭、 泾阳、 平凉城。）， 阴密 （前汉属

安定， 后汉罢， 晋复， 后属。）②。 以 《地形志》 记载， 汉代的鹑阴县在北魏从武威迁到

了陇东， 王仲荦考证鹑阴县在今华亭县西部马峡镇， 其依据是北周田弘曾被封为鹑阴县

子③。 《周书·田弘传》 载： “又以迎魏孝武功， 封鹑阴县子， 邑五百户。”④ 整个北朝

时期， 唯一能见到鹑阴县的记载就仅与田弘有关。 但是据华林甫考证， 以爵号考证政区

的方法并不可靠⑤， 换言之， 爵号所见地名在当时并不一定实际存在， 虚封现象并不鲜

见。 因此， 王仲荦的结论并不一定靠谱。
北魏时期华亭的建置情况文献阙载， 好在考古发现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 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 在华亭南部安口一带出土了大量的北朝佛教石刻造像， 据笔者考证， 此

为北朝屠各人遗存， 正是文献中记载活动在陇山地区的南山屠各与陇东屠各。⑥ 造像题

记中与北魏华亭建置直接相关的有两条：
　 　 １􀆰 北魏熙平二年 （５１７） 郭熙造像。 题记曰： 熙平二年太岁次申七月三日平凉

郡郭熙张妃为七世父母 ／ 七世父母造像供养愿□张妃河门大小当得□□
２􀆰 北魏永熙三年 （５３４） 张牛德造像塔。 题记曰： 永熙三年太岁在寅八月十四

日弟子 ／ □县张牛德为忘息大奴敬 ／ 造石佛□三劫愿上生天上□诸佛下生人间□王长

者若□／ 三□速令解脱善愿从心

从题记可以看出， 华亭在熙平二年属平凉郡， 永熙三年又出现了□县， 此县设置时间就

在二者之间。 华亭在北魏末期才设县， 这与北魏政府对陇山地区屠各等部族难以实行有

效管辖有关， 本地区部落大量存在， 即所谓 “皇权不下县”。 石刻文献表明华亭确属平

凉郡管辖， 但从未设过鹑阴县。 北魏在这里一度连县级机构都无法设立， 而且华亭地处

陇山东麓腹地， 交通不便， 因此这里压根不可能成为平凉郡的郡治。 如果平原郡在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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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那么在陇东地区这个不大的区域空间内就无法设立平凉郡。
如果仔细对比 《地形志》， 泾阳与鹑阴二县的记载则是重复与矛盾的。 泾阳有薄落

山、 泾水出焉。 薄落山指泾阳以北的六盘山， 泾水发源于固原原州区大湾乡， 流经地有

瓦亭、 弹筝峡。 而鹑阴有凡亭、 泾阳、 平凉城。 这三个地名实则从北到南有序排列， 其

中两个与泾阳所辖地名重复， 凡亭即瓦亭之误写， 泾阳重复出现。 再往东南则是平凉

城， 实际上就是阴盘县城。 既然平原郡治阴盘， 为何鹑阴县又有此城？ 可见 《地形志》
记载混乱不堪。 再结合前面考证， 可知在泾州政区内是不存在平原郡及鹑阴县的。

《周书·王德传》 载： “及侯莫陈悦害岳， 德与寇洛等定议翊戴太祖。 加征西将军、
金紫光禄大夫、 平凉郡守。 德虽不知书， 至于断决处分， 良吏无以过也。 泾州所部五

郡， 而德常为最。”① 王德与寇洛等人拥立宇文泰时间在永熙三年 （５３３）， 即将进入西

魏。 除去平原郡不存在， 另外， 陇东郡于正光三年设东秦州， 此时的泾州实际只剩下四

郡， 所部五郡另外一郡又是哪个？ 《隋书·地理志上》 载安定郡下辖的朝那县： “西魏

置安武郡， 及析置安武县。 开皇三年郡县并废入焉。”② 从时间上判断， 唯一合理的解

释是安武郡， 其设置时间应该在北魏末。

三、 平凉郡

平凉郡从高平迁往阴盘的时间在北魏灭大夏前夕。 《太平寰宇记》 引郭缘生 《述征

记》 云： “阴盘县旧属安定郡， 遇乱徙于新丰。” 又引 《帝王记》 云： “赫连定于胜光

二年 （４２９） 又自京兆移此， 属平凉郡也。”③ 大夏胜光二年， 阴盘县从京兆郡移至今平

凉崆峒区四十里铺， 替代高平成为平凉郡治。 胜光三年 （４３０） 大夏灭亡， 北魏旋即在

此年置泾州， 平凉郡正式成为其中一郡。
太延元年 （４３５）， “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 其孤老不能自存者， 听还乡里。”④

在太和六年司州却出现了平凉郡， 严耀中据此认为， 当地的平凉郡随着居民被徙也被废

弃。 孝文帝迁洛后， 司州地位下降， 平凉郡与平齐郡命运可能一样， 当时被解散， 又在

原地恢复平凉郡建制⑤。 严氏的论断可能并不准确。 太延五年 （４３９）， 太武帝车驾西讨

沮渠牧犍。 “秋七月己巳， 车驾至上郡属国城， 大飨群臣， 讲武马射。 壬午， 留辎重，
分部诸军： 抚军大将军、 永昌王健， 尚书令、 钜鹿公刘洁督诸军， 与常山王素二道并

进， 为前锋； 骠骑大将军、 乐平王丕， 太宰、 阳平王杜超， 督平凉、 鄜城诸军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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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① 显然， 这里的平凉非指司州之平凉， 而是原来的平凉郡。 可知北魏虽徙平凉民

于平城， 但原平凉郡其实并未废置。
平凉郡在北魏正光五年大规模调整政区之前一直保持稳定， 其所辖范围也基本能够

清晰准确勾勒出来。 据前考证， 《地形志》 所载泾阳、 祖居 （厉）、 抚夷三县与陇东郡

无关。 泾阳东邻阴盘， 西靠陇山， 因此， 此三县实属平凉郡。 平凉郡下辖阴盘、 泾阳、
祖居、 抚夷、 阴密五县以及不设县的陇山东麓地区。 下面就以上五县具体区域做一

考证。
阴盘县。 考古发现为阴盘县提供了地理坐标。 《北魏贠标墓志》 表明彭阳南部当时

属阴盘。 《唐刘自政墓志》 确定阴盘县城在平凉崆峒区四十里铺庙底下村。 唐代潘原县

东界在今潘阳涧河即古代潘水。 潘原县前身就是阴盘县， 唐代天宝年间改名， 因此也是

阴盘县界。 潘水以东便是安定郡， 北部为朝那县、 南部属临泾。 《地形志》 云朝那县为

泾州安定郡所辖， “有当原城、 胡城。”② 当原城一直延续至今， 明代 《平凉府志》 记

载泾州山川形势谓： “兼山之西二十里曰皇甫头， 又十里曰阁道， 又十里曰当原城。”③

当原古城就在泾川县西北的党原乡境内， “党” 为 “当” 的同音异写。 张多勇考证北魏

的朝那县城在镇原中原乡武亭村④。 北魏朝那县在泾川西北、 镇原西南这一区域。
北朝泾州治临泾县的位置以前学界普遍认为在镇原县东南部， 但是新的考古发现则

否定了这一观点。 ２００１ 年在泾川县南部太平乡发现北魏墓葬， 出土砖质墓志铭三块，
其中第一块开头就载： “惟大魏正始四年 （５０７） 十一月五日临泾民王羽生”⑤， 石刻文

献表明临泾县就在泾川县， 其城址就是泾川县城水泉寺遗址。 按照方位判断， 朝那以南

必是临泾。
阴盘县城以东已靠近崇信县西北部不远， 一般情况下县城会设在县域中心区域， 也

就是说， 崇信县西北部在当时属阴盘县， 再往东南方地接阴密县。
阴密县。 汉代已设县。 从灵台境内出土的大量汉代陶罐上有大量 “密市” “密亭”

戳记⑥判断， 汉代阴密县就在灵台。 北魏的阴密县学界也是笼统地认为在灵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在陕西宝鸡麟游县丈八乡出土 《北魏卢水统酋彭成兴墓志》 记载墓主彭成兴

系赵平郡鹑觚县卢水胡部落首领⑦。 出土地紧靠灵台东南部， 由此判断鹑觚县领地还包

括灵台东部地区， 因此可知阴密县辖灵台西部及崇信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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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阳县的位置已经非常明确， 即崆峒区西部地区。 再往西就是宁夏泾源县， 处在陇

山东麓腹地， 仍然是部族活跃的地区， 依华亭当时之情形， 这里设县的可能性甚微。
祖居与抚夷二县在北魏永平二年 《南石窟寺碑》 中出现， 但在文献中几乎找不见

能够定位其位置的记载。 通过以上考述， 可将二县位置推定在彭阳北部以及镇原境内。
但具体相对位置及边界还只能待今后新的考古资料来说明。

综上考述， 平凉郡的边界已经勾勒出来， 包括宁夏彭阳与泾源二县、 甘肃平凉崆峒

区、 崇信西部、 华亭北部以及灵台西部， 地跨甘宁二省。 而且我们会惊奇地发现， 平凉

郡一直沿着陇山东麓自北向南延伸。
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 （５２４）， 为平息六镇起义事件， 朝廷决定 “诸州镇军贯， 元

非犯配者， 悉免为民， 镇改为州， 依旧立称。”① 北魏境内政区出现了一次大的调整，
陇东地区的高平镇改名原州， 设二郡领四县。 高平郡辖高平与里亭， 长城郡领黄石与白

池。 《隋书·地理志》 记载平凉郡百泉县的沿革： “后魏置长城郡及黃石县， 西魏改黃

石为长城。 开皇初郡废， 大业初县改为百泉。”② 由此可知， 隋代百泉县的前身是北魏

的黄石县。 而 《元和郡县图志》 载百泉县本是汉朝那县地， 北魏孝明帝时在县西南阳

晋川置黄石县， 隋炀帝改为百泉县③。 阳晋川即今红河， 位于彭阳东南部。 可见这次调

整， 将平凉郡北部区域划拨到原州辖地， 原来的祖居与抚夷二县被废置， 阴盘县北部也

被分割出去。
另外， 还有华亭境内在熙平二年至永熙三年之间所设 “□县”， 由于题记磨损， 具

体县名不得而知， 但能确定是一单字县。 虽然正光五年重新调整行政区划， 但如前所述

华亭处在部族盘踞的区域， 和平时期都无法设县， 遑论此时。 废镇设郡、 调整区划的出

发点本来就有安抚意味， 六镇起兵不久， 关陇民族也是纷纷揭竿而起， 因此北魏政府更

不可能在此以设县的名义加强对当地部族的控制， 以免加深激化矛盾。 故而只有在彻底

平定这一带的反叛力量之后才具备条件， 这也是某政权在新占领地的通行做法。 关陇起

义始于正光五年， 下讫永安三年 （５３０）， 历时六年之久。 永安三年七月， 白马龙凅胡

王庆云及万俟道乐领导的军队在水洛城 （甘肃庄浪县） 被尔朱天光包围镇压， 其本人

也成为俘虏。④ 自兹以后， 反抗活动平息， 北魏才得以重新控制这一地区。 因此， 笔者

以为， 北魏在华亭设县时间应该就在永安三年。

四、 赵平郡

《地形志》 载北魏赵平郡领二县， 鹑觚县为郡治， 前汉属北地， 后汉、 晋属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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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 魏收撰 《魏书》 卷 ９ 《肃宗纪》， 第 ２３７ 页。
［唐］ 魏徵等撰 《隋书》 卷 ２９ 《地理志上》， ８１２ 页。
［唐］ 李吉甫撰， 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 卷 ３ 《关内道三》， 第 ６０ 页。
［北齐］ 魏收撰 《魏书》 卷 ７４ 《尔朱荣传》， 第 １６５３ 页。



后属。 有□孤原、 亭台山， 另外还有东阴县①。 据 《元和郡县图志》 与 《太平寰宇记》
则为东阴盘县。 阴盘县是平凉郡治， 故二书所载是， 《魏书》 缺一 “阴” 字。 又 《太平

寰宇记》 引 《周地图记》 云： “后魏孝明帝熙平二年 （５１７） 析鹑觚县置东阴盘县。 废

帝元年以县南临宜禄川， 又改为宜禄县， 属赵平郡， 隶泾州。”② 说明熙平二年之前的

赵平郡只领鹑觚县， 之后鹑觚县一分为二， 另设东阴盘县。 鲁西奇先生认为北魏设赵平

郡的时间不会早于太和末年， 之前属于安定郡③， 此论断准确， 与前述陇东郡情况相

同。 北魏泾州行政区划应该在太和年之后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调整， 从安定郡中又分割

区域设郡。
目前对北魏赵平郡的政区界线认识仍然非常模糊。 《彭成兴墓志》 等石刻资料的出

土提供了定位坐标。 墓志出土地位于麟游东北， 地接灵台东南、 长武西南。 １９７７ 年在

长武亭口镇支村出土 《北魏太和元年鹑觚县郭孟给地券》④， 此地位于长武南部， 靠近

彬县。 鹑觚县有□孤原， 当缺 “鹑” 字， 《太平寰宇记》 载宜禄县有鹑觚原， 一名浅水

原⑤。 《元和郡县图志》 载昭仁寺在县西十步浅水原⑥。 昭仁寺在长武县城内， 可知长

武县城所在地就是浅水原即鹑觚原。 宜禄县下还有长武城， 城址位于泾川东部泾水南岸

的泾明乡境内。
综上所考， 北魏赵平郡沿革及辖区已梳理清楚。 约自北魏太和年后期置， 仅领鹑觚

一县。 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析鹑觚县置东阴盘县， 西魏废帝元年又改为宜禄县。 所辖大

致地域即今灵台与泾川二县东部、 麟游北部以及长武全境， 亦即最初的鹑觚县。 而后来

分置的东阴盘县所辖地为泾川东部及毗邻的长武。

结语

通过以上考证和梳理， 订正了 《地形志》 里面诸多舛误， 北魏泾州诸郡沿革与边

界也变得明朗清晰， 可总结如下：
其一， 北魏于神 三年初设泾州， 所辖五郡并非六郡， 泾州从未设过平原郡和鹑阴

县。 五郡分别是平凉、 陇东、 安定、 赵平和新平。 其中， 陇东郡于北魏正光三年从泾州

分割出去与歧州部分区域组成东秦州， 泾州由五郡减少为四郡。 大致在北魏末年， 在安

定朝那县另置安武郡， 又构成了新的泾州五郡。
其二， 北魏初设陇东郡， 辖汧县即今陇县及华亭南部地区。 而 《地形志》 所载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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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祖居与抚夷三县实则属平凉郡。 正光三年后， 陇东郡属东秦州。
其三， 平凉郡在北魏自始至终一直存在， 虽然太延元年徙平凉户居平城， 并且在司

州境内出现了新的平凉郡， 但原地的平凉郡建置仍然存在。 平凉郡下辖阴盘、 泾阳、 祖

居、 抚夷与阴密五县以及西部陇山不设县区域。 正光五年， 废镇设州， 将祖居、 抚夷二

县以及阴盘北部地区划拨给原州长城郡， 另设黄石和白池二县。 此时平凉郡的管辖范围

大幅缩小， 领三县。 永安三年， 在华亭北部又设一县， 增加到四县。 平凉郡管辖范围最

大时包括今宁夏固原之彭阳与泾源、 平凉的崆峒区、 崇信西部、 华亭北部及灵台西部等

区域。
其四， 赵平郡设置时间较晚， 大致在五世纪末， 初领鹑觚一县。 熙平二年又从鹑觚

县分割一部分另设东阴盘县， 赵平郡所辖范围为甘肃灵台与泾川二县东部、 陕西麟游北

部以及长武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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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县石窟寺所见同州、 河府石匠题记研究

魏文斌　 张丽娜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巩县石窟寺中存有大量造像题记， 其中部分题记的内容为石匠籍贯和姓名， 十分珍贵。 第

１ 窟外壁第 ３７ 龛下的同州、 河府石匠题记， 一般认为是北齐天保九年 （５５８） 所刻， 文章通过考证

“河府” 所在之处和设立之年代， 认为此题记时代当为唐开元九年 （７２１） 以后。 同时， 还分析了此

题记所反映的唐代工匠流动现象， 即同州、 河中府的工匠会与邻近的工匠集团进行合作， 或结伴前往

某地进行开窟造像， 且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流动性在当时及以后是较为频繁的。

关键词： 巩县石窟寺　 同州　 河府　 石匠　 造像样式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７􀆰 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１６８－１０

巩县石窟寺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城西北 ２􀆰 ５ 千米的洛河北岸， 凿于邙山大力山崖面

上， 它是继云冈、 龙门石窟后， 北魏皇室开凿的又一石窟。 ５２８ 年河阴之变， 北魏后期

政局动荡， 作为皇家礼佛场所的巩县石窟寺受其影响而式微。 自普泰元年 （５３１） 起， 有

民间信众开龛造像。 千佛龛和小的摩崖造像龛大多是此后陆续开凿， 以唐代所开龛数居

多， 且多刻有造像题记， 其中同州、 河府石匠题记即属于此种情况。 关于同州、 河府石匠

题记的年代及其反映的社会现象， 前人虽间或论及， 然不少问题仍不清晰， 需要继续深入

研究。 笔者不揣谫陋，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对涉及到的诸问题略作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

一、 同州、 河府石匠题记年代考

（一） 同州、 河府石匠题记及相关研究

同州、 河府石匠题记处于巩县石窟寺第 １ 窟外壁第 ３７ 龛下 （图 １）。 第 １ 窟的窟门

外两侧造像龛共计 ９８ 个， 历北魏、 东魏、 北齐、 隋、 唐和宋等朝陆续开凿。 第 １ 窟窟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１２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丝绸之路甘肃段石窟寺类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１６ＸＫＧ００６）； 兰州大学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２０２１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４）
作者简介： 魏文斌 （１９６５－　 ）， 男， 甘肃定西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石窟寺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

张丽娜 （１９８９－　 ）， 女， 山西朔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佛教石窟寺考古与佛教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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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窟门、 窟外西壁的开龛情况为： 中心柱南面主龛的佛龛两边刻有唐代小龛 ５ 个； 窟

外力士西侧下部存有 １８ 个小龛。 第 ３４、 ３５、 ３７、 ３８、 ３９ 龛为北齐时开凿； 第 １３－２３
龛、 ２４ 龛为唐代时所开凿， 窟门的门道西壁开凿 １４ 个小龛 （第 ４２－５５ 龛）， 多系唐代

开凿； 第 ３９ 龛有北宋嘉祐二年 （１０５７） 题记 （图 ２）。

　 　 　 　 　 　 　 　 图 １ 图 ２
（图 １　 第 １ 窟外壁及外壁小龛图， 采自 《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 实测图 ７；
图 ２　 第 １ 窟窟门西侧壁小龛图， 采自 《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 实测图 ３７）

　 　 其中， 第 ３７ 龛为一结跏趺坐弥勒佛， 头部已残， 佛的龛型已毁。 《比丘道邕造像

记》 位于弥勒佛下方， 刻面高 ０􀆰 ２３ 米， 宽 ０􀆰 ２８ 米， 楷书， ７ 行， 每行 ２－７ 字不等 （图
３）， 内容为 “天保九年 ／三月九日比丘 ／道邕作 ／为亡师造 ／像愿亡师 ／ □□净土弥勒佛

所 ／ ”， 在造像记右下刻有两行题记：
　 　 同州石匠武遇 ／

河府石匠 松 福 ／

《巩县志》 中 “石窟寺石刻丛存” 的目录是按照巩县石窟寺大殿前檐下， 西一窟外

崖、 门侧、 内壁、 窟门题字， 西二窟外崖、 窟内壁， 东一窟外崖， 东二窟外崖、 内壁，
后坑崖等次序来抄录所存题记， 后并附有石刻。 在抄录这一题记内容时， 记 “正书上

六行。 ……右方下二行， 行六字”，① 将 “同州石匠武遇” “河府石匠 松 福” 与 《比丘

道邕造像记》 抄于同一处， 应是因刊刻位置相近而视为同时刊刻。 《巩县石窟寺·石刻

录》 据 《巩县志》 （十九、 廿五）、 《攈古录》 （六、 二十八） 将其录于 《比丘道邕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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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莲青、 张仲友等 《巩县志·巩县金石志》， 台北： 成文出版社， １９６８ 年， 第 １７１５ 页。



图 ３　 比丘道邕造像

（张丽娜摄）

记》 之下， 认为是北齐天保九年所刊刻。①后代学

者多据此记载将这两位石匠归于北齐。 程章灿

《石刻刻工研究》 下编 《 〈石刻考工录〉 补编》 即

据 《巩县志·巩县金石志》 之记载， 判断武遇、
松福为北齐时期的刻工②； 吉士彪 《魏晋南北朝碑

刻刻手研究》 对刻手武遇、 □福的辑录分类源自

于程章灿的研究， 亦将其归于北齐时期③。 第 １ 窟

外壁的造像是累代而成， 存在打破关系。 尤其是

石窟寺崖面的造像分布密集， 因囿于壁面的空间，
各时代造像龛交错分布， 从而使得石窟寺崖面的

造像打破关系复杂， 且较为普遍。 由此可见， 在

题记所处位置存在打破关系的情况下， 而将刊刻

位置相邻的题记归为同时所刻， 存在不妥之处。
马健中、 宫大中等学者认为这两行内容为后

来所补刻。 马健中 《巩县石窟北朝造像题记及其

书法研究》 一书中疑此两行内容为补刊， 虽不知

其年代， 分析 “福” 字保留了魏晋以来隶趣浓重

的风格， 认为是北朝隶书复兴与魏楷交叉的时代

产物。 同时， 在文中考证河府为河中府， 而非河

南府。④ 宫大中在 《巩县石窟北朝造像全拓》 一书的序中提到， 比丘道邕 “造像题记前

三行行距宽， 后三行行距窄， 但 ‘弥勒佛所’ 四字在龛左偏下， 书体虽属魏碑， 但有

些字已呈行楷态势。 而在下方观世音龛右侧刊 ‘同州石匠武遇 ／河府石匠 松 福 ／ ’ 两

行， 从书体看， 似为补刊， 下限至唐。”⑤ 无独有偶， 巩县石窟寺第 ２ 窟中心柱南面中

层龛下， 龙朔二年 （６６２） 的魏处旻造像记的左上角题有 “河府□记”⑥。 此造像记结

尾， 书有 “咸等正觉” 等字， 造像记内容完整， 又 “河府□记” 与造像记字体不同，
且字迹潦草， 显然为另外刊刻。 从字体风格来考虑这两行内容的时代， 虽无法进行准确

判断， 但至少为区分它与比丘道邕造像记不是同时所刊刻提供了新的角度。 这使得我们

有必要对这一题记的年代再做思考。
（二） 从 “河府” 的设置与沿革看题记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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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 《巩县石窟寺·石刻录》， 第 １０ 页。



地名的设置和沿革多可考， 题记中出现同州、 河府两个地名， 考订这两个地方设置

的朝代， 是判断题记年代的重要依据。
同州之设置见于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 正月， 《周书·文帝纪下》 载： “又改置州郡

及县： 改东雍为华州， ……华州为同州。”①。 又， 《隋书·地理志上》 载： “冯翊郡 后

魏置华州， 西魏改曰同州。”② 西魏废帝三年进行了大规模地改置州郡县名， 同州于此

时由华州改名而来。 《旧唐书·地理志一》 载： “同州上辅 隋冯翊郡。 武德元年， 改为

同州， 领冯翊、 下邽、 蒲城、 朝邑、 澄城、 白水、 郃阳、 韩城八县。”③ 同州自西魏改

名始置， 唐代沿用这一名称。
题记中的河府究竟是指何地？ 《唐裴教墓志铭》 出现 “河府” 这一地名。 墓志铭中

载， 裴教 “河东人也” “授河府法曹参军”， 开元廿三年 （７４５） 十月葬于万安之南

原。④ 《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一》 载， “河中府， 今河中节度使理所”， “管县八： 河

东、 河西、 临晋、 猗氏、 虞乡、 宝鼎、 解、 永乐”⑤。 裴教为河东人， 为河中府下辖县，
授予河府法曹参军， 此处河府应为河中府。 由此可知， 河府为河中府， 而非河南府。

又 《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中》 载： “河府李守贞、 凤翔王景崇、 永兴赵思绾

等， 比与国家素无仇衅， 偶因疑惧， 遂至叛违。” 在河府李守贞下注有： “河府， 原本

作 ‘何府’， 《册府元龟》 作 ‘河中’， 考 《薛史》 多称河中府为河府， 今改正”。⑥

《旧五代史》 多将 “河中府” 称为 “河府”， 多处记载可证。 《旧五代史·汉书·高祖

纪下》 载： “以郓州节度使、 检校太师、 兼侍中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 加兼中书令； 以

河中节度使、 检校太尉赵赞为晋昌军节度使。”⑦ 《新五代史·李守贞传》 载： “汉高祖

入京师， 守贞来朝， 拜太保、 河中节度使。”⑧ 上述两条材料均载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
则河中节度使与河府节度使应为同一职， “河府” 即为 “河中府” 的省称。

河府即河中府， 何时设置？ 华林甫在 《唐河中府始置年代辨正》 一文中， 认为开

元八年 （７２０） 动议置河中府， 开元九年将蒲州改为河中府， 两 《唐书·地理志》 所录

的是河中府的申报年代，⑨ 此说法可采。 “河中府” 最早出现应在开元九年之后。
唐代依据地位轻重、 辖境大小、 户口多寡和富庶程度等， 将各州划分为京、 辅、

雄、 望、 紧、 上、 中、 下州等类别。 同州、 河中府 （蒲州） 因地近京城， 均被划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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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辅” （同、 华、 岐、 蒲） 之中。 西魏时期关陇集团， “其核心区亦在逐步延长， 其扩

张方向首先是河东地区， 自沙苑战争以后， ……河东地区成为宇文泰之堡垒”。① 而唐

初核心区向河东 “扩散的情势极为明显”。 开元时期， 同州是京畿道下辖之州； 蒲州则

升格为河中府， 置中都。 《旧唐书·地理志二》 “河东道” 条记载：
　 　 河中府　 隋河东郡。 武德元年， 置蒲州。 ……开元八年， 置中都， 改蒲州为河

中府。 其年， 罢中都， 依旧为蒲州， ……天宝元年， 改为河东郡。 乾元元年， 复为

蒲州， 割安邑属陕州。 三年四月， 置河中府， 析同州之朝邑， 于河西盐坊置河西

县， 来属。 元年建卯月， 又为中都。 元和三年， 复为河中府。②

在河中府两次置中都。 《资治通鉴》 卷 ２１２ “唐玄宗开元九年春正月” 条记， “丙辰，
改蒲州为河中府， 置中都官僚， 一准京兆、 河南”③。 官员设置参照长安、 洛阳， 河中

府地位得到提升。 同州、 河中府两州中界西京长安、 东都洛阳， 均属 “六雄州” “四辅

州” 之列。 “蒲河中界三京， 左雍三百里， 且以天子在雍， 故其地益雄， 调吏者必以其

人授焉。”④ 蒲州 （河中府） 位于西京长安、 东京洛阳、 北京太原之中界位置， 从长安

出发经同州， 通过蒲关桥至河东蒲州 （河中府）， 再北上至临汾、 太原、 雁代及阴山之

外等地， 这是沟通关中地区与河东及其以北地区的重要通道。 其中同州至长安的道路是

河东、 河北贡赋运输至京城的必经之路。 大历年间 （７６６－７７９）， 宰相元载在 “建中都

议” 中， 曰： “则莫若建河中为都， 隶陕虢晋绛汾潞仪隰慈石等十城为藩卫， 长安去中

都三百里， 顺流而东， 邑居相望， 有羊肠底柱之险， 浊河孟门之限， 以辗辕为襟带， 与

关中为表里。 ……推是而言， 则建中都， 将欲固长安， 非欲外之也。 ……河中之地， 左

右王都， 黄河北来， 太华南倚， 总水陆之形势， 壮关河之气色。”⑤ 同州、 河中府政区

政治地位高， 是唐代的一个重要政治地带。 因而， 这两地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与都城

长安有着密切联系， 长安城佛教的盛况也会影响到两地的佛教发展。
同州和河中府 （蒲州） 两地之间有蒲津州桥、 吴王渡与夏阳渡及龙门关等多处河

津渡口， 交通便捷， 往来密切。 蒲津州桥位于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西南， 西对陕西大荔

县朝邑镇， 为盛唐的六上关之一。 吴王渡与夏阳渡在唐代为夏阳县城 （今陕西省合阳

县东南夏阳村） 之东的渡口， 与河中府临晋县 （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 隔河相望 （今
河东岸有吴王村）。 龙门关位于河东绛州龙门县 （今山西河津市） 西北与同州韩城县东

北间， 唐代为中关。 唐中后期同州和河中府所辖区域常常有变动。 由于两地的地缘关

系， 同州石匠武遇和河府石匠 松 福应作为邻州之人， 在唐代开元九年之后结伴同行至

巩县留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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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动与传承： 同州、 河中府工匠的造像活动

工匠题刻名字于所造之物， 早已有之。 《礼记·月令》 曰： “物勒工名， 以其考诚，
功有不当， 必行其罪， 以穷其情。” 疏云： “每物之上， 刻勒所造工匠之名于后， 以考

其诚信与不。 若其用材精美， 而器不坚固， 则功有不当， 必行其罪罚， 以穷其诈伪之

情。”① 最初铭刻器物上镌刻工匠名字， 以便于查找出于何人之手， 保证质量。 东汉元

和四年 （１１７） 《祀三公山碑》 上的刻工宋高是现存最早的在刻石上署名的刻工。② 魏

晋南北朝时期， 石刻数量大增， 但刻工署名的情况较为少见。 “随着佛教的兴起， 手工

业者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 就是专为寺院建设、 制造佛教用品， 包括铸造佛像、 开

凿石窟以及对颜料的开发和使用的一行匠人。”③ 北魏时政府成立了 “石窟署” “营福

署” 等机构， 专门负责管理石窟营建等事务。
北朝时期， 晋东南一带的工匠已前往陕北地区开龛造像。 同州为西魏所设， 河中府

为唐代所置， 两地在北朝、 隋代时的地名虽发生变化， 但其所辖区域基本一致。 在北朝

时， 两地均在西魏、 北周的政权统治之下， 大体为现在的渭南和晋西南地区。 同州、 河

中府这一地区自北朝以来就佛教兴盛， 寺院数量多④， 造像数量多且集中。 同州的佛教

造像有韩城的石雕、 北魏时期的石佛寺佛头、 西魏造像碑⑤。 蒲城县保南乡北周保定四

年 （５６４） 的圣母寺四面像碑⑥； １９１２ 年蒲城县城隍庙大殿地中出土保定五年 （５６５）
观世音像座⑦。 保定二年 （５６２） 年比丘辩智等造 “丈八玉石像”， 佛座法愿文中有地

方高级僧官名 “蒲州三藏” “桑泉县三藏邑师” “安民郡三藏律师” 等， 参加者还有自

陕北安民而来的僧人， 此次造像为蒲州、 陕北安民僧人联合造像。 北周时期， 晋西南地

区大型佛像遗存出土了一大批圆雕造像， 与长安在佛教艺术上呈现较大的相似性。⑧

唐代以降刻工题名日渐增多， “民间刻工在题署中自记籍贯的越来越普遍， 这与官

署刻工题署其职位一样， 都是突出自身的身份背景。”⑨ 武遇等工匠题署名字时自记籍

贯， 应是受唐代官方和民间的风气所影响。 唐代官府中的工匠有长上匠、 短蕃匠和明资

３７１巩县石窟寺所见同州、 河府石匠题记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收入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９９２ 页。
程章灿 《石刻刻工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７ 页。
马德 《敦煌古代工匠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０３ 页。
封野 《汉魏晋南北朝佛寺辑考 （下）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这两地北朝时所存寺院有： 静林

寺、 崇胜寺、 太子寺、 太阴寺、 甘露寺、 弥陀寺、 归起寺、 兴国寺、 重兴寺、 大觉寺、 阿育王寺、 白石

寺、 开泰寺、 定国寺、 普济寺、 百梯寺、 柏梯寺、 云居寺、 常念寺、 仁寿寺； 灵台寺、 寒崇寺、 白牙寺、
兴教寺、 龙光寺、 饶益寺、 清凉寺、 般若尼寺、 大统寺、 灵泉寺、 灵荐寺、 晖福寺。
《韩城市志》 编纂委员会编 《韩城市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８３４ 页。
李约祉主纂 《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４９１－４９７ 页。
路晓弟 《北周观世音像座》， 《书法丛刊》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２－１４ 页。
肖丁 《西安地区北周佛教造像及其渊源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２ 年， 第 ７１－７３ 页。
程章灿 《石刻刻工研究》， 第 ５２ 页。



匠三种主要形式。 “在唐代石刻刻工中， 凡是自署里籍， 而刻石所在地又与籍贯不符，
特别是刻石位于两京之地者， 都有可能属于这种长上匠人， 例如开元四年刻 《陕州先

圣庙堂碑》 的蒲州人杜元贞。 这种刻工应该是构成唐代官署刻工的主体， 他们虽然不

是正式官署员属， 但也应该算作唐代刻石官署置员的重要补充。”①唐代石窟营建这一行

的工匠形成完备的体系， 如可见记载的敦煌工匠按技术分为都料、 博士、 师、 匠、 生等

级别。
从河中府经同州至长安城， 交通便利， 几日便可抵达。 同州、 河中府因地近长安，

常有僧人参与长安的佛教活动， 两地与长安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往来密切。 河中府

（蒲州） 高僧人数众多， “唐代前期高僧籍贯地理分布最集中的河渭地区占高僧总数的

２６％左右， 而以东、 西两京和蒲州为核心。”② 蒲州普救寺神泰、 行友及栖岩寺道卓三

位僧人参与了玄奘的译经活动。 河中虞乡人僧人良贲、 蒲津僧人良秀均参与长安的译

经。 蒲坂人慧胄在长安建造清禅寺， “后住京邑清禅寺， 草创基构， 并用相委， 四十余

年， 初不高倦。 故使九级浮空， 重廊远摄， 堂殿院宇， 众事圆成。 所以竹树森繁， 园圃

周绕， 水陆庄田， 仓廪碾硙， 库藏盈满， 莫匪由焉。 京师殷有， 无过此寺， 终始监护，
功实一人”。③ 唐代河东道佛教著述有 ２７ 部， 其中河中府为 １２ 部。 同州、 河中府民众

造像活动多， 发现有一大批佛教造像④； 两地沿途佛寺数量众多⑤。 日本僧人圆仁求法

巡礼时， 经河中府、 同州抵达长安， “ （开成五年八月） 十三日， 早发， ……到河中节

度府。 黄河从城西边向南流。 ……侧有蒲津关， 到关得勘入， 便渡黄河。 浮船造桥， 阔

二百步许。 黄河西流， 造桥两处。 南流不远， 两派合。 都过七重门。 向西行五里， 到河

西县八柱寺宿。 ……十四日， 歇。 十五日， 发。 西行卅里到朝邑县， 于店断中。 斋后，
西行卅五里到同州， 入靡化坊天王院宿。 夜雨。 ……十九日， 南行卅里。 到京兆府界操

阳县断中。 于县南头见山陵使回入京城。 …… （廿日早） 到长安城东章敬寺前歇。 寺

在城东通化门外， 从通化门外南行三里许， 到春明门外镇国寺西禅院宿。”⑥ 圆仁在礼

佛途中， 由河中府至同州， 再至长安， 恰逢雨季， 路途中多有停歇， 基本夜宿于各地寺

院中， 可见沿途寺院分布之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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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 《石刻刻工研究》， 第 ７５ 页。
辛德勇 《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 史念海主编 《唐史论丛》 第 ４ 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１９６ 页。
［唐］ 道宣撰， 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 卷 ３０ 《唐京师清禅寺释慧胄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２２４ 页。
张国维 《晋西南地区发现一批小型佛道石造像》， 《文物》 １９９４ 年第 ８ 期， 第 ８１－８６、 ９２ 页。 李自让、 李

天影、 赵家有 《芮城县博物馆收藏的部分石刻造像》， 《文物世界》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２－９３、 ７２ 页。
李芳民著 《唐五代佛寺辑考》，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 年， 第 ４６－４８、 ８７、 ９０ 页。 同州的寺院有大兴国

寺、 法轮寺、 光国寺、 戒业寺、 金龙寺、 金塔寺、 精进寺、 隆兴寺、 弥勒下生寺、 庆善寺、 饶益寺、 渭源

寺、 圆觉寺 （第 ４６－４８ 页）。 河中府的寺院有白禅寺、 柏梯寺、 崇福寺、 大觉寺、 法藏寺、 福田寺、 景福

寺、 救苦寺、 灵峰寺、 普救寺、 栖岩寺、 仁寿寺、 太和寺、 铁佛寺、 陷泉寺、 万固寺、 延祚寺、 正觉寺

（第 ８７－９０ 页） 及妙觉寺、 安国寺 （第 １９４ 页）。
［日］ 圆仁著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１１－１１３ 页。



唐代同州、 河中府石匠造像的技法来源为何地？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Ｓｅｍｐｅｒ） 提出 “材料、 技法与使用目的” 是造像艺术样式的三要素。 工匠是石窟寺中

具体实施者， 发扬当时的风格范式， 工匠流动到其他地方进行凿刻， 起到了传播的作

用。 工匠的技法是石窟造像样式的重要因素， 佛教石窟随着由都城而形成的佛教中心而

发展， 工匠随着都城迁移而流动。 北凉沮渠氏为奉行佛法之国家， 佛教昌盛， 开窟造

像， 形成了 “凉州模式”。 北朝时期， 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 （４３９） 灭北凉， “太延

中， 凉州平， 徙其国人于京邑。 沙门佛事皆俱东， 象教弥增矣”①， 沮渠牧犍宗族及吏

民三万户被迁徙到平城， 沙门亦在其中， 玄高、 昙曜、 师贤即此时至平城， 北魏佛法之

兴起、 石窟之开凿与凉州有重大关系， 形成了 “云冈模式”。 ５３４ 年东魏孝静帝在权臣

高欢挟持下东迁邺城， 迁往邺城的有贵族官僚、 百工技巧、 士兵百姓及寺院僧尼， “暨
永熙多难， 皇舆迁邺， 诸寺僧尼， 亦与时徙”②。 唐代佛教中心移至长安， 形成 “长安

模式”。 “不论 ‘凉州模式’ ‘云冈模式’ 还是 ‘长安模式’， 他们的创制都与皇家的提

倡有关， 它们都产生于当时的国都， 随后通过周边向全国推广。 这种模式既带有时代风

尚， 同时又成为全国沿袭的时代样式， 这种现象也说明了 ‘纲’ 与 ‘目’ 的关系， 其

中传播力量仍来自于当时的工匠。 皇家是 ‘雇主’， ‘被雇用’ 的传播者就是工匠。”③

唐代两京地区往来频繁， 上至皇室贵族、 政府官吏， 下至普通百姓， 从西京长安到洛阳

龙门开龛造像， “也必然会有很多长安一带的能工巧匠、 佛门大德将长安城的造像模式

带往洛阳”， “东都洛阳在不断接受来自长安佛教造像样式之时， 一般会有两种制作方

式： 即来自长安地区的工匠直接在洛阳制作， 和洛阳地区的工匠在长安学习或接受了长

安传来的新型样式之后再在洛阳雕 （塑） 造”。④ 两京地区造像是唐代造像的典范和模

式， 同州、 河府的工匠的造像风格也遵循这一范式。 巩县石窟寺处于东都附近， 造像受

到洛阳和长安地区的影响， 工匠正是来自于长安附近的同州、 河中府这两个重要的

地方。
河中府 （蒲州） 工匠不仅活跃于中原地区， 而且早在初唐时期已西行至敦煌地区。

莫高窟东南的五个烽墩曾是一个采石场， 在山崖的细砂岩层上发现有摩崖石刻， 有两段

摩崖石刻题记， 字迹漫漶不清。 其中右边的题记为： “蒲州人□ （侯） ／ □ （陟） 仁□
生 ／ □ （垂） 拱四年 ／二月八日 ／ ”。 垂拱四年 （６８８）， 山西蒲州人在莫高窟从事开山采

石造像的职业。⑤ 初唐时期蒲州工匠已行至敦煌， 可见流动范围之广。
宋金元时期， 同州、 河中府的石匠又见于在造像题记中。 贺家沟佛爷洞石窟的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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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 魏收 《魏书》 卷 １１４ 《释老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 第 ３０３２ 页。
［北魏］ 杨衒之撰， 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序言。
马德 《敦煌古代工匠研究》， 第 ２６６ 页。
常青 《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 北京： 现代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２６１、 ２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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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长安青石介端、 男介子用， 同州金粉处□王琦。 甲申 （１１０４） 九月十一□”。① 宋

代同州的工匠在陕北地区参与开凿石窟， 给佛像进行饰金， 不少石窟留有彩绘痕迹。 金

代早期佳县龙泉寺石窟摩崖造像题记： “绛州太平县景云乡相里村西社石匠张连并弟张

靖、 张盖， 男张世樊、 张子叶， 镌石佛一会……阜昌丙辰岁 （六年， １１３６） 五月十八

日功毕”。 李静杰认为张连兄弟三人以及张连二子是来自山西绛州太平县的匠人， 同时

也是摩崖造像的施主， 有可能是因逃避战乱而至此。 以绛州张连为首的工匠班底掌握高

超的雕刻技能， 能够创造出造型娴熟、 流畅的作品。 这与山西一地北宋以来的砖雕等工

艺发达的背景有关， 是金代陕北地区已知唯一来自山西的石匠班底。② 由此可知金代早

期山西绛州即河中府附近地区， 存在雕刻技能高超的工匠班底， 以开龛造像、 彩绘佛像

等为业。 又 《环县志》 载， “１２６４ 年 （宋理宗景定五年， 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五年） 八

月， 环县塔落成”。③ 塔刹用铁铸造， 上刻有铭文： “匠人河东南路河中府河津县故镇王

仲、 王信， 鄜州郭□。 中统五年仲秋上旬有五日”。④ 可见河中府工匠到元初仍有传承，
到周边地区造像、 建造佛塔。 环县塔刹中的鄜州工匠郭某， 是在元初到达环县。 此时，
鄜州的工匠早已形成工匠班底， 雕造技术成熟。 在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 已出现了鄜州

介端、 介处为首的介氏家族工匠班底， 以及延长王志为首的工匠班底， 他们持有较高的

雕刻技艺， 拥有较大的活动范围， 此外还有散见的其他工匠班底。 此题记中的鄜州工匠

郭某、 河中府故镇王仲、 王信等在环县建塔， 从事佛教造像活动。 鄜州和河中府两地相

近， 工匠班底之间存在结伴去其他地区造像建寺的情况。 正如， 同州和河中府工匠唐代

结伴到巩县留刻， 这说明相邻的工匠集团之间往来密切， 各工匠班底并非单打独斗。
现存资料中， 目前所发现确切记载同州、 河中府工匠的有限， 但从北朝到宋元之

间， 这两地佛教繁荣、 造像活动多， 可以推测同州、 河中府等地区历来都有从事佛教造

像的石匠， 且具有一定的传承性。 但因现存资料时间跨度大， 目前无法判断是否在该地

存在一个地方性工匠派系。 通过北周蒲州和陕北安民的僧人联合造像， 唐代同州、 河中

府石匠结伴留刻及蒲州工匠至敦煌采石造碑， 宋金时期同州工匠在贺家沟佛爷洞石窟、
山西绛州工匠在佳县龙泉寺石窟造像， 南宋末元初河中府工匠和鄜州工匠到环县建塔

等， 这些不同时代的案例， 可窥见同州、 河中府的工匠会与邻近的工匠集团进行合作或

结伴前往某地进行开窟造像， 这些工匠虽非官方工匠， 但作为地方工匠并非居于乡隅，
活动范围大， 流动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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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论

在对石窟寺题记的时代进行判断时， 固然有字体的风格、 题记所处位置等多种可资

参照的标准， 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 这些标准还过于主观。 我们在进行年代判断时要尽

量利用客观的因素， 如： 石窟寺中出现的题记会有时间、 官职、 爵位、 地名等内容。 佛

教艺术的产生， 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工匠。 通过这两位工匠的时代坐标， 可以了

解他们所在时代工匠开龛造像的一些风格特征。 工匠具有流动性， 且活动范围大。 同州

石匠 松 福、 河府石匠武遇于唐代在巩县石窟寺留刻， 应是受雇于此开龛造像， 巩县石

窟都是石雕造像， 适合展示工匠们的技艺。 巩县石窟寺唐代的造像从工匠来源、 造像题

材和造像风格上带有的长安因素和洛阳因素， 受到两京地区的影响， 巩县石窟寺有选择

性地吸收两京地造像样式。

附记： 本文写作还蒙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富良所长、 巩义市石窟寺管理所所长

李靖宇的帮助， 特此致谢！

７７１巩县石窟寺所见同州、 河府石匠题记研究



民国时期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史事钩沉

———曾广钧长诗 《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 解析

韩春平

（兰州大学　 图书馆，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流散敦煌文献的再发现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 本文通过解析曾广钧长诗 《题周鳌山

藏唐人写经卷子》， 认为诗作所称周氏藏唐人写经卷子实际上是两份品相上乘的敦煌文献长卷。 周鳌

山收藏敦煌文献一事之前不为敦煌学界所关注， 藏品下落也暂时无从考知， 解析曾诗可以使相关史事

得以钩沉， 并有助于周氏藏品的再发现， 此外曾诗还对探讨其他相关敦煌文献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 周鳌山　 曾广钧　 唐人写经　 敦煌文献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６􀆰 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１７８－１０

敦煌文献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古籍， 是敦煌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自 １９００ 年莫高窟藏

经洞发现以后， 由于遭逢清末乱世， 洞中文献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大部分惨遭劫掠流落

海外， 劫馀部分散入甘肃、 北京、 上海等多地公私藏家。 后来经过多年的调查了解， 海

内外大多数文献的存藏状况已经被摸清， 文献概况、 内容等多已通过相关目录和图录呈

现。 当然敦煌文献的流散情况非常复杂， 长期以来不断有公私藏品被再度发现， 也有部

分文献至今下落不明， 文献的再发现工作一直都在艰难地开展。 曾广钧长诗 《题周鳌

山藏唐人写经卷子》 虽然早在民国时期即已发表， 但诗中所述周鳌山收藏敦煌卷子一

事沉淹已久， 迄未被敦煌学界所关注。

一、 作者、 藏者与题诗内容

曾广钧 （１８６６－１９２９）， 字重伯， 号觙庵、 伋安， 别署中国之旧民， 湖南湘乡人，
曾国藩之孙。 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 进士。 历任翰林院编修、 武鸣知府， 后弃职归里。
曾氏少有才名， 工诗， 辞采惊艳， 有唐温李之风， 与时人李希圣、 汪荣宝、 孙希孟并称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８
作者简介： 韩春平 （１９７０－　 ）， 男， 甘肃漳县人。 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 （含敦煌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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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体” 四大家， 著有 《环天室诗集》； 兼善书法。
周鳌山 （１８８４－１９５９）， 湖南岳阳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 中国同盟会会员。

早年先后就读于湖南陆军速成学校、 上海法政专门学校， 毕业后曾入湖南中学任教， 并

曾担任长沙 《国民日报》 主笔， 因揭露时弊为北洋军阀所嫉恨。 １９１３－１９１５ 年， 为逃

避北洋军阀通缉， 曾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 其间一度被推举为留日学生会会长， 参与并

主持留日学生反对 “二十一条” 斗争。 回国之后再次担任 《国民日报》 主笔， 后又迫

于军阀压力， 退隐乡间， 执教于私塾。 自 １９２６ 年夏季起， 历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总

执法处处长， 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系首任厅长， 该教育厅前身为教育处， 周

氏曾任处长）， 以及省政府委员兼湘西善后专使， 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军事裁判所所长，
《国民日报》 驻南京特约记者， 国民政府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 湘西绥靖处长等职。 抗

日战争期间， 曾任唐生智所部运输司令。 １９４９ 年湖南解放前夕， 曾参与组织岳阳起义，
筹组岳阳和平解放自救会并出任会长。① 新中国成立后移居长沙， 先后担任湖南省军政

委员会顾问、 省政府参事室参事。②

周鳌山擅长书法， 热衷文物鉴赏③， 早年曾两度担任长沙 《国民日报》 主笔， 一度

担任该报记者， 并曾先后为黎元洪、 唐生智、 孙中山及冯玉祥等多位要人担任秘书， 又

曾入就谭延闿幕职， 文化修养极高。 不凡的文化修养， 加之屡历要职， 使周氏有机会接

触并收藏敦煌文献。 民国初期， 其同乡曾广钧曾创作 《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 长

篇诗作， 揭示了周氏藏品的基本情况。 尽管本诗早在作者去世数年后即公开发表， 但长

期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特别是未被敦煌学界所关注， 另外本诗也不见于 《环天室诗

集》。 为便于考察， 兹全篇迻录如下：
册府英光抱鹑尾， 夏州刺史为天子。
欲铸金枷待洛州， 先开石穴藏图史。
敦煌枯碛石如屏， 山谷百尺如凿成。
穹窿千年石不堕， 纵横数里沙皆鸣。
沙干石槁土复燥， 佛作丸泥塞其窍。
藏书不若称瘗书， 汲冢包山无此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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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继健 《忆先父周鳌山》， 岳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岳阳文史资料》 第 １ 辑 （内部资料），
１９８３ 年， 第 ６８－７２ 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岳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刘美炎主编） 《岳阳文史》 第 １０ 辑 《岳
阳籍原国民党军政人物录》 （内部资料）， 湖南省岳阳晚报出版印刷中心， １９９９ 年， 第 ３３１－３３２ 页。
周氏对文物鉴赏的爱好不止于收藏敦煌文献一事， 还有其他例证。 刘志盛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在湖南省

博物馆所藏王夫之手稿 《噩梦》 书末， 有 “周鳌山、 陈子春、 梁基操、 黄铁盦、 赵曰生、 潘雪峰、 程潜、
陈浴新等人的题识， 以及谭戒甫、 吕振羽、 冯友兰、 章士钊等人的题诗。” 其中 “周鳌山先生题识说：
‘右衡阳李君况松所藏船山王先生遗著 《噩梦》 自书定本， ……距今二百六十七年矣。 如此巨册， 墨渖犹

新。 予曩在攸县龙氏及南岳图书 （馆） 所见先生墨稿， 皆仅数页， 以此视彼， 尤可珍已。 中华民国三十

七年 （１９４８） 春周鳌山敬识于金陵。’ ” （见刘志盛 《王船山五篇著作手稿墨迹考述》， 《船山学刊》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８ 页。） 从文中不难看出周氏当时极高的鉴赏水平， 以及在业界的不凡影响。



史牒无征僧不知， 漆灯谁问夜何其。
灵踪显晦有期运， 一旦雷雨天开之。
州家申明史家怪， 犹以媕阿观一概。
拂箖博士叩辕门， 请历天梯披倒薤。
从此瑰奇属海人， 悬黎结绿几蒲轮。
残丛中驷八千卷， 尚入鸿都为国珍。
流落人间凡几起， 最大清河一兵子。
若从臣里数倾城， 幸有畏公三十纸。
君从何处揄文竿， 一钓便得双琅玕。
阙文乘马不足惋， 长阵如龙人所难。
自是唐人写经法， 沆瀣宗风多宝塔。
妙法莲法惭挺秀， 陀罗尊胜同英拔。
甲卷入妙乙卷工， 有如宝剑分雌雄。
延津命俦力破水， 盘郢啸侣光摇空。
当时抵鹊连城贱， 著录宣和无一卷。
直待鸥波识爨桐， 始仿兜沙临本愿。
世人购经徒嗜书， 惟君赞佛通之儒。
彼以慈悲我仁义， 儒墨未用相轩渠。
吾乡唤君作生佛， 万家共信心如烛。
问政山高贤首贤， 盟心水净谷帘谷。
岂意天花旧讲场， 于今遍作逃亡屋。
安得声闻半偈经， 却遣苍生罪还福。①

本诗题旨明确， 读之一目了然， 无烦多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诗题并未直接道明

周氏藏品为敦煌文献， 这也可能是本诗未能引起敦煌学界关注的缘由， 不过审读诗作内

容可知， 所谓唐人写经卷子， 其实正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土的遗书文献。 从曾广钧

生平及诗作内容可以断定， 本诗创造于民国初期。② 全诗篇幅颇长， 总共五十六句， 含

小注计达四百字。 从用韵角度来看， 通篇共用十二韵， 其中前面四十四句每四句一换

韵， 凡十一韵， 换韵首句均押韵； 末十二句共用一韵， 首句亦押韵。 所用多为平韵， 间

有仄韵。 从内容来看， 全诗又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首二十八句为一部分， 总括介绍了

敦煌文献的情况； 后半首二十八句又为一部分， 重点述写了周鳌山藏品的基本情况， 并

以此为基础， 结合现实， 抒发感想。 以下主要就诗作内容作一解析， 纰缪之处， 尚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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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曾广钧 《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 《国民外交杂志》 第 ２ 卷第 ６ 期， １９３３ 年， 第 １０５ 页。
曾广钧卒于 １９２９ 年， 本诗又提及张广建所藏敦煌文献一事， 按张广建收藏敦煌文献， 其事在 １９１４ 年张氏

出任甘肃都督之后， 可知本诗写作时间必然在 １９１４－１９２９ 年之间。 经后文考证， 可以将时间范围缩小在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年之间。



家指正。

二、 前半首： 对敦煌文献的整体介绍

本诗虽然名为 《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 但作者一开始并未直接记述周鳌山藏

品的具体情况， 而是从宏观角度着眼， 利用半首诗的大篇幅记述敦煌文献的来龙去脉，
为后文书写进行了厚实的铺垫， 具体又从文献的形成、 保藏及散出等多个方面， 分多个

段落逐次展开。
“册府英光抱鹑尾” 以下四句为一段， 概括交代文献的形成原委， 但文句颇有不易

索解处。 “册府英光”， 大意指册府之中高文大典所辉焕的奇异光彩。 “鹑尾”， 系十二

星次之一， 于分野属南方荆州， 于时辰为巳。 “册府英光抱鹑尾” 一句意思不甚明确。
“夏州刺史为天子”， 应指西夏李氏建国称帝一事。 史载西夏王朝建国称帝之前， 宋廷

曾历授元昊伯祖继捧、 祖继迁及父德明夏州刺史之职。① 严格地讲， “夏州刺史为天子”
的说法并不成立， 原因有二： 其一、 西夏立国肇始于大中祥符间辽国遣使册封李德明为

大夏国王之时， 但 “天子” 名号一般只加于皇帝， 并非国王所敢擅用， 德明未曾称帝，
只做了西夏国王， 且并非出于宋廷册封， 因此不当称之为 “天子”。 其二、 西夏称帝始

于元昊晚期， 之前元昊继承父位时朝廷所授官职多同于德明， 但已不再授予夏州刺史一

职， 因此其称帝后固然可以谓之 “天子”， 但其原职又并非夏州刺史。 综上所述， “夏
州刺史为天子” 的表述似乎过于牵强， 与史实不相符合， 不过从诗歌创作角度来看，
倒也不妨采用笼统的笔法表述相关史事， 因此认定本句是指西夏李氏建国称帝并无不

妥。 “欲铸金枷待洛州” 一句意思同样不甚明确。 “金枷”， 指纹有金饰的刑具， 用以械

系具有特殊身份的罪犯。 “洛州”， 本指洛阳， 诗中或许另有所指。
本段内容涉及敦煌藏经洞形成的原委。 在曾广钧生前， 学界已经对藏经洞的形成原

委作过初步的探讨。 作为最早前往敦煌劫取文献的西方探险家之一， 法国人伯希和早在

１８１民国时期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史事钩沉———曾广钧长诗 《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 解析

① 《宋史》 卷 ４８５ 《外国一·夏国上》： “继捧立， 以太平兴国七年率族人入朝。 ……初， 继捧之入也， 弟继

迁出奔， 及是， 数来为边患。 ……端拱初， 改 （继捧） 感德军节度使。 屡发兵讨继迁不克， 用宰相赵普

计， 欲委继捧以边事， 令图之。 因召赴阙， 赐姓赵氏， 更名保忠， 太宗亲书五色金花笺以赐之， 授夏州刺

史， 充定难军节度使、 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 咸平春， 继迁复表归顺， 真宗乃授夏

州刺史、 定难军节度、 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 年四十二， 子德

明立。 ……德明连岁表归顺。 （景德） 三年， 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 且言父有遗命。 帝嘉之，
乃授特进、 检校太师兼侍中、 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 行夏州刺史、 上柱国， 充定难军节度、 夏银绥宥静等

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西平王， ……” （见 ［元］ 脱脱等撰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新

１ 版， 第 １３９８４－１３９８９ 页。）



１９０８ 年即已提出藏经洞系 １０３５ 年 “西夏侵占西陲时” 封闭①的观点。 １９０９ 年， 伯希和

一度游历北京， 并向中国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 其间包括罗振玉在内的

许多中国学者曾与伯希和晤面， 罗振玉在获睹伯希和所携文献后还特意为之编目介绍。
关于藏经洞的形成， 当时罗振玉应该听说并信从了伯希和关于洞窟封闭的观点， 因为他

在介绍文献时， 与伯希和口径完全一致， 认为洞中文献 “乃西夏兵革时所藏”②。 伯希

和、 罗振玉的观点后来曾长期流行， 曾广钧创作本诗之时， 显然信从了这一流行观点，
认为由于西夏的入侵， 造成了敦煌当地 “开石穴藏图史” 的结果， 因此才有了藏经洞

文献。
“敦煌枯碛石如屏” 以下八句为一段， 主要记述敦煌石窟对于保藏文献的有利条

件。 诗句接续前文 “开石穴藏图史”， 较为详细地说明了 “石穴” （即石窟） 的 “藏
书” 情况。 “佛作丸泥塞其窍” 一句中， “窍” 无疑是指藏经洞， 而 “丸泥” 之 “佛”
应该是指洞中的洪辩塑像。 “汲冢”， 指 《汲冢竹书》， 系晋武帝时汲郡 （今属河南卫辉

市） 魏襄王古墓所出土的竹简文献， 又称 《汲冢书》 《汲冢古文》。 “包山”， 指包山湖

所藏金简玉字之书； 据明人 《古诗纪》 “包山谣” 条引杨方 《吴越春秋》 （按应为 《吴
越春秋削繁》 ） 称： “禹得金简玉字书， 藏洞庭包山湖”。③ 本段相关表述符合当时人

们对藏经洞的了解。 对于相关藏书情况， 作者着意加以赞扬， 认为敦煌藏书较之汲冢竹

书、 包山金简两种古代珍笈更为奇妙。
本段及以下三段内容都确然表明， 诗中所谓 “藏图史” 及 “藏书”， 其图其史其

书， 不是指任何其他文献， 正是后来广为人知的 “敦煌文献”， 特别是本段已经将 “敦
煌” “鸣沙” “山谷” 和 “穹窿” 等一一拈出， 明白告知所藏文献出自敦煌鸣沙山大泉

河岸石窟之中， 以下三段所记相关事迹， 也均符合敦煌文献散出后的实际情况， 诗句文

意明白无疑， 无烦赘论。
“史牒无征僧不知” 以下四句为一段， 主要写文献经久埋藏， 不为外界所知， 但显

晦自有期运， 后来自然应期面世。 “雷雨天开之”， 应系作者想象。
“州家申明史家怪” 以下四句为一段， 主要写文献出土后的流散情况。 “媕阿”， 又

作 “媕妸” “媕婀”， 意为无主见或犹豫不决， 亦指无主见之人。 “拂箖”， 本指古罗

马， 这里借以代指欧洲； “拂箖博士”， 在此具体是指英国学者斯坦因及法国学者伯希

和。 “倒薤”， 原本是一种篆书书体名称， 这里借指含有各种胡语文字的敦煌文献。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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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伯希和曾依据敦煌卷本 （即文献） 相关内容推断称： “卷本所题年号， 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 （西历九

百七十六年至九百八十三年） 及至道 （西历九百九十五年至九百九十七年）， 且全洞卷本， 无一作西夏字

者， 是洞之封闭， 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 盖无可疑。 以意度之， 殆即千零三十五年西夏侵占西陲时也。”
（详伯希和 《敦煌石室访书记》， 原文载 《法国远东学院院刊》 第 ８ 卷， １９０８ 年， 第 ５０１－５２９ 页； 引文据

陆翔汉译本， 载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第 ９ 卷， １９３５ 年， 第 ７ 页。）
罗振玉 《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东方杂志》 第 １０ 期， １９０９ 年， 第 ４２ 页。
［明］ 冯惟讷 《古诗纪》 卷 ３ 《古逸第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３７９ 册， 第 ２６ 页； 又见 ［明］ 郭子章辑 《六语·谣语》 卷 １， 明万历刻本， 文字略有出入。



段大意是说： 文献出土之初， 地方官员虽曾向上级呈明了相关情况， 只可惜当时国人多

昧于辨识宝物， 就连史学家也一度认为这些敦煌文献是怪异之物， 不了解其真正的价值

所在， 只会人云亦云； 直到欧洲学者前往敦煌， 请求架梯入洞披阅文献 （国人才发现

这些文献竟然价值连城）。
“从此瑰奇属海人” 以下八句为一段， 主要写文献四处流散的情况。 “悬黎” “结

绿”， 均为美玉名称； “蒲轮”， 指用蒲草包裹的车轮， 可以减轻震动， 这里代指海外探

险家运送敦煌文献的车辆 （或喻指驼马队）。 “中驷”， 原指中等马匹， 这里比喻劫馀的

普通文献。 “鸿都”， 鸿大的都会， 在此指北京。 “清河一兵子”， 所指不详。 按本句之

下原有 “张广建所得过千卷” 八小字注释， 依寻常格式， 似谓张广建即清河一兵子，
但张广建其实未曾有此经历。 “臣里”， 在此指作者曾广钧故里湖南。 “畏公”， 指谭延

闿。 谭延闿 （１８８０－１９３０）， 字组庵、 祖安， 号畏公、 切斋， 湖南茶陵人， 以故曾广钧

引为同里。 谭氏系民国时期政治家， 工于书法。 据曾广钧此诗， 谭延闿也曾收藏有三十

纸的敦煌文献。 本段大意是说， 欧洲学者发现了文献的巨大价值， 但也将大量文献盗运

境外， 致使瑰宝属之异国他乡。 劫掠之馀的普通文献， 尚有八千卷之多， 后来被运至北

京， 奉为国宝。 其他流落人间的还有几起， 其中数量最多者为清河县 （当时改称大名

道） 一个士兵， 此外张广建所获也有千馀卷之多。 在曾广钧故里， 还有谭延闿收藏的

三十纸文献， 算是湖南本地藏品中的佼佼者了。
谈到张广建所藏敦煌文献的数量， 这里需要略作赘述。 学界对张广建收藏敦煌文献

一事早有关注， 但是对张氏藏品的数量向未考定。 早年向达先生曾经提到： “民初张广

建长甘， 以石室写经为买官之券， 民间所藏几为一空。”① 虽未明确张氏藏品的数量，
但已提示其数必然不少。 早年另有一位敦煌文献收藏家周廷元先生， 曾依据所知敦煌公

私藏卷编写过一篇详细目录， 并附 《编目赘言》 一篇。 后来荣新江先生对该 《赘言》
有过细致考察， 但对其中 “石室写卷为甘肃大吏所得者， 传闻如省长张广建约有六七

百卷” 的表述未表认同， 并在综合 《赘言》 各处表述的基础上总结道： 周氏 “所说各

家藏卷的数量， 动辄数百卷， 恐怕是不确切的”。② 张广建藏品后来大都经白坚转手出

售日本， 部分存留国内。 日本藏品一向以保守著名， 售予日本的张氏原藏文献除已公布

的部分外， 还有多少未曾公布无人知晓； 至于存留国内的部分究竟又有多少， 也至今是

个未知数。 曾广钧本诗所称张广建所得敦煌文献 “过千卷” 的说法， 尽管目前还无从

确认， 之前也未见有他人提及， 但它无疑为敦煌学界探究张氏藏品的具体数量提供了新

的参考， 何以会有过千卷的说法， 应该不会是曾氏臆测， 而是有其一定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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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半首： 对周氏藏品的述写和感想

自 “君从何处揄文竿” 以下的后半首诗作中， 作者先是扣合主题， 述写了周鳌山

所藏敦煌文献的数量、 书法等多种情况， 随后又借题发挥， 基于周氏藏品抒发他自己的

所感所想。 本部分内容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段落。
“君从何处揄文竿” 以下十二句为一段， 详述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的情况。 “君”，

这里指周鳌山。 “揄文竿”， 字面意思是举起有纹饰的鱼竿， 比喻采用高超的手段。 “琅
玕”， 原意为如珠的美玉， 这里喻指精美的敦煌文献。 “阙文乘马”， 系化用 《论语》 孔

子之语：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有马者借人乘之。 今亡矣夫！”① 一般解释为孔子对时俗

喜好穿凿的痛恨之语 （也有人认为本章属于断简）。 孔子的大意是说： 古代的优秀史

家， 对于文献中存在疑义的地方， 必然会作存阙处理， 以待贤能者为之补救， 而不敢妄

加穿凿， 就像是人们自己有马而不能驯服， 不妨先借与他人乘习， 使之得以驯顺一般；
这种存有阙疑之文的古史文献自己之前还曾见到过， 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诗中

化用此语， 似乎并非指周氏藏品也存在类似的阙疑之文， 很可能是指该藏品的卷面存在

一定的缺损。 “长阵如龙”， 用比喻之法说明藏品在形制上属于长卷。 “沆瀣”， 原指夜

间的水汽、 露水， 在此借指上好的品质； “沆瀣宗风”， 意即热衷崇尚。 “多宝塔”， 在

此特指唐颜真卿所书 《多宝塔碑》， 全称 《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 为颜体

楷书代表作之一。 “妙法莲法” （ “莲法” 应系 “莲华” 之误）， 应指 《妙法莲华经》，
简称 《法华经》， 是古代普遍诵念的佛教经文， 敦煌佛教文献中也以本经数量为最多。
“陀罗尊胜”， 即 《尊胜陀罗尼经》， 全称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又有 《尊胜大明王

经》 等多个异名， 简称 《尊胜经》， 敦煌佛教文献中本经数量亦在不少。 “命俦啸侣”，
语出曹植 《洛神赋》， 明人 《卓氏藻林》 专条注云： “谓朋友会游也， 临水登山， 命俦

啸侣。”② “延津”， 原指延平津， 位于福建延平县 （今南平市）， 这里借指延津剑， 实

即龙泉、 太阿两口宝剑的合称。③ “盘郢” 亦系宝剑之名。④

在前文介绍敦煌文献来历及流散大背景的基础上， 从本段转入本诗主题。 据本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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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作者显然不清楚周氏藏品的具体来历， 但他一开始便用比喻 （双琅玕、 长阵如龙）
手法告诉读者周氏藏品的数量 （两件） 和形制 （长卷）， 紧接着采用赋体极力渲染两篇

写经在书法方面的不凡之处。 诗句中提及藏品具有正宗唐人写经风格， 扣合诗题中周氏

藏品为唐人写经卷子的表述。 值得关注的是， 作者还着意点明了所题两种写经的题名。
后四句大意是讲： 周氏藏品是地道的唐代写经， 其书法宗尚颜鲁公多宝塔碑， 虽然

《法华经》 略输于挺秀， 但 《尊胜经》 则无逊于英拔， 一者入于神妙， 一者尽显工致，
正如宝剑有雌雄之分， 又恰似延津、 盘郢神剑， 命俦而啸侣， 或力能破水， 或光可摇

空。 毋庸置疑， 这样的藏品乃是敦煌文献中的精品， 其品相的上乘自不待言， 这也应该

是作者何以为之题诗的缘由所在， 因为凡品显然不值得作者去过多关注， 更不值得长诗

称颂。
“当时抵鹊连城贱” 以下四句为一段， 主要评判周鳌山藏品的价值。 “抵鹊” 一词

典出 《盐铁论》： “中国所鲜， 外国贱之： 南越以孔雀珥门户， 崐山之旁以玉璞抵乌

鹊。”① 后世多以 “抵鹊” 比喻贵物贱用。 “宣和”， 应指 《宣和书谱》， 系宋徽宗宣和

年间所编法书目录， 著录当时御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 凡二十卷， 以 “体例精善， 评

论精审， 资料丰富”② 著称， 这里代指正规的文献目录。 “鸥波”， 原指鸥鸟往还的水

面， 诗中喻指闲适的退隐生活。 “爨桐”， 据 《后汉书·蔡邕列传》 载： “吴人有烧桐以

爨者， 邕闻火烈之声， 知其良木， 因请而裁为琴， 果有美音， 而其尾犹焦， 故时人名曰

‘焦尾琴’ 焉。”③ 这里喻指敦煌文献劫馀珍笈。 “兜沙”， 指 《兜沙经》， 佛经的一种，
这里应指唐钟绍京小楷经典法书 《兜沙经》。 “本愿”， 或指 《本愿经》， 佛经的一种，
诗中可能借以代指各种佛经， 因叶韵而用 “本愿” 一词， 同时也有借此佛经之名陈明

周鳌山抄经意图这一层含义。
本段字面意思大略可通， 作者慨叹当初国人眼力太弱， 致使珍贵文献沦为贱品， 自

然也未被著录于正规目录。 诗中 “鸥波识爨桐” “仿兜沙临本愿” 两句的主语， 究竟是

指周鳌山还是诗人自己， 经考证应该是指周鳌山。 曾广钧本人入民国后辞职回到湘乡老

家， 直至终身。 周鳌山虽在民国期间长期仕宦， 但也曾有过两次隐退生活： １９１８ 年之

初， 北洋军阀吴佩孚、 张敬尧攻入长沙， 张氏以湖南督军之命封闭 《国民日报》 报馆，
并通缉时任报馆主笔周鳌山， 迫使其 “改姓名， 逃往宁乡乡下躲避， 做私塾教师”， 直

至 １９２０ 年出任唐生智秘书； １９２７ 年冬季， 周鳌山又 “迁家南京， 闲居无事”， 直至次

年之夏应聘为 《国民日报》 驻南京特约记者。④ 结合诗作下文来看， 周鳌山可能在当初

隐退湖南宁乡期间， 一度奉所藏敦煌文献为小楷书法经典， 并依仿该文献抄录相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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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借以践行其仁义本愿。 据此， 曾广钧得以鉴赏周鳌山藏品的时间， 也应该是在周氏

第一次隐退的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年期间， 因为周氏第二次隐退之时， 已经移家于南京， 其藏

品也自应一并携去， 退居在家乡湖南的曾广钧显然无从鉴赏。
“世人购经徒嗜书” 以下八句为一段， 通过赞颂周鳌山的学问修为， 阐发了周氏购

买和供奉佛经的意义。 “轩渠”， 本指笑貌、 欢悦貌， 诗中作 “取笑” 之意讲。 “生
佛”， 即活佛， 通常借指德望崇高的贤达。 “问政山”， 位于安徽歙县， 山下紫阳书院为

宋代大儒朱熹讲学之所。 “贤首”， 佛教用语， 意为贤者、 尊者， 通常用以尊称比丘，
或为贤首菩萨简称。 “盟心水” 一词多见于诗作， 但通常并无指实， 应系臆想中的盟

心、 净心之水。 “谷帘”， 指谷帘泉， 位于江西星子县庐山主峰大汉阳峰南康王谷， 素

有 “天下第一泉” 之称； 谷帘谷， 亦即康王谷。 本段中作者以赞佛为依托， 借以颂扬

周氏的仁义秉性及清廉高举之行。
“岂意天花旧讲场” 以下四句为一段， 意在抒发感想。 “天花”， 多义词， 在此为佛

教用语， 又作 “天华”， 意为天界仙花。 “讲场”， 讲经说法的场所。 “天花旧讲场”，
旨在说明讲经场的华贵。 “逃亡屋”， 清戈陆明有 《逃亡屋》 长诗一首， 专记逃亡民众

的乱离情状， 其中有 “荒村寂若行邱墟， 寒烟自锁逃亡屋”① 之句。 “声闻”， 佛教中

通常称听闻佛陀言教便能证悟佛理者为声闻， 其义颇为繁琐， 诗中本词作动词用。 “半
偈经”， 指记载佛陀释迦牟尼半偈舍身的 《大般涅槃经》， 据本经记载： 释迦牟尼曾聆

听罗刹讲说佛偈， 因对方只讲到半偈为止， 为能听取其馀半偈， 他不惜答应非分要求，
舍身奉施供养罗刹， 最终得以如愿。②

本段虽然与之前八句共用一韵， 但在书写结构上却与前文不相连属， 完全自成段

落， 实际上是全诗的点睛之笔， 也是作者创作的初衷所在。 作者此处既基于周氏藏品，
同时又超越藏品本身， 关照所处的现实生活， 借鉴赏周氏藏品抒发了忧时伤世的思想感

情， 这当然是在借题发挥。 本段诗句仍有一些文意不甚明晰， 全段大意是说： 谁曾料

想， 当初庄严的天花讲场， 如今都不幸沦为逃亡之屋， 自己如何才能具有佛陀那种半偈

舍身的无畏精神， 来替苍生弭罪祈福呢？ 此处所指现实， 应该就是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年张敬

尧统治湖南期间， 与其诸弟横行霸道， 买田置地， 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致使当地民不聊

生、 逃亡流离的社会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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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总之， 曾广钧 《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 以记述周鳌山所藏敦煌文献相关情况

为主题， 直接或间接揭示了周氏藏品的数量、 时代、 形制、 题名、 书法及品相等诸多重

要信息。 关于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一事， 除曾氏此诗专篇记述外， 尚未发现其他文字记

录。 对于周氏藏品的具体来源， 诗中表示并不知情； 至于藏品的下落， 也无法通过诗作

来考知。 尽管本诗因文体属性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无法为敦煌学研治者提供更加充

分、 准确的文献学信息， 且既有记述不无含糊之病， 时代等信息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

无论如何， 本诗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诗作的解析， 可以使久被淹没的周鳌山收藏

敦煌文献史事得以钩沉， 有望能够引发敦煌学界探访周氏藏品的下落， 致力于文献的再

发现。 当然曾诗的学术价值不止于此， 诗中还蕴藏着其他方面的研究旨趣， 比如小注

“张广建所得过千卷” 的表述， 可以为考察张氏藏品的实际数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再如

所谓 “畏公三十纸”， 又可以为考察谭延闿收藏情况提供重要线索。

７８１民国时期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史事钩沉———曾广钧长诗 《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 解析



兰薰桂馥　 恩泽长留

———怀念关注与支持新疆龟兹石窟研究事业的前贤

霍旭初

（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２）

摘要： 在作者关注和研究新疆龟兹石窟的 ４０ 余年中， 曾承多位前贤学者的关怀与激励， 尤其是

冯其庸、 谭树桐、 段文杰、 黄心川、 金维诺等先生， 他们对西北与新疆龟兹石窟长期关注与研究， 取

得了相当卓越的成就， 对新疆龟兹石窟及相关的佛教思想与艺术、 石窟壁画艺术与考古等相关研究都

有引领风气、 正本清源的作用。 作者对新疆佛教研究、 龟兹石窟艺术事业的责任与坚守， 正是诸位先

生激励引导的结果。 先贤已逝， 后来者自当继承先辈遗志， 继续奋斗。

关键词： 龟兹石窟　 佛教艺术　 西北研究　 学术风范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２５􀆰 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１８８－１２

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 我从文艺工作转到文物工作岗位， 主要工作对象是新疆历史文

化遗产中驰名中外的龟兹石窟。 面临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和责任所负， 犹如千钧重担压

身。 但我知道， 眼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 再学习， 尽快用与文物工作相关的知识武装

自己， 然后是实践、 再实践， 踏遍石窟开展观察、 思考与资料的积累。 于是如饥似渴地

读书买书与踏遍石窟， 劳神与劳力相结合成了我新生活的常态。 中国学者提倡的 “读
万卷书， 行万里路” 的治学精神， 我是有深刻体会的。 在这个历程中， 我有机会接触

到我国著名的学术先辈， 他们中有享誉世界的硕德大师， 也有才华横溢的学术新秀。 他

们的卓越成就与学术风范是我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中， 获得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他们对我的恩泽， 不是仅对我个人的施与， 而是他们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敬畏与忠诚

的体现。 龟兹石窟研究事业取得令人触目的成绩， 与这些对龟兹石窟事业关怀备至和倾

力支持， 甚至献身的精英们的贡献密不可分。 关心与支持龟兹石窟事业的精英前贤很

多， 我这里仅回顾与我接触交往较多、 受其影响较深的几位前贤的往事。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０２
作者简介： 霍旭初 （１９３４－　 ）， 男， 天津市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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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瀚海文豪———忆冯其庸先生

青年时， 我读过冯其庸先生 《红楼梦》 研究文章， 对这位 “红学” 泰斗， 早有敬

仰之情。 后来又读过冯先生一些文史篇章， 进一步领略了冯先生的博学。 我喜欢书法，
冯先生的书法令我久久注目品味。 多年来， 冯先生一直是我崇仰的国学大师之一。 可我

只是一介之士， 仅有想拜见这位贤达之愿望， 而无与冯先生谋面的机遇与途径。
自我从艺术创作转到新疆佛教艺术研究岗位上之后， 在不断充实基础知识中， 又读

了不少冯先生的国学文章， 特别是关于西域文明的论述， 使我受益匪浅， 觉得一下子与

冯先生的思想贴近了许多。 虽然没有当面聆听过冯先生的讲授， 但我自当是冯先生的学

生。 冯先生的国学思想与著作， 是我研究龟兹学重要的知识与理论源泉之一。
我与冯先生是有缘分的， 虽然与先生见面次数不多， 但先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

的。 最初与冯先生发生联系是 １９９４ 年，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筹办 “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１６５０ 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前， 决定在克孜尔石窟树立鸠摩罗什铜像， 筹备组同志一致

意见， 请冯先生题写像名。 经过联系， 冯先生欣然应允。 我们很快得到了冯先生题写的

“鸠摩罗什像”， 从此先生的墨宝就与鸠摩罗什铜像珠联璧合地伫立在克孜尔石窟前，
供八方游人瞻仰与观赏， 成为新疆著名旅游景观之一。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冯先生第五次来新疆考察， ８ 日抵达克孜尔石窟， 遗憾的是， 当时我

不在克孜尔， 没有见到景仰多年的冯先生。 后来我回到克孜尔， 时任龟兹石窟研究所所

长的陈世良先生， 将冯先生署名赠我的 《瀚海劫尘》 图册转给我。 同时告知我， 冯先

生关心地询问了我的情况。 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图册， 首先拜读了冯先生的 “自述”， 刚

看了几行就深深吸引了我， 先生在赞颂玄奘排除万难的伟大意志力后， 写了 “不有艰

难， 何来圣僧？” 先生思路和逻辑之不凡， 使我更为钦佩。 当我看到先生叙述 “大西

北” 情结的文字， 特别是 “我向往中国的大西北，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坚信伟大

的中华民族必定会强盛！ 而强盛之途除了改革、 开放、 民主、 进步而外， 全面开发大西

北是其关键。” 我领略了一位不仅仅是才华横溢、 诗画纵横的贤人， 而且是心系祖国、
纵观古今的爱国精英的襟怀。 所以他涉大漠、 历雪岭、 踏玄奘之足迹， 扬 “中国脊梁”
之精神， 寻访新疆历史古迹， 完成了十次新疆探察的壮举。 尤其是看了先生 《玄奘取

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考察记》 后。 对冯先生追寻圣迹， 探

索真理的豪情， 肃然起敬。 冯先生是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古训的典范。 先生的这

种精神给予我长期扎根龟兹石窟， 在 “西域佛教” 领域苦苦求索， 探秘真髓， 以巨大

的感染和激励。
冯先生深深热爱龟兹这片土地， 对龟兹的山山水水充满至爱， 他两首 《题龟兹山

水》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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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尽龟兹十万峰， 始知五岳也平庸。
他年欲作徐霞客， 走遍天西再向东。
地上仙宫五百闉， 赤霞援接北天门。
平生看尽山万千， 不及龟兹一片云。

（二）
流沙万里到龟兹， 佛国天西第几支。
古寺千相金拨落， 奇峰乱插赤参差。
曼歌妙舞归何处， 西去圣僧亦题词。
大漠轻车任奔逐， 苍茫唯见落晖迟。

第一首气势磅礴， 意冲霄汉； 第二首怀古情深， 隐喻幽远。
我 １９５８ 年入疆， 曾走遍大半新疆， 越大漠、 穿戈壁、 踏草原、 登雪岭、 游林海、

驻绿洲， 深刻感受到新疆山川的壮美秀丽， 新疆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明和当今各民族的

灿烂文化， 都使我倾心陶醉。 而龟兹之地更是我魂牵梦萦的热土， 揭示龟兹佛教与石窟

的奥义， 是我后半生追求的目标。 对龟兹的感情， 我没有文采的笔力， 抒发不出深埋内

心的情怀。 冯先生这些绝句， 拨动了我的心弦。 每当我往返于库车、 克孜尔石窟之间，
经过盐水沟， 看到 “刺破青天锷未残” 的千峰叠嶂时， 总要联想起先生荡气回肠的诗

句， 顿时心潮澎拜， 激情满怀。
与冯先生会面， 终于到来。 我有幸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新疆军区第三招待所拜见

了冯先生。 冯先生热情接待， 攀谈许多。 鉴于先生刚从南疆考察归来， 奔波劳累， 不忍

久留， 就告辞了。 初见冯先生， 他那魁梧身躯、 博学善谈、 音容笑貌， 给我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
从此我与冯先生 “神交” 结缘多年， 冯先生也在不断关注我的情况。 有一件事让

使我永铭在心： 上世纪 ８０ 年代， 随改革开放的深入， 新疆历史文化研究进入了发展新

阶段， 各类研究成果纷纷涌出。 佛教艺术研究硕果不断， 研究形势令人可喜。 但是， 在

新疆也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 不严肃的论说。 如龟兹石窟壁画中有 “生殖崇拜” “龟兹

石窟裸体壁画领先世界” “裸体是对佛教 ‘禁欲主义’ 的挑战” “画师有意突出裸体以

宣扬 ‘人性’ ” 等， 甚至与鸠摩罗什 “破戒” 拉扯上。 还有对壁画内容作断章取义、
望文生义式解释， 壁画内涵被扭曲。 另外一种现象， 是根据壁画上不可靠的迹象， 就论

断某物品的年代， 做出了不符历史的结论。 凡此种种， 给学术上造成很大的麻烦。 这些

学术上 “急功近利”， 追求 “轰动效应” 的不良之风， 在新疆有蔓延之势。 针对这种现

象， 新疆一些学者， 开始发表争鸣和辩真的文章。 因为情况比较复杂， 总感觉缺乏理论

要领， 需要有纲领性的理念作引领， 直至赵朴初先生发表了 《佛教画藏系列丛书总

序》， 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 赵老这篇纲领性文章， 是佛教义理与佛教艺术研

究的科学辩证法。 我拜读后， 思想豁然开朗。 随即写了一篇 《赵朴初先生 〈佛教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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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丛书序〉 释读》 作为学习心得与思想武装， 想以此对上述现象开展进一步理论上

的 “拨乱反正”。 文章发表后不久， 就从北京朋友处传来冯先生表示赞赏与支持的口

信。 冯先生的鼓励， 使我信心倍增， 勇气大振。
我觉得， 学术道德与治学态度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搞学术离不开

“二重证据法” 的准则。 许多人都说学术要 “考证”。 但态度不端正， “考证” 就不靠

谱。 关于 “考证”， 我曾学习过古人的 “考证学”， 拜读过季羡林先生关于 “考证” 的

论述。 上述文章发表前， 我又重温了冯先生为柴剑虹先生 《敦煌吐鲁番学论稿》 所作

的 《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书后》 中的重要论点： “当前学术界有一部分人对考证颇有微

词， 觉得考证烦琐， 考证似乎是多余的等等。 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甚至是危险

的。 可以说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而不作考证， 是根本研究不下去的， 只要在传统文化领

域内的研究， 就离不开考证。 剑虹同志的文章之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 就是因为既有

‘考’ 而且更有 ‘证’。 有的 ‘考证’ 之所以遭人讨厌， 是因为实质上根本不是考证，
只是冒用 ‘考证’ 这个容易唬人的名字， 在 ‘考证’ 的名字掩盖下骋其臆说而已。” 先

生这段精辟论述， 我体会甚深， 新疆佛教艺术研究上的许多问题， 就出在冯先生指出的

症结上。
冯先生许多有关历史学、 考古学、 艺术学的论述， 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关于

“国学”， 冯先生说： “国学作为一国经典之学， 不是一成不变的， 隋唐时期的国学要比

春秋战国时期的丰富， 明清时期的国学要比隋唐时期向前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学越

来越丰富。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 我们应将西域学、 敦煌学、 简帛学、 汉画学列入国学

研究范围， 国学才能发展。 在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同时我们应当立足于国学， 因为她

是中华民族之魂。” （ 《冯其庸谈国学》 ）。 季羡林先生也说： “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

六个民族的文化， 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 也

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 《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 ）。 二位大师的论断， 是我们立足

“国学”， 开展 “龟兹学” 研究的思想基础与行动指南。
对于龟兹佛教艺术， 冯先生也是用力观察与精心研究的， 《对新疆石窟艺术的几点

思考》 一文， 涉及到龟兹佛教艺术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如龟兹壁画的绘画技法、 菱形

构图的含义、 “有翼神像” 与乾闼婆、 飞天的来源、 克孜尔 “画家洞” 画师的族属与画

具等， 都细致观察、 入微考证， 旁征博引、 见解独到， 足见先生深厚的研究功力。 为当

今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的学术表率。
冯先生走了， 请允许我按佛教理念来思维， 用佛教语言来譬喻， 如今冯先生的

“生身” 已经 “解脱”， 进入了 “无余涅槃” 的境界。 而先生的 “法身” （精神与思想）
仍在世间， 先生的 “遗法” （作品与言论） 常驻人间， 与我们永远在一起。 就我而言，
我的陋室悬挂着先生赐予我毛主席 “横空出世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词句的匾额，
每日抬头可望。 先生的 《瀚海劫尘》 与 《冯其庸书画集》 等著作， 就在手边。 如果去

到我的工作单位， 首先进入眼帘的是 “新疆龟兹研究院” 的墨迹， 然后即可看到 “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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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什像” “耆婆湖” （为鸠摩罗什母亲而立） 的题书。 如果到古龟兹故地———库车县，
“龟兹乐舞广场” 和 “苏祇婆之像” 苍劲有力的墨迹伫立在县城中心广场上。 先生还有

一幅献给龟兹音乐源泉 “滴溜成音” 的题字， 但遗憾没有镌刻出来。 冯先生对库车建

立 “龟兹乐舞广场” 非常重视， 当时请冯先生赐墨时， 先生年事已高， 身体羸弱， 但

他欣然答应， 提笔挥成。 这是冯先生奉献给他热爱的龟兹土地最后的遗珍。
最后， 我想用先生 《瀚海劫尘》 的自题诗， 来表达对尊敬的瀚海文豪———冯其庸

先生的怀念之情：
瀚海微尘万劫波， 天荒地老梦痕多。
我来吊影沦漪促， 留与沧桑劫后佗。

二、 良师益友———谭树桐先生

１９８７ 年初冬的南疆， 虽然风和日丽， 但已是寒风箫瑟， 朔气袭人。 但更让人寒心

痛楚的是： １０ 月 ２４ 日我国著名美术史专家谭树桐先生在赴克孜尔石窟途中， 于乌什塔

拉镇东一个道班前， 所乘汽车发生车祸不幸遇难。 噩耗传来， 震惊了全国美术界。 我国

失去了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 新疆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良师益友。
谭树桐先生青年时期就读著名的北平京华美术学院， 师从美术大师黄宾虹。 毕业后

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解放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和文化部艺术局工作。 １９５８ 年到中国美术

研究所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 改革开放后， 谭树桐先生将研究方向从中原文化转向边疆

民族文化， 从传统绘画转向宗教美术。 于是他遍历我国南北诸石窟、 寺院， 多次越天

山， 历大漠考察新疆佛教遗址。 他还赴印度、 缅甸等国访源寻迹。 谭树桐先生在深厚的

功底基础上， 广收博取， 厚积薄发， 在佛教艺术等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
谭树桐先生先后 ６ 次来新疆， 除了考察古代艺术外， 还对当今新疆美术创作研究，

给予热心的关怀和帮助。 当然， 贡献最大的还是在新疆古代艺术方面的研究。 １９８１ 年

由谭树桐先生任主编， 日本美乃美出版社出版的 《新疆の壁画》 ２ 卷本， 是新中国建国

以来首次介绍以克孜尔石窟为中心内容的新疆石窟壁画大型图册， 图册中刊载了谭树桐

先生的 《克孜尔壁画赏析》 （日文） 文章。 图册在日本编辑出版后， 产生了很大的国际

影响。 对新疆古代艺术走出国门， 展示龟兹石窟壁画艺术， 弘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 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考察和掌握新疆古代艺术遗产基础上， 谭先生写出了一批有质量、
有特色的文章。 代表作有： 《丹青斑驳 尚存金碧———新疆石窟壁画艺术赏析》 《龟兹菱

格画和汉博山炉》 《阿斯塔那唐墓佣塑艺术》 等。 这些文章既有宏观的文化交流背景阐

述， 又有微观的艺术技法的剖析， 是新疆古代艺术研究的佳作， 对当时刚刚起步的新疆

古代艺术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与促进作用。 尤其是 《丹青斑驳 尚存金碧———新疆石

窟壁画艺术赏析》 一文， 对龟兹石窟壁画进行多层次、 多角度的探索研究， 不论是洞

窟形制、 题材内容、 艺术形象、 艺术技法和历史背景都有很深的考析。 是当时龟兹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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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论述。 给新疆石窟艺术研究者以很深的

影响。
谭先生在敦煌艺术研究上也有很深的造诣， 《敦煌彩塑漫谈》 《敦煌飞天艺术初探》

《敦煌唐塑和南禅寺彩塑艺术比较研究》 等也都与新疆佛教艺术有关联， 具有很高的借

鉴价值。 谭树桐先生十分关注新疆石窟研究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龟兹石窟， 给予更多的

热情与支持。 １９８６ 年，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编辑出版工作启动。 这是全国规模巨大的

美术工程。 新疆的任务是编辑 《新疆壁画全集》 ６ 卷本。 我有幸进入了编辑组。 在这之

前， 我与谭树桐先生有过交往， 畅谈过新疆艺术的各类问题。 《新疆壁画全集》 编辑组

成立后， 我们新疆的同志有一个愿望， 即请谭树桐先生参与和指导全集的编辑工作。 谭

树桐先生得知后欣然应允。 记得是在新疆军区文工团招待所， 我和谭先生共同进行克孜

尔石窟壁画的编目工作。 谭先生十分认真地选择图片， 仔细加注拍摄要求， 对重要图版

还附以内容解说， 并草拟出编目的纲要。 在他的全力帮助下， 我们很顺利完成了正式拍

摄前的准备工作。
１９８７ 年秋， 编辑组再次与谭树桐先生达成协议： 在他出席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

论会” 后， 来新疆指导 《新疆壁画全集》 编辑组工作。 谭先生来到乌鲁木齐后， 我们

再次讨论了 《克孜尔石窟》 ３ 卷的编目等事宜。 这次接触中， 谭先生与我交谈了很多佛

教艺术的问题， 如犍陀罗、 马图拉佛教艺术的起源、 演变、 特征、 传播等。 他还介绍了

考察印度的所见所闻和体会感想。 通过交谈， 我们产生许多共识， 对古代新疆的灿烂文

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有较深的认识。 对我刚从艺术创作转行到古代艺术研究、 种种困难

缠绕着我来说， 谭先生的帮助与启发， 犹如清泉浸田， 旱地逢雨， 受益匪浅。
谭先生一向有宽厚待人， 助人为乐的美德， 我亦有体会。 １９８６ 年一次交谈时， 谈

起印度艺术美学问题， 我非常想了解印度音乐舞蹈的美学理论。 谭先生回到北京立刻给

我寄来 《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 复印本， 这对提升我的印度艺术美学知识， 借鉴观察

龟兹石窟壁画乐舞形象，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谭先生还在多方面给予我帮助与关怀，
使我感受到一位贤者高尚的修养与无私的襟怀。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那次赴克孜尔石窟， 本应是我陪同谭先生的， 但因临时改变， 由贾应

逸女士陪同前往。 我在新疆军区俱乐部门口送谭先生上车出发， 万万没有想到此次分

手， 竟然是永别， 同车而行的还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做碳 １４ 测定的两位专家。 这

次事故致使谭树桐先生遇难， 贾应逸女士与一位从事考古年代研究的专家受重伤。 这次

不幸的意外事件， 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给我们留下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 新疆学术界

的同仁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 我参加了新疆各界为谭先生逝世举行的追悼会， 并参与后

事的处理工作。 不久， 我去了北京， 拜访了谭先生的夫人吴乃梅女士。 吴大姐见我， 倾

述悲痛， 令人心碎， 其悲伤欲绝之情难以言表。 在吴大姐叙述谭先生的一生的经历故事

中， 我也在脑海中不断演映着谭先生的音容笑貌和与我交心的难忘情景。 吴大姐失去亲

人， 我失去良师益友， 新疆石窟事业失去忠诚的朋友和知音， 其悲哀莫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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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生离开我们后， 每当我们赴南疆经过谭先生遇难处时， 凡乘研究所的车， 我都

要下车伫立几分钟， 默哀致敬。 凡乘长途班车经过此地， 也要行注目礼， 默念致哀。 直

至南疆铁路修通， 往返改乘火车为止。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１６５０ 周年国际

学术讨论会” 在克孜尔石窟召开。 开幕的前一天晚上， 我和贾应逸、 赵莉女士在石窟

大门外， 面向东方焚烧了一张写有 “请谭树桐先生光临会议” 的请柬。 藉以表达我们

对谭先生的思念和尊敬之情。 我们想， 谭先生是为了龟兹石窟艺术事业而殉职的， 当年

他看到的克孜尔石窟是尚未维修前的凄凉景象： 交通极为困难、 设施破旧不堪、 生活十

分艰苦。 如今克孜尔石窟经过修复建设， 已经旧貌换新颜， 而且， 龟兹石窟研究所已成

为有一定实力的研究机构， 学术研究取得初步的成绩， 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 并且能

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 我们想让谭先生来看看他所付予希望、 做过贡献、 献出生命的龟

兹石窟的新变化， 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些新成果。 请柬的灰烬乘风而去， 寄思传向苍穹。
此时， 我们内心似乎得到了抚慰和宁静。 这个行动， 也是我与贾应逸女士、 赵莉女士向

谭先生去世 ７ 周年的一次虔诚的祭奠。
谭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３０ 多年了， 他对龟兹石窟事业的奉献精神、 严谨学风和人格

魅力是我们永远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三、 影响我学术成长的段文杰先生

自从我转行从事新疆石窟艺术研究之始， 首先进入脑海并向往的就是中国石窟研究

事业的旗帜———敦煌莫高窟， 然后就是常书鸿、 段文杰、 史苇湘、 霍熙亮 （因为是本

家记得特别牢） 等等敦煌的旗手们。 由于常书鸿先生很早离开敦煌， 没有机会拜访聆

听教诲。 而段文杰先生一直在敦煌主事， 故而有较多机会亲自拜访先生， 并接受先生的

当面教诲。 段先生十分关心新疆石窟事业的发展。 他的关怀是全方位的。 不仅在研究领

域给予多方面指导， 而在人才培养方面， 先生给予特别关注。 先生多次指出 “新疆石

窟必须由新疆各族学者来深入研究” “新疆石窟研究的专家就出在新疆。” 段先生不仅

如是说， 也用实际行动直接关心和帮助新疆石窟研究人员的成长。 这种关怀体现在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 筹备、 编辑、 审稿、 出版的全过程之中。 我

这里仅谈一谈段先生对我个人有重要影响的几件事：
１􀆰 １９８５ 年，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学术讨论会， 我提交了 《浅论克

孜尔石窟伎乐壁画》 文章， 由于会议要我代表新疆艺术界作综合发言， 故我自己的文

章没有在会上宣读。 会议期间我非常想与敦煌的学者接触尤其是想拜见段文杰先生， 但

那次会段先生没有出席。 我就找到樊锦诗先生， 将我的论文送给她， 请她交转敦煌研究

院。 过了一段时间， 我收到从 《新疆艺术》 编辑部转来的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的信。
要我与他们联系， 并说要邀请我为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 后来我到敦煌研究院见到

当时学术委员会的谢生保先生， 他向我介绍了情况： 是段先生提出要学术委员会设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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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取得联系， 希望我能成为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 这件事是我事业道路上重要的一件

事。 因为我转行走上石窟研究事业后， 曾经产生过迷茫和徘徊。 段先生这一有力的推动

和鼓励， 使我奠定了走石窟研究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段先生的提携， 如同给了我一双翅

膀， 让我在 “学术的天空” 里飞的更快、 更高。
２􀆰 １９８６ 年起， 我参加了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 编辑组的工作，

分工负责 《克孜尔石窟》 三册的编目、 编辑、 拍摄、 研究、 撰文等。 开始编辑组就遇

到种种困难。 特别是总编委要求全集要按时代顺序编排。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新

疆从来没有单独进行过这项研究。 段先生知道我们的困难后， 满腔热忱地鼓励我们靠自

己的力量干下去。 段先生的鼓励为我们注入了巨大精神力量。 促使我克服许多困难， 完

成了任务。 撰成了克孜尔石窟艺术年代分期的 《丹青斑驳 千秋壮观》 一文的初稿。 不

久我们去敦煌， 将文稿送给段先生审阅， 他认真审读文章后， 首先给予热情的肯定和鼓

励， 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 我们根据段先生的宝贵意见， 进行了修改、 补充。 最后终于

靠新疆自己的努力， 完成了克孜尔石窟艺术的初步分期意见。 对我来说， 这是第一次通

过深入调查研究、 分析大量资料、 参照前人成果、 反复排比对照写出的篇幅较大的学术

论文。 尽管此文存在不少问题， 但毕竟是自力更生的产物。 段先生也是从这点出发， 对

新疆同志取得的成果， 表示出由衷的喜悦。 我的这一步， 又是段先生在关键时刻， 送来

“雪中送炭” 样的最宝贵的精神支援， 才使得我们有勇气、 有信心顺利完成了任务。
３􀆰 从事新疆石窟艺术研究后， 敦煌研究院是我最乐意去的地方。 身为敦煌研究院

兼职研究人员， 就把敦煌研究院当作自己的家。 段先生是我的家长和导师， 研究院其他

老一辈专家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只要有机会就赴敦煌取经讨教。 有一次在北京， 我去段

先生居所拜访先生。 先生热情接待并与我畅谈一番。 段先生满怀深情地对我讲， 新疆石

窟大有作为， 一定要坚持研究下去。 他对新疆同志取得的成果， 再三表示高兴和祝贺。
随之先生语重心长对我说： “我们搞敦煌艺术， 已经几十年了， 应该研究的东西， 已经

不少了， 有些问题清楚了， 有些还没有搞清楚。 要解开敦煌壁画的许多谜， 钥匙就在你

们克孜尔”， 当时我一阵惊讶， 段先生这句话我一时还难以理解消化。 经段先生详细分

析， 我才理解他深邃的见识。 随之我对段先生的崇敬之意又有一层升华。 我回来后对段

先生这段话， 久久回味不尽。 段先生研究敦煌艺术成就斐然， 但他的视线没有停留在一

个地区， 他放眼西域以至世界看佛教艺术， 这才是一位 “大家” 所具有的目光和襟怀。
段先生这段话， 一直在我心中回荡， 我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中， 深受段先生的影响， 在某

些问题上， 就是按段先生的理念， 扩大视野， 驰骋思路取得某些进展的。
４􀆰 我研究佛教艺术， 开始也是停留在艺术形态的描述上， 过了一个较长的阶段，

我意识到： 艺术的形态， 只是佛教义理的表相。 如果不理解佛教思想， 表相的东西， 再

研究也不可能寻到它的本质， 甚至会走到反面。 正如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对佛教艺术中

某些形象的错误论说一样， 陷入到歧途之中。 如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裸体形象， 就出现

论说偏颇的问题。 壁画音乐舞蹈形象研究， 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也曾有过游离佛教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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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茫然时期。 不久我开始从佛教思想入手去解释石窟壁画中的各种艺术形象。 《浅
论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 就是我从佛教义理研究克孜尔石窟艺术的第一篇文章。 这可

能正是段先生注意我并设法寻找我担任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的原由吧！ 后来段先生

曾就此问题与我交谈过， 记得是在莫高窟段先生办公室， 话题是从办公室坐着一位刚来

的一位佛学院毕业生谈起的。 段先生说， 我们已经注意到， 佛教艺术研究要有佛学的基

础， 过去认识不够， 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要吸收一些佛学院的学生充实到敦煌

研究院来。 听了这一番话， 我再次得到深刻的启发， 奠定了佛教义理是认识佛教艺术的

根本途径和归宿的意识。 可以这样说， 我苦读佛经、 钻研佛理、 用佛经理念解读壁画形

象， 用佛经义理撰写文章， 用佛教的真谛识别那些歪曲、 亵渎佛教精神的种种谬误， 就

是从此开始的。 也可以这样说， 是段先生引导我走上佛教艺术研究的正确道路， 并进入

了佛教艺术研究更为广阔的 “自由王国”。

四、 心中始终挂念新疆的黄心川先生

我从事新疆佛教艺术研究工作后， 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佛教理论和知识的书籍。 为

了了解佛教基本概况， 我读的是黄心川先生主编的 《世界十大宗教》， 为了进一步深入

了解印度佛教思想， 我读过黄心川先生的 《印度哲学史》。 当时虽然没有见过黄先生的

面， 但黄先生的几本著作， 给我很深刻的影响。 黄先生的学识、 威望已在我心中占有崇

高的位置。 有机会向黄先生当面求教是我企盼多年的愿望。
１９９０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新疆佛教协会联合举办的 “西域佛教

文化讨论会” 在乌鲁木齐召开。 黄心川先生率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亚洲太平

洋研究所多位专家莅临会议。 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 也见到了久仰的黄心川先生。 会

上聆听了黄先生的学术发言和重要的总结报告， 收获颇大。 会上还结识了许多专家， 他

（她） 们的论文和著作， 也都是我后来学术营养的重要来源。 这次学术讨论会， 使新疆

佛教研究学者与以黄先生为旗手的佛教学术界的领军学者建立了联系。 此后， 黄先生不

断对龟兹石窟和新疆佛教研究事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黄先生是哲学专家、 宗教

学专家。 尤其在佛教哲学、 佛教思想史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对龟兹出生举世闻名的佛学

家、 翻译家鸠摩罗什有深入的研究。 当向黄先生请教如何推动龟兹佛教、 龟兹石窟研

究， 寻找一个题目， 举办一次龟兹佛教研讨会时， 鸠摩罗什自然成为首选的研究议题。
于是与黄先生商定， 借鸠摩罗什诞辰 １６５０ 年的时机， 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作为

推动新疆佛教、 龟兹石窟研究发展的契机。
在黄心川先生积极倡议和支持下，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

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中国佛教协会和新疆社会科

学院、 新疆佛教协会、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

———纪念鸠摩罗什诞 １６５０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在鸠摩罗什故乡， 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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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佛教圣地的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召开。 在黄心川先生亲临会议指导下， 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 会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成为新疆佛教文化研究一个新的起点。 通过这次学术

讨论会， 也全面提升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学术水平， 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发展， 扩大

了与国内外学术单位的交流。 这是黄先生对龟兹石窟研究事业、 对龟兹石窟研究所建设

发展的最宝贵的奉献。
黄心川先生一贯关心新疆佛教文化研究的发展， 了解新疆学术事业的困难。 他与中

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杨曾文先生， 特别关注新疆佛教研究事业的发展和新疆学者

的专业提高。 每逢在北京召开 “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 都给新疆龟兹研究所发来请

柬， 表示出对新疆佛教研究同仁的真诚关怀。 黄先生对新疆学术界取得的成绩， 始终给

予热情的鼓励。 ２０００ 年他在 《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１６５０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的序

言中写道： “龟兹石窟研究所不仅在组织会议上做了大量工作， 而且一直为出版这次会

议论文集竭尽全力盛春寿和全所同志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出版论文集。 我为

他们这种敬业的精神所感动。 学术事业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过去龟兹石窟研究所已

经取得了不少成绩， 出版了很多专著， 有的专著是我国这方面有前瞻性的研究， 代表了

较高的水平。”
黄心川先生对我个人， 也是满腔热忱地关心和支持， 我曾在北京登门拜访黄先生。

他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与我畅谈新疆佛教研究的一些问题。 鼓励我们新疆同志克服困

难、 努力探索。 ２００１ 年， 我将 １９９２ 年以来的研究文稿， 整理汇编成 《考证与辩析———
西域佛教文化论稿》， 请黄先生作序并题签书名， 黄先生欣然应允。 在序言中， 黄先生

对我的文章给予较高评价。 对黄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我一向视为是对我的鞭策和巨大的

推动力。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我参加在山东省兖州市召开的 “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 和 １０
月在西安召开的 “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 会上都见到了黄心川先生。 先生年事已高，
但还是那样精神矍铄， 神采奕奕。

虽然这次与黄先生交谈时间不长， 但新疆佛教研究、 龟兹石窟艺术事业仍是先生关

心的主题， 黄先生是 “中国玄奘研究会” 会长， 当与先生谈起新疆打算召开学术研讨

会时， 先生说 “玄奘研究会应该在新疆召开了”。 在新疆召开玄奘学术研讨会， 黄先生

很早就有这个想法， 曾说过新疆是玄奘西行的首及地区， 事迹多而重要， 资料也十分丰

富， 在新疆举办玄奘研究学术会是十分必要的。 但因种种原因这个设想没能实现， 十分

遗憾。 几次拜见黄先生， 给我最深刻的感怀是： 黄先生心中始终挂念着新疆。

五、 金维诺先生的学术风范

金维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 美术教育家、 国际知名的敦煌学家。 新疆从事

美术史、 佛教艺术研究的人， 恐没有不读金维诺先生的论著的。 我开始接触新疆石窟艺

术时， 首选阅读的就是金先生的 《中国美术史论集》， 其中 《新疆的佛教艺术》 是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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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龟兹石窟的启蒙、 基础性的读物。 不久又拜读了先生发表在 《中国石窟·克孜尔石

窟 三》 上的 《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 这篇论文将龟兹石窟艺术放在大的文化背景

中论述， 既着眼于龟兹本土文化的基础， 又看到文化交流的外来因素， 同时注意论述了

佛教义理与艺术的关系。 是一篇视野开阔， 论述深刻的指导性文章。 其中关于大像窟的

开凿与鸠摩罗什在龟兹弘扬大乘佛教时代相合的观点， 具有启发性。 这个论述在先生与

罗世平合著的 《中国宗教美术史》 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这个观点对我以后研究龟兹

石窟年代分期和鸠摩罗什事迹有重要的影响。 金先生上述论著， 是建立在实地考察， 掌

握了龟兹石窟基本资料的扎实基础上， 用深厚的美术史功力、 敏锐的艺术观察力而写就

的。 金先生 １９７９ 年率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到龟兹石窟进行了 ４５ 天的考察与壁画临摹。
８０ 年代结合 《中国石窟》 的出版， 再次赴龟兹、 高昌深入考察新疆石窟。 上述论著集

中了金先生对新疆石窟考察研究的成果。
金维诺先生对新疆石窟研究事业十分关心， 他在克孜尔石窟考察时， 对坚持在生

活、 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的一线工作人员， 给予真诚的关怀和慰问。 记得 ８０ 年代的一

天， 金先生陪同国外学者来到克孜尔石窟考察。 考察之余， 先生匆忙来到简陋的食堂，
专门看望在克孜尔石窟为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 拍摄图片的我和

冯斐先生。 金先生是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的编委， 他的关心与慰问， 使我们非常感

动， 增强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
金先生在学术研究上， 博采众长， 不拘旧说。 金先生很注意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

研究成果， 《中国宗教美术史》 在论述龟兹石窟题材内容和年代划分上， 采用了龟兹石

窟研究所的一些观点。 先生指导其学生的博士论文 《龟兹石窟壁画的年代研究》 中，
也体现出这一点。 这对学术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的龟兹石窟研究所是一种肯定和鼓励， 使

我们得到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龟兹石窟研究所初建时， 一切都需要创立， 学术研究上尤

其需要走出步伐， 看到敦煌等兄弟单位蒸蒸日上的发展。 新疆石窟艺术研究者， 深感落

后， 心急如焚。 国内外艺术界的 “善知识” 们， 深知我们的困难、 理解我们的心情。
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有精神的， 有实践的。 金维诺先生两者具备， 是给予龟兹石窟研究

所多方面援助与支持的贤能之一。
１９９７ 年在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所在地———克孜尔石窟召开了 “唐代西域文明———

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 （佛教美术考察） ”， 金先生应邀并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史系部分学生莅临会议。 会上宣读了美术史系几位博士、 硕士生的论文。 金先生作了会

议的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在金先生的指导下， 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会议期间， 我向金先

生请教了许多问题。 其中对我有重要意义的是： 关于克孜尔第 ３８ 窟 “天宫伎乐” 中的

有喇叭口的乐器的问题。 此前有学者提出此乐器是 “唢呐” 的观点， 我始终怀疑此说。
理由是我发现喇叭口是有人后加的。 我一直注意调查此问题的来龙去脉。 因 １９７９ 年金

先生率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在克孜尔临摹壁画， 我就向金先生询问当时临摹的情况。 金先

生了解的这个问题后， 对我的问题非常重视， 支持我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 金先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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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同时与我一起分析壁画的现状。 最后这个问题终于真相大白。 当回

顾此 “公案” 的过程时， 我永远忘不了金先生的帮助。
９ 年后的 ２００６ 年， 新疆龟兹学会在库车举办 “第二届龟兹学学术研讨会”， 已是

８２ 岁金维诺先生亲临了这次研讨会。 金先生莅临会议本身就是对龟兹石窟研究的极大

支持。 更令人敬佩的是， 在考察库木吐喇石窟时， 竟然攀登危崖， 进入了第 ７９ 窟考

察。 当时情景， 令众人惊讶不已。 金先生自青年时起就为美术事业而不辞艰难， 勇于探

险。 在西藏阿里探索古格王国遗址， 就万险不辞， 为后学者所乐道与崇仰。 这次金先生

以身实践， 让众人亲睹了一位耄耋之年的贤达的崇高品格和勇敢精神。
这次研讨会金先生奉献了 《龟兹艺术的创造性成就》 一文。 论文突出论述两个问

题： 一、 “龟兹创建了塑绘结合的新型石窟”。 先生说： “随着佛教的传播， 佛教徒在各

地兴建石窟寺， 这种渊源深入是由西传到龟兹， 但龟兹艺术家却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
进行了创造， 无论在洞窟形制、 洞窟组合、 塑绘结合以及表现技艺方面， 都显示了当地

艺术家的才能。” 二、 “师徒传承体制的创立与传播”。 先生指出： “师徒相承， 粉本流

布为龟兹艺术的传统， 随着佛画东传， 这种方法显然对在内地推广也起到了积极作

用。” 金先生这两个重要论述， 是对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的新贡献， 其理论价值和启示作

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金维诺先生有关新疆佛教艺术的论文还有 《中国新疆早期佛教彩塑的形成与发展》

《龟兹的寺院壁画》 等。 此外， 金先生大量敦煌佛教艺术的论著， 也是研究龟兹佛教艺

术有直接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光阴荏苒， 诸位先贤已先后驾鹤仙逝。 中国评价前贤， 常冠以 “道德文章”。 我想

今天缅怀前面诸位先贤， “道德文章” 会有更深的含义， 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旧中国， 建

立新中国的有功之臣。 又是新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开创者、 贡献者。 也是培养新一代中

国社会科学人才的导师。 他们功勋卓著， 永彪史册。 论道德， 他们忠于党、 忠于祖国，
其德崇高无比。 论文章， 他们的理论建树、 学术贡献， 堪称时代精华。 在当前中国为实

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和世界的大变局的背景下， 继承先贤们的精神， 沿着他们的足迹，
继承他们的遗愿， 奋发图强， 用出色的成绩， 完成未竟事业， 以告慰诸位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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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唐代吐谷浑部安乐州考

周倩倩

吐谷浑于龙朔三年 （６６３） 被吐蕃灭国， 后尝试复国未成。 咸亨三年 （６７３）， 唐将

诺曷钵及弘化公主所率领的吐谷浑部迁到灵州， 设立安乐州作为安置之所。 而 《旧唐

书·吐谷浑传》 中记载慕容复承袭的官爵为长乐州都督而非安乐州， “贞元十四年十二

月， 以朔方节度副使、 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慕容复为袭长乐州都督、 青海国王、 乌地也

拔勒豆可汗。 未几， 卒， 其封袭遂绝。” （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８ 《吐谷浑

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５３０１ 页） 诺曷钵曾孙慕容威墓志中也提到了 “仍
充长乐州游奕副使” “终于长乐州私馆” （ 《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墓志》 原石

现藏宁夏博物馆， 录文参周伟洲 《吐谷浑资料辑录 （增订本）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 第 ６９－７１ 页）。

对于长乐州是否为安乐州， 学界有不同看法。 夏鼐认为， 安乐州之名在墓志中写作长

乐州， 何对何错尚未可知 （夏鼐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编辑 《夏鼐文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册， 第 ４３４－４７５ 页）；
钟侃 （钟侃 《宁夏文物述略》，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唐代慕容威墓志浅

释》， 《考古与文物》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２－３５ 页）、 鲁人勇 （ 《唐威州 （安乐州） 地望

考》， 《西北史地》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３－６５ 页） 等认为长乐、 安乐为同一州； 周伟洲认

为两州不是同一州。 （周伟洲 《吐谷浑史》，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５７－１５８ 页； 《西北民族史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３９０－３９４ 页）
对于吐谷浑部安乐州的位置以及安乐与长乐是否为一州的问题， 上述前辈学者已经

做了大量工作， 但结论不尽相同。 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稽核官方史书、 私

人著作以及墓志史料， 对涉及安乐州位置的相关史料进行分析， 并对其中缘由进行探

讨， 略述拙见， 以求教于方家。

一

唐为安置来降的吐谷浑诺曷钵部， 设置安乐州。 《新唐书·吐谷浑传》： “ （咸亨）
三年， （吐谷浑） 乃徙浩亹水南。 诺曷钵以吐蕃盛， 势不抗， 而鄯州地狭， 又徙灵州，
帝为置安乐州， 即拜刺史， 欲其安且乐云。” （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２１

００２



上 《吐谷浑传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６２２７ 页） 安乐州在灵州境内， 但具

体位置不详。 《新唐书·地理志一》 “威州” 条中记载的更具体些： “本安乐州。 初， 吐

谷浑部落自凉州徙于鄯州， 不安其居， 又徙于灵州之境。 咸亨三年以灵州之故鸣沙县地

置州以居之。 至德后没吐蕃。” （ 《新唐书》 卷 ３７ 《地理志一》， 第 ９７２ 页） 安乐州是在

灵州的故鸣沙县之地， 并于至德后落入吐蕃之手。
《元和郡县图志》 “灵州回乐县条”： “安乐川， 在灵州南稍东一百八十里。 长乐山，

旧名达乐山， 亦曰铎洛山， 以山下有铎洛泉水， 故名。 旧吐谷浑部落所居， 今吐蕃置兵

守之。” （ ［唐］ 李吉甫撰， 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 卷 ４，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９４ 页） 安乐川在灵州南稍东一百八十里， 紧接着提到长乐山， 似两者相距不

远， 亦有可能两地紧邻； 并提到此地原有吐谷浑部落居住， 而今被吐蕃派兵驻守。 不知

此地是否就是唐为安置吐谷浑诺曷钵部而设置的安乐州？ 《太平寰宇记》 “废鸣沙县条”
的记载： “长乐山。 按 《十道记》： ‘安乐州， 在灵武南稍东一百八十里， 近长乐山下，
此山一名铎落山， 以山下有铎落泉水， 故以为名。 旧吐谷浑部落所居。’ ” （［宋］ 乐史

撰， 王文楚点校 《太平寰宇记》 卷 ３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 第 ７６５ 页） 这条资

料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安乐川、 安乐州、 长乐山之间的关系， 安乐州所在之地即

为安乐川， 与长乐山相近。 唐廷之所以将吐谷浑诺曷钵部安置在此， 除自然、 历史等方

面的原因外， 也是取安乐川一名的寓意， 置安乐州， 欲使诺曷钵部 “安且乐”。
《读史方舆纪要》 “鸣沙城” 条： “大历四年吐蕃寇鸣沙， 寻为吐蕃所据。 贞元三年

吐蕃尚结赞等入寇， 陷盐、 夏诸州， 退屯鸣沙， 寻置长乐州于此。 元和十三年灵武奏破

吐蕃长乐州， 克其外城是也。 大中三年收复， 改置威州。 五代晋徙州治方渠， 以鸣沙为

属县。 宋没于西夏。 元复于此立鸣沙州， 明初废。 志云： ‘自城北渡河五里即宁夏卫之

广武营也。 方渠， 见庆阳府环县。’ ” （ ［清］ 顾祖禹撰， 施和金、 贺次君点校 《读史方

舆纪要》 卷 ６２，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 第 ２９６１ 页） 大历四年 （７６９）， 吐蕃占领鸣

沙， 并以鸣沙为战略据点， 进行屯守， 成书于元和八年 （８１３） 的 《元和郡县图志》 中对

长乐山的描述 “今吐蕃置兵守之”， 两处对长乐山的记载一致； 在此处设置长乐州， 笔者

认为这是吐蕃延续唐朝建置， 置吐蕃长乐州， 《旧唐书》 记载： “ （大中） 三年春正月丙

寅， 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 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 原、 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

国。” （ 《旧唐书》 卷 １８ 《宣宗纪》， 第 ６２１－６２２ 页） 吐蕃占领鸣沙之后， 在此地设置了长

乐州， 而 《旧唐书》 中记载论恐热此时归还的是 “安乐州”， 而没有提到 “长乐州”， 这

里的长乐与安乐应为同一州。 唐将 “安乐州” 改为 “长乐州” 的原因， 下文详论。 大中

三年 （８４９）， 收复后改置为威州。 《太平寰宇记》 灵州回乐条： “鸣沙， 西枕黄河， 人马

行沙有声， 异于余沙， 故曰鸣沙。 因为县， 即今威州城是其地也。” （ 《太平寰宇记》 卷

３６， 第 ７６２ 页） 威州即安乐州属于以前鸣沙县的统治区域。
综上， 安乐州应设置在灵州稍东一百八十里故鸣沙县之地， 近长乐山的安乐川。 咸

亨三年， 唐朝为安置吐谷浑部落在此置安乐州。 大历四年， 被吐蕃攻陷， 延续唐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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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设立吐蕃长乐州。 大中三年， 唐收复安乐州， 并改置威州。

二

长乐州 （安乐州） 自大中三年收复后， 改名为威州。 五代时， 州废归清边军节制。
《旧五代史》： “升灵州方渠镇为威州， 隶于灵武。 改旧威州为清边军。” （ ［宋］ 薛居正

等 《旧五代史》 卷 ７８ 《晋书·高祖纪》，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 第 １０２９ 页）
西夏时， 唐威州之地属韦州静塞军节制。 张鉴 《西夏纪事本末》 附有从 《范文正

公文集》 中辑出的 《西夏地形图》 其中 “韦州静塞军” 旁有 “本咸州”， （ ［清］ 张鉴

著， 龚世俊、 王伟伟点校 《西夏纪事本末》，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２
页） 应为本威州， 在清远军的西北方向。 《宋史·郑文宝传》 中朝廷议城古威州， 派人

访文宝时， 文宝言： “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 乐山之西。 唐大中时， 灵武朱叔明收

长乐州， 邠宁张君绪收六关， 即其地也。” （ ［元］ 脱脱等 《宋史》 卷 ２７７ 《郑文宝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 第 ９４２６ 页） 古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 即唐安乐州， 西

夏时为韦州静塞军。
威州与南威州。 《宋史》： “元昊既据夏、 银、 绥、 宥、 静、 灵、 盐、 会、 胜、 甘、

凉、 瓜、 沙、 肃诸州立国， 而以石堡、 洪门诸镇升为洪、 威、 龙、 定四州。” （ 《宋史》
卷 ４８５ 《夏国上》， 第 １３９９４ 页） 鲁人勇认为这是元昊称帝立国时， 在唐威州之地所置，
后为了避免与新建韦州在语音上有别， 而改为南威州。 （鲁人勇 《西夏地理志》，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５２－５３ 页） 其实不然， 《通鉴辑览》： “元昊既悉有

夏、 银、 绥、 宥、 静、 灵、 盐、 会、 胜、 甘、 凉， 又取瓜、 沙、 肃， 而洪、 定、 威、 龙

皆即堡镇号为州。 ……威州即威振堡在今宁夏府平罗县……” （ ［清］ 傅恒等 《御批历

代通鉴辑览》，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３３８ 册， 第 ９５ 页） 元

昊设置的威州非唐之威州， 而是威振堡以堡号为州名之威州， 为清时宁夏府平罗县。 《宋
史》 记载西夏河南的九州中有南威州： “河南之州九： 曰灵、 曰洪、 曰宥、 曰银、 曰夏、
曰石、 曰盐、 曰南威、 曰会。” （《宋史》 卷 ４８６ 《夏国下》， 第 １４０２８ 页） 笔者认为， 这里

的南威应为唐之威州， 位于西夏统治区域的南部， 用 “南威” 以区别威振堡之威州。
元朝韦州所废， 明弘治年间设韦州千户所， 后又废除。 《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十

一》： “韦州所， 镇东南二百六十里。 西夏置韦州于此， 又为静寨军。 元废。 明弘治十

年， 以地多寇冲， 增置韦州千户所。 所城周二里有奇。 今废。” （ 《读史方舆纪要》 卷

６２， 第 ２９５３ 页） 清设韦州堡， 《大清一统志》： “韦州堡， 在灵州东南二百二十里， 即

故韦州， 明弘治十年置千户， 筑城周二里， 今设把总。” （［清］ 穆彰阿、 潘锡恩等 《大
清一统志》， 卷 ２６５ 《宁夏府》，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４１９ 页）

后建置几经转换， 到建国后， 这里属于同心县管辖。 据 １９９５ 年编纂的 《同心县

志》 记载： “今罗山东侧红城水故城除有大量汉代瓦片外， 唐代的瓦当、 白瓷片、 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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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瓷片等遗物遍地皆是， 故城残墙最高处仍达 ７ 米， 顶宽 ４ 米， 基宽 １１ 米， 占地约 ５００
余亩， 规模宏大。 据考， 此地即为唐代故城， 红城水故城， 是在汉三水县城址上重新扩

建而成， 为当时安乐州城址。” （同心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同心县志》， 银川： 宁夏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９ 页） 据县志记载位于罗山东侧的红城水故城， 为安乐州城址所

在。 《同心县志》 中对罗山进行了追溯： “罗山， 唐初， 称 ‘达乐山’， 因山下有泉名曰

‘铎落泉’， 故又称其为 ‘铎落山’。 后因吐谷浑部族在此安居， 又称其为 ‘安乐山’，
山东今韦州一带平地被称为 ‘安乐川’ ……今称之为 ‘罗山’。” （ 《同心县志》， 第 ９
页） 罗山即铎落山 （长乐山）， 长乐山东一带的平地为安乐川， 唐为安置吐谷浑部在此

设置的安乐州， 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故城遗址； 这与史籍中关于

长乐山和安乐州的位置记述相符。
诺曷钵曾孙慕容威的墓志， 于 １９７４ 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赵家庙村

出土。 志文中提到慕容威曾任长乐州游奕副使 “迁左领军卫大将军， 仍充长乐州游奕

副使”； 并于公元 ７５６ 年卒于长乐州私馆 “以至德元年正月五日婴疾， 春秋六十有三，
终于长乐州私馆”， 在其夫人武氏于乾元元年 （７５８） 去世后合葬于州南之原 “即以乾

元元年十月庚子朔十日己酉同窆于州南之原”。 （录文参见夏鼐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

氏墓志》， 《夏鼐文集》， 第 ２ 册， 第 ４３４－４７５ 页） 安乐州的城址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

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故城遗址， 而慕容威墓志发现的地点为下马关镇赵家庙村， 赵家庙

村在红城水故城遗址的南边， 两地相距约 ５ 公里， 与志文中提到的葬于州南之原的情形

相符； 这也说明： 长乐州即为安乐州， 乃州同名异。
安乐州 （长乐州） 自大中三年改为威州后， 先后历西夏韦州静塞军、 明韦州千户

所、 清韦州堡等， 其州城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故城遗址。

三

上文已论长乐与安乐实为一州， 而墓志称长乐州而非安乐州， 笔者认为， 是因为安

禄山的原因。 《旧唐书·肃宗本纪》 中记载肃宗在至德二载冬十月还京后： “十一月壬

寅朔……宫省门带 ‘安’ 字者改之。” （ 《旧唐书》 卷 １０ 《肃宗纪》， 第 ２４８ 页） 《唐会

要》： “至德二 （三） 载正月二十七日， 改丹凤门为明凤门， 安化门为达礼门， 安上门

为先天门， 及坊名有 ‘安’ 者悉改之， 寻并却如故。” （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 ８６
“城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８８７ 页） 两 《唐书》 记载至德年间更

改了很多地名。
两 《唐书》 记载至德年间更改的地名有， 至德元载的安定、 安化郡改为保定、 顺化郡，

安静县改保静县， 安西改镇西等； 至德二载安邑、 安边、 尚安、 洊水、 东莞、 晋康、 恩平、
广德、 理定、 军宁、 崇平、 柔远， 安康、 咸安、 同安、 安城、 安乐、 万安、 始安郡改为汉阴

（汉南）、 蓬山、 盛唐、 岭方、 常乐、 万全、 建陵郡， 同安、 保安、 安城、 安京、 安昌、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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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安河县改为桐城、 保宁 （保定）、 保城、 保京、 义昌、 镇南、 宁海等县， 安南都护府改

为镇南都扩府， 安武州改为唐林等； 至德中， 安仁改为容山， 安义县改为永业县等。 据统

计， 至德年间所改地名达四十余处， 其中带有 “安” 字的多达三十余处。
陈垣先生认为这是唐肃宗对安禄山的恶意避讳， 《史讳举例》 记载避讳三种类有

“恶意避讳例”： “避讳有出于恶意者， 唐肃宗恶安禄山， 凡郡县名有安字者多易之。 试

以 《新唐书·地理志》 核之， 凡至德元二载所改郡县名， 皆因其有安字也……安乐郡

改常乐……” （陈垣 《史讳举例》，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年， 第 ３３－３４ 页） 史籍中虽

未有将安乐州改为长乐州的记载， 但唐肃宗于公元 ７５６ 年在灵武即位， 改元至德， 而与

灵武相距甚近的安乐州很有可能改名为长乐州， 写于乾元元年 （７５８） 的慕容威墓志在

志文中自然称长乐州而非安乐州。
另一种原因可能是： 吐谷浑人的自觉避嫌。 《旧唐书》： “抱玉上言： ‘臣贯属凉州，

本姓安氏， 以禄山构祸， 耻与同姓， 去至德二年五月， 蒙恩赐姓李氏， 今请割贯属京兆

府长安县。’ 许之， 因是举宗并赐国姓。” （ 《旧唐书》 卷 １３２ 《李抱玉传》， 第 ３６４６ 页）
安史之乱后， 唐朝对安禄山十分厌恶， 连其同姓之人也更改姓氏和籍贯， 以与之避嫌。
在这种敏感、 尴尬的政治环境中， 作为外来胡人的吐谷浑人， 虽不与安禄山同族同姓，
在当时仍进行了自觉避嫌。

《慕容威墓志》 载： “□人封 （武） 氏， 封平阳郡夫人， 武周魏王承嗣之孙， 太仆

寺卿、 燕国公延寿之女。” （夏鼐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 《夏鼐文集》， 第 ２
册， 第 ４３４－４７５ 页） 慕容神威夫人为武承嗣之孙、 武延寿之女； 而安乐公主先嫁武三

思之子武崇训， 后嫁武承嗣之子武延秀。 景龙四年 （７１０）， 安乐公主被李隆基诛杀，
迁居安乐州的吐谷浑王室与武家有姻亲， 可能也有避安乐公主嫌之意， 故而称长乐州。

《慕容宣彻墓志》 首题 “河东阴山郡安乐王慕容神威迁奉墓志并序”， 此志为慕容

神威于景龙三年 （７０９） 迁其父慕容宣彻归葬凉州祖茔而作的墓志， 志中慕容神威为

“安乐王”。 （夏鼐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 《夏鼐文集》， 第 ２ 册， 第 ４３４－４７５
页） 而在 ７５８ 年的慕容神威墓志中却没有提到 “安乐王” 这个称呼， 也印证了上文的

推测， 吐谷浑王室出于对安史之乱造成的敏感政治环境的考虑， 回避了这一称呼。
唐安乐州与长乐州实是州同名异。 唐安乐州在当时的灵州境内， 属于故鸣沙县管辖

之地， 位于灵州稍东一百八十里靠近长乐山的安乐川。 后历经威州、 西夏韦州静塞军、
明韦州千户所、 清韦州堡等的管辖， 城址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

故城遗址。 慕容威墓志的出土地赵家庙村， 正好在其南部， 与墓志描述的地理方位相

符。 造成州同名异的原因， 主要是唐肃宗时因恶安禄山而在地名上造成的忌讳， 以及吐

谷浑王室似对安禄山与安乐公主的自觉避嫌。

（作者周倩倩， １９８９ 年生，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２０２１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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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归义军接待外来使者之仪探析

杨立凡

归义军政权建节敦煌， 位处西陲， 周边环绕着许多少数民族部族， 或建立政权， 或

集聚势力， 与归义军矛盾、 战争时有发生， 民族关系异常复杂。 因此如何接待其他少数

民族政权所派使者， 是归义军处理自身与外族关系， 赢得和谐安宁的生存环境的重要关

节。 以往关于归义军接待使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部门的设置、 部分迎送制度的考察

和供食规格等等， 对于整体性的仪式流程关注较少， 故此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按

照仪程进展与活动内容的顺序， 再做进一步梳理与探析。

一、 迎接仪式

归义军时期， 迎接外来使者， 往往要前往若干路程， 以示尊重。 Ｐ􀆰 ２６４１ 《丁未年

（９４７） 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 载： “寿昌迎于阗使， 细供陆

拾分……马圈口迎于阗使， 用细供叁拾分。” 其中， 寿昌位于敦煌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冯培红 《归义军镇制考》， 郑炳林主编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 西安： 三秦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３９ 页）， 马圈口则在敦煌西南二十五里处， 见 Ｐ􀆰 ２００５ 《沙州都督

府图经卷第三》： “马圈口堰， 右在州西南廿五里。” 可见迎接使者需要出城远迎。
迎接使者会举行宴饮活动， 常称为 “迎顿”。 敦煌的 “顿”， 均指某项活动结束后，

大家在一起置酒、 聚会。 （高启安 《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９２ 页） 前引 Ｐ􀆰 ２６４１ 中迎接使者设宴所用饮食多以细供为主， 盛朝晖指出

“细供是招待吃用档次最高、 待遇最为隆重的一种” （盛朝晖 《 “细供” 考》， 《敦煌学

辑刊》 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９－１０２ 页）， 凸显出归义军对迎接使者活动极为重视。
迎接使者完毕， 就需要安排其住宿歇脚， 这一活动称为 “下檐”。 “檐” 是一种代

步工具， 《新唐书》 记载： “开成末， 定制： 宰相、 三公、 师保、 尚书令、 仆射、 诸司

长官及致仕官， 疾病许乘檐， 如汉、 魏载舆、 步舆之制。” （ 《新唐书》 卷 ２４ 《车服

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５３２ 页） “下檐” 即可引申为车马休顿， 如 《太平

御览》 所记： “今广州诸郡牧守初到任， 下檐皆有油画抱木履也。” （ 《太平御览》 卷 ２２
《时序部七》，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 第 １０６ 页） “下檐” 常在迎接之后进行， 见

Ｓ􀆰 ３７２８ 《乙卯年 （９５５） 二三月押衙知柴场司安祐成状》 载： “十八日， 迎甘州使，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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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司柽刺叁束。 下檐， 付设司柴两束” “迎西州使付设司柽刺叁束， 下檐付设司柴叁

束， 就驿下檐柽刺伍束”。 其中 “就驿下檐” 指发生场所是在其居住处。 Ｐ􀆰 ３５６９Ｖ 《唐
光启三年 （８８７） 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牒》： “又凉州温末及肃州使， 从四月一日

到， 下檐酒壹瓮， 料酒从四月二日至四月十五日发， 中间壹拾肆日， 上下壹拾壹人， 每

一日供酒贰斗肆胜， 计供酒伍瓮半陆胜。” 这里供应给使者的料酒只从二日开始， 而一

日使者到日则有酒一瓮 （等于六斗）， 数量较大， 加之前引宴设司也有参与 “下檐”，
可见 “下檐” 这一活动还包含宴饮。 在 Ｓ􀆰 ５７１３ 《僧人谢物状》 和 Ｐ􀆰 ３６９１ 《新集书仪》
中均有 《谢下檐》 的实用书状， 证明下檐是一种仪式活动。

二、 活动安排

１􀆰 礼佛上窟。 敦煌文书中的破用历记载了节度使府衙经常设酒、 支油面来招待外

来使客赴莫高窟礼佛等事。 Ｓ􀆰 １３６６ 《归义军宴设司面、 破油历》 中记录了归义军在莫

高窟招待 “甘州使” “狄寅等使” 之事。 又如 Ｐ􀆰 ３１８４Ｖ 记载了曹元忠统治时期， 于阗

三位太子来敦煌礼佛的事件。 施萍婷认为这里的三位太子指从德、 从连和琮原， 于乾德

二年 （９６２） 六月来敦煌， 八月七日巡礼佛堂， 然后从德入中原朝贡， 另外两位巡礼莫

高窟， 并在莫高窟第 ４４４ 窟东壁留下他们的题记 （施萍婷 《本所藏 〈酒帐〉 研究》，
《敦煌研究》 创刊号， 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５０ 页）。

２􀆰 赛神。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外来使者在敦煌出使时赛神的记录。 如 Ｓ􀆰 ３７２８ 《乙卯

年 （９５５） 二三月押衙知柴场司安祐成状》： “二十四日于阗使赛神， 付设司柴壹束。”
姜伯勤认为于阗使所赛之神当为于阗民族早期信仰之神， 颇疑即祆神 （姜伯勤 《中国

祆教艺术史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７５ － １７６ 页）。
Ｐ􀆰 ４６４０ 《归义军己未至辛酉年 （８９９－９０１） 布纸破用历》 中还有许多支取画纸给使节

的记录， 画纸在归义军衙府的支出中主要用来赛神。 此外敦煌文献中还有记载譬如

“东园赛神” “南城赛神” （见 Ｓ􀆰 ３７２８） 等记录， 城东园与南园均属于外来使者驻足休

息的馆驿之地 （赵贞 《归义军史事考论》，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３６－１３７ 页）， 可见归义军政权对于其他民族使者的宗教信仰极为尊重， 为其提供相应

的祭祀用品。
３􀆰 宴饮活动。 使者居住敦煌， 归义军常有 “看” 或 “设” 的活动， “看” 往往指

去看望使节并招待， 而 “设” 则是在使者居住地以外的场所招待。 还有 “屈”， 如

Ｐ􀆰 ２６４１ 《都头知安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 “太子屈于阗使。” “屈” 是邀

请他人来自己所设之局席， 表示主卑客尊的礼仪文化， 在 Ｐ􀆰 ３９６１ 《屈朝友及诸旧相识》
中有： “来日就某乙弊居。” 就是请他人来家中做客。 值得注意的是， 归义军每次款待

外来使者吃用， 有 “细供” “上次料” “中次料” “下次料” 四种， 均为成品的食物，
细供除了是在供食三等原则下额外增加的部分之外， 上中下的供应标准和使者的身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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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有很大的关系。 不仅是等级观念在饮食上的体现， 也是政权与政权之间亲疏关系的表

征 （高启安 《信仰与生活： 唐宋间敦煌社会诸相探》，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７５－２９２ 页）。
４􀆰 物品贸易、 交换活动。 归义军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会通过使者的来往从而进行

官方的贸易活动。 如 Ｓ􀆰 ２００９ 《沙州官衙交割什物点检历》 记： “又达怛鋜、 杂箭三十四

只”， 即达怛人锻造钢铁兵器出售给了归义军。 Ｐ􀆰 ２８２６ 《于阗王致沙州令公书》 云：

“白玉一团。 赐沙州节度使男令公， 汝宜收领， 勿怪轻鲜， 候大般次， 别有信物汝知。

其木匠杨君子千万发遣西来， 所要不惜也。 凡书信去， 请看二印： 一大玉印， 一小玉

印， 更无别印也。” 可见， 于阗和归义军也通过使者往来从而交换各自的需求。

三、 物品供应

１􀆰 食物供应。 使者到敦煌出使， 归义军负责为其提供 “逐日早夜面” “午食” 及

“月面”。 如 Ｐ􀆰 ２６４１ 《丁未年 （９４７） 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 “瓜州

来龙家一人， 逐日午时下次料， 早夜面壹升半， 供拾壹日， 食断。” 归义军政权为来到

瓜州的龙家使者每日早晚供应面， 可能需要其自己制作食物， 中午则供应下次料一份。
“月面” 即为按月分配的面粉食料， 也需要使者自己造食。 如 Ｓ􀆰 １３６６ 《归义军衙内油面

破历》： “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 油壹升， 牒密骨示月面七斗。”

２􀆰 节日供应。 归义军会为外来使者额外提供节日期间的用酒和用粮。 如 Ｓ􀆰 ５７２８
《壬中年 （９７２） 五月酒户曹流德牒》： “节酒壹斗， 支独峰驼似月酒壹瓮甘州走米”、

Ｐ􀆰 ２７４４ 《归义军宴设司面油破历》： “支四道使客箸节料残”。 让外来使节感受蕴含着文

化内核的节日氛围， 正是扩大自身文化影响力的关键途径。

３􀆰 柴柽供应： Ｓ􀆰 ３７２８ 《乙卯年 （９５５） 二三月押衙知柴场司安祐成状》： “公主四

人共捌拾束， 消醎柴伍束……准旧例， 支太子柽捌车， 各柒拾柒束， 刺两车， 各伍拾伍

束……” 荣新江、 朱丽双认为该文书中的公主不能确定是于阗或者回鹘的公主， 但太

子应该是指于阗太子 （荣新江， 朱丽双 《于阗与敦煌》，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７３ 页）。 归义军衙府的柴场司供应公主、 太子柴与柽柳， 可能是作为造食及取

暖柴火之用。

４􀆰 助葬供应。 为了保持与周边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 归义军对在境内死亡的使客

有着助葬的支出。 Ｓ． ２４７４ 《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 “支索都衙家住达怛身故， 助葬细

供十分。” Ｐ􀆰 ２６４１ 《丁未年 （９４７） 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
“付胡儿龙家身故， 胡饼叁拾枚， 俘愉拾枚。” Ｓ􀆰 １３６６ 《归义军宴设司面、 破油历》：

“于阗罗阇梨身故助葬细供十分， 胡饼五十枚， 用面四斗四升， 油八合。” 这是为了维

护归义军政权而采取比较友好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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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送路仪式

敦煌文书 Ｓ􀆰 ２２４１ 《君者者状》 （以下简称 Ｓ􀆰 ２２４１）， 是达怛公主为了感谢归义军对

其归程的关心和爱护， 所以在安抵目的地的当天， 写给曹元忠夫人的一封感谢信 （谭
蝉雪 《 〈君者者状〉 辨析———河西达怛国的一份书状》， 《１９９４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

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５０ 周年 （宗教文史卷·下） 》，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００－１１４ 页）。 信中涉及了归义军对外来使客的送别仪程， 现分析如下。

首先， Ｓ􀆰 ２２４１ 中称 “赐予羊酒优劳”， 即指归义军为君者者准备了在归途行路中慰

劳的饮食。 外来使者到敦煌往往会给归义军统治者准备礼物， 如 Ｐ􀆰 ４６３８ 《陈彦□献物

牒》 所记二位来敦煌的办事人员献香料及酒： “前件馨香及酒等， 贵府所出， 愿献鸿

慈， 诚非珍异。” 使者离开敦煌， 归义军也会回赐物品。 如 Ｐ􀆰 ４０６１Ｖ 《都头知内库官某

状》： “伏以今月十七日支达怛大部跪拜来大绵丝袄子叁领， 胡□壹张”。
其次， Ｓ􀆰 ２２４１ 中称 “切嘱， 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 祆寺燃灯” 即为旅途平安而

沿途所作的祈福。 归义军在使客离开敦煌时， 均会举行赛神仪式。 如 Ｐ􀆰 ２６４１ 《丁未年

（９４７） 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 载： “廿四日， 使出赛马圈

口， 用神食拾贰分， 灯油壹升， 又胡饼伍拾枚。” 赛神的物品由归义军提供， 因而具有

官方仪式的性质。
第三， 归义军对使者会远送以示不舍。 如前段所述 Ｐ􀆰 ２６４１ 中送路马圈口就在敦煌

城外， Ｓ􀆰 ２２４１ 中也有 “司空更兼兵士， 远送前呈 （程） ” 之语， 即归义军节度使派士

兵远送君者者， 从而表示对其外交行为的重视。
最后， 归义军送别使者往往会进行宴设活动。 原董希文旧藏、 现敦研 ３６９ 《归义军

衙府酒破历》 记载： “廿二日， 使出马圈口， 酒一壶。” 又 Ｐ􀆰 ２６２９ 《归义军衙府酒破

历》 载： “ （七月八日供南山） 送路酒四斗。”
以上， 外来使者来到敦煌前， 归义军就会派人前去接应宴饮， 称 “迎顿”。 使者到住

宿地之后， 归义军会供应酒食欢迎， 称 “下檐”。 在敦煌居住期间， 归义军会安排使者进

行礼佛、 赛神、 宴饮与贸易的活动， 其中所花费的纸张、 柴柽、 酒食均由归义军提供。 此

外归义军还为使者提供日常饮食所需的食料、 柴柽， 在节日期间额外供给酒粮， 如有使者

在出使期间去世， 归义军还为其提供助葬物品。 使者回程之时， 归义军会为其准备回赐物

品， 远送宴饮以示不舍， 并赛神为使者祈求行路平安。 可见， 接待外来使者之仪不仅是归

义军政治伦理秩序的礼制化反映， 并且是笼络周边政权人心的有效统治手段。

（作者杨立凡， １９８９ 年生，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 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

学院讲师， 陕西省社科项目 “陕北出土墓志汇释 （１６ＧＪ００１）；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２０２１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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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菩萨疗疾功能演变研究

马托弟

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南部救海难的民间信仰， 被佛教吸收后， 其功能由救海难扩大

到广义的救苦救难， （李利安 《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９－７７ 页） 西晋时竺法护翻译 《正法华经》， 观音信仰系统地传入中国，
此时观音的主要功能为救水、 火等自然灾难以及冤狱、 枷锁等社会灾难。 通过考察敦煌

文献中观音信仰的内容， 则发现唐五代时期疗疾成为中土观音救难的主要内容。 前人对

观音的送子功能和其它形象如白衣观音、 杨柳观音等有大量的研究， 但对观音信仰中的

疗疾功能却少有论及。 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敦煌文献中的观音疗疾信仰为切入

点， 对观音疗疾功能的演变做以梳理和论述。

一、 敦煌文献中的观音疗疾信仰

敦煌佛教信仰盛行， 观音信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敦煌有关观音的文献和壁画

内容浩如烟海， 救难型观音、 净土型观音、 密教观音信仰并行不悖。 唐五代时期， 在不

同类型的有关观音信仰的敦煌文献中， 均发现观音具有疗疾的功能。
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不少密教观音疗疾的内容。 Ｓ􀆰 ６１５１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

合药经》 是有关观音疗疾的经典， Ｓ􀆰 ５７４１ 《观世音不空羂索心王神呪经》 中有 “观世

音不空羂索心王神呪和眼药法” （陈明 《丝路出土密教医学文献刍议》， 饶宗颐主编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 １５ 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７８ 页）， 北 ７４６８
《如意轮王摩尼别行印》 中有一组手指押印法， 其中有 “以头指恰 （押） 大母指， 此

（令） 一切诸病人疼痛便差。 以头指恰 （押） 大母指下节文， 令病人得睡。 以头指恰

（押） 大母指背上节文， 温 （瘟） 疟除差” 的内容。 （陈明 《丝路出土密教医学文献刍

议》，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 １５ 卷， 第 ４８０－４８１ 页） 在密教观音中， 除了千手观音、 不

空羂索观音、 如意轮观音外， 马头观音、 准胝观音、 十一面观音均有疗疾功能。
伪经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创作的佛教典籍， 因此最能体现自身的需要。 虽

然不被佛教承认， 但它们却在佛教中国化、 观音本土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法
尊 《浅谈 “伪经” 与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世界宗教文化》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０ 页）
敦煌文献中有诸多观音伪经的抄本， 如 《高王观世音经》 《观世音三昧经》 《水月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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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观世音救苦经》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 等。 牧田谛亮、 于君方对观音

伪经进行过研究， 其中于君方在牧田谛亮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部分观音伪经属于疗病、
祈福的范畴。 （ ［日］ 牧田谛亮 《疑经研究》， 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１９７６
年， 第 ４０－８４ 页； ［美］ 于君方著， 陈怀宇等译 《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１３ 页）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 就是这样一部产生

于中土， 与治病密切相关的观音伪经， 在敦煌文献里有 Ｐ􀆰 ３２３９ 和 Ｐ􀆰 ３９１６ 两个卷号。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 分上、 中、 下三卷， 其中中卷称 《佛顶心观世音

菩萨疗病催产方》， 经中称用朱砂书写此陀罗尼经， 用香水吞服可救产难、 治胎衣不

下、 治医药不治之病及心痛等。 下卷称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 记述了四则

灵验故事。 在第一则故事中， 观音菩萨化作白衣居士， 令瘟疫横行的罽宾国民众抄写

《佛顶心观世音陀罗尼经》， 国内瘟疫立即消除。 第二则故事记述了阎王夜差一鬼使，
告知波罗奈国一个富豪书写 《佛顶心观世音陀罗尼经》， 则他儿子的疾病将会痊愈且寿

命会延长到九十岁。 第三则故事记述了观音化作僧人， 劝解多次夭折孩子的妇女， 让其

常持 《佛顶心观世音陀罗尼经》 则可摆脱悲惨的命运轮回， 后该妇女活到九十七岁且

后世转女为男。 可知在唐五代时期， 观音救难的主要内容已经由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里的救水、 火、 战争等天灾人祸， 转移到了疾病和妇女产难方面。 “ 《佛顶心观世音菩

萨大陀罗尼经》 中抄有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 和 《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
等内容， 这些中土出现的疑伪佛经， 均被当时的信众们当作了消除病苦、 救治产难等的

方便法门， 体现了中土人士对印度密教功能的认知与改造。” （陈明 《丝路出土密教医

学文献刍议》，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 １５ 卷， 第 ４９５ 页） 同时， 在卷下罽宾国发生瘟疫

时， 观音化作白衣居士治疗疾病， 从中可以看出后世白衣观音信仰的影子。 （周秋南

《论民间信仰中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之关系》，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１７ 页）

唐五代时期， 在敦煌世俗化的佛教 “患文” 中， 观音菩萨是祈求祛病最重要的神

灵。 “患文” 是佛教界为民众举办的祛病斋会仪式中念诵的应用性文书。 就一篇完整的

“患文” 来说， 开头先赞叹佛的美德， 然后叙述病人举办斋会的目的， 再祈求佛、 菩萨

等神灵救助保佑， 最后是为病人、 施主及家属祈福的回向。 患文 “将佛教义理融入到

坛场仪轨中， 在神圣的仪式操作下展现出语言的感染力量。 这种倾向现世的大众化仪

轨， 是借助佛力来助威忏悔， 在宗教仪式的设计下， 传达了心灵净化的解厄历程。”
（郑志明 《敦煌写卷 “患文” 的宗教医疗观》， 郑炳林、 郑阿财主编 《港台敦煌学文

库》，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６６ 册， 第 １９８ 页）
在患文里， 有诸多经常被启请疗疾的神灵， “在传统的初级医疗菩萨， 即药王菩

萨、 药上菩萨之外， 医疗团队还包括观音菩萨和妙音菩萨、 十方菩萨， 甚至龙和其他威

严神明” （ ［美］ 太史文 《疗以善业： 中古佛教患文》， 余欣主编： 《中古中国史研究》
第 ２ 卷， 上海： 中西书局， ２０１８ 年， 第 ５４ 页）。 其中观音是最重要的一位神灵， 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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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祈求神谱里的次数最多、 最频繁。 或单独出现， 如北图 ６８５４ 号文书中 “以此功德，
先用庄严患者即体： 唯愿观音放月洒芳， 亦以济足大圣垂花” （黄征、 吴伟 《敦煌愿文

集》， 长沙： 岳麓书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６７６ 页）； 或和药王菩萨一起出现， 如 Ｓ􀆰 ５５６１ 号文

书中 “观音灌顶， 授不死之神方； 药上扪摩， 垂惠长生之味” （黄征、 吴伟 《敦煌愿文

集》， 第 ６９８ 页）； 或和妙音、 药王、 药上等菩萨一起出现， 如 Ｓ􀆰 ６４１７ 号文书中 “药王

药上， 授予神方； 观音妙音， 施其妙药” （黄征、 吴伟 《敦煌愿文集》， 第 ７０３ 页）。 观

音成为佛教世俗化治病仪式上启请的最重要的生命守护神， 说明唐五代时期观音菩萨疗

疾形象已深入人心。
另外， 敦煌 Ｐ􀆰 ２６３７ａ、 Ｐ􀆰 ２７０３ａ 《医方》 中有 “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法” 的佛教辟

谷方， 此方的出现， 与敦煌地区流行的观世音菩萨治病救难的信仰以及密教治病观念的

扩展是密不可分的。” （陈明 《丝路出土密教医学文献刍议》， 第 ４９５ 页） 而敦煌北冈字

８４ 号 《观世音经》 题记 “学生童子唐文英， 为妹久患， 写毕功记”， 表明抄写观世音

经典也可以祛除疾病。
在敦煌文献中， 还发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观音具有消除瘟疫功能的雕版印刷题记。

其中 Ｓ􀆰 Ｐ􀆰 ２４９ 木雕版画 《大随求陀罗尼》 发愿文题记中有 “持此咒者， 常得安乐， 无

诸疾病” 的表述。 Ｓ􀆰 Ｐ􀆰 ２４２ 雕版印刷品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 造像题记里表明

观音具有使 “励 （疠） 疾消散” 的功能， 此印刷品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所雕刻， 可

见此时不管在佛教界及民间信仰中， 还是官方的政治行为里， 观音菩萨均有和祛疾相关

的功能， 观音在当时民众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精神信仰角色。

二、 唐五代时观音疗疾信仰的全面发展

唐五代时期， 不仅敦煌， 洛阳龙门石窟、 四川摩崖石刻均发现了祈求观音祛疾或疾

愈还愿的造像题记， 说明此时观音疗疾信仰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普遍。
洛阳龙门石窟有两则观音疗疾相关的造像题记， 第一则为： “佛弟子张行忠， 今为

病得离身， 发愿敬造救苦观音一躯， 垂拱二年十月十六日” （ ［清］ 陆增祥撰 《八琼室

金石补正》 卷 ３２，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２０９ 页）； 第二则为： “石行果妻

王， 为男四儿身患， 今得除预， 愿造救苦观音一躯。” （ 《八琼室金石补正》 卷 ３３， 第

２１９ 页） 二者均为患者病愈后造救苦观音还愿的记载。
四川摩崖石窟有后唐时期的一座白衣观音造像， 旁有造像题记， 记述了比丘怀真染

天行时疾并传染给俗家一家大小， 后因造观音像而获得平安： “敬镌造曜像白衣观音菩

萨一身。 右比丘怀真所造前件功德， 意者为往年自身忽染天行时疾， 归在俗家将理， 并

染俗家， 大小不安， 遂乃发心愿造。 果蒙圣力加备， 得获平善。” （刘健 《四川省安岳

县庵堂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文物》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６－２７ 页）
另外， 唐朝时慧立、 彦悰宗所作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中所记印度戒贤法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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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示疾的一事， 则说明唐朝时在中国和印度均有了观音疗疾信仰的基础。 据该传记

载， 玄奘去印度拜戒贤法师为师时， 戒贤的弟子向玄奘一行人讲述了一则故事， 三年前

戒贤因风病意欲自杀而在梦中得到观音的启示， 观音授意他显扬正法瑜伽论等， 将有支

那国僧前来学法。 等玄奘去印度后， 戒贤法师的疾病痊愈， 戒贤因此大喜， 礼遇玄奘并

收他为徒。 （ ［唐］ 慧立、 彦悰著， 孙毓棠、 谢方点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卷 ３，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 第 ６６－６８ 页）

唐朝时， 观音疗疾信仰盛行的另一个表现是观音救疾灵验记异常丰富， 《冥报记》
等笔记小说中多有诸多患者因信仰观音而病愈的故事， 其中 《太平广记》 的 《报应·
观音经》 中 “王琦” 条 （ ［宋］ 李昉等编 《太平广记》 卷 １１１ 《报应十·观音经》， 北

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１ 年， 第 ７６９－７７０ 页） 具有代表性， 这则灵验记引自 《广异记》，
它不是单独描述一次观音灵验事件， 而是观音救疾信仰贯穿主人公的一生。 灵验记中主

人公王琦从小笃信佛教、 不占荤腥， 一生之中屡次生病， 均因诵读 《观世音经》 而得

救， 此后自己和妻子沾染 “天行” “疫疠” 等恶劣的传染疾病时， 也因诚心诵读 《心
经》 而病愈。 诵读 《心经》 可治病的观音灵验故事说明， 在唐五代时期， 除了观音普

门信仰外， 般若类观音经典也具有了疗疾的功能。

三、 观音疗疾信仰的起源

观音菩萨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虽然始于西晋， 但是在民间真正形成信仰却在东晋南

朝时期， 产生于东晋南朝的 《光世音应验记》 《续光世音应验记》 《系观世音应验记》
记载、 见证了观音疗疾信仰的产生。 《光世音应验记》 共计 ７ 则观音灵验故事， 从救难

类型来说， 其中 １ 例火灾、 ２ 例水灾、 １ 例枷锁、 １ 例刀杀、 １ 例生理缺陷、 １ 例疾病。
（董志翘 《 〈观音灵验记三种〉 译注》，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２５ 页）
《续光世音应验记》 共计灵验记 １０ 例， 其中 ６ 例救难类型为枷锁或刑杀、 ２ 例鬼难， １
例水灾， １ 例治病。 （董志翘 《 〈观音灵验记三种〉 译注》， 第 ２８－５５ 页） 《系观世音应

验记》 记载了 ６９ 例观音灵验记， 其中 １１ 例救难内容为水灾和火灾， ５２ 例涉及牢狱、
刑杀、 枷锁， 被缉捕、 被奴役等社会性灾难， ２ 例遇虎狼猛兽， １ 例求子得子， ３ 例治

病 （这 ３ 例中 １ 例为突然聋盲， ２ 例为癞病）。 （董志翘 《观音灵验记三种译注》， 第

５７－２０９页）
在这三种 《观世音应验记》 中， 观音救难的范围除了继承 《正法华经·光世音普

门品》 中观音可以救治水、 火等自然灾害及冤狱、 刑罚等社会灾难对民众生命造成的

威胁外， 也产生出治疗疾病的功能。 在医学相对落后的古代， 疾病对人生命所造成的威

胁并不亚于极端的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 当时普通民众对疾病的认识主要是 “鬼魂致

病说” （赵青山 《６－１０ 世纪敦煌地区抄经史》，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３４８
页）， 而观音菩萨作为佛教中最受中土民众欢迎的神灵， 又具有广泛的救难功能， 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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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疾病， 在久医无效的情况下， 向观音菩萨祈求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脱胎于东晋

南北朝观音菩萨信仰中的观音疗疾功能， 成为后世观音疗疾信仰的滥觞。
除了灵验记， 密教观音疗疾经典的传入也是观音疗疾信仰产生不可忽略的另一条线

索。 陆杲 《系观世音灵验记》 在逃亡迷路 ５ 条、 被奴役返乡 ４ 条、 遇猛兽 ２ 条、 疾病 ３
条后分别注明密教 《请观世音》 里有相关记载， 在疾病条后注： “右三条， 《请观世音》
云： 遇大恶病。” 《请观世音》 即 《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 东晋时竺难提翻

译， 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杂密观音经典。 “经中叙述观世音菩萨为毗舍离国人民解除疾病

困厄， 教其称念三宝及观世音菩萨本身名号， 并说十方诸佛救护众生神咒， 谓持此咒可

免一切疫病”。 （李利安 《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 第 １２２ 页） 除了 《请观世音菩萨消

伏毒害陀罗尼咒经》 外， 东晋南北朝时还有大量的杂密观音疗疾经典传入中国， 其中

大部分保存在 《陀罗尼杂集》 里， 主要有 《观世音菩萨说消除热病诸邪不忤陀罗尼》
《观世音说治五舌塞喉陀罗尼》 《观世音说除一切眼痛陀罗尼》 《观世音说治热病陀罗

尼》 等， 观音治病的范围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疾病类型。 《陀罗尼杂集》 很可能在北

魏孝明帝 （５１６－５２８） 时期形成于北方， 北魏末年传到南朝， 十来年后再传到敦煌。
（吕建福 《中国密教史 （修订版）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１７５
页） 敦煌北 ７６７９ 《观世音菩萨说除一切眼痛阿 （陀） 罗尼》、 北 ７４５６ 《观世音说治五

舌塞喉陀罗尼》 就是对 《陀罗尼杂集》 的部分摘抄。
《系观世音灵验记》 里出现 《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 以及敦煌文献中

《陀罗尼杂集》 的抄本， 均说明观音疗疾密教经典与观音疗疾信仰关系密切。 一方面，
密教及密教疗疾经典， 尤其是观音疗疾相关经典的传播， 为民间观音疗疾信仰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 观音救苦救难的功能与密教观音疗疾相互应和、 相互

激发，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观音疗疾信仰的发展。 由于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

密教观音的共同影响， 唐五代时期， 在观音的信仰形态里， 疗疾成为了重要功能之一。

四、 宋以后观音疗疾信仰的发展

唐五代时期的观音疗疾信仰， 对后世观音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奠定了

基础。 北宋时， 观音疗疾信仰继续发展， 《夷坚志》 中与观音菩萨相关的 ３６ 则故事里，
疾病、 生理残疾、 求子、 死而复生的故事就占了 ２２ 条。 在观音疗疾信仰进一步发展的

历史背景下， 中土诞生了观音本生故事 《香山大悲菩萨传》， 该传中妙庄王三女儿妙善

公主为父舍手舍眼入药治病， “妙善为了给父王治病， 献出自己的手和眼， 和中国传说

的 ‘割股疗伤’ 的孝子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周秋良 《跨文化视野中的妙善故事》，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８８ 页） 观音本生故事里的疗疾

元素说明， 在北宋时， 观音疗疾的功能和形象已经彻底深入人心。
明清时期， 观音疗疾信仰与 “割股奉亲” 等中国愚孝思想进一步结合， 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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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极端的子媳割身为父母治病而得到观音菩萨眷顾的故事。 明朝王同轨 《耳谈类增》
记述了一个儿媳平时笃信观音大士， 在观音的引导下割肝为婆婆治病， 婆婆病愈而自己

伤痕累累， 但是主人公因平时信奉观音菩萨而得以保全性命。 （ ［明］ 王同轨 《耳谈类

增》 卷 ５ 《藂徳篇》，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１２６８ 册，
第 ４３ 页） 清代彭际清 《居士传》 记载了湖广益阳人彭信宇平时信奉观音大士， 先是割

臂肉和药治好了父亲的病， 后又割肝为母亲治病， 不久母亲病愈， 在观音的护佑下， 主

人公的身体竟然完好如故。 （ ［清］ 彭际清述 《居士传》 卷 １２， 《卍续藏经》， 第 ８８ 册，
第 ２０５ 页上） 在明清时， 由于中国愚孝思维的渲染， 观音疗疾故事中的观音已经背离

了大慈大悲的传统形象， 容易引起读者的心理不适， 但这也恰恰说明观音疗疾功能在中

国不同时期、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衍变。

结语

观音疗疾信仰起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南朝时的观音灵验记记载和见证了观音

疗疾信仰的产生与最初形态， 同时随着密教观音疗疾经典的传入， 唐五代时观音疗疾在

全国范围内均成为一种普遍信仰。 敦煌出土伪经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神咒

经》， 患文中观音菩萨疗疾的首要地位， 名为 “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法” 的合药之法、
敦煌、 洛阳、 四川等地发现的观音造像题记， 均说明了唐五代时的观音信仰中观音菩萨

普遍具有疗疾功能。 宋以后， 观音疗疾信仰被中国 “割股奉亲” 等愚孝思想吸收并进

一步发展， 明清时， 观音成为了子媳为父母公婆割身疗疾的见证者和褒奖者。 唐五代观

音疗疾信仰发展的另一条脉络是： 兴盛于唐五代时的观音疗疾、 救产难信仰， 在后世又

发展出了施药观音、 杨柳观音、 白衣观音、 送子观音等民间观音形象。 其中， 施药观

音、 杨柳观音是民间信仰中观音菩萨治病功能的典型代表， 而送子观音、 白衣观音则和

观音救产难有一定的联系。 可以说， 后世观音的这些信仰形态， 均与唐五代时期观音的

疗疾、 救产难形象有一定的关联。

（作者马托弟， １９９２ 年生，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２０２１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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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一行来研究所视察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 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 社科司司长徐青森、 思政司司长魏

士强、 社科司副司长谭方正、 学生司副司长李强等一行在甘肃省副省长李沛兴、 省教育

厅厅长王海燕及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 校长严纯华院士的陪同下， 视察了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所长郑炳林教授首先陪同翁铁慧副部

长一行参观了研究所的资料中心， 汇报了研究所的资料建设情况。 目前研究所的资料中

心面积 ３００ 余平方米， 拥有敦煌学专业图书 １２ 万册， 是目前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方面中

文图书最为齐全的资料中心。 随后翁铁慧副部长一行来到研究所会议室， 参观了会议室

展示的研究所近年来的系列学术成果。 郑炳林教授向翁铁慧副部长一行介绍了 《敦煌

学研究文库》 《敦煌学博士文库》 《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 《敦煌与丝绸之路

研究丛书》 《敦煌吐蕃文献丛书》 《敦煌讲座书系》 《丝绸之路艺术丛书》 《港台敦煌学

文库》 《中国西行文献丛书》 《陇右稿抄本文献丛书》 《中国西部民俗文献丛书》 等系

列丛书的编纂缘起及在学术界的影响， 此外还就研究所在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 学术交

流等方面的进展向翁铁慧副部长一行进行了汇报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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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田立新来研究所调研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一行在兰州大学沙勇

忠副校长等相关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

研究所进行调研。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教授向田司长一行介绍了兰州大

学敦煌学研究所在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 图书资科中心等方面的相关情况。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国家首个敦煌学博士授权点、 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培育学

科的单位， １９９９ 年入选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魏迎春教授陪同田

司长一行参观了研究所的资料中心和建所以来的研究成果。 魏迎春教授重点向田司长一

行介绍了研究所在语言文字在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语言文字方面目前已出版 《敦煌愿

文词汇研究》 《敦煌、 吐蕃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 《８－９ 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 以敦

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 等图书十余种，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项。 最后田司长

对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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